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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黑格尔的“法哲学”——正如《法哲学原理：自然法与国家学纲要》（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ß）通常被简写称呼的那样——必定是政治哲学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之一。它在国家哲学的经典著作行列中卓然耸立，犹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国家篇/Politeia）、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霍布斯的《利维坦》。从其于1820年显现问世（出版史参见GW 14, 3，第844–861页）直至今日，政治哲学的所有重要流派都——无论是持实定的肯定还是批判反思的态度——深入探讨了这部著作（参见奥特曼在本卷中的文章）。
从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自由主义者，都将法哲学中的黑格尔视为其最重要的对立面之一。但与此同时，当代的自由主义法哲学家（韦尔、里特尔、伊尔廷、阿维内里）也主张黑格尔属于这样一种传统：在该传统中，国家首先致力于保护个体的权利，并实行一种免于任性、受法则约束的统治。
在思想谱系的另一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通过他早期从事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而起步的。马克思批判与自由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他针对国家及其他制度的所谓实体化，使单个个体及其需要的现实性得以彰显。诚然，马克思——这对马克思主义传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并未将个体的自由权利及其保护理解为国家的核心任务。马克思将辩证方法与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国家主义”区分开来，他自己将辩证方法用作社会与经济批判的工具。这种在辩证法的“革命”方法与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反动”内容之间的分离，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保留了下来。
黑格尔也曾被19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所援引（罗森克兰茨、赫勒）。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黑格尔主义（赫林、宾德、拉伦茨），甚至走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门槛。战后关于黑格尔思想对德意志精神歧途之重要影响的争论相应地十分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在为黑格尔辩护以抵御法西斯思想谱系指责的人士中，就有德裔犹太流亡学者中的杰出学者（阿维内里、考夫曼）。
在政治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在其他国家的影响甚至比在德意志更为重大。这首先适用于意大利。早在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尤其是那不勒斯学派（斯帕文塔）的黑格尔主义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巨大意识形态论争中，克罗齐与秦梯利这两个对立面都依傍于黑格尔——前者依据的是“自由主义的”黑格尔，而后者依据的则是“国家主义的”黑格尔。
在近几十年中，关于黑格尔在政治哲学史上的立场的争论，因《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出版前后那些年份的讲授课听课笔记的发表而重新燃起。着眼于《卡尔斯巴德决议》与“煽动者迫害”时期的普鲁士政治局势，出版的这部著作如今可以显现为一个隐秘的自由主义者和早期立宪主义者的妥协适应产物（伊尔廷）。
黑格尔早在耶拿讲师时期（1801–1807）就定期举办关于“自然法”的讲授课（参见GW 14, 3，第837–844页）。自他受聘前往海德堡（1816）起，他又重新恢复了这些课程，并在柏林最初的几年（1818–1825）里定期讲授。后来他由其（“自由主义的”）学生爱德华·甘斯代课。直到1831年去世前不久，他才再次开启了一门法哲学讲授课。
海德堡与柏林时期的讲授课存在听课笔记，直到近年来才被单独编辑出版。其中的节选最初由爱德华·甘斯在他1833年版的“附释”中发表。随着海德堡版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1817），黑格尔养成了为他的讲授课出版“纲要手册”的习惯，这些纲要划分为节（§，黑格尔常在讲授课中口述这些条文）及其所属的附注。按照扉页，《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同样也是被规定“供其讲授课使用”的。讲授课听课笔记包含了与时代相关的修改，当然也可能受到做笔记的学生的兴趣与视角的规定。《法哲学原理》始终是黑格尔本人亲自出版的权威文本，听课笔记相对于它而言则相当于评注。
黑格尔法哲学所获得的广泛分歧、往往甚至截然对立的诠释充分证明，《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迫切需要评注。尤其是需要从审视该文本所依据的不同视角与传统出发来进行评注。评注始终存在着将作者自己的观点片面投射到文本中的危险。一部“合作评注”正是抵御这种片面性的解毒剂。对于《法哲学原理》而言，这尤为适切自然。
在当前这一卷中，视角的多样性与体系性兴趣恰恰不应当为了严格的“逐行评注”而被压制。本文旨在帮助阅读，不仅面向研究者，也面向学生和其他感兴趣的读者。它希望同时成为导论、评注以及国际黑格尔研究的明镜。每位作者在这种综合中都不得不对其中某个目标有所取舍。但（但愿）这些取舍之间也保持了平衡。
除佩佩扎克（Peperzak）的文章外，本卷均由原创文章组成。佩佩扎克的文章最初显现发表在《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第17卷，1982年）。
对于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我谨向米夏埃尔·匡特（Michael Quante）、加布里埃莱·桑特尔（Gabriele Santel）、安德烈亚斯·维斯（Andreas Vieth）、斯蒂芬妮·冯·贝弗弗德（Stephanie v. Beverfoerde）和乌特·赫斯林（Ute Heßling）致以谢意。
明斯特，1997年3月
路德维希·西普
第4版前言
本第4版是对前几版的修订与扩充。本书增加了涉及著作重要部分的三篇新文章，并用一篇新文章替换了一篇旧文。新的评注包括加布里埃尔·阿门瓜尔（Gabriel Amengual）论家庭的部分（§§ 158–181）、丽莎·赫尔佐格（Lisa Herzog）论市民社会部分中的经济理论（§§ 182–208），以及瓦尔特·耶什克（Walter Jaeschke）论§ 270中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这些评注深化并精确化了以往以更宽泛部分为对象的篇目。同时，这三篇评注所处理的主题都在当代的黑格尔接受史中扮演着特殊角色。被替换的文章是关于黑格尔所有权法的篇目。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的文章在此期间已被多次重印，极易获取，因此理应由一位更年轻研究者的原创论文予以替代。阿米尔·莫赫森尼（Amir Mohseni）承担了这一任务。这丝毫不会改变对里特尔经典文章的评价，以及他在汲取黑格尔法哲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其余文章部分由作者本人进行了更新，部分参考文献则由主编及其助手进行了修订。总参考文献目录和作者简介也均已更新。在此对卡罗琳·伊塞尔特（Carolyn Iselt）、亚历山大·吕克纳（Alexander Lückener）和弗里德·伯格纳（Frieder Bögner）的协助表示感谢。与以往一样，此处所列文献仅是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浩瀚研究潮流中的一小部分切片。
正如在第3版前言中所强调的，自2011年起，《法哲学原理》文本在《全集》（Gesammelte Werke）中已有了一个可靠的版本，该版本由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结合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共同编辑出版。该版本分三册（14,1–3）出版，共计1300页（克劳斯·格罗茨与伊丽莎白·魏塞尔-洛曼编）。第三卷包含由克劳斯·格罗茨撰写的逐行评注。在2013—2015年间，这套全集还出版了带有考证附录的黑格尔1817年至1831年法哲学讲授课的精选听课笔记（GW 26,1由迪克·费尔根豪尔编，GW 26,2和3由克劳斯·格罗茨编）。由此，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拥有了一个篇幅宏大且经过严谨审订的全新文本全集。对这个涵盖了法、道德、社会和国家各个领域，或许是最后一个哲学体系的兴趣依然未减。它继续激发着人们尝试将我们的时代也“在思想中把握”。但这些尝试应当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即在历史语境的框架内——至少是大体轮廓中——对原初文本进行彻底深入的评注。
明斯特，2016年4月
路德维希·西普
路德维希·西普
1理性法与法历史
《法哲学原理》的语境与构想——着眼于其《序言》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作为他本人唯一出版的实践哲学著作，可以说是——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在错误的时间、带着错误的政治意图出版，且带有一篇在不少段落令人难堪的序言的书。1黑格尔借助这场针对时代背景的论战，给自己的法哲学帮了一个“倒忙”。其反响是立竿见影的：直至今日，在广泛的圈子里，《法哲学原理》中的黑格尔仍被视为普鲁士复辟时期的首要意识形态家之一，以及对德国历史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浪漫派的先驱之一（关于接受史参见Riedel 1982；Stewart 1996）。然而，凡是将该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读并置于黑格尔著作语境中考察的人，都会迅速认清此类接受的肤浅性与曲解。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这场论战背后隐藏着某种截然不同的意图。在1817至1820年的讲授课中显现、随后在《法哲学原理》中因躲避煽动者迫害与书报检查而隐匿自身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黑格尔，只是现代阐释者的一种愿望表象。2尽管海德堡时期的黑格尔在分权学说的某些要点上确实更接近当时的自由主义宪法，3但在基础方面，黑格尔的法哲学讲授课（PR-Rin）、他于1817年发表的关于符腾堡宪法讨论的论著（等级议会论著；参见VVL）与1820年的著作却是一致的。4该文本并不需要双重解读，就像17和18世纪国家哲学与宗教哲学著作中可能需要的那样——“迫害与写作艺术”（利奥·施特劳斯）并不是理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钥匙。
黑格尔虽然不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但他主张通过自己的法哲学来履行一项对国家——不仅是对普鲁士国家——至关重要的功能。如果普鲁士真如黑格尔所坚信的那样，致力于依据合理原则推行国家改革——正如在法国通过革命与君主制作为立宪君主制的复辟而取得成功那样5——那么它本身就必须赋予法哲学一个卓越的地位。6在黑格尔看来，唯有一门严格同时又在历史和“社会学”层面具体的法权理性科学才能占据这一地位。在要求在其公民的理性面前得到辩护的每一个国家中，这样一种哲学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黑格尔于1818年——即费希特逝世四年后——应哈登贝格改革派圈子成员阿尔滕施泰因的聘请前往柏林时，哲学在当地大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微乎其微。相反，施莱尔马赫等神学家以及萨维尼等法学家则颇具影响力。7此外，在神学系任教的德韦特是他长期的论敌弗里斯的门生，此人曾使哲学和神学沦为瓦解国家基础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鼓动学生的民族主义热情——甚至到了为政治谋杀辩护的地步。8当黑格尔在该书的论战性段落中——除了哈勒之外——主要抨击弗里斯与胡果时，他十有八九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他们地位更高、影响更大的柏林同事施莱尔马赫与萨维尼。在黑格尔看来，二者都代表了康德哲学的“末流分支”，黑格尔从其最早的发表作9起就对之进行批评：在黑格尔看来，施莱尔马赫作为费希特的后继者代表了康德哲学的“主观化”，即把道德和宗教奠定在良知与感觉的基础之上。另一边则是批判哲学向经验与历史的转向，其代表是哥廷根的古斯塔夫·胡果与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在黑格尔眼中，这两者还在历史上反对法权理性的进步，并倾向于对罗马法权接受的古典主义。10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政治与学术政治意图，是维护哲学以抵御其败坏者与蔑视者——也就是将哲学作为法权与社会制度的一门概念科学加以捍卫。但这门概念科学绝非从第一原则演绎而来，而是使历史上形成的欧洲法权文化在其思想前提上变得透明。在这方面，黑格尔与历史法学派极为接近。但他仍在关键要点上坚持理性法权的主张。并且，他也捍卫作为理性法权的自然法概念，反对C. L. 冯·哈勒在其《国家科学的复兴》中所提出的经验比较式自然法（参见R § 258 A，第403页及以下）。对哈勒而言，对据称在所有文化中皆可发现的自然伦理关系的比较，事实上导致了对强者“自然”权威、家长制乃至君权神授的复辟。11而在黑格尔看来，法学中的历史学派如果拒斥或批判建立在人权之上的现代法典编纂（如《拿破仑法典》或《普鲁士普通邦法》），也同样意味着对启蒙理性法权的背离。
黑格尔试图通过其法哲学在法权的理性法处理与历史处理之间架起的桥梁，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两座支柱：一是其特有的逻辑科学方法，该方法允许将法权文化及其发展“重构”为自由与正义理念的具体化；另一则是历史哲学，它在民族精神无意识的运作背后，看到一种康德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法权进步在发挥作用。当然，这种历史认识的主张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对“理念”的理解，被提升到了超越康德局限的高度。正是在这种对科学现实性认识的主张之上，黑格尔继而奠定了其哲学的政治主张。
对这样一种法哲学构想进行学术辩护固然是合法的。黑格尔在其著作中首要关心的正是这一点，他在《序言》中已明确指出——尽管同样带有论战锋芒：“如果要从哲学上谈论某种内容，那么它只容许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处理，正如作者对于除了对事情作科学探讨之外的其他反驳意见……必定必须漠不相关一样”（R，第17页）。但他的现实政治意图则另当别论，即在修辞上也给那些在他眼中主导着时代精神、且对哲学和理性法权构成危险的学术势力以决定性打击。在1821年5月9日致道布的一封信中（参见Peperzak 1987，第27页），他夸耀自己通过《序言》及正文中的相应附注，对一个任何人都认为无人有勇气敢于挑战的群体进行了这一打击（参见B II，第263页；Jaeschke 2010，第277页）。然而，黑格尔借此几乎并没有遏制强者，反而打击了当时正承受煽动者迫害重击的弱者。12尽管他在涉及其学生的个别案例中曾表示反对，但他原则上赞同并为这些国家压迫辩护，这使得《序言》以及正文中的某些段落令人难堪。13然而，从他的科学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概念出发，这种辩护并非毫无逻辑连贯性。
不仅黑格尔对其政治对手的评估值得怀疑，他对历史法学派的划界也难称恰当。胡果，尤其是萨维尼及其学派，本身就致力于实现历史方法与自然法体系性进路的综合。14尽管如此，黑格尔的法哲学无疑是在哲学上最为精妙、在体系上考虑最为周详的对理性法权与历史实定法学说进行中介的尝试。理解并探讨这一尝试仍然是非常值得付出的努力，即便黑格尔为此发展的体系构想和方法最终建立在过强的假定之上。
下文首先将对这一尝试的科学方法进行概括勾勒，以阐明黑格尔对主观主义的批判（I）。第二部分将在黑格尔对理念的理解及其历史哲学的背景下探讨其关于合理现实性的论点（II）；第三部分将回到由这一构想所引出的法哲学的国家功能（III）。
1.1主观性与法权的概念科学
黑格尔的普遍哲学特别是其法哲学，坚持了康德哲学理解的两个论点：第一，哲学关涉对构成认识领域和行动规范的范畴与理念的分析与演绎（即辩护）。第二，哲学是关于一种具有意识能力的、应被把握为主观性的理性的形式与成就的理论。
但在黑格尔眼中，这些原则在哲学（尤其是实践哲学）中的方法性与体系性应用，在康德以及特别是其继承者那里，遭受了主观性与其内容（亦即认识活动与行动的知性概念与理性概念）之间致命分离的损害。“演绎”变成了将概念还原为直接确知或主观性的理智自身直观，或与它们相比较。康德将义务意识与自由意识诉诸实践理性不可解释的见证，本身已是迈向这一方向的一步。此外，在黑格尔看来，无论在理论哲学还是实践哲学的演绎中，康德都未能真正证明：理性唯有在恰恰这些范畴中才能意识到自身。
主观性与理性概念内容的分裂，在费希特和早期谢林那里进一步加剧。二者都试图以笛卡尔式的方式，将哲学的科学性重新奠基于主体直接自身关联的不容置疑的确知之上：费希特奠基于自发自我活动性的确知，谢林则奠基于一切意识中绝对的、前反思的主客体统一的理智直观。在康德主义基础上发展出的第一部法哲学，即费希特1796/97年的《自然法权基础》（参见GA I, 3–4），在黑格尔看来显示了这种直接自身确知与理性内容相分离的后果。费希特试图将这些内容证明为一个——仅通过法权行动而个体化的——主体的自身经验条件。但其结果却与其原则截然相反：为了保障自主行动中的自身经验，在黑格尔眼中，费希特“演绎”或“建构”了一套完美的控制与监督体系——从强制护照制度到计划经济（参见R，第14页及以下；DFS，第54页及以下）。
在直接自身经验与理性的概念内容相分离这一意义上对康德哲学的“主观化”，在黑格尔看来在费希特的伦理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黑格尔将其理解为一种贯彻始终的良知伦理学，尽管费希特实际上只是将良知视为行动情境中伦理法则的最终解释审级，而非德行义务的认识理由（ratio cognoscendi）。
自耶拿时期起，黑格尔就试图证明——他将在《法哲学原理》的道德章中深化这一观点——在这一主观化方面，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与其在今天被称为狂飙突进、感伤主义或早期浪漫派运动中的批评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雅可比的感觉与天才道德、早期施莱尔马赫的感觉神学、诺瓦利斯对创造性良知的绝对化，抑或施莱格尔的反讽构想，都不过是主观直接性与理性法权秩序及伦常秩序相分离的进一步推进。15这一发展构成了政治浪漫派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它体现在“大学生协会”的精神导师身上。它摧毁了哲学的科学性，并相对化了革命后欧洲国家的法权秩序。然而，黑格尔针对弗里斯的抨击不仅在政治上是成问题的。16
但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法学派对理性法权的批判，同样基于主观性与法权和道德的概念内容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可追溯至康德本人。黑格尔赞同胡果与萨维尼的批判，即在康德那里，法权理据与私法及公法内容之间不存在体系上必然的联系。17因此，转向历史上具体的法权体系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与胡果和萨维尼在批判理性法权的同时诉诸康德法哲学原则的做法不同，对黑格尔而言，关键在于将法权的理念及其历史具体化置于一个体系性的理据脉络之中。
对法权体系与发展的纯粹历史研究，并不能取消对法律、宪法和判决之正义与非正义进行科学审视的要求。这一要求是与理性及科学理念、甚至与人类对自我确证和“客观化”本身的努力相联系的自我意识结构的结果，正如黑格尔早先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试图证明的那样。在历史发展中，人类日益意识到这一结构。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关切自身救赎的个体从其社会生存的朴素状态——即消融在城邦生活中——中被解放出来。在更正教中，在接受审视的主体面前为一切真理辩护的要求成为了宗教、道德与法权的基础。按照《法哲学原理》《序言》，“借助思想”进行辩护是“近代的特征，此外也是更正教的特有原则”（R，第16页）。如果这一辩护要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么主观的情操道德与掌权者毫无原则的法权政治将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
黑格尔认为，在他的对康德进路的吸纳中——尤其是在《逻辑科学》（参见L I–II）中——已发展出一种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方法。基于这种方法，法哲学可以成为科学，而不会像历史学派指责启蒙理性法权那样陷入脱离历史的建构。黑格尔早在1817年的《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纲要中就已阐发了这一点（参见HE §§ 400–452）。1820年的《法哲学原理》再次进行了证明。正如黑格尔反复强调的那样，展开法权内容的方法是从《逻辑学》中继承而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生搬硬套黑格尔质料逻辑与本体论逻辑的范畴。18相反，它反过来表明，在私法、公法、道德与社会秩序的概念及体系性关联中，包含着逻辑的——当然不是形式逻辑的，而是“事情逻辑的”——概念与关系。
黑格尔的逻辑学既是范畴分析，也是主观性理论。作为范畴分析，它试图证明在构成我们知识与行动领域的诸概念的意义之间，存在着蕴涵与阐发、包含与展开可能性的关系。如果分析这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彼此“分化”开来。在此过程中可以证明存在着对立与排斥的逻辑关系，这些关系同时导向更高阶、意义更丰富的统一概念。
黑格尔同时在特定意义上将这种范畴分析的方法与结果把握为主观性。因为主观性并非直接的自身直观，亦非自我在其表象中的同一性意识，而是一种自我区别并在对立环节中清晰展现的整体的认识结构。费希特在其关于意识中活动性与阻碍的对立与综合的理论中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但他却将其“主观主义地”理解为意识行动的结构，而非概念关系的结构。
根据这一结构分化开来的理性概念的整体，在《逻辑学》的末尾表明自身乃是在其每一个环节中的自身认识（或自我阐发）与自我肯定。在黑格尔看来，这一模式也规定了实践理性或普遍意志，普遍意志在个体意志与群体意志的自由竞争（市场社会）以及制度化合作（家庭、职业阶层、国家）中肯定自身或欲求自身。
在法哲学中，可以通过将法权的一切基本概念展现为自由普遍意志概念的分化与充实，来贯彻《逻辑学》的操作流程。由此不仅满足了理性主体的辩护要求，而且行动个体的本质即主观性，也被证明为法权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原则。当然，还必须表明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结构类比”，如同柏拉图政治学中灵魂与国家之间的类比那样。相反，国家必须被证明并辩护为个体的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条件。诚如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这在黑格尔那里并非适用于任何一个任意的国家，而是适用于推行法权并实行分权之国家的基础。但是，一种不仅将理性主观性理解为个体的、而且理解为在保障自由之国家的“法权逻辑”中“客观化”的理性法权体系构想，必须能够适用于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法权文化。并且它还必须能够对一个时代法权发展的根本问题提供解答。否则，历史法学派对理性法权脱离实在性之抽象的批判，也将同样击中黑格尔。
1.2理念与法权的历史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出版于普鲁士宪法争端进入决定性阶段的时刻。1819年，哈登贝格在普鲁士引入代表制宪法的最后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19黑格尔也对这场争论表明了立场。他明确主张支持国家编纂成文的法权秩序，但同样明确地反对西欧模式下由普选权产生的国民代表制——并且他在宪法制定问题上保持了极其审慎的态度。一部更新的宪法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也是“常规”立法过程的结果——正如法国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过早的“人为”制宪恰恰会阻碍进步（Grawert 1986，第289页及以下；Lucas 1986；Siep 1992c，第288页及以下）。黑格尔事实上赋予了普鲁士行政改革与立法优先于制宪的正当性。20在这方面，他也比自由主义改革者更接近历史学派。
萨维尼于1814年在其著作《论我们时代在立法与法理学方面的使命》中论及“对法典的需求”时写道：“国家应当审查其全部法权储备并予以书面记录……首先可以追问的是，这部法典的内容应当来自何处。按照一种……观点，许多人声称，普遍的理性法权不顾任何现存事物，应当规定这一内容。但那些与执行打交道或在实践中了解法权的人，都很容易避免这种夸夸其谈、全然空洞的观点”（此处引自Stern 1914，第81页）。萨维尼基于两个理由怀疑其时代是否具有进行全新立法（尤其是民法立法）的“使命”：21其一，因为法权“首先通过伦常与民族信仰（产生），继而由法理学创造出来，因而到处都是通过内在潜移默化的力量，而非通过立法者的任意”（引自Stern 1914，第79页）。对于历史上形成的法权，充其量只能予以修正与补充。但要合理地构想这些修正与补充，其二就必须把握现存法权的意义与内在体系构想。人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法权体系的“指导性原则”，并“从这些原则出发，理解所有法律概念和命题的内在联系与亲缘关系的性质”（同上，第84页）。萨维尼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法学者缺乏这种能力。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211节的附注中严厉驳斥了萨维尼的观点：“否定一个有教养的族群或其中的法律阶层具有制定法典的能力，……将是对一个族群或该阶层所能施加的莫大侮辱之一”22（§ 211 A，第177页）。尽管如此，除了针对理性法权的论战之外，23他完全可以赞同萨维尼上述引述的论述。他赋予自己独特的理性法权构想的任务，恰恰是把握历史生成的法权的体系性联系，但同时将其辩护为合乎理性的。正如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贯彻的那样，其结果同样更倾向于适度的修正与补充，而非平地起高楼的创新。
但黑格尔声称能够表明，这一法权体系可以被理解为法权理性理念的实现，正如从卢梭到费希特的现代自然法权论者所认识到、但概念化尚不完善的那样。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法律面前的平等与平等的立法参与，是一个被规定为意志自由的本质在必然分工协作与相互行为期望网络的社会中如何保持自由的条件（参见Rousseau 1986，第1卷第6章）。在康德和费希特的概念中，理性法权是一种秩序的理念，在其中，所有人共同制定的法则在外部行动中使所有人平等的自由空间成为可能并予以保护。对黑格尔而言，这一理念是正确的，但过于抽象，以至于无法评估历史上形成的欧洲法权体系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指出的以往理性法权脱离实在性，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理念”概念本身。在康德那里（按黑格尔的解读），理念意味着无条件的理性要求，人类欲求应当趋近其实现，却永远无法完全达到。正如纯粹道德在人类行动中永远无法被设想为已经达成，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确信自己纯粹为了伦理法则本身而践行它；同样，法治国的理念也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单单因为它以所有国家的法权和平秩序为前提——至少对晚年康德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实行的理念”（康德，《道德形而上学》，AA VI，第350页）。而且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法哲学的演绎方法同样包含了理念的这种乌托邦环节，因为每一项法权建制都必须以所有法权同袍必然意志和谐一致的理念为尺度来加以衡量（参见同上，第264页）。
相反，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绝不能被理解为尽管受到无条件要求却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之物，而应理解为概念的必然实现。24在此，人们必须区分这种实现的体系性维度与历史维度。将一个思想展开为一个由概念、规范或制度构成的体系，是黑格尔那里“实现”或“现实性”的一种体系性含义——对应于《逻辑学》中的“现实性”范畴（L II，第369页及以下）。在此，“展开”仅意味着体系必须能够还原为这样一种基本思想——犹如在萨维尼那里，一个历史法权体系必须能够还原为其“指导性原则”。正如按照历史学派，一个法权体系在一个民族中“有机地”发展；在黑格尔看来，它必须能够被理解为法权思想的有机的、亦即内在必然的（前后一贯且合目的的）发展，从而被理解为自由与正义的结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从永恒的理性中派生出所有的法权概念与制度，然后再通过同样永恒的立法予以实现。对黑格尔而言，这也是一个长达数千年25且在很大程度上“未经规划”的发展过程，各民族在其中“探寻”那些规定并具体化法权与自由之含义的制度、操作流程与规则。这是“实现”的另一种历史维度。唯有在此类发展的终点，人们才能理解在这些尝试中结晶出来的法权理念。然而到那时，人们也必须能够沿着理性原则的线索将其重构出来。26哲学作为密涅瓦的猫头鹰，不仅审视什么是“变老了”的事物，而且能够将自己的时代作为合理发展的阶段性终点在思想中把握。将《法哲学原理》的内容与当时的法权体系相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思想至少拥有区分过时之物与“成熟之物”、并识别“不合理”发展的批判潜能。
关于各民族法权发展在总体上应被理解为在把握和实现合理法权方面的进步的假定，黑格尔与康德以及启蒙运动的其他立场是一致的。对康德而言，将历史视为进步史的这种考察，既是一项道德法权要求，也是为了完善科学体系所必需的尝试。如果不将文化史定向于法权状态这一终极目的，甚至连将自然理解为一个合目的的体系都是不可能的（参见Siep 1995，第358页及以下）。
黑格尔强化了这一论点，因为他与谢林一样认为，在体系上自然只能被认识为日益增长的自我组织、自我个体化与自我反思的阶梯序列。自然不仅因其可认识性而朝向精神设立，正如古希腊罗格斯哲学所试图展示的那样；而且它也是精神诸种前形态的阶梯，旨在实现精神的自身认识。这在历史的文化形态中延续，人类精神最初在其中试图通过无意识的集体产物来把握自身。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的法权发展也不能仅被把握为内在的有机生长，如萨维尼所认为的那样。27因为那样做会使法权发展“自然化”，并将各民族精神自身贬低为偶然显现。
相反，各民族精神本身为普遍的、进步的法权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主体充其量可以称为“世界精神”。28当然，世界精神不仅在法学家学派和哲学学派中形成，而且也在强权政治与战争中形成，只要这些政治与战争带来了法权进步。一个先进法权体系的帝国式扩张亦属于此——对黑格尔而言，罗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革命与后革命时期的法国也是如此。与萨维尼不同，黑格尔认为《拿破仑法典》不仅在法权的体系化方面，而且在法权原则方面都是一种进步。罗马法权并未承认每个人普遍的法权能力——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和当代罗马法学家的家庭法权中仍保留着这一痕迹。唯有通过法权平等与人权的原则，法权局限于身份法权的状况才被彻底克服。29黑格尔将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宪法史（尤其是1815年以来的立宪君主制）视为确立这一原则的决定性阶段。与费希特不同，且与1820年代末以来的南德早期立宪派（罗泰克、韦尔克、莫尔等）也不同，黑格尔在解放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中，未能看出实现公民自由的积极步伐。30
黑格尔在其历史考察方式中甚至超越了历史学派的实在论。他所把握的“法权”概念已经比历史学派更宽泛，也比其对立面理性法权更宽泛。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法权中也包含了无法表述为严格权利的道德与社会诉求。这些诉求就是对善意与福祉的道德诉求，以及对不同阶层与等级中个体的生存、才能与社会贡献予以承认的社会要求。
其二，即使是严格的、由法律或习惯法确立的权利的实现，也包含利用这些权利的经济条件以及接纳这些权利的社会条件。因为如果理念本身就包含其实现，那么法权就不仅包含其“稳定”作用性的程序性条件（司法、法院制度），而且包含其经济与社会条件。
这两种法权实现方式都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道德”章、尤其是“伦理”章的研究对象。它们包含了对在——独立于心性与德行的——社会国家机构中制度性保障福利的思考（参见Siep 1992a，第232页）。它们将行会与同业公会等等级自治组织的发展，解释为独立于灾难而行使主观权利的经济与组织基础的构建（参见§§ 230, 242及附注, 251及以下）。并且它们探讨了接纳权利与承认法权主体的社会学前提——特别是着眼于其因阶级冲突而受到的威胁，以及因赤贫化或财富的傲慢而造成的法权心性的衰退（参见§ 244）。31在此过程中，黑格尔当然也远离了理论上的空泛要求。在保持独立性与工作意愿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保障的问题，是黑格尔识别出发展趋势与任务却并未“演绎”出解决方案的诸多问题之一。他阐释了社会发展朝向社会实现的具体法权的轨迹，同时也阐释了危及这一发展的趋势（参见本卷赫尔佐格的文章）。
一部同样涵盖了稳固法权实现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前提、并将其纳入自身体系性概念总构架的法哲学，既无需承受脱离实在性的指责，也无需承受毫无原则的非难。但它因此并不单单是对一个在启蒙运动与后革命时期对稳定的渴望之间摇摆不定的社会具有实用价值。在黑格尔看来，它也践行了欧洲哲学源自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的承诺。
如果历史能够被理解为法权理念的体系性展开与日益增长的认识（即理解为理念的“实现”），那么理性法权就再也无需以空洞或乌托邦式的要求与历史相对立。人们可以确信，理念——即便历经迂回、倒退和“病态的”国家（参见§ 258 Z，PR-Grie第1405页及以下）——最终会在历史中以及在长久确立的制度中实现自身。社会的“质料”朝向合理的“塑形”设立，如同亚里士多德那里的质料一般。黑格尔表述为现实性是合乎理性的，抑或它（必然）成为合乎理性的，在历史哲学上并无根本差异。32然而，合理性确实可以在时空的“此地”被认识到，正如黑格尔所引用的伊索名言“Hic Rhodus, hic saltus”（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所表达的那样；正如当时的书评家所见，这引发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重大问题。33
黑格尔将哪些制度与权利视为合理发展的结果，法哲学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自克服了早期因法国大革命滑向恐怖以及旧德意志帝国崩溃所带来的痛苦之后，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34就是证明在科学认识与历史实在性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历史——如同斯多亚学派眼中的宇宙——被设定为具有可认识性，且在核心上可以被把握为一个合目的的体系，那么主观认识活动与客观理性便达成和谐一致。由此，个体便从其不断摇摆的意见（柏拉图式的doxa）中解脱出来，并与现实性的合理实体（logos）相“和解”。在科学理论中从纯粹主观性与盲目的、或许毫无意义的命运中获得的这种“救赎”，在黑格尔看来就是古希腊人所谓的具有神圣性的东西，以及基督教所追求的“救赎”。当然，通过理论与命运达成的和解并不仅限于法哲学，而是唯有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才得以圆满：该体系还在绝对精神哲学中将艺术与宗教的真实内容提升为概念。
1.3哲学的国家功能
黑格尔坚信，在其《逻辑学》巨大的概念努力中，已经为这样一种兼具历史性与体系性、概念分析性与“社会学”维度的法权理论提供了手段。对于这部为国家基础提供“终极”科学辩护（参见E § 552及附注）、并使个体在其“更正教式的”以及笛卡尔怀疑论式的辩护诉求中获得满足的法哲学而言，在一个像普鲁士那样——至少自腓特烈大帝以来——诉诸理性并依托科学的国家中，理应拥有一个卓越的地位。
黑格尔对哲学在国家中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介于柏拉图的哲学王构想与康德在哲学家批判之笔下的人民权利护符之间。35
黑格尔从未将柏拉图的《国家篇》把握为乌托邦，而是同样将其理解为“在思想中被把握的它的时代”——亦即雅典城邦的理论。早在耶拿时期，他就在一定程度上以之为导向，选择了一个按阶层划分的国家。但在黑格尔看来，阶层是职业阶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资质证明自由进入其中。在黑格尔眼中，唯有在这样的国家中，基于职业能力的社会承认才是可能的；且唯有在这样的国家中，政治意志才能基于业务能力而形成。建立在工商业自由和市场过程之上的市民社会的动态，同样唯有通过阶层组织才能得到调控。在拿破仑时代回归阶层宪法，在黑格尔看来是对大革命平等恐怖之历史经验的反思结果（参见PG，第320–322页；Rosenzweig 1920，第193页及以下）。
在阶层秩序内部，黑格尔那里同样存在着柏拉图式护卫者阶层的对应物：由受过科学教育的国家公职人员构成的“普遍”阶层，按照早先的耶拿构想，军队和哲学在其中也扮演着突出角色（参见NR，第455页）。但与柏拉图不同，黑格尔从未设想让哲学家承担领导国家的功能。卢梭关于伟大立宪建筑师（立法者législateur；参见Rousseau 1986，II，7）的抱负同样与黑格尔相去甚远。理念的实现并不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和哲学家统治所进行的哲学转化。无论如何，理念在民族精神的“潜移默化运作”中都会自行确立。哲学的真正功能是一种批判性功能，即在依据法权与自由的理性原则进行可重构性的尺度来审视宪法发展的意义上。
在这一功能上，黑格尔与康德是一致的。同样在以下方面也是一致的：不将这一任务让渡给法学，而法学恰恰在转向法权历史的时代几乎以博学“窒息”了这一任务。针对胡果，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3节的一条边注中写道：“所谓学者懂得事情……仿佛所有未曾听过法学讲习班的公民因此便对法权一无所知似的；——此类法学家将其他人视为自己的法权农奴……这种进行合理把握的法权绝没有任何民族愿意被剥夺——绝无任何外行甘愿如此——在此处比在宗教中更不愿如此……而且追问事情之理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3 R，第305页）。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哲学家们追问事情的理性。但唯有当他们能够诉诸自身思维活动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时，他们才能成其为代言人。因为非科学的“满足于表达个人意见的那种蠢蠢欲动的冲动”，在一个稳定的国家中虽然在一定限度内（§ 319）可以被容忍，但并不具有监督、批判或辩护的功能。
然而，黑格尔关于哲学代为承担个体或民族之辩护问题的主张，并不像康德走得那么远。对于康德而言，主要正是哲学家的“笔”捍卫了人民的权利，它通过对照理念来衡量法律，即人民是否可能就自身做出此类决议，或者法律是否可能构成“原始契约”的内容（参见康德，《论俗称》等，AA VIII，第304页；以及《论永久和平》，AA VIII，第368页）。相反，对于黑格尔而言，辩护问题只能针对一个民族整体的法权文化及其根本原则与制度而提出。将国家契约作为审查法律的基础、如同卢梭和康德那样将每部法律视为国家契约的某种重演，在黑格尔看来意味着将公民的私人利益作为其法权忠诚的尺度。鉴于卢梭那里契约的道德意义以及康德那里进入法权状态的定言义务，人们无法赞同这种批判。此外，对黑格尔而言，国家对于私人（“特殊的”）利益的长期效用，同样属于“爱国主义”（R § 268）的合法根据。
不过，比康德更为自信的是，黑格尔试图证明，对康德而言尚属未来的宪政国家在1789年至1815年间已初具雏形。并且这样一个国家不仅能够保障法权，而且能够保障福利以及一种尽管具有良知自由却独立于纯粹意见的“客观‘道德’”。长久履行对他人的行善义务，以同业公会和国家社会机构为前提。然而，“自身的完善”——除了他人的幸福之外康德德行义务中的第二项——唯有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公共政治生存的“伦理”中才能达成。
国家不仅是一个保护主观权利的联合体。它是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在其中，单个人在为公共福利的活动性中能够超越其对私领域的局限，并通过成为一个超越时间的制度的成员而“永恒化”。国家的这种与近代自然法权——或许除了卢梭之外——相对立的自身目的特征，黑格尔早在《法哲学原理》的副标题“自然法权与国家学纲要”中就已经予以强调。
能够具备这种国家理解的哲学理论并不谋求政治权能，但其理论上的“救赎”表明，近代主体如何在符合其辩护诉求的共同体中践行其政治生存——在古希腊城邦哲学的意义上。这一践行在于通过能力与社会功能为中介，参与确定并执行一个由法律秩序井然的自由公民共同体的正义与功利（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 8–17, 37及以下；1275a 23）。在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卢梭）中，单个人的“特殊”利益在长远来看也得到了保障——这并不排除两者之间的冲突甚至达到献祭生命的程度。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献祭，作为对在绝对必然的法权国家中的公民身份的确认，仍然是公民的“实体性”利益（§ 268）。对此的哲学证明是一项对国家的稳定以及个体的法权与幸福必不可少的财富——因此必须由国家促成并予以保障。
着眼于康德的公设学说来界定，这样一个国家通过法权、认同与权能垄断，有能力在大体上并在长远中保障正义与幸福追求相和谐一致的“最高善”。因此对黑格尔而言，正如在体现了自由与福利法权秩序的国家中所体现的那样，国家性同时具有康德式与亚里士多德式（§ 258：“绝对不动摇的自身目的”）的神圣属性（参见Siep 2015）。这种国家性决不容任何宗教基要主义的质疑（参见§ 270 A）。然而，自治的国家与开明的基督教也并非互不相容，不像卢梭式的共和国那样（参见Rousseau 1986，第IV卷第8章），而是在其中找到了对于宗教真理探索者而言最重要的确证，正如黑格尔对基督教的阐释所试图展示的那样（参见E § 552）。
黑格尔将自己建立在《逻辑科学》基础之上的法哲学视为唯一拥有合理且具现实感的国家理论方法的哲学。他的科学客观性概念甚至达到了将对君主制等问题的所有其他探讨都定性为对君尊的“扬弃”、从而定性为一种罪行的程度（参见R § 281 A）。黑格尔与他的大多数前辈和同代人一样，几乎无法设想科学方法的多元主义。36唯有体系性的、别无选择的认识，才能契合这样一种现实性：如果理性存在者不应受制于盲目的、不可认识的命运，那么这种现实性在自身中就必须是逻辑的，即合目的的、概念必然地被构建起来的。自然、历史以及在一定限度内社会生活中的偶然性可能具有解放功能，可能将我们从决定论、体系强制以及对个体与社会自发性的压制中“救赎”出来，这一点黑格尔同许多现代“意义追寻者”一样从未想到。
黑格尔针对在他眼中不符合科学的弗里斯、胡果、哈勒等人的哲学展开论战所依据的宏大主张，在内部理路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历史目的论假定，正如法权概念体系内部乃至所有科学与长久文化结构（艺术与宗教）内部存在“逻辑”必然性的假定一样，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对历史法权文化进行概念与原则分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分析必须比黑格尔给予偶然性、文化变体以及同等价值的解决方案更多的空间。习惯法文化可以与成文宪法及法典文化共存，甚至可能——如同在欧洲法权空间中那样——相互重叠并互为补充。
但是，今天的法哲学也必须更加积极地探寻不同法权文化之间的某种共同实体（或趋同）。这种共同实体究竟仅仅存在于自主主体、自由平等的法权人格及其“人权”概念之中，还是同样存在于对团结以及尊重文化认同等共同体价值的保护之中——最终甚至存在于对一种正义自然秩序的趋同表象之中（参见Siep 2004）——这有待未来的法哲学与伦理学加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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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皮平
2黑格尔、自由与意志
《法哲学原理》：§§ 1–33
2.1
黑格尔声称发展出了一种思辨哲学，它能够达成哲学中任何其他理论立场都未曾成功做到的事情。这种体系哲学由其耶拿时期的《精神现象学》（参见PG）所“导入”和“演绎”，在《逻辑科学》（参见L I,1及以下）中得到最全面的表述，并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参见E；HE）的各个版本中得到最详尽的展开与探索，它最终使得以现实世界的全部“具体性”来理解该世界成为可能。然而，正如许多其他激进的修正主义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或海德格尔）一样，黑格尔声称自己由此并非在解决传统哲学问题，而是在消解或瓦解所论问题的诸多传统表述，并且这是通过首次正确地表述这些问题的条件而实现的。为此，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新的语言，甚至新的“逻辑”，乃是必需的。37
这一说明的核心是一种规定性理论，或者说一种理解将此物正确判定为此物而非彼物之可能性的方式。这一理论旨在使我们能够对现实世界、对现实性（Wirklichkeit），在其一切多样性、偶然性与变化中，以及在其统一性、同一性与稳定性中，作出恰当的说明。规定性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现代唯名论与个人主义中再次成为焦点的“一与多”、同一与差异、普遍与个别的问题，如果得到恰当的或逻辑的提出，并且如果先前表述之所以不充分的原因得到恰当的理解，就能够被“克服”（扬弃[aufgehoben]）。然而，这种对规定性本身的可能性的统一且体系性的说明，以及对规定性与体系整体性之相容性的统一且体系性说明的抱负，并非基于传统的唯理论或一元论预期：即我们在世界中遭遇的无限无尽的多样性只是一种纯粹的幻象，有待被看穿并被理解为超越此岸的某种实在世界的显示，或某种原始之一（Ur-eine）之源的显示。这种多样的特殊性也不应被接受为一个粗糙的、全然不可还原的出发点，从而使统一的说明仅仅局限于越来越抽象（因而也是不真实的）经验或反思普遍性，或者局限于名称的纯粹有用性。
无论在对具体个别的具体性本质的这种说明中，以及在由此提出的精心阐述的反二元论与反还原论论点中所涉及的概念与本体论主张有多么巨大的复杂性，这种抱负对于黑格尔在1819–1820年讲授、并于1820年作为《法哲学原理》出版的《法哲学讲授课》版本的重要性，在该书的“导论”（§§ 1–33）中随处可见。黑格尔以多种方式引起我们对此的注意。首先，用于导入《法哲学原理》的语言立即突显了思辨主张。哲学科学处理的是“理念”，而非单纯的“概念”；除非我们恰当地理解这一点，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随之而来的论断。“法权的理念”将同时说明其概念及其“实现”（Verwirklichung）；38理解定在与概念独特的“相互渗透”（Durchdringung），而非它们单纯的“和谐”，正是区分像这样一种哲学说明的标志。（事实上，在一种哲学理解中，概念甚至被说成是“赋予自身”现实性；我们甚至最终可以断言：“凡非以某种方式成为理念之物，皆无生命。”[§ 1 附释，PR-Hot第776页：“Nichts was nicht auf irgend eine Weise Idee ist, lebt.”]）紧接着，为了增加复杂性，在第3节中，黑格尔立即且审慎地指出，关于“现实性”的这一思辨主张与法权的“实定”形式的任何演绎都毫无关系，而且它与实际的立法问题或政治法权史中本身特有的事件也完全无关。39
此外，法权概念本身、受规范约束的行为的可能性，以及我们使用该概念时的预设，在这些讲授课中都是被“前提预设”的，并被视为“既定的”。最重要且更明确的是，此后关于规范即法权（Recht）的真正实现所断言的一切，都将取决于对该规范的“基底”（Boden）——即精神（Geist）——的理解，特别是它在“自由意志”中的显示，因而仅在“法权体系”中得以实现（verwirklicht）。事实上，关于实在的或具体的自由的那种思辨主张——即自由意志唯有在特定的伦理建制之内并作为其共同参与者，才能“现实地”自由——就是《法哲学原理》的基本论证，并且这一论证中作为焦点标准的“可现实化性”的思辨蕴涵（及其巨大模糊性）已经显示出来。（“导论”末尾第29节中的总结性断言：“任何定在一般说来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这就是法权。——因此它一般说来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导论”总体的意图，恰恰是将对自由意志概念的传统哲学处理，与对实在的或现实的自由意志的思辨处理相对照；而遵循后一种处理方式所面临的非同寻常的困难，在第7节中黑格尔立场的中心总结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意志是这两个环节的统一；——反思入自身并由此被引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单一性；自我的自身规定：同时把自身设定为自身的否定物，即设定为被规定的、受限制的，并且保持在自身处，即保持在它与自身的同一性和普遍性之中，并在规定中只与自身相结合。——自我在它是否定性对自身的关联这一限度内，规定自身”（§ 7）。40
然而，在这些初始段落的附注（Anmerkungen）中，黑格尔毫不犹豫地承认，所有这些前提预设——关于理念的本质，理念、概念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精神的本质，精神与智性及自由之间的关系，甚至关于正确理解“精神即自由”这一主张的逻辑的方式——都不是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而仅是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得到解释与辩护的。这一承认，加之黑格尔的术语被设计为非传统的且唯有在其内部才能加以阐释这一事实，使得所有这些关键概念的引入至少可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用以引入《法哲学原理》根本主张的思辨语言，引发了诸多可以理解的应对策略。最容易理解的策略在英语学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即忽视此类思辨维度。毕竟，在“导论”以及该书三大主要部分中所使用的术语，并不全都是体系性的专业术语。无论最终目标为何，在行文过程中，黑格尔显然就正义、法律与责任及惩罚的本质、当今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性新型社会关系（市民社会）、现代国家的性质、主权的本质等等，提出了清晰可辨的哲学主张。似乎可以肯定，《法哲学原理》中某些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力的主张，完全可以仅作为政治理论问题来进行简要讨论，例如这些主张：现代国家不能被理解为市民社会的行政延伸，而是以公民之间独特的伦理纽带为前提预设；该纽带的工具主义和契约论版本无法成功；这种独特的纽带必须在一个现实的主体（立宪君主）中得以实现；或者甚至是诸如此类极为宽泛的主张：与后基督教道德视点相比，社会伦理具有更大的充分性。
那些对黑格尔开篇引入《法哲学原理》的体系性修辞持怀疑态度、但有兴趣从哲学上而不仅从历史上探讨黑格尔的哲学家们，产出了广泛且有益的研究著作。在此对这种方法作一总体评论便已足够。我认为，由此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乃是批判性的或否定的。如果把黑格尔相当严谨地作为一位传统政治理论家来解读，他确实能够对现代伦理生活的自由主义与道德构想的充分性提出若干令人信服的反驳，并能提供对“现代社会中人类困境的深刻分析”（Wood 1991, 第xxvii页）。（例如，他与卢梭一道，协助指明了复杂的异化问题，并解释了为何它构成了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难题。）从更具理论性的层面来看，黑格尔向令许多论者满意的程度表明，没有任何理性利己主义或道德个人主义的出发点，能够为任何一种在个体上合乎正义、充实且安全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社会与政治文化提供哪怕丝毫的正当性辩护。
但我认为，如果不体会到黑格尔试图变革政治生活本身之范畴的激进性——从根本上变革我们思考作为行动者的自身以及我们的集体生活的方式——这些成果就必然始终是完全否定的。如果不尝试去理解我所谓的这种对伦理生活中并在政治生活中被预设的基本问题的思辨性重构，他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基于良知和义务的道德主义的完整论证（有别于针对特定主张的有趣的特设性反驳）就无法得到辩护；特别是，该批判对于一个正义、现代、世俗、自由的社会及宪政政体的可能性的深远意涵便无法被揭示出来。41（否则，自由主义理论家尽可以承认黑格尔主义者所指出的诸多弱点与不确定性，但仅仅坚持认为：对权利保护的诉求以及一种普遍的、出于自利动机的福利主义，无论多么脆弱，都是我们现代人在相互提出要求时所能理性依赖的全部手段。我们不过是必须学会容忍“消极自由”等的不确定性与不充分性而已。）相反，黑格尔的后一种意涵，取决于能否理解并辩护黑格尔关于精神、自由，以及关于个体的自由精神在一种独特的现代整体性或总体之内（且唯有在其内）的实现的断言，而这一切都是以他理解这样一种精神整体性或伦理（Sittlichkeit）的独特思辨方式进行的。
然而，当我们遭遇一个熟悉的困境时，坚守贯穿“导论”始终的这些显而易见的思辨抱负，似乎至多只能产生一种内部自洽或历史准确、但在哲学上却索然无味的结果。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完全理解黑格尔关于概念与概念规定的思辨理论（从而理解其推论理论），才能理解（比方说）个体自由如何能够在国家的普遍秩序中得以实现而非沦为其牺牲品，或者才能将意志本身的自由理解为“否定性对自身的关联”，那么我们似乎正步入一片危险而神秘的森林，从中返回者极少能说出任何他人可以听懂的语言（参见Ottmann 1982；Henrich 1982，特别是第444页）。然而，如果我们首先仅集中于为了理解“导论”中关于精神（Geist）与自由的若干奠基性主张而看似需要理解的内容，一种更为审慎的尝试是可能的。至少我希望在下文中对此加以论证。
2.2
“导论”中的基本主张关涉自由的本质。黑格尔指出，《法哲学原理》将确立的是：一旦我们具体地、在其现实性中理解自由（而不仅是否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抵制倾向与欲望、从中退缩并超脱于感性冲动的能力，即不行动的“无限”自由），我们就会理解为何唯有一个伦理存在者（sittliches Wesen）——即现代伦理生活与现代国家中享有法权、负有道德责任的成员——才能成其为自由的。当黑格尔在第33节结束其讨论时，他意在展示“自在自为地自由的意志的理念的发展”如何以及为何必须被“分阶段”加以理解，这些阶段分别对应于抽象或形式法权、道德以及最全面的伦理生活的领域。
这一目标把我们引回第4节的最初主张，引回《法哲学原理》对黑格尔关于精神（Geist）之说明的依赖，从而引回必须将精神（Geist）理解为“自由意志”这一主张。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回顾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其精神（Geist）理论中的体系地位，以及该领域在作为整体的体系中的地位。
这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黑格尔提醒我们，他在此仅仅前提预设了精神（Geist）的完全实现就是自由。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某处证明，一个“精神存在者”唯有作为一个自由行动者才能成其所是。因此，将一个存在者构想为精神的（geistig）所涉及的内容显然在先。无论这一论证应当如何运作，它对他关于人类自由之绝对价值的终极主张显然都至关重要。这也构成了黑格尔著名地背离那些将“正当”与“善”截然区分、或者假定可能的人类之善具有不可通约的多元性的自由主义形式的基础；在那些自由主义看来，追求自身生活计划的自由仅被“否定地”理解为因缺乏集体之善的最高权威而产生的结果。他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基于混乱的逻辑，而且无法“现实地”产生维持和再生产一种伦理秩序所必需的效忠以及社会与伦理纽带。在他看来，自由既是一种实质性的善，也是一种社会的善，而他对这一点的论证与他所认为的精神（Geist）究竟为何物深切相连。
其次，唯有回顾黑格尔对精神（Geist）的体系性理解，特别是他对所谓主观精神（Geist）与客观精神之间关系的说明，他对自由意志本质的说明才能得到理解。事实将证明，这一说明绝非援引自由意志时有时所暗示的意志主义、自由意志论或不相容论理论，而理解这一立场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清第4–7节中所提出的奠基性主张——即作为整部著作论证基础的“一个精神存在者唯有作为一个伦理存在者才能成其为自由的”。42
正如每一位黑格尔学者所知，他的全面教学世界分为三个部分：《逻辑科学》、《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参见E）。就目前而言，此类体系抱负所提示的当务之急的重要议题产生于他的精神哲学之中，该哲学进一步细分为“主观精神哲学”、“客观精神哲学”与“绝对精神哲学”。尽管“客观精神哲学”在《全面教学纲要》中的表述与已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之间存在着重要且耐人寻味的差异，但就与我们相关的议题而言，两者的呈现在大体上是一致的。43黑格尔的政治与伦理理论，即他对抽象法权、道德以及伦理（Sittlichkeit）的说明，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客观精神哲学”。这意味着，正如黑格尔反复指出的那样，正如对待《全面教学纲要》对客观精神的说明一样，《法哲学原理》唯有置于对精神作为整体及其规定环节的说明之内才能被理解。那么，这一理论究竟是什么？
不足为奇的是，精神的整个理论不易作出简要总结。但《全面教学纲要》呈现中的若干要点必须牢记于心，特别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呈现关于精神（Geist）范畴本身所揭示的内容。
对于习惯了将黑格尔视为信奉非物质论或心灵论形而上学的读者而言，对后一问题的任何仔细研读都会带来一些意外。在《精神哲学》的“导论”第381节（“精神的概念”[Begriff des Geistes]）中，黑格尔奏响了一段奇特的主题，这一主题使其立场有别于关于心灵性的传统唯物论或非物质论说明。
“精神对我们而言以自然为其前提预设，精神是自然的真理，因而也是其绝对第一者。在这一真理中，自然已经消失，而精神表现为已达到其自为存在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客体与主体同样都是概念”（E § 381）。
无论这段话还有何种含义，从“自然的真理”这一非同寻常的表达中可以明确看出，黑格尔并不想把精神（Geist）作为自然的“他者”、作为非自然或超自然之物引介给我们。44现在，《全面教学纲要》的结构本身就已经暗示了某种相容论立场，一种既能理解局限于在空间中运动的广延质料属性之解释的不可避免性与必然性，又能理解此类说明的“内在”局限性、从而理解“精神的”（geistigen）范畴之规定必然性的方式。45（作为黑格尔论述程序的典型做法，在假定这种完全“自然主义的”说明推测上可以被视为“绝对的”、或是所能给出的全部说明的前提下，这些不充分性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46正如人们对像黑格尔这样一位著名的和解论、整体论或体系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该体系的应求之物（desideratum）必须是一种关于人类心灵性与行动能力的立场，它既反二元论，同时又非还原论（无论在唯物论还是非物质论意义上）。这种关于“自然的真理”的主张更明确地确立了黑格尔相容论的前提，即确立了关于精神（Geist）的奠基性主张，自由的说明将建立其上。在整个后康德哲学的语境中，这样一种立场的可能性问题（黑格尔显然认为这仍以亚里士多德的质形论为最佳代表）取决于对彻底的机械论或物理主义的所谓不充分性之本质的探究。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第381节中的论述表明，他明确拒绝了康德式的解决方案（即我们实践生活的可理解性要求假定一个不连续的或非自然的、本体界维度的精神[Geist]），并以一种鲜明的“逻辑的”而非形而上学实体论的方式宣布了自己的方案：精神（Geist）是自然的“真理”，根本不是自然的“他者”，即便精神概念本身在根本上不是一个自然范畴。47正如他在该节的附释（Zusatz）中所总结的那样，如果我们考察用以说明“外化”或运动中质料之自然所必需的范畴，我们就会发现（据称）那些范畴在内在层面上无法说明某些自然存在者即生命存在者的组织与再生产。48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现代自然科学在明确的、并且在其恰当的待解释项（explicanda）领域内完全充分的形而上学假定下运作，其中最主要的假定被他称为外在并存（Auseinandersein），即自身外在于自身，或者粗略地说，自然作为运动和碰撞的部分。因此有如下断言：
“因此，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只需静观自然自身如何扬弃其外在性，将自身外在之物收回理念的中心，49或者使这一中心在外在之物中显现出来，将隐匿于其内部的概念从外在性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从而克服外在必然性”（E § 381 附释 / VPSG II 第933页）。
正是对依附于此类“自身外在性”假定的说明在解释和恰当理解无可争议地由这些微粒与运动所构成的存在者的作为与遭遇方面的不充分性的这种演证，被黑格尔称为精神（Geist）的“生成”或“产生”（Hervorgehen），乃至被视为理解“这一从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E § 381 附释 / VPSG II 第933页）的正确方式。50
这一切（无论多么晦涩）仅简要指明了精神（Geist）的范畴不应当是什么（并非超自然的，而是“自然的真理”，一种对无法用自然哲学术语加以说明的自我维持且最终自我规定的自然存在者的理解方式），而我们尚不知道如何需要它、而非更严格的自然说明，来阐明自然存在者所能达成的全部真理。51但范畴本身的这种独特性本身对于法哲学而言是牢记在心相当重要的，值得多作停留。
例如，考虑写于《法哲学原理》出版后不久（1822–1825年）的《主观精神哲学残篇》中的这一论断。
“精神哲学既不能是经验性的，也不能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必须考察精神的概念在其出自自身的内在必然展开中形成为其能动性的一套体系”（PsG，第217页）。
特别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绝不能在形而上学层面来考察精神（Geist），而只能关照其“能动性体系”来考察。（将人类主体理解为一种行动、一种能动的方案而非一种存在者或实体的主张，无疑显露了费希特的影响。）该段落进而以一种与《法哲学原理》中概念和现实性的使用直接相关的方式，阐明了为何形而上学的处理是不恰当的：
“［……］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只愿与概念打交道，而抽离其显象；这样概念就只成为一个抽象物，而概念的各项规定就成为死板的概念。对精神而言，具有能动性乃是其本质所在，这就是说，使自身、而且恰恰是使自己的概念呈现为显象，启示它”（PsG，第218页；黑体为笔者所加）。52
同样，在“主观精神哲学”中最重要的两节里，黑格尔再次援引了他那不同寻常的相容论（“精神是作为自然的真理而生成的”），并如在“导论”中那样对其进行阐释，呈现出精神当下最“直接的”显示，即自然说明与意向说明在此重叠且不可分离的自我理解范畴或形式。53
“因此生成的精神具有如下含义：自然在自身扬弃自身作为非真之物，而精神这样把自然前提预设为不再是在肉体单一性中外在于自身存在的普遍性，而是在其具体性与整体性中的单纯的普遍性，在此普遍性中，精神是灵魂，尚不是精神”（E § 388）。
在黑格尔看来，他由此可以屏弃整个“灵魂的非物质性问题”，因为该问题所依托的假定是他明确拒斥的。
“唯有一方面把质料表象为一种真实之物，另一方面把精神表象为一个事物时，关于灵魂非物质性的问题才具有某种意义”（E § 389 附注）。
2.3
这一简短概述至少开始表明了黑格尔对精神（Geist）哲学的独特抱负，并或许表明了为何（正如在“导论”第4节的附注中那样）在这些段落中如此坚决地指涉了这一《全面教学纲要》说明。当然，这甚至尚未开始探讨此类主张所提示的哲学争议。显而易见，存在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关涉关于作出说明的假定，或者说关涉黑格尔（多为含蓄地，直至著作最后章节）贯穿始终试图辩护的解释理论；其二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第一点，涉及对此类说明的完全机械论或广义物理主义版本中某种推测的不充分性问题。与康德一样，这些不充分性在关于生命存在者或有机存在者的能动性与属性的解释问题中开始浮现，但这显然是一个长得多的故事。
显然，这一切在精神上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许多后康德主义以非二元论、非还原论、非取消论方式解释人类心灵性的尝试：双面理论、功能主义、无反常一元论、突现属性与随附性理论等等。然而，黑格尔为其处理心灵性范畴不可还原性的进路所提供的辩护方式截然不同，并依托于关于唯心主义的全面主张。如果缺乏对这一立场的完整图景，缺乏对其对于自然/精神（Natur/Geist）关系的意涵的某种易懂的重述，黑格尔立场的哲学意义就无法得到评估。（这与《法哲学原理》尤为相关，因为黑格尔关于我们必须如何理解精神[Geist]与自由的主张背后的理由，特别是他坚持认为自由是终极的或完全实现的人类之善的主张，都是基于这些体系抱负的。）
就目前而言，该概述也应当指明这些抱负将如何形塑他的伦理与政治讨论以及他对自由的说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显而易见黑格尔并不接受对问题本身的广泛的传统表述。最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与后基督教道德心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似乎被绕开了。在那里，鉴于个体道德责任与个体罪责的重要性（个体得救或沉沦学说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发展出一种意志主义的、本可以作出其他选择的个人主义行动观念。这意味着一种以某种方式辩护存在（或可能存在）有别于一切物质实体的自因实体的形而上学。整个评价性视点似乎依托于如下主张：在时间中发生的某些类型的事件，如审虑、决断甚至思维，在形而上学上是截然不同的心理事件，是独特的非物质实体的属性，具有特殊的因果属性。54
那么，如果黑格尔在处理精神（Geist）的奠基性问题时，根本不把精神（Geist）视为一种事物（无论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而是视为对心灵给出说明之能力的任何完整说明中所必需的一个范畴，这又会带来何种不同？对于在《法哲学原理》的这些段落中引入的四个基本议题而言，这应当带来巨大的不同。这四个议题是：(a) 关于理论精神（Geist）与实践精神之间关系的断言，特别是这些断言如何阐明黑格尔对“意志”的说明；(b) 第5–7节中关于意志的两个环节及其关系的主张；(c) 第23节中对自由的总结性定义（自由作为“在自身处”）；以及 (d) 这一说明对全书整体论证的意涵。
鉴于已经引入的段落，我们可以立即注意到，对黑格尔而言，意志自由问题并不关涉任何特殊种类的因果作用；它根本不是一个因果作用问题。因此，通常的相容论问题（免于约束的自由，或对必然性的认识）与不相容论的无因之因问题都不相关。55正如我们所见，贯穿《全面教学纲要》始终，黑格尔把精神（Geist）问题视为对（仍然是自然的）存在者的一个活动领域作出恰当说明的问题，这一活动领域（推测上）无法通过指涉其自然属性来加以解释。
当他的说明转向完全自我规定、而不仅是自我维持和内在合目的性的存在者，亦即狭义的精神（Geist）领域时，对此类领域的最一般称谓可以简称为“规范性领域”，即一类以合目的性地试图“把事情做对”为特征的活动（这类活动被定义为它们所是的事物，并通过这些尝试的性质、或者可以说通过实践的形式与目的而非实践者的组成成分来解释），并且这类活动可能仅仅因为未能把事情做对而告失败，因而必须通过指涉此类目的或最终的意图来解释。换言之，某些有机存在者是自我维持和自我引导的（因而处于适用于自然哲学的领域之外），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一种有机整体或需要合目的性的解释，而且是因为这些目的为此类存在者提供了理由，并且这些目的是通过被认为正确而提供此类理由的。在这些自我规定的（或在规范上自我约束的）活动中，有些活动仅仅是微弱地或仅潜在地是自我规定的，是习惯与习俗以及民族或族群特征的功能，几乎是本能性的（属于灵魂[Seele]的属性，由人类学[Anthropologie]处理）；有些活动则基于受到对其对象或其他主体的可能怀疑论疑虑困扰的表象（属于意识[Bewußtsein]，由现象学[Phänomenologie]处理）；有些活动则是试图以完全自明的、如我们所言先天的、或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最终“无限地”自我规定的方式把事情做对（属于狭义的精神[Geist]，由心理学[Psychologie]处理）。因此，在每一此类讨论中的自由问题可以说都取决于自我表象与自我理解的某种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及其在行动中的特征，而非此类表象是否导致任何因果结果的问题，才是黑格尔所关心的。56
因此，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4节的附释中试图解释为何动物不能自由行动时，他没有提及关于灵魂、形而上学地位或意愿行动的任何问题。
“动物按照本能行动，受到内心的驱使，因而在这种意义上也是实践的，但是它没有意志，因为它并不表象它所欲求之物”（§ 4 附释，PR-Grie第1071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反对在“理论”与“实践”精神（Geist）或心灵性之间作出任何范畴上的区分。
“作为此类的思维活动（理论态度）与意志（实践态度）之间固然存在区别，但这不是两种不同的能力，而是意志乃是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乃是将自身转变为定在的思维活动，乃是赋予自身以定在的冲动”（§ 4 附释，PR-Grie第1067页；黑体为笔者所加）。57
这些论述所提示的方向似乎是一种主智论的自由观念，正如人们在苏格拉底那里，或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斯宾诺莎那里所能发现的那样，在他们两人那里，自由也都被理解为一种知识或自我意识；我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何这样做，乃是我是否自由的关键问题。在苏格拉底式的说明中，真正自由的人仅仅是认识善的人；如果你认识善，你就是自由的，如果不认识，你就是不自由的；奴役的最恶劣形式乃是无知，等等。在这一条件下可能行动的问题（此类考量是否可以算作行动的理由）是不相关的，因为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欲求善或自身的幸福；不自由者乃是对客观的人类之善无知的人。那些认识善的人不可能不采取行动来满足自己（也是普遍的）幸福欲望。
但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第482节中明确排除了这种自由观念，并以一种略显令人困惑的方式，赞颂了基督教对自由的理解，或者至少赞颂了他关于基督教观点重要之处的版本（奇怪的是，这与奥古斯丁的问题无关，也与意志主义所理解的意志无关）。
“［……］希腊人和罗马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亚派，都没有它［现实自由意志的理念］；相反，他们只知道人通过出身（作为雅典的、斯巴达的等等公民）或性格力量、教化、通过哲学（智者即便作为奴隶和身陷囹圄也是自由的）而现实地自由。这一理念是通过基督教传入世界的，按照基督教，个体作为此类个体具有无限的价值，因为它作为上帝之爱的对象和目的，被规定与作为精神的上帝保持其绝对关系，使这一精神内住于自身之中，亦即人自在地被规定享有最高自由”（E § 482 附注）。
这一说明暗示，一个人并非仅仅通过与善处于正确关系之中存在，或通过拥有关于善的知识，就是自由的。行动关涉到我被推动去行动，这要求的不是我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被对人类之善的普遍欲望所推动，而是无论某种认知可能提供何种行动理由，它都必须是对于我而言的理由，而不是普遍地“对于任何人”的理由。
这看起来似乎相当倾向于一种反主智论甚至休谟式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中，欲望不可还原的单一性以及“对于我之善”的独特性将使理性沦为激情的奴隶，并且所有行动最终都将由前反思的或反思所无法触及的动机——或许是对快乐的特定预期或对痛苦的厌恶——所驱使。但黑格尔一如既往地拒绝了这种僵化的二元论，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精神（Geist）的这些范畴过于权宜和灵活，以至于不容许如此强烈的对立。
被无缘由的欲望所侵袭并在理论上仅寻求满足它们的图景，与仅仅通过对善的沉思就被必然推动去行动的“善之沉思者”的图景同样是错误的。后一种图景之所以扭曲，是因为正如上述引文所强调的，它无视了我作为善的追求者的个别性，因而无视了某种被感知到的善对于我以及对于我的特定生活计划的必然关联。（黑格尔多处暗示，若无这种联系，此类考量的动机力量将是无法解释的。）前一种图景之所以扭曲，是因为主智论者部分上是正确的：我并不仅仅是寻求满足的偶然欲望的复合体。我能够超脱于它们之上并对其进行评估，挑选哪些欲望值得满足。然而，无论这种评估多么强有力，它都不会将我们引回主智论立场（指涉适用于所有人的客观尺度对欲望进行排序），因为这种评估若要对我产生动机力量，就不能是古典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和非人称的，并且它必须合理解释任何被感知到的客观之善为何以及如何会是适合我并由我所选择的善。
后一种思想与黑格尔贯穿《法哲学原理》“导论”始终的坚持相联系，即自由生活的目的应当如何被理解为一种完全自足的生活，在其中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事物、没有任何非我的事物来规定我的行动。这听起来好像他意味着这是一个自因而非外因的问题（类似于斯宾诺莎的立场），但他再次并未将精神（Geist）与自由问题视为因果作用问题。他明确解释道，某种事物之所以成为我的一部分，乃是凭借它被接纳和理解的方式；甚至促成我行为的内在因果因素，如果不能融入关于我是谁的整体理解之中，也不会仅仅因其是内在的就成为我的一部分（见下文引述的R § 23中的断言）。58
因此，即使我确实是在以各种方式响应着非由我自己造成的外部偶然性与影响，只要这些影响的意义构成了普遍建制与社会实践的特征，而这些实践本身是“我的”，被我理解为若无它们我便不能成其为我的实践与建制，那么可以说我便是在自由地写作这篇文章，其产生将真正属于我。黑格尔坚称，这确是如此（因而我是自由地行动的），如果那些实践是合乎理性的、并且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如果我切实地将自己视为多者之中的“一个”，同时又是多者之中截然不同的一个。当然，这种理解的形式不必是完全理论性的甚至命题性的，正如我对自身以及我的社会所持有的各种观点并非随时随地都必须是理论性和命题性的一样。
在第5节中，黑格尔将主体相对于其欲望的独立性刻画为：
“［……］纯粹无规定性的要素，或自我反思入自身的纯粹反思的要素，在其中，任何限制，任何直接由自然、需要、欲求和冲动所存在着的、或通过任何方式所给予的和被规定的内容都被消解了；亦即绝对抽象或普遍性的无界限的无限性，对自身的纯粹思维活动。”
但他立即提醒道，如果将这种把自身免除于倾向影响之外的独立能力的抽象自由意志图景孤立起来，就会呈现出一幅扭曲的行动图景。这种免除的企图本身绝非无动机地作为纯粹意志的某种孤立行动而发生；如果这样一种意图付诸实施，我们得到的将仅仅是对自由的一种抽象的、否定的甚至毁灭一切的坚持，即恐怖（Terror）的自由或破坏狂暴（Furie des Zerstörens）的自由。除了挣扎着“不被任何事物所规定”之外，将无事可做。
因此，这里的观念并非以某种免除于倾向的方式行动，以服务于某种善的观点、我自身的完善性或道德律。自由的观念应当根据我接纳并试图落实我的倾向的方式来理解。
“通过把自身设定为一个被规定者，自我一般说来进入其定在；——这是自我的有限性或特殊化的绝对环节”（§ 6）。
鉴于第一环节的重要性，这种“接纳与满足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策略上合乎理性的；它本身就是对倾向和欲望本身的一种反思（何种反思乃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核心问题）。在导向具体的自身规定的那种反思中，黑格尔声称“意志依据自然发现自身被其所规定的冲动、欲求、倾向”（§ 11）都必须被赋予“合理性”的形式（而非以合理性的名义被“放弃”），并且赋予它们这种形式最终使它们成为“我的”；而在第15节的附释中（参见PR-Hotho第786页及以下），这一合理化过程被说成涉及“按照一般伦理概念”行动。（必须强调的是：为我的动机倾向的内容赋予合理形式、从而成为这样一个倾向集合的真正主体，就“客观精神”所涉及的议题而言，并不意味着将任何此类可能目的或意图比对内在美德的某种客观标准，而是反思满足的形式或结构，以便满足的方式是合乎理性的。这意味着：以恰当的方式顾及他人。因此，“按照一般伦理概念”。）
这些理论的应求之物总结在第23节的主张中。
“唯有在这种自由中，意志才绝对地在自身处，因为它除了与自身关联之外不与任何事物关联，正如由此一切依赖某种他物的关系都消除了一样。——它是真实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真理本身，因为它的规定在于：在它的定在中，即作为面对它自身之物，成其概念所是之物，或者说，纯粹概念以对自身的直观为其目的和实在性。”
在此我们再次听到了“导论”开篇思辨语言的回响：一个能够接纳其被规定的、现实的倾向并赋予其合理形式的行动者，乃是具体自由的，作为主体存在于“其对立面”中，存在于其定在（Dasein）中，因而得以实现（verwirklicht）。（他以一种既避免了反思性的或纯粹超然的自由意志感的“非现实的”唯心论，又避免了欲望满足机器的单纯特殊性的方式，来追求其意图。他是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主体。）
因此，黑格尔在自由问题上的立场既不能被定性为意志主义，也不能被定性为主智论或反主智论。那么这把我们引向何方？鉴于黑格尔理解精神的（geistiges）存在者的方式，如果一项行动是以某种方式采取的，是参照特定种类的考量、特定的动机理由而执行的，那么它就算作自由行动。这些考量也被称为赋予在其他情况下直接给定的和相互冲突的倾向以合理形式。在一系列行动中超脱于任何偶然倾向、利益或欲望之上并对其进行评估，既非严格客观主义的，也非单纯策略性满足的问题。它关涉到以某种方式能够认同我自己，认同所选择的被规定的、个别的行动进程以及我那（他甚至说是“被净化的”［gereinigt］）倾向，并因而以一种使其成为我的倾向的方式付诸行动，并且在其中我由此真正地或现实地成为那些作为的主体。（这样一个结果算作对我的特殊的、主观的倾向赋予合理形式，而非对它们的压制或牺牲，这正是应当被视为既具有个体动机性又具有伦理连贯性的“现实”意志的图景。）
但何种考量能够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法哲学原理》的论证。为了随后以真正自由的方式追求这些倾向而赋予其合理形式，既涉及将利益的满足理解为一项抽象法权（针对作为法权承担者的他人且对照其平等诉求而主张）的重要性与局限性；也涉及对此类选择承担道德责任并仅在道德上所容许的条件下追求它们这一观念的重要性与局限性；以及最终涉及在某个共同的伦理共同体之内构想我自己以及我的欲望的满足与形成的重要性，即我并非仅仅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采取此类满足，而是始终必须在家庭中爱的实现之内、或在市民社会中工作与财产的要求之内、以及在公民身份的诉求之内并顾及该诉求而采取此类满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的自由理论乃是一门关于精神（Geist）及其可能的实现（Verwirklichung）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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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夏埃尔·匡特
3“意志的人格性”作为抽象法权的原则
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4–40节概念逻辑结构的一项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59，它们在《法哲学原理》中承担着核心功能，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格性指涉自由的自我意识环节：“意志的人格性”（第39节）因而构成了“任何种类的权利”（第40节附释）的必要条件；权利“只属于一个人格”（同上）。60黑格尔区分了狭义的法权概念（“抽象法权”）与道德的及伦理的权利或诉求。他将人格性环节阐释为赋予一个个体以抽象法权意义上的权利（取得所有权的权利、缔结契约的权利，或者在不法行为与犯罪情况下的可归责惩罚）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黑格尔还主张在人格性环节中通过一种逻辑的61规定将自我意识分析为了自由的意识（参见 Yeomans 2012）。因此，黑格尔立足于康德和费希特的传统，试图通过人格性概念对一切正当诉求的那个基础进行哲学上的阐明（参见 Moyar 2014）。
在下文中，我们将对人格性原则的逻辑规定以及其中包含的对自由自我意识的分析进行阐释。在此过程中，第34–40节在狭义上的法哲学方面仅作顺带探讨，因为这些导论性小节仅包含抽象法权的“基本规定”（第40节边注，第393页）。正如黑格尔本人所言，对人格性的哲学分析的“丰富成效”（同上）必须“在下文中”（同上），即在法哲学的后续进程中得到显现。在导论部分（I.）中，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在《法哲学原理》中作为普遍原则与部分原则的双重功能将得到呈现。在本文的主体部分（II.）中，将对第34–40节展开分析。
3.1人格性与人格规定的双重功能
在《法哲学原理》中，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具有双重功能：(i) 首先，它们是黑格尔整个法哲学的普遍原则，其意义在于：人格性是一切正当诉求的必要条件。因此，《法哲学原理》中的概念发展可以被理解为该概念的展开，从抽象法权的人格概念一直到伦理中的君主（第279节）。这一发展的“动力”是意志形式的目的论，它构成了黑格尔法哲学的组织原则。这种意志目的论本身又建立在黑格尔思辨逻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而思辨逻辑学必须被视作法权形式与法权诉求的概念持续规定和体系性的终极辩护根据。除了这种体系内在的“奠基资源”之外，黑格尔对有待阐明现象的分析与呈现的合理性，也必须作为同等核心的“检验关口”加以考量。
意志的人格性在如下意义上是法哲学的普遍原则：它在任何更为丰富的发展阶段上都不可丧失。作为“普遍性”环节（第35节），它一方面是自在自为自由的意志各个阶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个普遍性环节本身在意志目的论的进程中也变得更为“具体”，以至于人格性规定本身经历了一个分化和充实的过程。当普遍性在抽象法权阶段被理解为自由的自我意识以及“一个主体的内在个别的意志”（第34节）时，这种自由意识在道德阶段便发展为一种反思于自身的普遍性，在其中主体将自身知晓为意愿的普遍规则性（道德的要求）与具体的个别意愿的统一（参见 Quante 1993, 第51–55页），进而在伦理阶段成为具体的普遍者（参见 Siep 1989, 第97页），在其中意志的特殊化被认识并承认为这种自我规定的普遍者的实现（参见第142节）。
(ii) 其次，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具有部分原则的功能（参见 Siep 1992b, 第100页）。作为部分原则，它们足以使法哲学的一个领域——抽象法权——得到完全展开。黑格尔主张，通过这些规定，他已经把握了抽象法权的形式与内容的建构原则和辩护基础。这一点从第34–40节作为导论62构成《法哲学原理》第一部分便清晰可见。这些导论性章节（其最后一节各自包含紧随其后部分的总体概念体系构想与划分）承担着双重任务：术语上引入对法哲学相应部分而言充分的部分原则 (i)，并根据意志在相应发展阶段所采取的概念结构加以阐明 (ii)。对于抽象法权而言，这就是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它们被阐释为自在自为自由意志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环节（参见第34节）。因此，与作为普遍原则的功能相反，人格性这一部分原则始终受制于意志环节——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某种特定构形，并与其他部分原则（例如道德中的“主体”）相对立。
与普遍原则不同，部分原则对于相应领域的概念展开是充分的。此外，人格性这一普遍原则本身——作为一切权利形式的必要条件——必须在其他部分原则中被“扬弃”。鉴于这些发展形式在抽象法权语境中不起作用，这里只需指出：正是自由自我意识的环节在《法哲学原理》的发展进程中得以保留，但同时在道德与伦理的形态中在内容上得到丰富，从而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变得更加“具体”。与此相对，下文将分析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在概念逻辑上的构形，即它们归属于“正如在其抽象概念中那样”（第34节）的自由意志的方式。
3.2第34–40节分析
3.2.1抽象法权导论的结构
第34–40节作为《法哲学原理》第一部分的导论具有三重功能。首先，它们指出了抽象法权作为“自在自为自由意志理念的发展”（第33节）的一个阶段的逻辑结构。因此，在第34节中，第一部分在整个法哲学框架内的逻辑地位得到了规定。随后，阐明了这一发展阶段的环节，指出了构成抽象法权基础的部分原则，并标明了最重要的法哲学关联。在第35–39节中，黑格尔试图通过阐明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诸环节，从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中给出抽象法权的逻辑体系化与内容展开。第三，勾勒了抽象法权领域内部及其所包含的“形态”（第32节）的逻辑发展。这发生于第40节中。
由于黑格尔主张能够从人格性这一部分原则中发展出抽象法权的逻辑体系化以及基本的内容规定，且他又借助三个环节进行逻辑规定，因此第35–39节中思想发展的结构便已预先给定：正如所预期的那样，接下来的三个小节分别进行了一项逻辑规定和一项内容规定。在第34节中指出了与意志发展阶段相关的三个环节之后，他在边注中提示，“在下文中”（第34节边注，第383页）所探讨的是对这些“环节”（同上）的阐明。于是，普遍性环节（在第35节及第35节附释中）、特殊性环节（在第37节中）和个别性环节（在第39节中）得到了探讨，其中黑格尔通过其单独的编号指明了这种结构（不过他直到第36节才开始这种编号）。额外的第36节和第38节则用于抽象法权的内容规定，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种内容规定可以从意志人格性的逻辑结构中派生出来。
对第34–40节总体结构的这种考察，在下文中将被证明对分析极具助益。因为解释上的难题之一在于黑格尔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逻辑规定。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被阐释为意志的普遍环节（第35节），根据其概念结构，意志也具有特殊性与个别性环节（第34节）。然而，对这些环节本身的阐明又是从人格性或人格的普遍环节的“视角”出发进行的。这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是黑格尔从意志“在其抽象概念中”（同上）的规定性中派生出来的。由此，这三个环节“在自身中仍无规定、无对立”（第34节边注，第383页）：在这一阶段，对特殊性与个别性环节的关联尚未整合进普遍性环节之中。这种在道德与伦理各部分中完成的整合，呈现了人格性作为法哲学普遍原则的发展，但在抽象法权阶段并不发生。因此黑格尔可以说，在抽象法权中，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规定的“整体性”（第37节边注，第389页）虽然“存在”（同上），但“尚未被吸纳”（同上）进这些环节本身之中。从人格性的视角来看，个别性与特殊性是从外部添加进来的，尽管它们属于意志的总体结构。因此作为部分原则，这一规定停留于“抽象人格性”（第37节）的形式之中。
因此，黑格尔一方面将这三种规定呈现为意志的环节，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从人格性作为普遍性本身出发，“由内而外”并不产生与另外两种规定的关联。由于属于意志，人格性的普遍性因而虽然与另外两种规定相“中介”（第37节边注，第389页），但由于内在的无关性，这种中介依然是“抽象的”（同上）。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源于意志的发展阶段，意志在其目的论展开之初“在其抽象概念中”（第34节）。“这一抽象物就是该立场的规定性”（第34节边注，第383页），正如在后续进程中所表明的那样，黑格尔由此派生出抽象法权的内容特征。
为了能够理解这一“派生”，人们必须把握构成黑格尔论述基础的“主观性”的全面含义。他通常将主观性理解为普遍者在某个别者中的个体化与实现。对于纯粹概念的这一环节，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参照先验统觉的“我”称之为“人格性”，这一内容规定在《法哲学原理》中也再次被采纳。在概念逻辑的开篇，他是这样说的：
“但我首先是这种纯粹的、与自身相关的统一，并且这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从一切规定性和内容中抽象出来，返回到与自身无限制的一致的自由之中。所以它是普遍性；这种统一只有通过那种表现为抽象的否定的态度，才是与自身的统一，并由此将一切被规定存在溶解在自身之中。其次，我同样直接地是作为与自身相关的否定性的个别性、绝对的被规定存在，它与他者相对立并将其排斥；个体的人格性”（L II 第17页）。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在《逻辑科学》的语境中证明了纯粹概念具有自我意识的结构，因而绝对者具有人格性。这些命题可以用于在法哲学语境中分析人格性与人格这些规定。被标明为普遍性的我的第一种规定，具有通过从他物（一切规定性）中抽象（自我拉开距离）出来而将自身设定为与自身的统一的结构。其中所包含的与自身无限制一致的自由（纯粹自我意识）因而始终是抽象的，而被否定的规定则“被溶解”地包含在这一自由之中。我的第二个环节所指的并不是人们最初可能以为的个别性规定。相反，黑格尔经常使用个别性这一术语（它同样出现在《法哲学原理》第34–40节中）来标示一个在时空上个体化的个别事物，该事物由于其作为具体个别事物的性质而与“他者相对立”并将其“排斥在外”。我这两个环节，即抽象的自我意识（普遍性）与作为“绝对被规定存在”的个别性，被黑格尔概括在“个体的人格性”规定之中。与此相对，在抽象法权的语境中，黑格尔通过人格性与人格的规定区分了这两个环节。在此过程中，他试图从抽象法权阶段普遍性这一概念环节的抽象性（人格性）中，为人格的时空的、即身体的个体化必然性获取一个思辨论据（参见 Quante 2011, 第7章）。作为个体与拥有人格性构成了普遍性规定的两个环节，而普遍性本身又是概念的环节。正如上文所阐述的，概念本身也具有特殊性与个别性这两个概念环节。但在抽象且直接的层面上，对作为概念普遍性进而作为人格性的我而言，这些环节仍然是外在的。在法哲学中，正是自在自为自由的意志具有作为概念本身的结构，并具有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这三种规定。正如在下文中所要展示的，在《法哲学原理》中，意志的人格性仅指涉普遍性的概念环节，并且在那里同样包含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早已区分的这两个环节。
3.2.2 抽象法权导论的逻辑结构
3.2.2.1意志在抽象法权中的发展阶段（第34节）
“自在自为自由的意志，正如在其抽象概念中那样，处于直接性的规定性之中”（第34节）。黑格尔就是这样开始抽象法权的，他展开了在法哲学中通常被预设为自在自为自由的意志的逻辑结构。在法哲学中，意志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目的活动是自在自为自由的；在这一规定中，意志经历了一次次级发展，贯穿自在的（抽象法权）、自为的（道德）和自在自为的（伦理）诸模式。自在自为自由的意志在此处于其抽象概念之中的命题意味着：这个意志在开端时仅仅是自在地作为自在自为自由的意志，而这种自在自为自由的规定性是以直接的形式归属于它的。黑格尔认为，仅处于“其抽象概念之中”并因而显现出“直接性的规定性”的这种状态，具有两种推论。
(i) 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这三个环节在内部尚未相互中介，而只是抽象地、基于意志本身的概念本性相互关联。黑格尔在此虽未明确提及普遍性，但它被阐释为构成意志“对实在性而言是否定的、仅抽象地与自身相关的现实性”（同上）的规定。凭借这种普遍性，作为“一个主体的内在个别的意志”（同上）而存在的意志，对现存事物与规定的实在性采取“否定的”态度。它们被理解为对于自由主体而言是外在的、非从其自身发展而来的规定，因而也不能属于意愿个体的自我意识自由的意蕴。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一方面是“现实性”，其意义在于：作为自我意识之根据的我，与具有自我意识的意愿的直接存在之间，在个别的自我意识意愿中存在着一种统一（参见 L I,2 第369页以下）。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意识的、从而与自身相关的普遍性在这种自我关联中是“抽象的”，因为它恰恰将特殊性环节从其自我关联中“否定地”排斥出去，并将自身规定为一个单个主体的“排他的个别性”（第34节），该个别性必须“从外部”吸纳包含在每个单个意愿中的“确定目的的更进一步内容”（同上）。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种“从外部”的吸纳表现在：在一个在其意愿中在此抽象意义上知晓自身为自由的个体的意愿态度中，部分是主观动因如“需要”（第34节边注，第383页），部分是外部“世界”（同上）的状态，必须作为内容被吸纳进来。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正如它在我的抽象自由中作为现实性“显示”出来的那样（L I,2 第381页），蕴含着“一个外部的、直接现成发现的世界”（第34节），意愿主体在“自己面前”（同上）发现了这个世界，主体的自身身体本性也属于这个世界。对这种对于自我意识而言是外部的世界的“发现”，并不被构想为因果生成过程。相反，黑格尔想要表明：在包含于我意识之中的意志抽象普遍性的自我意识中，必然蕴含着一个只能来自自我意识外部的内容。因为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根本还没有由自身规定的自身内容”（第34节边注，第383页）。因此，抽象普遍性的这种自由意识预设了一个外部的、直接现成发现的世界的存在。
(ii) 黑格尔从意志普遍性作为直接且仅仅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这一规定性中派生出的第二个推论是：这种意志以人类个体的具体意愿形式而存在，从而不仅作为自为个体化的自我意识，而且作为时空上个体化的存在而存在（参见第43节）。在我自由意识中自我关联的直接性，在黑格尔思辨逻辑学中同时构成了这种意志形态作为某个体的确定意愿而存在的原因。正如后文分析所将表明的，基于其自由自我意识的普遍性，该个体享有作为人格性的地位。同时，基于这种自我意识自由的普遍性的抽象性与直接性，它也是一个具体的个体：一个人格。
为了分析的进一步展开，应当明确：黑格尔用意志的普遍性环节指称的是一种 (i) 对自由而言既必要且充分，并且 (ii) 是思维与意愿的自我关联的自我意识。同时必须注意，普遍性仅仅是意志总体结构的一个环节。在抽象法权层面上，由于意志的直接性，该环节恰恰在脱离其他环节的抽象性与孤立性中承担了“部分原则”的功能。由此已经清楚表明，在其中显露出来的自由不可能穷尽意愿自身的自由意志的整个领域。
3.2.2.2自由意志的各个环节及其法哲学意义
3.2.2.2.1普遍性及其法哲学意义（第35节及以下）
遵循其思辨逻辑学的次序，黑格尔首先对“这一自为自由意志的普遍性”（第35节）作了更详细的规定。黑格尔将处于直接性规定性之中的自在自为自由意志（参见第34节）现在描述为“自为自由的”（第35节），这并不意味着意志已经改变了其潜在的逻辑规定。黑格尔使用这一表述更多是强调，这种意志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并且下文所要探讨的恰恰也是对这种自由意识的更深入分析。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与意志普遍性环节相同一的自由自我意识，是“在它的个别性中形式的、自我意识的、除此之外无内容的简单的自我关系”（同上）。具有这种形式的意志的个体，“在此限度内是人格”（同上）。63
黑格尔在此引入的人格这一规定，标示了个体的某种特定地位，当且仅当该个体能够具有自我意识时，这种地位才归属于它。同时，黑格尔通过这一规定捕捉到了：“人格”这一表达不仅作为种类概念（作为人格）使用，而且还指称在时空个别性中的个体本身（参见 Quante 2012, 第1和第2章）。我们不仅说一个个体属于人格的集合（种类用法），而且还说这一个人格（指称某个体）具有某些其他属性（例如“这一个人格目前不在该房间内”）。一个个体享有作为一个人格的地位，“在此限度内”（第35节）它具有自我意识，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种自我意识可以被规定为形式的且无内容的简单自我关系。这些规定是由我的直接指称所满足的，黑格尔认为这必须必然包含在每一个“我意愿某事属实”之中。在以我的指称所呈现的自我关联是“简单的”，因为它不需要通过任何被给予方式来完成：在使用我进行指称时，不需要任何摹状词即可实现指称（对此参见 Rohs 1994, 同作者 1996; Jäger 1999 以及 Quante 2002, 第2章）。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种构成一切自由之基本形式的特殊自我关联性，也被规定为“对自身的纯粹思维活动”（第5节）以及“我反思于自身内部的纯粹……要素”（同上）。这种自我意识是“形式的”，因为它从任何内容规定中抽象出来，因而是“无内容的”。与我所意愿的“某物”拉开距离的运动，使我在其自由意识中成为“完全抽象的我”（第35节附释），“在其中一切具体的局限性与有效性都被否定且是无效的”（同上）。正是这种预设了纯粹自我关联可能性的拉开距离的能力，使一个个体属于人格的集合。黑格尔称之为“人格性”，并在其中区分了两个方面：“在人格性中包含着：作为这个人的我，虽然完全在各方面（在内在的任意、冲动和欲望中，正如在直接的外在定在中那样）是规定了的和有限的，但却绝对是纯粹的自我关系，并在有限性中将自身知晓为无限的、普遍的和自由的”（第35节）。自我意识的这种双重特征因而一方面包含着前文所述的拉开距离和从归属于我这个时空个体化的“这个人”的一切具体规定性与属性中抽象出来的可能性。同时，黑格尔将这种自我意识规定为对自身同一性的知识，其直接形式就是作为“根据直接外在定在”（同上）被规定的个体而存在。在对自身的纯粹关系中，我并非作为身体的存在物而与自身相关，因此从我的视角来看，自然的规定也属于外部世界（关于当代的类似分析，参见 Nagel 1983）。
黑格尔将这种自我意识称为“人格性”，从而置身于从洛克经康德到费希特的思想传统之中（参见 Siep 1992b, 第81–115页）。与洛克不同，黑格尔并不关心人格历时同一性的条件；与康德相反，他也并不接受将自我意识的形式方面（先验统觉的“我思”）与作为实践范畴的人格概念相分离（关于当代争论语境中的这些关联，参见 Quante 2012）。相反，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们恰恰可以从“对自己作为完全抽象的我的自我意识”（第35节附释）中，在内容上派生出法哲学的基础。
一个个体具有人格性的属性，按照黑格尔的看法，首先“包含着一般的法权能力”（第36节），其次“构成了抽象的因而是形式的法权的概念和本身抽象的基础”（同上）。对人格性规定的第一种（亦见下文2.2.2）内容性阐释再次阐明了黑格尔的论点：自由的自我意识构成意愿的具体内容能够呈现为一个合法的、正当诉求的必要且充分条件。黑格尔在此将一般的“法权”理解为自由实现的领域，其意义在于我可以提出一项要求，即我的意愿受到他人的尊重。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当事各方首先在必要时必须能够与自己的具体意愿拉开距离，否则在冲突情况下就无法通过被接受的、合理的放弃诉求达成合法的解决方案。其次，意愿的内容必须具有一种可理解的、合理的从而普遍的形式，以便能够成为主体间协调的对象。第三，正如抽象法权的发展所将展示的那样，这种意愿的合法性延伸至其意愿的内容与其他个体的人格性地位及法权能力不发生冲突的范围之内。因此在黑格尔眼中，法权作为“自由的定在”而存在的启动条件是意志的普遍性：他从中看到了“一切其他事物所依赖的绝对权能”（第35节边注，第387页）。作为构成性条件意义上的“法权命令”（第36节）“因而是：成为一个人格，并把他人作为人格来尊重”（同上）。这之所以也是一项法权命令，是因为在意志本身的目的论中包含着为自己的自由创造一个独有的领域、一个独有的定在。这只能以法权制度的存在形式来实现。此外，在人格概念的逻辑中也包含着：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尊重其他主体的合理诉求时，其自身才是一个人格。在黑格尔看来，这必然意味着将他们承认为人格。源自费希特的这一论点——即一般而言人格性蕴含着承认他人为人格的能力——在法哲学讨论的框架内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不隐性预设其他人格作为该诉求的受众，法权诉求的提出根本就无法得到自洽的表述。64
3.2.2.2.2 特殊性及其法哲学意义（第37节及以下）
在规定特殊性环节时，展现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该部分中所采取的上述双重视角：“意志的特殊性固然是意志整个意识的环节（第34节），但在抽象人格性本身中尚未包含。因此它虽然存在，但作为与人格性这一自由规定相区别的，乃是欲望、需要、冲动、偶然的偏好等等”（第37节）。关于意志意识的说法在这里应当这样理解：各种特殊化是我的客体（意志的普遍环节），同时它们也属于意志本身的结构。意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与我相区别的内容，只要它受到自我意识的“伴随”。当具有自我意识意愿的、人格的意志退回到其自由意识中时，对这一“抽象人格性”（同上）而言，所有内容都作为与其自身“有差别的”、须从外部吸纳的、事实上仅仅现成发现的和“存在”的特殊意志规定与它相对立：我发现自己是想吃某种特定东西的人、有着某种特定职业愿望的人，等等。
这种归因于自在自为自由意志之直接性的抽象性，导致法权同样只能是形式的且缺乏内容的。因为抽象人格性的自我意识虽然构成了整个法权的基础，但个体就这种缺乏内容的规定而言并没有进一步的差别，所以在“形式的”（第37节）法权中，意愿的正当权能“并不延伸到特殊利益”（同上），也“不延伸到各个内容确定的意志的特殊规定根据”（同上）。由于所有内容都被排斥在人格性这一部分原则之外，其确立权能的特征也不能延伸到内容之上。相反，自我意识纯粹形式的规定性赋予了这种法权以形式特征。为了提出人格性原则的第二种内容性阐释，黑格尔在此从形式的、对自身的纯粹关系推导出：只有法权形式性以及这些意志与其他人格性无矛盾共存的可能性，才能构成抽象法权的一般内容。
对抽象人格性作为抽象法权原则的形式的、无内容特征的这种内容性阐释，黑格尔在下文（第38节）中作了进一步阐发，他将这种原则与道德和伦理这些更“具体”且内容更丰富的原则相对立。自由意志的确定意愿表现在行动中，行动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是包含大量规定的“具体”（第38节）事件，这些规定全都处于人格性原则的范围之外。行动总是在其中展开的“道德与伦理关系”（同上），构成了自由意志这些更进一步规定的恰当语境。相对于这些规定——具体行动的“更进一步内容”（同上）（关于行动概念参见 Quante 1993）以及道德与伦理的态度——从人格性原则中获得的“抽象法权只是一项可能性”（同上）。这一本体论的范畴在黑格尔那里意味着：抽象法权从自身出发不能生成任何内容，而只是为特定行动与意志规定的合法性提供限制性、约束性的标准：从抽象法权出发不能派生出一个个体必须意愿某种确定的事物——“因此，法权规定只是一种许可或权能”（第38节）。在伦理框架内一个意愿的我的某些“见识和意图”（第37节）可以是应当要求的，而抽象法权的“必然性”（第38节）则局限于“否定的方面，即不损害人格性及其由此派生之物”（同上）。黑格尔从自在自为自由意志在直接性规定阶段固有的人格性原则的“抽象”（同上）中派生出这种内容上的限制。因此在抽象法权中“只有法权禁令，而法权命令的肯定形式在终极内容上是以禁令为基础的”（同上）。一个在形式上包含肯定命题的抽象法权（例如“一个人格的所有权应当受到尊重”），最终建立在一条禁令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即禁止轻视他人的作为人格的存在）。
在边注中，黑格尔阐明了为什么抽象法权一方面仅仅允许发展出禁令，另一方面仅仅允许发展出许可或权能。自我意识的自由（抽象普遍性）能够与之拉开距离的规定性，从我自身的视角来看是“一件外在的事情”（第38节边注，第389页）。拥有一般而言能够取得所有权的权利，并不强迫我去意愿取得某种确定的东西——它仅仅允许这样做（参见 Mohseni 2014）。因此黑格尔说，对这种确定意愿的许可与一般法权诉求“不是同一的”（第38节边注，第389页）。对于单个自由意志而言，任何具体内容都仍然只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与其他人格性自由意志相协调，它就对此拥有一种“权能”（第38节）。自我思维与自我意愿的自由意志，必须将一般而言的“法权能力”（第36节）作为其唯一的内容。
黑格尔在此指出了一个不对称性：一边是内在的意志关系（自我意识的普遍环节相对于特殊内容），另一边是一个外在的另一自由意志的视角。虽然一个我可以随时从一件事情——其自由意志的内容规定——中抽身退出，但从另一个自由意志的视角来看，我对一件事情的法权要求却“并非单纯的可能性”（第38节边注，第389页）：“对他人而言，我定在于该事情之中”（同上）。这一不对称性（任何从自由的自我意识中派生出权利的理论都必须指出的）所导致的推论是：从意志以权利形式赋予其自由以定在的本质中，可以派生出这种意志表现并显示自身：“这样一种肯定的作为乃是产生一种对象性与一种内容”（同上）。我不仅必须一般地意愿，而且必须意愿某物。并且我不仅可以在自我意识中赋予自己某种确定内容，而且还必须将这一内容转化为一种对象性的、主体间可通达的形式。黑格尔在其体系框架内，从意志为自身创造“自由的定在”的目的论建制中派生出意志赋予自身以外在定在并因而赋予“实在性”（第39节）的这种内在“本体论强迫”。由于我与其意志的任何具体内容拉开距离的可能性的私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单个意志中可能的抽身与对另一意志而言在事情中的实在持存之间的分歧，黑格尔能够提出一个在其体系关联之外也合情合理的论据：自由意志必须为自身创造一个其自由的主体间领域。
3.2.2.2.3 个别性及其法哲学意义（第39节）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正如在自在自为自由的意志在其“抽象概念”（第34节）的发展阶段所发展的那样，本身带有这种直接性与抽象性的环节。因此黑格尔也将这一意志的个别性环节描述为“排他的”（同上），他一方面由此理解为主体与一个外部的、直接现成发现的世界相区别的确信，另一方面他由此论证了这种意志作为人格、即作为时空个体而存在的实情。在对意志第三个环节的呈现（第39节）中，黑格尔回溯到了这一论述：“人格的决断的和直接的个别性与现成发现的自然发生关系”（第39节）。在此处，前述术语上的双重含义同样阻碍着理解，因为这里的“人格的直接个别性”恰恰指的不是思辨意义上的个别性规定。尽管如此——并且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由于意志的概念本性是必然地——个别性环节在双重意义上呈现出来。一方面——从“意志的整个意识”（第37节）视角来看——“人格的个别性”与“现成发现的自然”这种构形总体上呈现出在其直接形式或其抽象概念中的个别性。另一方面——从人格性环节（普遍性）的视角来看——人格作为“决断的”（第39节）这一规定同样包含着个别性的结构。65在决断作为某个体自由选择的规定中，存在着一种虽然仍有缺陷的普遍性（作为自由）与特殊性（作为特殊内容）的统一形式。这种统一的缺陷可以说具有两幅面孔：在意志层面上，缺陷在于其作为（有自我意识的）概念乃是超越主客的同一性这一形式，与其受到直接与它相对立的“现成发现的自然”（同上）的内容规定性之间的对立。在人格性层面上，这种缺陷表现在内容并非从自我意识内部生成，而是必须从外部吸纳。因此，意志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没有达到其概念本性的恰当实现。意志的这种缺陷显示为：相对于这种“现成发现的自然……意志的人格性作为主观物与它相对立”（同上）。但这与意志要求形式与内容结构上相契合的概念本性是不相适应的：对于自为自由的意志而言，“仅为主观的这种局限性是矛盾的和虚无的”（同上）。黑格尔从这种不相适应出发，借助其反思逻辑学的结论，派生出意志是能动的这一规定（参见 L II 第286页以下）。自由意志的决断导致实现某种特定内容——意志由此扬弃了仅为主观的局限性，它试图“赋予自身以实在性”（第39节）。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借此试图将现成发现的自然“设定”（同上）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将其变为自己的所有权。从对意志的概念逻辑分析、意志在其抽象概念中的双重缺陷，以及自我意识的视角与其他人格自由意志视角之间的不对称性出发，黑格尔以占有和所有权的形式派生出了对“现成发现的自然”（第39节）的意愿性占有。由于在这一分析中外部自然同样是“意志的整个意识的环节”（第37节），它对这种目的论的自我实现便无法构成抵抗：自由意志是“自然中一切的主宰”（第39节边注，第391页），自然“仅通过它才具有作为属于自由的定在”（同上）。对意志而言是外在的自然“本身没有灵魂，不是自在目的——……甚至活的自然也不是”（同上）。黑格尔在此所说的“意志”并不是指一个个体的单个意志，而是指在每一个自由存在物中被例示的意志普遍结构：因此在抽象法权中，一个人格自由的界限是另一个人格的人格性与自由意志。这源于前提：自我意识是“任何种类的权利”（第40节附释）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在黑格尔眼中，这种现成发现的外部自然也包括“我的身体、我的生命”（同上），这是从自由的自我意识出发的进一步推论，并且同时构成了精神对自然之统治的又一个符号，在其中显示出精神的更高价值。
3.2.2.3抽象人格性在抽象法权中的概念展开
随着第35–39节中的论述，意志人格性在直接性规定中的内容规定便告完成。黑格尔现在进一步从这一部分原则的内在发展中，引申出《法哲学原理》第一部分的概念结构。
意志赋予自身以定在的第一种形式，在于将某物视作“事情”（第40节附释）。所有权制度乃是这一“抽象意志”（第40节）的自由定在。自由意志将一事情视作“其”所有权的这种关系，呈现了由“单一的、只与自身相关的个人”（同上）所实现的其自由的定在。通过将现成发现的自然的一个客体视作“我的”所有权，该客体获得了一种“合理的”形式。我不仅为了其属性而意愿占有它，而且将其主张为我意志的显示（参见 Mohseni 2014）。这表现在所有权包含一项法权诉求，该诉求约束了其他自由意志的占有权利。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一阶段具有存在与直接性的特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规定未加区分地合而为一。
人格性原则生成自由定在的第二阶段，预设了主体间性。“人格”——作为原则——“将自身与自身区分开来”——被例示为多个人格，它们作为规定的人格相互区别——“与另一个人格发生关系”（第40节）。在抽象法权层面上，“二者仅作为所有者而为彼此定在”（同上）。黑格尔认为，人格性原则对自身的这种反思（数个有差别的人格的现成存在）在其中获得自由定在的制度，就是契约。在契约中，人格以合法的方式转让一事情，以至于它在交易中在任何时刻都不会停止作为所有权。它在此仅仅更换了占有者，而没有脱离法权的领域、成为“无主的”。人格性的抽象性与缺乏内容的形式性在这一反思逻辑阶段生成了一种意志的共同性（两个人格都希望维持所有权制度）以及“维持其法权”（同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规定在反思逻辑上被区分为两个相互有别的环节（契约中意志的特殊内容与作为普遍环节的合法形式），并彼此隔绝。契约的合法性在此仅延伸到法权形式性的形式环节。
在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反思逻辑上被平息的意志内在矛盾性变得明显起来。在不法与犯罪的法权制度中，一个人格的意志内部在合法的普遍意志形式与偶然的特殊内容之间的差别，通过对立（在不法中）被激化为矛盾（在犯罪中）。由此，自由意志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环节被中介为个别性，但这——由于意志在当前发展阶段的抽象性——只能导致意志人格性的直接性被扬弃为进入主观意志的反思逻辑的中介性之中（对此参见 Quante 1993, 第51页以下）。
凭借这种概念逻辑的体系构想，黑格尔主张通过意志概念的“内在进展”（第31节），从“相继得出的概念序列”（同上）中，将抽象法权的一切“形态”（第32节）在它们的合理性中呈现出来。这种哲学呈现的内容合理性，必须由涉及相关章节并联系其中所讨论现象的探讨来加以证明。这种概念逻辑发展的体系辩护——正如黑格尔体系中一贯的那样——“在此是从逻辑学中预设的”（第31节）。
黑格尔在附释中对康德法哲学区分的批判，指责了这种划分缺乏内在的体系构想，它试图“将手头大量无机的材料纳入一种外在的秩序”（第40节附释），却无法借助组织该材料的部分原则将其以“合理的”形式加以呈现。除了这种方法论批判之外，黑格尔的异议在内容上归结为一点：划分为人法与物法是一种肤浅的划分：“这种划分的不当和缺乏概念”（同上）表现在：人法与物法都必须从人格性原则中派生并展开，而黑格尔认为自己在上述分析的抽象法权导论中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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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尔·莫赫塞尼
4所有权与人格的社会可见性（§§ 41–81）
如果人们首先基于黑格尔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更为普遍的洞见来切入，那么他对所有权法权的思考便是十分易于理解的。在黑格尔看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自然既处于疏离关系中，又处于认同关系中。从根本上说，在黑格尔看来，法权关系的文化历史发展的前提预设是：人将自身从直接的自然联系中解放出来。人作为肉体脆弱的存在者，通过对自然的加工与占有使其屈从于自己的目的（§ 44），从而与自然的苛求保持距离。伴随着这种以合作方式确立的对外部自然的距离，在个体层面上也伴随着对作为主体内在自然的直接支配着的需要和冲动的疏离。如果主体至少在原则上无法拉开与这些需要和冲动的距离，从而摆脱自身的诉求以反映其他主体的立场，那么在黑格尔看来就不可能有任何法权关系（参见§§ 5与35）。
另一方面，黑格尔并不把伦理现实性理解为对“冲动、欲望、偏好”（§ 11）彻底净化的结果。66与康德不同，黑格尔认为自由行动与以需要为导向的行动，或者动机在实际上源于某种冲动的行动是完全相容的——只要冲动与减少冲动的行动不是直接地起支配作用，而是能够间接地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并且通过思维活动被塑造。我们“自身就是一个自然物”（§ 57），而我们的身体“就是自由的定在”（§ 48附释）。因此，法权主体之间的每一种承认关系都与我们具身行动的发生情况相关。因为只有当各自的诉求公开可达，即以某种规定的方式被客观化时，我们才根本能够回应它们。
在此背景下，黑格尔——类似于洛克——主张一种以法权主体的对象化为核心的所有权理论：时空中的个别事物通过与一个人格的本质关系获得一种特殊地位。不过与洛克不同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关心的首要问题并不是通过劳动将主体与客体相联结，根本不涉及任何能量转移，而是主体通过历史发展所确立的效力诉求。当我们把我们的意志“置入事情之中”（参见§ 44），即把握对象并与之打交道时，我们便期望这种打交道获得尊重——而这首先适用于我们与自身身体的关系（§ 48）。
黑格尔在这一脉络中如何将私有财产权展开为自由的“最初定在”（§ 45），下文将沿着抽象法权的各节逐一进行详细勾勒。其中在第一部分中，人格与事情之间的关系是核心（I）。较为简短的第二部分则致力于探讨人格与身体的关系（II）。在其构想的解释力方面，我将在最后的总结部分中作扼要探讨（III）。在各个章节中，我也将针对黑格尔在论述所有权法权时所运用的总体方法进行重点阐发。67
4.1论人格与事情的关系
黑格尔以展开人格与时空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抽象法权的开端。黑格尔所理解的人格，是指能够自由地摆脱自身实际上具有的各种各样规定（例如需要、冲动、身材大小、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归属等等）来进行思维活动的人类主体。人格有能力发展出“不仅是对作为具体的、以某种方式被规定的自身……具有一种一般的自我意识，而且是对作为完全抽象的自我的自身具有一种自我意识”（§ 35附释）。
然而，从一项将揭示社会现实性的合理制度作为己任的法哲学规划的视角来看，仅仅指出法权主体的疏离能力还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主体必须具备能够与自身的意愿拉开距离的能力以使法权关系完全具有可设想性，这对于法权关系本身的内容规定尚未说明任何东西。人格也不能仅仅因为具备某种抽象的自我意象就被称为自由主体。他们必须赋予自己的意愿以表达，为自己提供“其自由的外在领域”（§ 41）。黑格尔由此并非指人格的自由具有一个必须由外在“外壳”来层层包裹的内在核心，而是说主体的自由意志必须以某种方式对象化、表现出来。
在对意志的这些表现进行哲学阐释时，黑格尔并没有立即转向主体之间的争执：他关心的既不是个体在自然状态中的相互碰撞，也不是相互自我限制的要求。黑格尔没有构想某种虚构的状态，而是从自身社会现实性的复杂性中抽离出来，以便在方法论上受控且可理解地将这种社会现实性本身揭示为自由意志原则的现实性。因此他说，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的理念首先应当在“直接性的规定性”（§ 34）中来考察。68通过这种抽象的审视，主体被规定为人格——而尚未被规定为妻子、官员或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黑格尔也希望脱离中介来规定人格自由的表现：“因为人格是在这种最初仍然完全抽象的规定中自在自为存在的无限意志，所以与其相区分的、能够构成其自由领域的这个东西，同样被规定为与其直接有差别的且可分离的东西。”（§ 41）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如何基于其唯理主义与本质主义的现实性观，将哲学家所“区分出来的东西”立即转变为本体论上“有差别的且可分离的东西”。69黑格尔认为，通过剥夺这一“有差别者”作为人格的自由意志概念的核心语义意蕴，就能够把握对它的概念规定——否则它就不能被称为“有差别的”。因此在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中，黑格尔也将这一外部领域称为抽象自我意识的“否定”（HE § 403）。在此背景下，接下来的第42节对自由意志原则的哲学阐释的延续，在实际上或许看起来就像人们只需“从旁观察”（§ 2）一样：“与自由精神直接有差别的存在，对它而言并且自在地就是一般的外部事物——一种事情，一种不自由的、无人格的和没有法权的东西。”对于黑格尔而言，这种与精神——因为人格是精神的一种形态——直接有差别的东西就是自然。70由此可见，黑格尔在谈论“可分离者”时，脑海中想到的不仅是观念上的脱离、对属性的抽象，而且也是在切实的意义上人们能够与之分离、脱离的实体。71黑格尔在这里将自然称为不自由的和没有法权的东西，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他由此跻身于土地支配权捍卫者的传统之中，对他们而言，“人是自然中一切的主宰”（§ 39手迹，第391页；另见§ 44）。72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黑格尔在此基础上不可能接受奴隶制，因为其他人类不能等同于事情（参见§§ 57附释与209附释）。
至于对“事情”的进一步规定，黑格尔在这里也不能仅凭概念任意处置自然的每一种被给予方式，毕竟自然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 42手迹，第401页）成为反思的对象。对事情的具体界定必须在直接性的规定性视角下进行：“这里所谈论的……仅仅是直接存在的事情本身，而不是那些能够通过意志的中介而形成的规定。”（§ 43）当黑格尔在此谈到“直接的事情”时，他眼前所想的并不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实体，而更多是胡塞尔后来通过生活世界概念所表述的“时空的事物世界，正如我们在前科学和科学之外的生活经验中所经验的那样”（Husserl 2012, 第150页）。在此过程中，黑格尔首先希望将人格把“自身意志置入事情之中”的更复杂情形搁置一旁：因为去听音乐会的人，是在特定时期内占有了其他主体的才能与技巧的产物——因此在这里谈论“事情”在原则上也是允许的（参见§ 43附释）；73但由于黑格尔的阐释步骤仍然必须在“直接性的规定性”框架内进行，因此人格与事情之间这种经过中介的关系还不能成为论题。相应地，黑格尔作出了如下表述：“人格作为直接的概念，从而也作为本质上的单一者，具有一种自然的实存，部分是在它自身之上，部分是作为一种它将自身与之相对待的外部世界。”（§ 43）
随着对“事情”概念外延的这种界定，黑格尔同时也把握住了人格与事情关系的直接方式。我们的自然实存——我们所现成发现的身体，以及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外部世界——在此被黑格尔本人视为自由的“材料”（《纲要》§ 483），被视为许多事情的集合。随后，黑格尔暂时搁置了人格与其自身身体的特殊关系，并在§ 45中表述了人格与事情关系的伦理相关性。由于我们在此面对的是黑格尔所有权法权中最重要的节，因此我将对它进行深入详细的分析。
§ 45：自由意志的对象化
当我们把握一个对象时，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这一事件中可以确立起两个不同的方面：
“我把某种东西掌握在我的哪怕是外在的权能之下，这构成了占有，正如我出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任意把某种东西变成我的东西这一特殊方面，构成了占有的特殊利益一样。但这一方面，即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对我而言是对象性的，从而也是现实的意志，这构成了其中真实的东西和合乎法权的东西，构成了所有权的规定。”（§ 45）
根据前文所述，黑格尔在这里显然没有将需要的满足置于所有权法权的核心，这一点不应令人感到意外。黑格尔人格概念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从一切意志内容中进行抽象的能力。关于人格自由的“外在领域”的思考导向了“事情”概念，因为仅凭那种抽象能力，还根本没有阐明法权的社会现实性，没有阐明任何制度。一个人格将其意志置入一件事情之中，即占据该事情的最广泛表达，现在简称为占有。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在此最初对主体的动机并不感兴趣——人格为何抓住某个特定的对象（例如一个橙子），仍被置于视野之外。由此同样被置于视野之外的是，归属过程到底属于何种类型的过程；众所周知，对于洛克的所有权理论而言，占有过程是一个劳动过程具有核心意义。74黑格尔在此发现“两个方面”（§ 45手迹，第407页）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是占有过程本身，而是其结果：人格将某种东西掌握在其“外在权能”之下。现在对于所有权法权至关重要的是，自由意志以这种方式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
但是，在占有中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意味着什么？在这一事实状况中，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与合乎法权的东西”？作为对比，让我们看一下动物界：为什么被鬣狗撕碎并随后躺在猛兽面前的斑马仅仅是动物行为的结果，而我写字台上的一只橙子却被视为自由的对象化？
黑格尔本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理解助手：人格抓住了橙子，并“从而也是现实的意志”。在橙子中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因此不能仅仅意味着一般而言意向性地指涉自身；这种自我指涉必须完全通过时空客体建立起来。因此，“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这一表述——黑格尔在下文（参见§§ 46、56、58手迹第439页、62）确实将这样做——可以作为“对自己而言是客观的”的同义词来使用。在《导论》（§§ 1–33）中，黑格尔针对意志区分了“客观的”（§ 26）的三种含义：如果意志“契合其概念并且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客观的（i）；如果它没有抽象自我意识的能力，完全沉浸于某一内容之中，例如“孩童的”意志（ii）；如果它将未实现的目的转化为“外在的实存”（同上）（iii）。
第二种含义显然被排除了。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第三种用法：通过对橙子的占有，人格赋予其意志以“外在的实存”。唯独正是针对人格将橙子置于其权能之下从而让其意志客观化这一事实，黑格尔区分了正是那两个方面：利益的方面与“自我”客观化的方面。人格为了满足其需要，将一个未执行的目的变为已执行的目的，从而使其意志成为客观的意志，黑格尔恰恰将这一点与“所有权的规定”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意志的外在实存是无关紧要的。意志在时空外在性的意义上成为客观的，对于所有权的规定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在意志的这种客观化中，无关紧要的是在其中所追求的特殊利益。但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是，人格在客观的第一种含义上也对自己成为“对象性的”：其意志以“自身为自己的规定”，并且“从而契合其概念并且是真实的”（§ 26）。因此，黑格尔在第45节中也谈到了关于“我”把某种东西掌握在我的外在权能之下这一事实中“真实的东西”。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面对着双重客观化：首先，我内在的目的被执行，橙子被采摘并放在桌子上，使得我的意志现在是客观的（iii.）。黑格尔将这种满足需要的视角，其次与“自我”的客观化区分开来，后者“作为自由意志”与其概念“相契合并且是真实的”（i.）或成为“现实的意志”（§ 45）。此外，黑格尔将这些客观化置于彼此的特定关系之中：作为目的客观化的需要满足，是“自我”的“真实的”客观化的媒介，而“自我”恰恰“在其中”，即“在占有中”才为自身获得这种客观化。
但这几乎没有消除任何疑惑。因为这是一种怎样的客观化：它在将目的转化为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出来，但同时又抽象掉了这种转化的意图，以便在此基础上成为“真实的东西与合乎法权的东西”？一个主体如何能够既追求一个目的，将其转化为时空的实在性（占有），同时又从这个目的中抽离出来，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某种客观化（所有权）？一种抽象掉主体意图的客观化究竟是什么？
一种可能性在于，主体A在与对象的打交道中希望产生某种事态p，并且也成功了（占有），此外所产生的事实p呈现出某个方面，而该方面的产生并不是主体意图的一部分。例如：我给自己涂抹了一片蜂蜜面包，从而——非故意地——引来了棕熊。那么引来棕熊就不是主体预先意图的目的的客观化。但是针对“所有权的规定”，黑格尔明确要求人格在事实p中使自身成为客观的：关键在于，“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对我而言是对象性的”。由此至少要求事实p呈现出某种以某种方式由A自身知觉为客观化的方面。因此，客观化具有不可还原的意向性结构。所以疑惑仍然没有消除：如果主体A通过产生事态p将一个目的客观化，而“所有权的规定”虽然有别于这种客观化，但仍然应当是对A而言的客观化，那么问题在于：这是对什么的客观化？
另一种解决尝试在于假设客观化追溯到两个不同的主体。人们可以设想以下例子：主体A诡计多端地把蜂蜜放在主体B的桌子上，以便B抹面包并由此——无意图地——引来熊。75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B产生了其所意图的事态p（抹好的蜂蜜面包），并由此也产生了A所意图的事态q（熊被引来）。这同一行为（B通过抹好的蜂蜜面包引来了熊）随后就可以被称为双重客观化，其中B之目的的客观化被视为A之目的的客观化的中介。
从《导论》（§§ 1–33）中已经可以看出，黑格尔认为合理的国家是通过自由意志原则组织起来的，按照其意义，自由意志并不仅仅是单个个体的意志，而是一个超个体的实体。如果考察自由意志原则与单个经验主体的关系，那么在区分占有与所有权时就可以勾勒出如下图景：拥有作为人格标志的那种抽象能力的经验主体，将其目的客观化并把握一件事情——黑格尔将此称为占有。然而通过这种客观化，那个此前仅作为单个主体摆脱能力而发挥作用的超个体实体——在此本身被理解为主体的——自由意志，也在时空实在性的意义上变得现实。对于单个人格自身而言，在占有的事实中始终且仅仅与满足需要相关。人格也始终且仅仅从满足需要的角度来看待所有权法权。76从超个体实体的角度来看，特殊的需要满足是无关紧要的；关键仅在于，它这个超个体实体不仅停留在单个主体的权能中，而且也在直接的实在性中变得可见——而这就是它的客观化。人们可以将其称为客观化，因为这种对象化的意蕴在行动人格的意图中是找不到的。因此按照这种解读，单个人格的客观化（占有）也是作为超个体实体的自由意志的客观化（所有权）。
在第45节的附释中，黑格尔似乎证实了这幅图景：“拥有所有权，就需要而言，把需要当作第一位的东西，表现为中介；但真实的地位却是，从自由的观点来看，所有权作为自由的最初定在，是自为的本质目的。”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将单个主体的意志称为那个超个体实体的“活动要素”（《纲要》§ 485），这一情况也可以支持这种解释。从世界精神的更高视角来看，甚至谈到了个体是超个体实体的“无意识的工具和肢体”（§ 344；另见《纲要》§ 551）。
然而，在这一解读框架下仍未得到解答的是：自由意志原则自身究竟以何种方式或通过何种主体对其自身成为“对象性的”。在这里，超个体实体自由意志如何意识到其客观化？这里显露出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将超个体实体视为行动主体的表象并非无懈可击。因此，我在下文将再次检验这样一种可能性：两种对象化均追溯到同一个主体——并且也被该主体自身一次知觉为需要的满足，另一次知觉为自由的对象化。
从单一主体出发的解读框架如下展开：人格满足某种任意的利益，并由此将其目的客观化。与此不同，同一主体将自身“作为自由意志”客观化。因此，占有与所有权的区分可以追溯为人格看待自身的两种不同方式：它既是一个与自然打交道并占有自然的有需要的生命体（占有）。但同时，人格不同于鬣狗，它也是一个精神生命体，能够从这种以及任何需要的满足中脱离出来——而正是它的这种精神本性，在其占有中对它而言同样是临在的。人格在这一精神层面上并不把某种特殊目的客观化，而是通过占有的对象本身使自己作为自由的、思维活动的主体成为主题。因此，双重对象化一方面是一个目的的客观化，另一方面在此之上也是主体作为人格对自身的觉知。这就是人格在此所觉知到的一切。如果它为其与事情的这种关系赋予正确的名称，它就会谈到所有权。无论如何，哲学家——并且唯有哲学家——在术语上准确地把握了人格与事情的这种关系：它是自由的最初定在——即在直接性的规定性中赋予自身最初“形态构形”（§ 1附释）的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的理念。
这样一种解读是否令人信服，实质上取决于它对那个极具挑战性的句段赋予何种解释：
“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对我而言是对象性的……”
这是任何相关分析的试金石。为了佐证刚才勾勒的单主体解读，首先可以确定两点：首先，这里的“我”指的是在占有与需要满足的层面上将一个物质对象掌握在其权能之下的同一个主体。其次，说x是对象性的，还是像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x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这之间存在着差别。通过反身代词标明了这样一种事实状况：对象性存在就主体而言处于某种特定的被给予方式之中。
现在，这里关涉的不能仅仅是人格只反思自身并以此方式使自身成为主题，因为人格完全是通过时空的客体、事情才觉知到自身的。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句段，引入在双主体解读框架下未能得到令人信服回答的两个问题是有益的。第一：这里所说的成为主题的“对象”究竟应当理解为什么？第二：这个“对象”是对于谁成为主题的？因此在结构上，这关涉到对象化的客体与认识主体的问题。由于“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关系具有反身结构，按照这种解读，主体与客体都可以通过“我作为自由意志”这一句子成分来把握。
在主体“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何种意向性，最容易从反面（ex negativo）阐明。让我们看一下将某种东西掌握在其权能之下的人格：它仅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目的。它意图导致事态p——这是其自觉的目的。采摘了橙子，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主体由此产生了事实p。只有当要实现的事态在行动之前就由主体自身知晓、其产生在行动期间被视为主导性的、在行动之后被确认为所期望的结果时，才应当谈论客观化。就“作为自由意志的我”而言，根本谈不上这一点：我们通常采摘橙子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觉知到自己作为自由意志，而是因为我们想吃橙子。认为我们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通常也追求觉知到自己作为自由主体的自觉目的，我认为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在这一意义上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并不是主体的意图——黑格尔在抽象法权中的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这样说过。
同时，人格的“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也不是某种在需要满足的结果中出现的感觉——对此文本同样没有提供依据。相反，所寻求的这种自我指涉方式必须与特殊意图和个体的感觉区分开来，以便能够构成“真实的东西与合乎法权的东西”。此外，“对自己而言是对象性的”也不能通过其他感性知觉来达到：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自身作为自由主体；我们看到的是橙子。
但人们不妨设想一下我的目的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并且人们还可以假设，失败的原因追溯到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例如：人格B阻止我采摘橙子）。在这些情况下，是否阻碍了某种在无阻碍的目的实现情况下所临在的现象的出现？黑格尔曾被如下解释：77当我们在试图把对象掌握在自己权能之下或按照自己的标准与之打交道而遭遇失败时，我们就缺乏体验我们自由作用性的基础。我们因而永远无法学到：我们是能够介入外部世界并按照自身表象带来改变的主体。唯有通过对对象不受打扰的加工——因此便有了私有财产制度的必要性——我才能在双重意义上知觉到我的个体影响：行使它并观察它。
然而这不是黑格尔的立场。作为在外部世界中作用性意识的自由，并不是法哲学中需要展开的对象，而是在客观精神哲学框架中被预设的前提。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的理念的发展在抽象法权中始于一个有能力进行“对其自身的纯粹思维活动”（§ 5）的主体。因此，作为基础的自由概念早就超越了对其在外部世界中的效果的单纯“对自身的意识”（§ 35附释）。通过将自身“作为抽象的且自由的自我作为对象和目的，并从而成为人格”（同上），抽象法权的主体不仅意识到自身设立目的的能力——在黑格尔那里这适用于任何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身能够再次脱离任何目的设立的情况。因此在所有权作为自由的最初“定在”中，首先仅仅在哲学上重构了自由的这一含义。因此，“在占有中”成为对象性的并不是对自己作用性的意识，而是对自己作为一个能够自由选择目的并又能重新放弃目的的主体的意识。
因此，对于占有主体而言，这种意识究竟在何时以及如何确切地临在，仍然有待澄清。现在人们再次假设，人格B最初阻止人格A占有橙子；但随后却出于一时兴起，甚至强迫人格A把橙子置于其权能之下。在这些情境中，我们对橙子的需要虽然得到了满足；但我们仍然会在一项诉求上感到受侵犯：“因此我的意志应当具有客观性，一方面具有外在现实性，即我占有这件事情，并且其他人对我承认这一点。”（法哲学讲演录-匿名，第615页）我们希望自己决定追求哪些目的；而且我们不希望由于他人的意志而感到受制于这些目的中的任何一个。这样一种诉求对主体而言只有通过其受到侵犯才会变得明确，但应当被理解为内在地伴随着每一种特殊的目的设立。
在此背景下，黑格尔关于“两个方面”（§ 45手迹，第407页）的说法应当如下把握：一方面，人格把某种“某物”掌握在其权能之下，并由此满足一种需要，追求一种为其所意识到的具体意图，并在结果中把一个目的客观化。这是占有的方面。另一方面，人格与事情的关系也是其自由的客观化。我之所以称其为客观化，是因为人格并不把这种自由作为意图来追求。除了满足需要之外，人格可以把一个对象掌握在其权能之下这一事实，视为其自主追求目的之自由的显示。这是通过占有获得实在性的一项诉求，但通常只有在受到侵犯时才会被主体所意识到。
能够进行纯粹自我意识并能够摆脱任何目的设立来思考自身的人，并不是古希腊或古罗马的人，而只是黑格尔（欧洲）同时代的人。设立目的而不受外在决定或不受奴役这一诉求的理所当然性，在黑格尔看来是一项通过历史获得的理所当然性。之所以理所当然，是因为这一诉求通常不再特别被当作目的来意图，而是作为习性伴随着每一次互动。作为已成习惯的态度，主体的这种自我意象塑造了一座社会的时代精神。这种态度在黑格尔看来属于每一个单民主体的本性，因为它是融入血肉的历史——但这恰恰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属于文化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精神的，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第二自然”（§ 4）。78
4.2论人格与身体的关系
一方面的“人格”与另一方面的“事情”——这就是黑格尔在概念展开过程中逐步具体说明其关系的实体。在我们与自身身体的关系上，在黑格尔看来也属于此类。对于身体如同对于其余事情一样，它们对于脱离了任何规定的主体自我指涉而言是外在的。它们在主体看来是现成发现之物，因此作为事物而言是独立实存的，无论我们是否把我们的意志“置入”其中；与此同时，“只要它是我的意志”（§ 47），它们才成为我的事情。
把我们的身体与其余时空个别事物等同起来具有其局限性，这一点黑格尔也是知道的。与橙子的关系和与自身身体的关系之间差异的基础是显而易见的：“我鲜活地存在于这个有机身体之中。”（同上）因此只有就身体而言：“我发现自己处于占有之中”（§ 47手迹，第413页），或者正如黑格尔在另一处所记下的：“我的身体直接是我的——事物则不是”（§ 51手迹，第419页）。
尽管如此，身体仍然属于“可分离者”（§ 41）这一范畴，即使身体——不同于橙子——绝不能被视为已被分离之物。因此它也依然“只是一种可能性”（§ 38）。不过在黑格尔看来，这里取决于视角：“对于他者而言，我定在于事情之中；因此对他而言绝非单纯的可能性”（§ 38手迹，第389页）。为了阐明对身体的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之间的这种差异，首先揭示第一人称进路的独特性是有益的。对于后者而言，在两种对待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是具有特征性的。我可以在我的手中看到我的意志显现，并由此将其视为“有生气的中介”（§ 48）；或者我把我的手视为单纯的外在性，不将其计入我的同一性之中：我可以拒绝将其作为我对自身的表象的一部分来接受，甚至在实践上与它分离，将其贬低为单纯的自然事物。79
在抽象法权的层面上，自由指的是主体有能力将自己单一的、规定的行动自为地仅仅视为一种可能性；并且同时在此提出诉求，要求其他主体将该行动承认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主体的行动。然而这样一种承认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两个主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单是“完全抽象的自我”（§ 35附释）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自为地构成主体间关系一部分的关联项。为了让人格A能够被人格B作为自由主体来对待，B必须能够指涉一个经验上可被知觉的实体，B将该实体作为A是“一个自由者”（§ 48）的符号。80人格A虽然有能力将自身把握为无规定的自我，但仍然必须表达其规定的意志，以使其能够成为B指涉的媒介。人格A被赋予主体间可达形式的同一种意志表现，对其自身而言只是一种可能性；然而对于承认的主体B而言，则是这种承认的必然性。因此，主体不能在彼此的无规定性中相互承认，而是把对方对他们而言可达的、规定的显象作为其自身规定的表达。在黑格尔看来，人格A的身体就是这样一种时空实体，人格B可以将其作为人格A自身规定的符号：“对于他者而言我是自由的，仅仅在于我是定在中的自由……。”（§ 48附释）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被承认主体的身体对于承认的主体而言已经“直接地”（§ 48）被视为其自由的显象。在此其实很清楚，并非每一个人类身体都是一个人格的身体。对于承认人格一般而言，我们在“皮肤和毛发”上并不能观察到其“人格性”（§ 35）。81从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并不存在直接通向主体人格性的康庄大道。相反，每一个成年人的身体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个人格的身体——我们对此作出了前提预设。这就是我们（或黑格尔的同时代人）相互之间所采取的出发立场。因此，这关涉的不是隐性的认识论推论，而是一种社会效力关系，黑格尔将其理解为历史性的成就。把其他人类身体接纳为人格的社会可见性这一前提预设，被黑格尔理解为我们唯有在有怀疑理由时才会放弃的基本态度。通过把身体承认为人格的身体，我们赋予了该主体控制其身体的能力与法权。在此，这一前提预设最初不过是我们的设定：从历史视角来看，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每一个成年人的身体把握并尊重为其“有生气的中介”（§ 48）这一事实，必须首先通过社会斗争来确立和贯彻。82因此，从第一人称视角来看，要求将我们自身的身体作为我们自由的中介来加以尊重的诉求，在今天只能被理解为内在地伴随着每一种具身行动。当该诉求被经验为受到侵犯时，它才会被明确表达出来。
在此背景下，所有权指的是主体与一件事情之间应当受到法权保护的关系：主体在此满足一种利益，并隐性地提出尊重其意志的诉求。这样的意志之所以是“个人的”（§ 46）意志，仅仅是因为能够进行抽象自我指涉的主体被称为人格：他们的特征在于，他们能够摆脱自己现成发现的各种规定——除了其个体的利益、需要等等之外，从本质上讲其身体也属于这些规定——来独立地思考自身。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一种“所有权的特殊种类”（§ 48手迹，第415页）——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每个人格都将其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对待，只要身体同样仅仅是目的设立的一个可能的客体，取决于其自身的意志。
在所有权法权的争论中经常出现的关于与其他主体达成协议之必然性的问题，对黑格尔而言绝非这种关系的前提预设。所有权不是基于契约，而是基于人格的诉求，即恰恰无需事先与其他人格商定，就能把自己的身体完全作为仅属于自己的事情来任意（§ 46）支配。这项诉求对人格而言是不可谈判的。黑格尔并没有否认在这一脉络中对我身体的私有财产权与对其他事物的私有财产权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对于论证他的所有权必须被理解为私有财产这一论点的理据而言，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对这种“抽象自由”（§§ 149、336）的有根据的限制只能由国家来阐述并贯彻（参见§ 46附释）。83
4.3黑格尔所有权法权的界限
要对黑格尔私有财产构想的解释力作出规定，并非易事。这首先在于，在当下所有权争论的背景下，甚至在合法化问题之外究竟应如何从概念上规定私有财产制度都尚不明确。根据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的看法，关于哪些规定属于私有财产权的本质特征，在见解上的分歧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必须将私有财产的概念归入“本质上引起争论的概念”（Waldron 1988, 第51页）这一范畴。84对于一项旨在对私有财产制度作出概念规定且在道德上对该制度的评价最大程度保持中立的规划而言，85黑格尔的构想可以说是极其不适用的。对于黑格尔而言，对制度现实性的哲学重构——即对我们在归责以及提出和承认效力诉求方面的核心规范实践的重构——与其合法化是同一的（参见§ 148附释）。各项制度只要能够被证明是自由意志的社会显示，就是合法的。如果成功证明了所有权法权在保证自由的制度结构中与其他制度并列具有一个必然的位置，那么所有权法权也就由此获得了正当性辩护。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所有权法权的呈现与评估是同一个行动。86
在此背景下，用关于私有财产与自由的某种替代性概念来评价黑格尔关于私有财产对于人格自由具有必然性的论点，也是不恰当的——黑格尔只会耸耸肩，将这种在他看来错误的自由理解撇在一边。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私有财产制度对黑格尔而言是最初的“自由的定在”（§ 48附释）这一说法，并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对他而言“自由应被把握为整个体系的构成要素”（Angehrn 1977, 第153页），那么他的所有权概念就不能脱离其精神哲学。
鉴于这一情况，下文中我将指出黑格尔在其所有权法权中所阐发的个别我认为令人信服的洞见。对于黑格尔得出这些洞见的哲学方式，以及他在其体系框架内赋予这些洞见的意义，我将不作评价。伴随着其整体主义著作每一步骤的本质主义-目的论一元论，因此在评价层面上保持不作评论。此外，我将对黑格尔的所有权法权提出某些异议，这些异议既不攻击也不捍卫那些内容上和方法论上的基本信念，而是将其预设为具有充分理据的前提。
黑格尔所有权法权中最有力的方面无疑是对象化模型，其核心在于主体与时空对象发生关系，并将这些对象评价为并且希望被评价为自身决断自由的显示。在此黑格尔根本没有想到从主体向客体的任何能量转移（例如通过劳动）；87相反，在主体间关系的框架内，对时空对象的支配被视作一个人格的正当诉求。但也正是由此，黑格尔的概念非常适合于恰当地审视现代经济关系。黑格尔在此基础上可以主张这一论点：人格也可以让渡其活动性的使用，因为这些活动性根本上只有在主体出于意志去执行它们时才获得实在性（参见§ 67）。由于当下社会的主体是自由的人格，例如他们不能被强迫去从事开公交车的活动。开公交车的能力成为他们的财产，他们可以限期让渡这种财产。若某种特定的效力关系受到侵犯，那么就会构成对这种所有权法权的侵犯；对黑格尔而言，这例如意味着开公交车的活动必须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样劳动者的所有权法权才不致受到侵犯（参见§ 77）。
这样一种着眼于社会效力的私有财产重构的吸引力因此在于：即便最抽象的实体也能够被作为所有权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可能对象而被把握：A可以因其弹吉他而获得报酬，而B则出售吉他本身。在此关涉的是产品的让渡还是“我的生产或提供劳务的让渡”（§ 80），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差异。这样一种进路的核心前提预设，自然是这一论点：主体的身体必须被作为人格的身体来对待。这一立场构成了与那些主体不是其身体的所有者、不是人格的社会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奴隶与当今时代的普通仆人或短工之间的区别。雅典的奴隶也许承担过更轻松的事务、更偏向精神性的劳动，但他过去是奴隶，因为其活动性的全部范围都让渡给了主人。”（法哲学讲演录-霍托，第833页）88
尽管如此，对于上述各点而言，黑格尔是否成功地将人格与身体的关系必然地证明为一种所有权关系，仍是有疑问的。黑格尔为了对我们的效力诉求进行哲学重构所首先需要的，是一项保护对自身身体排他性支配与任意使用的法权。人们可以将其把握为对自己身体的私有财产权；但并不必然如此。黑格尔本也可以谈论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和行动自由的权利，即谈论人格自由的不可侵犯性。在这方面彼此打交道的方式对于黑格尔的同时代人而言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不是随意互相攻击，而是通常将对方主体的身体尊重大致为人格的身体：“如果有人夜间在街上安全行走，他绝不会想到情况还会不同……而且人们不会去思考，这乃是特殊制度的作用。”（法哲学讲演录-霍托，第1002页）这是对的；但这并不必然必须是私有财产的制度。
然而，黑格尔通过对自身身体的所有权，不仅希望涵盖个人免受私人和群体侵害的保护，而且还希望赋予他们上述让渡其“特殊的肉体和精神技巧以及活动性的可能性”（§ 67）的权利。但在这里同样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从将身体承认为人格身体的正当诉求中，必然地得出雇佣劳动的权利。从在相互尊重的框架下不受打扰地用我的身体做我想做的事情的诉求，到买卖契约或（限期）让渡身体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渡本身固然是黑格尔在分析市民社会的过程中详细重构的某些承认关系得以实存的前提预设。89但在方法论上，黑格尔不能在抽象法权中就已经把市民社会的这些实践的必然性当作预设来对待。因此，为什么唯有物品的出卖以及能力使用的出卖才契合人格性概念的要求，仍然缺乏理据。在市民社会的分工脉络中施展我的能力和才能的可能性，无疑是我作为人格受到尊重的一种方式。因为作为奴隶被强迫投入其能力和才能的人，无法体会到这种尊重。但是，为什么通过市场中介的对身体和精神能力的承认，应当被视为人格性概念规定的无可替代的社会形态呢？
行使身体和精神能力的空间必须受到法权保护。这一空间通过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人格的行动自由，在实质上就已经被涵盖了。至于行使某些能力究竟会获得金钱报酬还是仅仅获得掌声，这处于另一个层面上。为了让我能够用我的身体不受打扰地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不需要出卖或出租我的能力或劳动力的权利。因此，就身体以及与之相联结的技能而言，如果黑格尔认为“人们进入契约关系——赠与、交换、交易等等——就如同他们拥有所有权一样，完全是出于理性的必然”（§ 71附释），那么他就错了。着眼于自身身体，两者都不是必然的。
另一个问题领域涉及在“社会问题”背景下黑格尔对所有权法权的探讨。从黑格尔在此所阐述的立场中，得出的不仅是获得占有客体之可能性的权利，而且也是对私有财产的实际占有的权利：“在与外在事物的关系中，合理的事情在于，我拥有所有权……”（§ 49）。在此黑格尔绝不仅仅是指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关涉到对自己身体以及对外部对象的所有权。鉴于黑格尔的许多同时代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事实，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黑格尔在其所有权法权的框架内没有提出分配正义的原则。如果考察他对所有权法权进行哲学探讨的方法论条件，就会发现黑格尔在这里最初的做法是一贯的。在概念规定的层面上，抽象法权只关涉到展开自由意志“在其抽象概念中”（§ 34）呈现出来的那些意义环节。因此黑格尔指出，对从任何规定的意志内容中进行抽象之能力的看重具有其反面：人格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某种东西，其特殊意志是否与普遍的善相和谐一致，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如果没有任何所有权，尤其是没有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对于其他主体而言我根本就不是尊重的承受者（参见§ 36）。
众所周知，在市民社会理论的框架内，黑格尔毫不怀疑地将大众贫困化认识为其时代的严重问题（§§ 242–249）。然而尚不明确的是，他是否也将这种系统性的贫困化把握为对其所有权法权的挑战。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不再将自己的生存归功于封建领主或家庭，市民社会“……将个体从这一纽带中扯出”（§ 238，亦参见§ 241）；主体由此被承认为“独立的人格”（同上）。然而，如果人格暴露于结构性贫困与失业（§ 245）之中，那么奴隶与人格之间差异的自由意义就面临着变得讽刺的危险，这种承认并不应掩盖这一事实。
为了阐明黑格尔在此的相关立场，必须考虑到，他在探讨市民社会时已经明显推进了自由意志的概念展开。他在这里作为对象的社会现实性图景，比起在“直接性的规定性”（§ 34）中所考察的意志要远为精细、远为全面。与抽象法权的观点相比，那里关涉的不再仅仅是人格的抽象自由，而是关涉到作为分工社会成员且也知觉自身为这种成员的主体具有的更为具体规定的诉求。对于这样一个主体而言，关涉的是“出于自身的规定，通过其活动性、勤劳和技巧使自己成为市民社会的各个环节之一的成员，并作为这样的成员维持自身，并且仅仅通过与普遍物的中介来自行谋生，从而在其表象以及他人的表象中获得承认”（§ 207）。市民社会的这些“独立的人格”（§ 238）仍然是人格，即他们需要所有权，以便赋予其意志以获得社会承认的现实性。但他们不再作为“仅仅抽象地指涉自身的”（§ 34）个体需要这种所有权，而是作为“进一步被规定的实在性”（§ 38手迹，第391页）的主体需要这种所有权。90他们现在是公民之中的公民，他们对自身的意象取决于他人对他们所具有的意象。如果人们向他们赠予所有权，那么就会“违背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其个体对其独立性与荣誉的感觉”（§ 245）。因为所有权在这里要求“通过自身的活动性与劳动”（§ 244）来获得。因此，尽管黑格尔在抽象法权中还要求“人们……拥有所有权”（§ 71），但在市民社会中谈到的却仅仅是“对所有权的保护”（§ 208）以及参与交换实践的“可能性的权利”（§ 200）。因此，这关涉的仅仅是保全现有的所有权关系，而不是由国家组织的（再）分配。因此，没有所有权的人并不享有对所有权的权利，而是享有获得所有权之可能性的权利。
因此必须总结如下：对黑格尔而言，我们现代社会的主体是公民，他们需要所有权，以便赋予其意志、其利益一个在主体间得到保障的私人施展空间。但由于他们把自身把握为独立的主体，他们不希望只是被简单地赋予所有权，而是希望为此劳作——并且唯有通过这种通过自身成就获得的所有权，他们才看到自己被同侪承认的需要得到了满足。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大量公民而言，通过劳动获得所有权、甚至通过劳动维持单纯生存却必然是不可能的（参见§§ 200、237、241–246）。这是黑格尔在所有权事情上的最终定论。在他进一步的思考中，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认真地提出过制定出针对系统性贫困化的制度性措施的诉求。91他显然认为，“广大群众”（§ 244）的贫困无论如何并不构成对其所有权理论以及他对现实性之普遍合理性的观点的难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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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莫尔
5不法与惩罚
（§§ 82–104, 214, 218–220）
黑格尔的惩罚理论是黑格尔哲学中相对独立于其在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位置与功能，而对19世纪和20世纪法哲学产生独立影响的体系部分之一。即使对法学而言，黑格尔的理论至今仍被视为为国家惩罚提供理据、树立尺度的方案之一。它为此前在论证上较为简陋的报应理论提供了一种在当时崭新的理据，并在直至当代的讨论中屡屡证明其概念资源的实质丰富性与现实可更新性。黑格尔向其时代的法学指责道：“刑罚理论是［在法学中］境遇最差的论题之一”（R § 99 A）。与此相对，他要求从哲学上展开惩罚的概念，将其纳入其意志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构想之中，并从与此相接的法权概念本身中将其推导出来。
对黑格尔惩罚理论而言至关重要的论点指出，惩罚是法权的恢复，因为它再次否定了犯罪所构成的对法权的否定（参见§§ 82, 99）。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黑格尔的要求：惩罚必须在罪犯面前被辩护为是在其行动中由其自身所设定并承认的，并且罪犯通过惩罚“作为理性存在者受到尊崇”（§ 100 A）。
在下文将要阐述的“不法”一节（§§ 82–104）——即“抽象法权”的第三节——中，展开的并非全部惩罚理论，而仅仅是惩罚的概念以及关于惩罚之正义的原则性理据。关于行动概念、行为归责、惩罚目的与刑罚尺度的补充阐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其他地方给出（参见§§ 113–120包括附释，以及132附释，对此参见Quante 1993；§§ 214, 218–220，对此参见下文。此处不涉及§ 282中的“赦免权”）。
黑格尔将“不法”一节细分为三章：A. 无犯意的不法（§§ 84–86），B. 欺诈（§§ 87–89）以及C. 强制与犯罪（§§ 90–103）。开篇的第82–83节从作为第二节对象的契约法权过渡到不法概念。§ 104中的“从法权向道德的过渡”，引入了对《法哲学原理》第二部分“道德”具有基础意义的意志主观性概念。在章节划分中，黑格尔遵循了他在三种不法形态之间所作的区分，他将这三者称为“无犯意的不法或民事不法”、“欺诈”与“犯罪”（参见§ 83）。在引入这一区分之前，§ 82先行规定了在§ 81中引入的不法上位概念。
5.1不法
契约，不法（§§ 81–82）。黑格尔从契约概念出发推导出不法概念（参见§§ 71–81）。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其中至少有两个人格自愿向对方做出内容上和谐一致的意志表示，并由此相互赋予权利。黑格尔在此意义上将契约定义为就一物进行交换的双方法权自由同意（参见§ 88）。在“抽象法权”开篇，契约就所有权理论而言相应地被规定为：“通过共同意志并在保留各自法权的情况下，财产从一人转移给另一人，——在契约中”（§ 40）。当事人为了实现其特殊利益，自行规定彼此之间的法权关系（法权诉求）应当如何规整。就此而言，契约是设定的法权，它在内容上由缔约者的特殊意志所规定。
但在共同的契约性法权设定中，特殊意志的契合仅仅是“偶然的”，因为它取决于个体意志主体的特殊利益及其内容上的相容性。这涉及关乎我之欲望的一件特殊事物。另一个人的偶然意志与任意（我的缔约伙伴）之所以能引起我的兴趣，仅仅在于他愿意将该事物让渡给我，从而满足我的欲望（参见§ 81批注与§ 82）。
除了特殊意志的表示之外，还需要对契约中约定的给付进行实际提供（履行）。由此便引入了偶然性的又一环节。约定好的给付虽是契约上“必然的次序”，“但同样仍依赖于任意”（§ 81批注，第507页）。尽管缔约完全符合法权，但由于（单方面）不履行约定的给付，仍然可能违背契约所设定的法权（参见§ 81补充，PR-Hot第844页）。“因不履行约定事项而违背契约”即是对法权的侵害（§ 93附释）。
由于这两个偶然性环节，契约始终“听任于不法”（§ 81补充，参见PR-Hot第844页）。根据黑格尔，只要一个特殊意志“在见识和意愿的任意与偶然性中反对自在的法权本身”，不法就告出现（§ 81）。契约本身是“法权的显象”，而因未履行契约规定的给付而发生的不法则是映象。这一规定应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术语意义上来理解。映象性在于：“概念的各个环节——在这里即自在的法权，或作为普遍者的意志，与处于其存在中的法权，而这正是意志的特殊性——被设定为自为地有差别的，这属于概念的抽象的实在性”（§ 81附释）。只有未满足其概念条件之物才具有纯粹抽象的实在性。因此它是纯粹的映象，以其概念来衡量则等于无。而“这一映象的真理乃是：它是虚无的”（§ 82）。
对映象之虚无性的规定——同样依照黑格尔逻辑学术语——具有双重含义。不法作为映象，一方面是无，因为它不具有（法权上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它进行否定，因为它否认（法权上的）有效性。被不法所否定的法权，“通过对其自身之否定的否定”（§ 82）而重新确立自身。黑格尔由此将其双重否定的根本操作运用于法权概念。法权通过“从中介过程中从其否定返回自身，［……］确证自身为现实者与有效者”（§ 82；参见§ 82补充，参见PR-Hot第844页）。在通过否定其否定而恢复自身的过程中，法权“实现了自身”。黑格尔关于不法作为映象及其虚无性的这一构想，对后文具有基础意义。
无犯意的不法，欺诈，犯罪（§§ 83–90）。黑格尔在§ 83中依据映象的三个阶次展开了对三种不法类型的区分：黑格尔将无犯意的不法规定为“自在的”映象或“直接的”映象，而欺诈与犯罪则是“由主体”设定的映象。在欺诈中，法权又被设定为“作为映象”，在犯罪中则被设定为“纯全虚无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处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无犯意的不法之中，那么我原则上承认法权，但在（主观上）把（客观上）属于不法之物认作法权（参见§ 83批注，第515页）。我固然在承认其他人格的“法权根据”这一主观确信中做出判断（§ 84），但在客观上却陷入了法权认识错误。但既然这涉及一种认识错误，我的不法便是一种“无犯意的”不法：“如果我不法地把某物认作法权，那么这种不法在此便是无犯意的”（§ 83补充，参见PR-Hot第845页，“第一种不法是无犯意的不法，［……］即我不法地把某物当做法权”）。
对现行法权的分歧意见会导致“法权冲突”（§ 84），并在“民事诉讼”（§ 85）中得以解决。争执双方在审查法权诉求的诉求中，在“承认法权作为普遍者和决定者”上保持一致。“在民事诉讼中，自在的法权并未受侵害，而是被要求”（PR第84页）。该事物“基于某一法权根据而被主张”，争执“仅涉及将该事物归摄于此人或彼人的所有权之下”（R § 85）。黑格尔将此称为“纯全否定的判断”（参见L II第67页以下；HE § 115；E § 172）。一个否定判断——例如“玫瑰不是红的”——否定了特殊性（谓词“红”），但承认了普遍性（颜色）。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法权被双方当事人承认为解决冲突的规范性基础（普遍性），并且双方当事人都期待，在（被承认的）现行法权的意义上，某一物通过被判决不属于对方而判归属于自己（特殊性）。
与无犯意的不法不同，欺诈的特征在于：我知道自己在行不法之事，却出于欺骗的意图使我面对他人的作为呈现出法权的外观。仅在我作为的形式中，存在着对法权以及对他人作为法权人格的承认（参见R § 83补充，参见PR-Hot第845页）。但我利用法权的映象，仅仅是为了从对方对我做法之合法性的——如我所知是错误的——信赖中谋取利益，而以法权制度的客观意义来衡量，这些利益是不合法的。在欺诈中，特殊的、任意的意志反对作为普遍者的法权，将其贬低为纯粹的、虚假的映象（§§ 88, 89）。依照黑格尔，在逻辑上，欺诈具有“按照其公理表述或同一意义的”无限判断形式（§ 88；参见PR第84页）：“狮子是狮子”（E § 173；亦参见HE § 121）。个别者仅仅作为这个别者被指称，其全部普遍性都被剥夺了（因此例句应当是：“这只狮子是这只狮子”。参见Hösle 1987，第88页）。欺诈者仅仅把协议安排为这个个别行动，而协议作为对称知情的自愿协议的普遍（法权）意义却被隐瞒了。
最后，犯罪的特征在于缺乏对法权的任何承认并放弃了法权的映象。罪犯“既不想要自在的法权［……］也不想要映象”（PR第84页），他意愿不法。犯罪是“真正的不法”（R § 90补充，PR-Hot第848页）。如果在无犯意的不法中普遍者（法权）受到尊重，受侵害的仅仅是他人的主观意志；而在欺诈中普遍者（法权）受到侵害，特殊意志却受到尊重，那么在犯罪中则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均未受到尊重”（§ 90批注，第519页）。普遍性与特殊性皆被否定。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以“主词与谓词的完全不相称”为特征的“否定无限判断”（E § 173；参见E § 499）。在此甚至“判断的形式被扬弃了”，它是一个“荒谬判断”，例如“玫瑰不是大象”（L II第70页）。犯罪是“无限判断，它不仅否定特殊的法权，而且同时否定普遍领域，否定作为法权的法权”（同上；参见E § 499，E § 173补充：“犯罪可以被视为否定无限判断的一个客观范例”）。无犯意的不法与欺诈只是“部分的否定”，而犯罪则是“对外在他人之主观意志［与］自在存在的客观意志的否定。因此是攻击、强制”（R § 90批注，第519页）。
因此，犯罪的本质在于，在它作为对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否定之中包含着强制。黑格尔因而通过首先从概念逻辑上规定强制概念来探讨犯罪概念。§ 95中对犯罪的定义明确将§§ 90–94中所分析的强制概念作为被定义项的种差（定义项）。惩罚的概念也由此推导展开。93
强制——犯罪——惩罚（§§ 90–92）。黑格尔借助其法哲学的基本概念——自由意志的概念——引入了强制概念。“法权的基础”是“意志，它是自由的”（§ 4）。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对自由意志施加强制？为了澄清这一问题，黑格尔在§ 91中明确指涉了在§§ 5–7中展开的意志的辩证基本规定。就意志的第一环节——“纯粹无规定性”以及由此具备的摆脱任何内容的能力而言，“自由意志［……］自在自为地是不能被强制的（§ 5）”（§ 91）。意志的第二环节则不然。它是“区别、规定并将一种规定性设定为内容与对象”的环节（§ 6），即“意志指向某物的方向”（§ 6批注，第321页），亦即实践态度的意向性。这在契约法取得所有权的操作流程中，表现为对满足我的欲望并为了这种满足而意愿拥有的外在事物的关切。在这样一种外在事物中，我的自由拥有一个“定在”（参见§ 94）。
正是从这第二个环节出发，产生了对意志施加强制的可能性。黑格尔将强制定义为“针对被置入意志的自然定在的暴力”（§ 92批注，第521页）。代词“其中”（worin）既指涉“暴力”，也指涉“自然定在”。一方面，暴力是出于意志而被施加的，它是“意志的表露”；另一方面，它是对某一个有所意愿的人格施加的，它反对一个意志的定在。对后文而言，最重要的尤为这第二个方面。正由于一个意志“在所有权中将自身置于某一外在事物之中”，它才能够“在该事物上被捕获”，并且能够“对其施加强制”（§ 90）。作为“有生命之物”，人由直接存在的需要、欲望与冲动所规定（参见§ 5），并且“确实能够被制伏，即其肉体的以及其他外在的方面能够被置于他人的强力之下［……］”（§ 91）。
作为理性意志的自由意志概念的第三个环节是“自我的自身规定”（§ 7）。自我将对特定内容的意向理解为“属于它的与观念性的，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可能性，自我并不受其束缚，而只是因为自我将自身设定于其中才处于其中”。这种“与自身的关联”就是“意志的自由”（§ 7）。因此：“只有让自身受强制并对此予以意愿的人，才能被强制做某事”（§ 91）。
黑格尔现在通过暴力之自我毁灭的理念引入了惩罚概念：“强力或强制在其概念中直接自我［毁灭］”（§ 92）。在此，强制应被理解为“扬弃意志之表露或定在的意志表露”（同上）。然而，这并非提出了关于施加强制之因果效应的经验性断言，而是做出了一个概念上的断定——当然，这又是在黑格尔特有的思辨逻辑意义上的概念性断定，该逻辑旨在将范畴派生与对现实性的具实质性本体论规定融为一体。黑格尔的推论（“因此”）即强制“抽象地看，是不法的”，同样也是如此。它既不指涉具体的法权秩序，也不指涉自然法规范。根据黑格尔的概念基本规定，强制之所以是不法的，是因为自由意志是“法权的基础”（§ 4），而法权是“自由意志的定在”（§ 29）。因此，对意志定在的扬弃也就扬弃了法权本身。
5.2强制法权的理据
第二种强制（§§ 93–94）。黑格尔论证中过渡到惩罚理论的决定性步骤，在于引入作为“扬弃第一种强制”的第二种强制概念（§ 93）。黑格尔再次不是在道德上或自然法上要求对（第一种）强制的扬弃，而是将其规定为强制之概念性自我毁灭的“实在呈现”。根据黑格尔，通过强制对强制的扬弃，乃是“自身矛盾”（§ 97与PR第85页）的“显示”，并且作为这种显示“不仅有条件地合法，而且是必然的”（R § 93）。
由于这种必然性，抽象法权乃是“强制法权”（§ 94）。不法是“反对我自由之定在的暴力”（同上）。我自由的定在处于外在事物中，我作为具有法权能力的人格将我的意志置于其中，并对其提出法权诉求。就此而言它是法益，而不法则是法益侵害（参见Klesczewski 1991，第59页）。作为这样一种法益侵害，不法就是第一种强制。
强制法权现在被规定为法权对法益侵害所做出的法权反应。作为“反抗暴力以维护这一定在”，法权对不法的回应是一种“扬弃前一暴力的暴力”，并且作为这种暴力而成为第二种强制（§ 94）。抽象法权之所以能够作为强制法权出场的理据，其关键在于不法是反对我在“外在事物中的自由”（同上）的暴力，而法权本身则能够作为外在行动发生效用。
然而，根据黑格尔，尽管第二种强制是必然的，且就此而言抽象法权是强制法权，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它应被定义为“人们可以施加强制的”法权。强制权能并未分析性地包含在法权概念之中。唯有作为对不法的回应，并因而作为对反对我自由定在之暴力的扬弃，抽象法权才显示为强制法权。强制权能是法权的后承，而不是其定义项。94
作为第一种强制的犯罪与“刑法领域”（§ 95）。黑格尔将先前的思考总结在对犯罪概念的定义中，由此进入了“刑法领域”：犯罪是第一种强制，它作为自由意志的表露侵害了自由的定在，并因而侵害了作为法权的法权。
在思辨逻辑的判断论意义上，黑格尔将犯罪与“否定无限判断”联系起来。在《逻辑科学》中，这样一个判断的例子是：“知性不是桌子”95（L II第70页）。这种判断类型的两个特征在此是切题的。一方面，它没有指明具体的规定性，因为谓词被否定了；但另一方面，主词概念的普遍范畴领域也未被实定地规定。与此相应的是黑格尔将犯罪分析为一种无限判断，“它不仅否定特殊的法权，而且同时否定普遍领域”（L II第70页）。在此意义上，通过犯罪，法权作为法权受到了侵害。
这一分析可以与法学上的结果无价值概念（事实要件无价值；参见Jakobs 1991，第167页）相联系。根据黑格尔，犯罪作为法益侵害的结果无价值在于，它既在其定在之中侵害了特殊者（即另一个法权人格［受害者］的特殊意志），又侵害了普遍者（即作为普遍意志的法权在其有效性主张中的定在）（参见Klesczewski 1991，第72页）。犯罪由此否定了整个法权能力——受侵害之人格与其自身的法权能力。依黑格尔之见，这些正是犯罪之所以属于“刑法领域”的特征所在。
犯罪的客观方面与惩罚的裁量（§ 96）。根据§§ 90–91（追溯至§§ 5–7），意志唯有通过它所意愿的“肉体的及其他外在的方面”，并因而通过其“定在”才能受到强制。正因如此，强制法权也被规定为一种“外在行动”（§ 94）。作为对“现存定在的意志”的侵害，犯罪具有量与质上的规定。依其“客观方面”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从根本上始终须查明，“这一类定在及其规定性究竟是在其全部范围中，［……］还是仅仅在某一部分中［……］受到侵害”（§ 96）。惩罚是第二种强制，它唯有作为对第一种强制的扬弃才能获得理据。它必须将受到第一种强制侵害的自由意志、受到侵害的人格性“置于其作为理念必须具有的具体的、规定的定在之中来把握”（§ 96附释）。
因此，根据黑格尔，惩罚的概念中包含了对其进行具体衡量的必然性。在此一方面需要区分（在§ 96中所作的）理据阐明，即惩罚作为第二种强制必然具有一种须以犯罪所造成的侵害范围来衡量的尺度；另一方面则须区分确立标准，即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个案里应当据以规定应判处何种惩罚（何种惩罚类型、多大刑罚尺度）。依黑格尔之见，后者不再是在“抽象法权”中展开的惩罚正义理据的任务，而是要求顾及具体的社会状况，并依照这些状况对“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性”分别作出不同的评估（§ 96附释）。在成文法典中规定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时，必须考量法律政策、犯罪学、社会科学和文化史方面的观点。黑格尔随后在“市民社会”一节的§ 218中谈到了这一点。相反，在抽象法权的脉络中，仅仅在以法权和不法的概念为基础，并借助对惩罚概念之规定的前提下，才能表明作为法权制度的惩罚究竟为何应当存在。根据黑格尔，惩罚的普遍合法性奠基于：法权通过惩罚反抗不法而确证其自身的有效性，并由此实现为自由的定在。
5.3犯罪的虚无性与法权的恢复
犯罪的虚无性及其消灭（§§ 97–98）。在§ 82中，黑格尔将不法规定为“映象”，并将此映象规定为“虚无的”。在§ 97中，不法的这一根本规定在惩罚理论上针对犯罪得到进一步展开。犯罪作为对作为法权的法权的侵害，固然具体化为某个特定事件，并就此而言具有“实定的、外在的存在”。这也包括且首先包括对一人格在其享有法权诉求的外在事物（广义上的）上的（不法）损害。但法权侵害是“自在地虚无的”。黑格尔以此规定承接了§ 92，根据该节，犯罪所施加的强制应被理解为“扬弃意志之表露或定在的意志表露”。因此，犯罪作为意志表露是“自身矛盾”（PR第85页），它按其概念自我毁灭。作为对犯罪（作为“第一种强制”）的回应，惩罚（作为“第二种强制”）通过“消灭”法权侵害而成为该侵害之虚无性的“显示”。正如同法权侵害始终作为不法损害的具体事件而“存在”一样，法权侵害的虚无性也作为对其的消灭而“存在”。法权通过否定对其自身的否定而确证自身为现实且有效的法权（参见R § 82）。惩罚乃是“认定行为人以其行为主张了不具准据效力之事”（Jakobs 1993，第27页；亦参见Jakobs 1991，第9页）。
尽管通过惩罚对犯罪进行“消灭”的说法似乎暗示了这一点，但黑格尔绝非指某种对侵权构成要件的治愈，如Flechtheim 1975，第92页所臆测的那样。这样一种治愈充其量只能在民事损害赔偿中实现：“将侵害作为一种损害的扬弃，乃是作为赔偿的民事抚慰，只要这种赔偿根本上能够发生”（§ 98）。但黑格尔在此也已经指出，即使在民事损害赔偿中，特别是在不可恢复的事物遭到毁坏的情况下，事物本身也无法被恢复。相反，必须以该事物“作为价值的普遍性状”，作为衡量“作为赔偿的民事抚慰”的基础。对于刑法而言，尤其是在人身伤害与杀人犯罪中，通过赔偿进行抚慰根本无从谈起。通过对侵害人造成其施加给受害人的同等损害，受害人或潜在受害者或许在主观心理意义上感到一种抚慰，但损害并未因此被扬弃。预防性惩罚理论的经典论据正指涉这一事实：由于过去的不可逆性，一个行动无法被撤销，已造成的损害因此在严格意义上无法再逆转，惩罚因而只能具有预防未来损害发生的任务——“已逝者不可挽回，将临者可予防范”（Revocari enim praeterita non possunt, futura prohibentur）。96
这也符合当今法学的见解。“规范违反并非由于其外在后果而成为刑法上相关的冲突；因为刑法无法治愈外在后果。惩罚并不带来损害赔偿”（Jakobs 1991，第9页）。然而，在此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在于刑法不能提供损害弥补，而且在于刑法在这些情况下根本没有获得干预的正当授权。根据惩罚只能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被使用的原则，只要法权冲突能够通过其他更轻微的（民事法权）手段予以解决，刑事措施的适用就未获授权（补充性原则）。97
根据黑格尔，消灭所针对的是对法权的侵害。唯有在这一指向中，惩罚才能实现其基于法权概念中所奠定的、法权作为有效者自我主张的必然性所唯一能够具有的意义。惩罚表明，“规范依然具有准据效力”（Jakobs 1991，第9页）。尽管民法对损害“价值”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可依据可比性尺度，但对刑法保护之法益的价值衡量以及对侵害该法益之犯罪严重程度的相应衡量，则必须依凭更根本的法哲学规定。黑格尔在§ 99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关于价值概念亦参见§ 101）。
犯罪作为对承认的侵害——承接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黑格尔自早期著作起就将法权规定为承认关系。98据此，自由意志（自由人格）之间承认的相互性对于法权关系的一致性（人格作为平等者）至关重要。就实质而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依然坚持这种法权观点（参见如§ 57）。然而，正如泽尔曼（Seelmann）所认为的那样（参见Seelmann 1995，第14页），这并不能径直从§ 23中派生出来。黑格尔在那里将——单数的——自由意志规定为“与自身相对立者”，因为它“在自身之中”并且独立于他者。那里谈论的并不是相互之间的——复数的、在多个人格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关系。尽管如此，黑格尔基于承认理论的法权观点仍可应用于惩罚理论。99在《耶拿实在哲学》（1805/06）中，黑格尔仍明确写道，惩罚是“受侵害之普遍被承认状态的颠倒”。100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 97中将犯罪界定为“对作为法权的法权的侵害”，亦可被理解为这一论点：犯罪破坏了整个承认关系。罪犯通过侵害另一个人格（其特殊意志），侵害了自在的法权（普遍意志），因为每个特殊意志都是个体化了的普遍意志。他也剥夺了对自身的承认，侵害了作为人格的自身，因为承认关系唯有作为相互的承认关系而持存。罪犯对法权的侵害，同时也是对承认的自我剥夺以及对其自身人格的自我侵害。101
然而，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逻辑工作来衡量，如果将犯罪的“虚无性”与对承认的侵害等同起来，那就过于狭隘了。虚无性在黑格尔那里包含另外两个环节。根据§ 92，它首先在于犯罪的自我矛盾性，这是基于犯罪性强制作为“扬弃意志之表露或定在的意志表露”在概念上的自我毁灭。最后，虚无性还在于，作为法权的法权是不能被扬弃的，因为自在的法权“作为绝对者［……］是不可扬弃的”，正如§ 97的补充（PR-Hot第854页）所指出的那样。这第三个环节在§ 99中被承接。
惩罚作为对犯罪的扬弃与法权的恢复（§ 99）。§ 98与§ 99在内容上互相对立：前者主题化了对具有恶、损害性质的外在定在或占有的侵害（§ 98），后者则主题化了对自在存在的意志（侵害人、受害人与所有人）的侵害，这种侵害没有实定的存在，因为自在的法权是“并非外在存在的、因而是不可侵害之物”（§ 99）。根据黑格尔，对于惩罚理据理论而言，犯罪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它造成了“在所有权或财产的任何方式上”损害意义上的恶（无论这仅仅涉及物质价值，抑或涉及活的身体、生命与自由；参见§§ 98，118批注，第593页：“如同不法与惩罚并非纯粹的恶一样”）。决定性的是在犯罪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罪犯的特殊意志。关键在于“行动的意志，作为该行动的意志”（§ 99批注，第535页）。唯有在其中，对法权的侵害才具有“实定的存在”。通过外在损害，法权作为“非外在存在者”是无法被侵害的。就此而言，该侵害恰恰没有实定的存在。并且“对于受害人与其余人的特殊意志而言，［它］只是否定的东西”（§ 99）。
因此，惩罚不能作为民事诉讼中所规范的损害赔偿来发挥作用。惩罚的概念中包含的不是弥补（外在的）损害，而是通过对罪犯作为“定在意志”的特殊意志的侵害来“扬弃犯罪”（同上，亦参见§ 99批注，第537页）。对法权的侵害通过对罪犯意志的侵害而被消灭。犯罪必须被扬弃，因为“否则它就会有效”。102惩罚通过显示犯罪是无效的（参见§ 96批注，第531页：“必须明确表明它是无效的”），从而成为“法权的恢复”。103在惩罚中，法权确证其有效性，在其中规范的有效性得到验证。因此，借用当今流行的表述，“法权的恢复”就等于“规范的确认”。
在当今惩罚理论中，规范确认理论被理解为对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一种重构。例如，金特·雅科布斯（Günther Jakobs）主张这一论点：外在法权侵害是规范侵害的“显象形式”，国家惩罚作为“发生规范稳定的显象形式”与规范侵害相对立；惩罚的任务在于“恢复遭到否认的规范有效性”。104行为是“富有意义的”，它具有“表达性意蕴”，相应地对于惩罚而言：它“意味着某事，即破坏规范之行为的意义是不具准据效力的，而规范依旧具有准据效力”；惩罚是“规范有效性的演证”，因而也是“对受侵害规范的稳定”。105因此人们也可以说，在惩罚中法权将其有效性表达出来，并由此标示出惩罚的表达性特征。106黑格尔的惩罚理论读起来就像是对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这种表达主义重构的预示。相反，黑格尔断然拒绝消极一般预防——即试图通过刑罚威吓的威慑效应促使法权共同体成员遵守规范的行为——至少拒绝将其作为惩罚正义的理据。107
在§ 99的附释中，黑格尔阐述了关于法权恢复这一核心论点的惩罚理论推论。其核心在于同以下理论划清界限：这些理论将犯罪规定为一种恶，并将惩罚辩护为对已发生的恶做出反应而施加的一种恶。这样一种观点例如见于胡戈·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在《战争与和平法》（De iure belli ac pacis，1625）中的论述：“惩罚就其普遍意义而言，是由于行为之恶而被施加的承受之恶”。108根据黑格尔，这种观点是“肤浅的”，因为为什么仅仅因为已经存在一种恶，人们就应当意愿另一种恶呢？在黑格尔看来，刑法学家恩斯特·斐迪南·克莱因（Ernst Ferdinand Klein，1743–1810）109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并未从其中所表露出的疑虑中得出放弃该观点的推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即试图通过惩罚所施加的恶“据以产生的后果”是一种“善”来为该恶进行辩护——在黑格尔看来同样是“肤浅的”。相反，关键在于犯罪是一种不法。“犯罪的首要和实体的观点”是“正义”（§ 99附释）。相对立的并非两种恶，而是不法与正义。行为与惩罚应被把握为“意义脉络，而非两种恶的非理性序列”（Jakobs 1993，第27页，明确指涉黑格尔）。
黑格尔对预防理论惩罚理据的批判。黑格尔由此反对早在古代、而在黑格尔同时代人中更被广泛主张的预防理论（“防止、威吓、威逼、矫正等理论”；§ 99附释）。根据这些理论，惩罚的理据在于其应当达到的、合乎法权意义上的行为调节效应。通过让人预料到犯罪必受实际追究与刑罚执行的刑罚威逼，潜在犯罪人应当受到威慑（消极一般预防），而已经犯罪的罪犯则通过刑罚执行得到矫正，从而避免再犯（积极与消极特殊预防）。110预防理论是目的理论，因为它们将惩罚的任务及其权利依据视为：人们可以（且必须）将惩罚作为手段来追求某些获得社会认可的目的。因此，惩罚相对于某个预设目的作为手段而获得合法性（“相对理论”）。它们是后果主义的，因为关涉的是惩罚的后果：通过激发对规范的忠诚来防止犯罪发生。“惩罚是为了不再犯罪”（Punitur, ne peccetur）——惩罚被施加，以便没有不法被犯下。111
与“相对的”或“预防理论”相对立的是所谓的“绝对的”或“报应理论”。它们并非相对于既定目的来证明惩罚的合理性，而是从惩罚本身作为对不法之回应的内在价值中来辩护惩罚。“惩罚是因为已经犯罪”（Punitur, quia peccatum est）——惩罚施加，因为不法已经被犯下。112黑格尔对惩罚的概念界定与正当化，原则上应归属于后一种报应主义惩罚理论类型。根据§ 99补充的证据（亦参见讲授课记录：PR-Wa § 46，第48页以下；PR第87页），黑格尔尤其针对刑法学家保罗·约翰·安瑟尔姆·费尔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Feuerbach，1775–1833）进行了强烈的论战。费尔巴哈主张一种心理决定论，认为每起犯罪都遵循感性欲求。为了制止犯罪，必须为其设置一个更强烈的反对动机。对每起未来犯罪都会接踵而至的刑罚威逼，便应当充当这样一种反对动机。“心理强制理论”借助“对表象的作用”来进行操作。113
针对费尔巴哈的强制理论，黑格尔反驳道：“在威吓中，人们求诸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就如同人们对着狗举起木棍一样。如此一来，人便像狗一样被对待，而不是按照其尊严、其自由来对待”（PR-Hot第856页；参见§ 99补充）。威逼只能求诸人身上属于动物性的、在心理上可被决定的不自由之维度。但这完全忽视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即自由意志（“人［……］根据其本原的、实体的本性乃是自由者”；PR第86页）。威吓甚至必然激怒人，并直接挑衅人去反抗它以证明自己的自由。在费尔巴哈的理论中，“人被当作了手段”（同上）。114
此外，黑格尔提出了一个涉及理据体系构想的论据：法哲学上关于惩罚之正义的决定性问题（“惩罚权能的理据”；PR第87页），根本没有得到威逼理论的解答。即使在经验（统计）上能够证明刑罚威吓具有某种影响行为的效力，也依然存在这一问题：“但威吓的合法权性究竟如何”？国家不得“威逼某种自在自为并不合乎法权之事”（同上）。因此，惩罚的正义必须诉诸完全不同类型的根据，根据黑格尔，这些根据只能从“犯罪的本性”出发、并因而最终从自由意志的概念中推导出来。唯有在此基础上能够证明惩罚是自在正义的，惩罚的法权才能言之成理地被主张。不过黑格尔似乎忽视了，费尔巴哈拥有一套更为精致的理据模型，它通过一个导向报应性正义论据的惩罚概念限制了威慑理论：在费尔巴哈看来，惩罚同样唯有因为犯下了罪行才可判处。115
经典预防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试图借助概率性的提示来辩护惩罚制度，即惩罚能够通过对公民行为倾向的心理有效影响，（预期）有助于稳定一个被认为值得向往的社会状态，并且作为这种手段是必要的。这类观点在惩罚理论上是否具有相关性，黑格尔并不打算否认；对于“惩罚的模态”的规定，应当考量这些观点。他在关于“市民社会”一节中关于“司法”的讨论中重新谈到了这一点（参见下文5.5）。但对于辩护惩罚的正义而言，它们并不具有决定性。“同情、矫正、国家目的；社会的特殊目的——在以下问题面前都黯然失色：正义要求什么？［……］所关涉的是正义，即理性——亦即让自由获得其定在”（R § 99批注，第539页）。根据黑格尔，流行的预防理论早已先行把惩罚“自在自为地是正义的”这一理据予以预设。因此它们并未给出惩罚的正当性辩护。但关键恰恰在于：“犯罪不仅不是作为一种恶的产生，而是作为对作为法权的法权的侵害而必须被扬弃；然后，犯罪所具有的并且必须被扬弃的存在究竟是什么；这种存在才是必须被清除的真正的恶，而它究竟在于何处，才是根本的要点”（§ 99附释）。
5.4作为自我归摄的行动与作为报应的惩罚
行动作为法则与自我归摄；惩罚作为针对罪犯本人的法权（§ 100）。惩罚自在自为地是正义的，这一点在前述各节中应当已得到充分奠基，因为它是从作为自由意志之定在的法权概念、作为对作为法权的法权之侵害的犯罪概念，以及通过扬弃犯罪与恢复法权来维持法权之有效性主张的必然性中推导出来的。在此，论证的关键枢纽在于确立：犯罪性强制作为意志表露是自我矛盾的，因而也是虚无的；并且这种虚无性需要一种相称的实在呈现，一种显示。这种显示就是惩罚。在§ 100开篇，黑格尔将此前达到的阶段性结果概括为这一论点：对行为人意志的侵害是“自在地正义的”，因为它是“他自在存在的意志，是他自由的一个定在，是他的法权”（§ 100）。
直至这一阶段性结果，惩罚理据的客观环节已阐述完毕。在§ 100接下来的文本中，关涉的是主观的、行动理论的环节。它们涉及那些能够使惩罚在罪犯本人面前（1）基于行为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属性，以及（2）基于将其自身行动规定为行动而获得正当性辩护的环节。§ 100中关于惩罚的主观辩护的核心论点指出，惩罚是“针对罪犯本人的法权”。116黑格尔是如何论证这一论点的呢？
根据黑格尔——正如他对费尔巴哈预防理论的论战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一个相称的惩罚理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罪犯同样不能被视为“狗”，而必须被视为人，即被视为自由意志，且就其基本禀赋而言被视为“理性存在者”。作为理性存在者去行动，意味着依照关于行动的普遍表象去意愿某物。他拥有关于该事情的“概念”（§ 100批注，第541页）。根据黑格尔，在对事情的意愿中包含着：作为该行动基础的普遍表象，即行动的准则，被承认为“普遍之物”，被承认为一条“法则”。这是任何行动的“形式合理性”。通过行动所确立的法则被罪犯设定为“他的法权”。因此，行为人通过其行动表明，将“他认为该行为是具有准据效力的世界塑造”（参见§ 100）归责于他，是完全合理的。117黑格尔由此指出，因此他本人也可以被归摄于其行动的法则之下，“如同归摄于他的法权之下一样”。按照主观辩护，惩罚是“针对罪犯的法权本身”，因为他在“其定在的意志中、在其行动中设定了”惩罚，并因而将其承认为自己的法权；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将自身归摄于该行动的法则之下（同上）。因此，惩罚无非是把罪犯在其行动中所设定并承认的法权运用于他自身。118
在§ 100附释中，黑格尔强调，唯有对惩罚的这样一种主观辩护，才能够将行为视为形式上合乎理性的意愿之表达，并且不把罪犯视为“应当予以除害的有害动物”（§ 100附释），而是将其尊为人，给予“他的尊严、他的自由”（PR-Hot第856页；参见§ 99补充）。这正是黑格尔常被怀疑为愤世嫉俗的论点的含义所在：惩罚在罪犯自身的行动中“被视为包含着他自己的法权，罪犯在其中作为理性存在者受到尊崇。——如果不从他的行动本身中提取出其惩罚的概念与尺度，他就无法享受到这份尊荣”（§ 100附释）。
黑格尔对契约论惩罚理据的批判。在§ 100附释中，黑格尔明确将自我归摄论点与契约论的惩罚理据划清界限。在此脉络中，契约论作为一种国家哲学理据模型被全盘拒斥。黑格尔在此处指涉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后者在其1764年被广泛接受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中以契约主义论据宣布死刑是非法的：既然不能假定人在社会契约中同意杀死自己，国家便未获授权判处死刑。119在法政策倾向上，黑格尔固然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贝卡利亚，因为他也主张减少死刑；死刑只应极少适用，并且只有当人们对于“何为应处死罪之罪行、何为非应处死罪之罪行”具有清晰概念时才可适用（§ 100补充，参见PR-Grie第1190页）。但黑格尔拒绝了贝卡利亚所援引的契约主义理据，因为借助该理据，“私有财产的各项规定被转移到一个性质完全不同且更高的领域之中”（§ 75附释）。根据黑格尔，国家“根本不是契约”（§ 100附释），因为它并不是某种“纯粹意志的共同性，也不是从联合为一个国家的人们的任意中所产生出来的”（§ 75附释）。罪犯对其受罚的同意并不在于奠定国家的社会契约，而在于行动本身作为形式上合乎理性的意愿之表达，在于“作为某一理性存在者的行动”（§ 100）。
惩罚作为报应（§ 101）。黑格尔将惩罚规定为通过“对侵害的侵害”而对犯罪的扬弃，由此引出了“报应”概念。黑格尔在此为此提出了两条理由。一方面，惩罚与犯罪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因为在惩罚中仅仅是行动本身反转过来针对行为人，并显示其虚无性。惩罚之所以是报应，是因为它依其概念就是对侵害的侵害。另一方面，正如§ 96中所实质阐述的那样，犯罪依其定在而言具有一定的质和量的范围。在§ 101中，犯罪的这种质-量规定性现在被明确联系于在此期间推导出的惩罚概念及其理据。既然惩罚仅仅是行动的反作用，该行动的法则通过惩罚被运用于罪犯意志，那么惩罚作为定在——即在其作为被判处的法律后果的具体显象形式中——在种类和尺度上也必须具有这样一个范围。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从惩罚作为报应的规定中，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作为刑罚裁量原则的同态报复原则（ius talionis）。该原则要求具体的刑事制裁与具体的行动完全等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它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导致荒谬：“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行为人是独眼或无牙的”（§ 101附释）。120从惩罚作为报应的普遍概念中，无法得出关于何种惩罚对何种罪行是正义的具体规定。尽管如此，依照报应的概念，行动与惩罚之间必须存在某种“一致”（§ 101）。惩罚不得是“一种恶与某一非法行为的纯粹任意的结合”。行动与惩罚必须“按照其价值”，即“按照它们作为侵害的普遍属性”是可比较的。“一致”在此指的是比例性，作为“关于罪犯所应得之本质事物的基本规则，但并非关于这一报偿的外在特定形态”（§ 101附释）。
5.5刑罚裁量的正义
犯罪与惩罚的量与质的规定（§ 214）。在“市民社会”一节的B章“司法”中，黑格尔转向了对特定犯罪行为之惩罚种类与刑罚尺度之裁量（相称性）的正义问题，并在此脉络中同样引入了预防理论与社会理论的论据。借助在“抽象法权”中居于首位的纯粹概念规定，是无法相称地确定“惩罚之定量”（§ 214补充，参见PR-Hot第975页）的。犯罪与惩罚具有量与质的规定，这一点固然已能够在概念上被查明（参见§§ 96; 101）。但如今在个案中犯罪与惩罚的量与质究竟应当如何查明并相互关联，依黑格尔之见，这一问题属于市民社会中对司法的探讨。
对于司法而言，最首要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普遍法律向个案的适用。这同样适用于刑法、行政法和契约法。对于某一罪行而言，何种惩罚类型以及多大幅度（严厉程度）是正义的，即使立法者努力为每个犯罪构成要件尽可能精确地规定法定刑幅度，在每个个案中也必须重新单独予以判定，并须考量行动的相关附带条件以及行为人在实施行动时的意向环节。在此存在着很大的错误裁判空间。严格说来，“多坐或少坐一天牢狱，就已经是某种不正义”（§ 214附释）。纯粹“合乎理性地”在这里根本无法做出确定无疑且无错误风险的裁决。偶然性进入了法律适用的运作之中。但既不可能有完美的立法，也不可能确保完全避免偏离客观相称的刑罚裁量所造成的不公正偏差。偶然性“本身是必然的”（§ 214补充；参见PR-Hot第975页以下；类似地见§ 101附释）。
刑法典与市民社会的状态（§ 218）。另一个关涉刑罚裁量并在黑格尔那里直至市民社会理论才被补充进来的视点，关涉“市民社会的状态”。对市民社会而言关键的是，在其中关于所有权与人格性之法律承认的“普遍事情”具有一种“自在坚固且强大的存在”。由此，犯罪不再像在抽象法权中那样仅仅是对某个意志的侵害（对受害人格特殊意志的侵害以及对受侵害抽象法权普遍意志的侵害），而是危及社会的稳定性并最终危及社会的持存。“由此便引入了行动对社会的危害性视点”（§ 218）。作为这种危害，犯罪一方面获得了额外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一个“对自身确信无疑的社会权能”则能够承受降低侵害的“外在重要性”（同上），并依照其自身稳定性的程度施行宽大。因此，如何处置犯罪乃是“依照市民社会的状态而可变的”（§ 218附释）。因此，在裁量刑罚时应当适用犯罪史与社会诊断的标准，以便精确界定在这一特定社会与这一特定时期中，为了社会的坚固利益，何种惩罚是必要且相称的。“因此，刑法典主要属于其时代以及时代中的市民社会状态”（同上）。
根据黑格尔，通过这种途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论据也可以且必须被纳入考量。它们关涉刑罚威逼与刑罚裁处预期对规范受众行为产生的效果，作为规定惩罚严厉程度与追究严苛程度的准绳。针对一般预防理论常被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它使一种并未（充分）依据犯罪严重性、而是为了威慑目的甚至准备施加不公正过当刑罚的惩罚实践合法化。另一项反对意见指出，以一般预防获得合法性的更严苛刑罚，通常甚至会导致犯罪率上升，而非有效遏制犯罪。黑格尔在1819/20年的讲授课中，在其对威慑理论的批判脉络中固然也承认，“严酷的刑罚只会使内心更加愤恨，并且非但不能威慑犯罪，反而只会诱发犯罪”（PR第86页），这一见解是“基于事情本身的”。但他认为可以观察到的是，犯罪对市民社会的危害性视点“减少了对犯罪的惩罚追究”。
如果将《法哲学原理》中的所有相关段落作为解释黑格尔惩罚理论的基础，就会呈现出一种精致的“结合理论”图景，它在仅能从报应论上奠定其理据的作为制度的惩罚之正义与须从预防论上加以具体化的刑罚尺度之正义之间做出了区分（对此参见下文5.6）。黑格尔关于行动对社会的危害性标准，可以比拟于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见解，即刑法仅仅应作为最后手段（ultima ratio）为了稳定法权秩序与共同良好生活而被采用。121
通过公共司法的惩罚（§§ 102–103；§ 220）。结束惩罚理论的§§ 102与103（§ 104实质上已经是对第二部分“道德”的过渡）引入了“复仇的正义”与“惩罚的正义”之间的区分，并表明为何唯有后者才能实现法权作为法权的恢复。在§ 101中作为惩罚概念性规定被引入的报应，作为对犯罪“按内容而言正义的”扬弃，也可以通过复仇发生。但这“按形式而言”，则是“某一主观意志的行动”，是一个特殊意志反对另一个特殊意志（§ 102）。其作为对已发生侵害的侵害的正义是偶然的，因为受害者仅以其主观的不法感受与利益作为其行动的尺度。作为“某一特殊意志的实定行动”，复仇因而仅仅是一种“新的侵害”，它本身又激起新的复仇，并因此仅仅产生一种“恶无限进展”（§ 102）。其原因在于，复仇作为“扬弃不法的方式方法”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122这种矛盾唯有通过由这样一个意志规定报应才能被化解：“它作为特殊的主观意志意愿作为普遍者的普遍物”（§ 103）。唯有通过这样一种意志，惩罚正义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由此便要求设立独立的公共司法机构。
黑格尔在§§ 219–220中进一步阐述了法院作为市民社会制度的功能规定。法院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不带特殊利益的主观感受”来认识与实现法权（§ 219）。法院代表着因特殊意志受侵害而受到侵害的普遍者：法权。由此，“仅具主观与偶然性的报应”即复仇，被转化为“法权与自身的真正和解，转化为惩罚”（§ 220）。
从抽象法权向道德的过渡（§ 104）。惩罚的概念——区别于复仇正义的惩罚正义——构成了§ 104中向道德、向“道德立场”过渡的出发点。法院作为从普遍者立场出发进行裁判与惩处的审判机关，作为一个作为特殊意志意愿普遍者的意志（参见§ 103），体现了一种“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之间的和谐一致，这种和谐一致对于特殊意志自身而言是给定的”（Quante 1993，第37页）。然而，特殊意志之所以与普遍意志相一致，是因为它意愿作为普遍者的普遍物本身，这正是道德立场、道德的特征所在。因此，借助对法院概念规定的（隐性）引入，使得从刑法向道德的过渡成为可能。123
5.6替代方案光谱中黑格尔惩罚理据的理论类型及其当代意义
根据黑格尔，消极一般预防（威慑公众）不能是首要的正当化惩罚目的。威慑并非正当的惩罚目的，它忽视了人作为理性存在者。黑格尔所阐述的惩罚概念及其正义理据，首先且主要归属于报应主义惩罚理论，但以精细的方式将之与各种预防理论要素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加以识别。一方面，黑格尔将法权惩罚制度的基本报应主义辩护（其“正义”）与关于刑罚裁量的消极预防理论论据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报应主义本身表现为一种包含表达主义重构的积极一般预防（规范确认）特定含义的构想。黑格尔由此展开了一种结合理论，它绝非单纯调和相互竞争的模型，而是与经典构想——既包括经典的报应理论，也包括经典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划清了显著界限。对黑格尔而言，“报应性”惩罚也是表达主义惩罚理论意义上的“积极一般预防”，根据该理论，惩罚是一种规范确认的交往行为。它“显示”并传达了法权对通过侵害法权所表达的反对法权的矛盾的反对，从而确证了法权的有效性。这不再是借由对可受条件反射影响的受众之预测效果而获得合法性的“防范”或“防止”意义上的预防，而是对“理性者”提出的法规范有效性要求的表达。在黑格尔的理解中，惩罚所诉诸的是法规范有效性要求的解释者，并且仅作为其后果才诉诸规范要求的执行机构。124就此而言，黑格尔的理论远不止于一种“结合”，它更使得人们得以首次理解，预防性视点的规范重要性与正当性究竟可能何在。
黑格尔的惩罚理论具有显著的优势，这些优势在当今的讨论中依然发挥着作用。125尤其是相较于康德的报应理论，黑格尔的惩罚理论是这一理论类型在论证上更为完善的奠基。在与功利主义惩罚理据的争论中，它更为精细且更具自洽性。此外，黑格尔一方面做出了将惩罚奠基为自在自为正义的论据，另一方面做出了基于社会历史的、用于在特定社会特定时期分别加以具体化的刑罚裁量准则的根据，他在二者之间所作的区分提供了一套理论工具，极具成效地契合了当今对结合理论的要求。乌尔里希·克卢格（Ulrich Klug）在1968年对康德与黑格尔同时提出的指责——即他们关于惩罚意义在于报应的论点“并非得到证明，而只是被简单宣布”，“并非提出某种认识，而只是宣告一种信条”（Klug 1968，第39页）——在今天可以被视为过时之论。
然而，凡在黑格尔那里寻求相应论证支持的人，最终总会被一再指引回其意志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基础。因此，人们在汲取黑格尔惩罚理论时，也始终面临两个方法论问题。一方面产生的问题是：人们是否能够从概念关系中——特别是从在思辨辩证范畴逻辑中展开的概念关系中——为社会制度尤其是法权制度及其哲学与政治正当性获得具有规范奠基的准则？对“逻辑必然性”的证明，能否承担起为此类制度及其构建原则辩护的重任？唯有当黑格尔关于理性之范畴自我展开的根本思想得到理解，并在其体系性意涵与推论中与法权概念相关联，以至于法权概念的概念展开在各个论证步骤中同样能够被证明为对法权制度之辩护的规范有效方法时，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
黑格尔逻辑学的拥趸或许倾向于将惩罚理论在概念与论证上的展开所具有的说服力，视为黑格尔体系构想及其方法之力量的一个明证。而当今不仅希望从历史角度学习黑格尔、更出于对好论据的实质兴趣而致力于诠释经典刑法哲学构想的法哲学家，则唯有在不被迫接受黑格尔那难以透视的思辨逻辑的深远前提时，才会求教于黑格尔。如果人们认为思辨逻辑奠基的辩护方法在规范上是值得怀疑的，那么另一方面就会产生这一问题：黑格尔惩罚理论的论据与结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脱离思辨的概念体系构想，并单纯基于其内在自洽性而得到辩护。对此，其在19和20世纪法哲学与法学讨论中的接受史提供了一些启示。这一接受在近年来特别是在刑法学者中重新呈现出显著繁荣的事实，正是黑格尔也为当今惩罚理论树立尺度的明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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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卡·梅内戈尼
6“道德”中的行动理论要素
（§§ 104–128）
6.1
在《法哲学原理》中，人类行动的主题在不同方面是考量与评估的对象。具体而言，虽然“抽象法权”探讨的是主体、可能性条件以及法权性诉（actio）127的有效性，但“伦理”所涉及的则是人在一个共同体的圆圈内应当做什么，无论是作为家庭的成员，在从事一项劳动或某种职业中，还是作为公共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道德本身则根据行动与人们通常称之为事件或事变（§ 96附释）的区别，以及根据与行动者责任问题相联系的特征，来规定行动的本质。
对行动的这一规定见于第113节起，该节将行动定义为“意志作为主观的或道德的意志的外化”。因此，行动就其本身及其后果而言究竟是什么，根据对其的描述以及对其价值的判断，均源自对何谓主观意志或道德意志的理解。128但恰恰在此处人们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为黑格尔关于主观者与道德者的概念，在关涉意志时绝非单一明确的，而这些概念的复杂性必然反映在对行动的规定之中。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幸运的事情——黑格尔对“行动”概念的精确定义——实际上却迫使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因为行动的概念与道德意志的概念最终只有在各自反映对方复杂性的程度上，才有助于相互阐明。
这是一种贯穿致力于探讨道德的整个部分的复杂性。在阅读这一部分时，人们不得不承认两种极为有差别的意图。一方面，批判性-否定的倾向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相矛盾的是，无论是在《法哲学原理》中还是在《全面教学纲要》的各个版本中，道德之所以被提出，“仅仅是为了受到批判”（Cesa 1995, S. 302 语）。其根据在于，黑格尔在这一部分绝非呈现他自己的道德学说（后者充其量只是在此处彼处以最微小的暗示隐约显现），而实质上是对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道德学说所暗含之风险的批判：从浪漫派道德学说（雅可比、诺瓦利斯；对此参见 Siep 1995）直至康德与费希特的道德学说。然而在另一方面，尽管带有这种强烈的批判调子，道德却包含了对个别者以及人类的理解过程与自我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素。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主观意志或道德意志的概念。关于意志，“主观性”概念指的是与客观有效的东西相对立的东西，因此该概念表达了：a) 意识纯粹的、与真理有差别的确知；b) 任意的特殊性；c) 片面性，由于这种片面性，某物仅仅存在于意识的内在性中，而没有存在于一个实现的实存目的中（§ 25）。然而，在被赋予这些否定的含义之前，主观性概念表达了自我意识以及个别意志自身规定的肯定视角。后者即“个别性对自身的绝对知晓”（JS III S. 263）。相比于古代，这就是“近代更高的原则”（同上），是世界新形式的基础129，是思维活动与行动之自由的表达，这种自由构成了意志的真正实体，恰如“重力构成物体的实体性”（§ 7；关于主观性概念参见 杜辛 1976; Horstmann 1979）。
类似的考量也适用于道德者的概念。道德意志的法权表达了每个个别者在保护和实现自身自由方面的基本法权。这不仅意味着对人走出不成熟状态的肯定；它还意味着自我意识，拒绝由外在权威来引导和规定，自由选择自身的目的以及适于实现这些目的的中介手段；总而言之，用康德式的而非黑格尔式的两个范畴来表达，它意味着：自律与自身规定的能力。但在另一方面，对这一基本法权的断言决不意味着它的实现，相反，这种实现是多么困难，恰恰是由道德所揭示出来的。
如果人们分析在《法哲学原理》中作为主观意志或道德意志的外化而被介绍的行动概念，那么人们便由此深入到了道德的全部复杂性之中，并照亮其结构与基本要素，从而把握其肯定方面以及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并非源自对意志法权的简单断言，也非源自对故意与意图的考察，或对行动目的（无论这一目的是个别者的福利还是众人的福利）的规定。当所有这些要素相互结合以导致具体的、经验的与个别的行动时，矛盾便显现出来。这一不可逆的过程连同其后果进入世界，成为一件迫使个别者走出其意识孤立状态的事变——在其意识内部他曾筹划并意愿了该行动——随后他便踏入一个关系网络，面对一种先前已然存在且非其所愿的情境，其中牵涉到了其他特殊的主体。
我们将尝试阐明，在何种结果下能够如同在“道德”中所发生的那样，同时断言道德意志的法权并说明其界限。我们将依次分析黑格尔阐述这一主题的语境关联（1.），进而探讨该部分前两节（§§ 104–128）所作出的规定，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关涉行动问题（2.），以此阐明这一论述为个性化行动理论的一般特征作出了何种具体贡献（3.）。
6.1.1
在致力于探讨道德的诸节中，“立场”这一表述尤为醒目地显现出来。130这种醒目有助于理解，道德意蕴在《法哲学原理》内部是从何种特殊视角浮现出来的。道德探讨包含在意志内在性中的东西（首先即故意与意图），并关涉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东西（§ 108附释）。此处的界限在于，仅有区别于“真正的”良知的“形式的”良知被作为主题（参见 § 137；参见 Bartuschat 1989, S. 100）。这两项规定——内在性与形式主义——共同表达了“道德”的“特质”所在：它恰恰并未阐明黑格尔的道德概念，而只是批判了每一种为了跨越原则的形式普遍性与单个行动的规定内容之间的距离，而重新将价值根据仅仅置于主体内在性之中的“立场”。
这场批判所论战的鲜明靶子是康德与费希特的道德学说。尤其是康德的思维活动，虽然具有立足于意志自身规定概念的功绩，但它也犯了将这一对现代自由概念具有根本意义的成就贬低为“空洞的形式主义”（§ 135附释）的错误。在黑格尔看来，在康德伦理学中，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作为主体合理性与自由的表达——与具体行动和规定性义务的特殊性分离开来。整个“道德”章是对一个以自身为尺度、衡量故意与意图（即行动的内在方面）并将自身作为善与恶之尺度的意志之诸规定的批判性呈现；由此被绝对化的，正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关于理性所写的内容：当涉及道德法则时，理性“只问该事件作为事变是否属于我”。131
构成《法哲学原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过渡的那个节（§ 104）便已指涉了这些方面。在此黑格尔解释道，“道德立场的原则”乃是“自由的自为的无限主观性”，也就是说，这种主观性首先被置于与自身的关联之中，并且不是抽象地、而是个别地意识到自身的自由本质。这是一种由于其是“自为的”而同时被置于与他者关联之中的主观性，并由此在其特殊性中受到限制，即通过与一个普遍者的分离，无论这普遍者是应予遵循的规范还是应予实现的目的。但正是接下来的 §§ 105–114 阐发了本章的一般特征与形式结构，以及包含这些特征的行动的一般特征与形式结构。
6.1.2
道德概念产生于使正义摆脱服从于一种偶然权能的必然性，此时展现了“对一个意志的要求”，“这一意志作为特殊的主观意志意愿着作为普遍者的普遍者本身”（§ 103）。与此前相比，这一环节的特殊之处在于，注意力被投向了一个特殊的意志，亦即一个具有个别性的个体，此外还在于，考察了该个体与普遍原则（义务、法则、善、个别者或全人类的目的等）之间的关系。
但重点并不在于意愿的“客体”，而是在于意愿着与行动着的人的“主体”。构成道德基础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探究何为道德法则或善，而是探讨个别个体在其意愿中如何对待这些内容；因此不是“什么是善？”，而是“我此时此地应当做什么（或放弃做什么）？”；“我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在何种程度上我必须对自己的作为承担责任？”；“当我的需求满足与他人获得同等满足的权利相对立时，我应当做什么？”。个体意志以决断为特征，在此过程中它脱离他者并与他者相对立，作为特殊者反对普遍者或反对另一个特殊者：因此它是一个特定的、“将自身与他者区分开来”的个体的意志（参见 § 13）。这一主体意志而非其他东西，才是道德与行动的主体，“因为行动是主体的活动，并以个别性为原则”（HE § 423）。132
构成道德立场基础的原则是意志特殊性的法权，133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个别者所要求的知与愿的法权、其自身规定的法权（§ 107）。道德立场受其影响的肯定意蕴与诸多矛盾均由此衍生而来。因为一方面，自身规定的概念意味着主体的充分且自觉的自律，即作为自身行动之原因的能力。但在另一方面，主体恰恰无可变更地由其行动所规定，因为主体无非就是“其行动的序列”（§ 124）；因此它是一个特殊的、有限的本质，处于对其试图实现的东西的不断努力之中。134若该主体遗忘了其根本的有限性，并将自身在知与愿上的合法法权视作普遍有效之物的唯一标准，那么它便将法权与义务贬低为其单纯的映象，以至于“法权与义务同样地存在，正如其同样地不存在”（HE § 426; E § 511）。135这导致它最终任意摆弄自己制造的虚幻假象。
6.1.3
为了理解表征道德立场的双重性，第108节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呈现了主观的、特殊的、自为存在的意志的形式结构。这一意志之所以是“抽象的、受限的和形式的”，是因为普遍原则对它而言始终是彼岸之物，这一结论源自：道德立场是“关系与应当或要求的立场”。在此我们还发现了“意识的立场”以及“意志的差异、有限性与显象的立场”。
因此，道德立场由不可逆地分裂的意识所固有的规定来表征。这奠定了表征道德的一系列二元论，并使得其中所描述的行动在逻辑上不能被还原为三段论的形象（正如经典伦理学所教授的那样），相反，它们毋宁是分离性判断的表达。136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概念在道德立场中相遇，“仅仅带来了矛盾”，而这种矛盾构成了道德的“显现者或有限性”；通过这种方式，“这一立场的发展……便是这些矛盾及其解决的发展，但这些解决在这一立场之内只能是相对的”（§ 112附释）。
6.1.4
道德立场的结构决定了其中所描述的行动的特征（§§ 109–113）。这一结构在第109节中便已得到阐述，该节强调了主观者与客观者的对立；个别意志的自身规定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对立；个别意志赋予自身某种内容，这种内容是某种由它设定的东西或主观的东西；它试图将这种主观内容转入客观性之中；它必须考虑到，内容与目的独立于它而实存。恰恰因为内容对个别意志而言显现为与它有差别的某种东西，个别意志便加倍努力去统治它，但这些努力在行动的具体性中表明了其部分的或完全的受挫，因为个别意志所意愿的东西，始终与其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是有差别的。
§§ 110–112 提纲挈领地阐述了这种根本差异的主要方面。一方面，个别意志将内容承认为“属于自己的”法权得到了有力确认，这不仅因为该内容是意志设定为目的的内容，而且因为这一内容一旦实现，就在自身中进一步承载着作为故意与意图的主观性符号；意志仅在自身包含于它们（故意与意图）之中的限度内，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负有责任（§ 110）。此外还存在第二个方面：意志将某种既可以是普遍的也可以是特殊的内容作为动机，这种内容既可以是一项主观准则，也可以是一项客观原则，是我个人的福利抑或绝对的善（§ 111）。最后，第三个方面强调了在当今通行表述中被称为行动的“主体间维度”的东西，即个别意志的内容蕴含了与作为其他个别主体之意志的关联这一事实（§ 112）。
最终，第113节概括了所有这些要素，赋予行动以如下规定：“α）在其外在性中被我知道是属于我的；β）与作为应当的概念发生本质关联；γ）与他人的意志发生关联”（§ 113）。因此，为了存在一项行动，就必须进入主观个体性的领域，进入自由在一个必须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个别主体中的实存领域。137因此，每一项行动都是主观意志或道德意志的外化，其属性在于：首先，它被行动主体视作属于自己的；其次，它与一项普遍原则或普遍目的以及与他人的意志相联系。
在“道德”中，这些方面是在与一个将其在知与愿上的合法法权绝对化的主体的关联中被看待的。在“故意与罪责”、“意图与福利”、“善与良知”这三个节中，对这种可能的绝对化的批判处于显要地位；然而，这一批判不应让人遗忘这种知与愿之法权的肯定意义。
这三个环节表达了：a）行动的抽象与形式方面，局限于行动者的故意以及他为其作为所承担的责任：这是行动者的知识方面；b）行动就其对行动者的价值（即何为其意图）以及个别意志所意欲达到的目的（福利）而言的特殊视角：这是行动的意图方面；c）个别意志向普遍者的提升——然而这种提升仍然“在反思的领域中”（§ 114）进行，并带来了对个别行动而言具有根本意义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对立。
因为行动在于将主体的目的转入现实性的客观性之中，并由已完成的事变中多种要素的结合而产生。这件已完成的事变可能与包含在行动者计划中的东西大相径庭。正如黑格尔早先向其中学学生讲授的那样，行动在于基于决断、故意或指导（RPRL S. 378）而从冲动出发，实现从“内在规定向外在性的过渡”；这一冲动是“某种内在的东西，某种从自身开始一种运动或从自身产生一种变化的东西”，并且“从自身出发”（同上，S. 218）。基于其自身的这些属性，冲动是自发性的表达，是一种从自身出发开启某种任意事物、成为一种运动或变化之开端的能力。在同一文本中，黑格尔强调，反思必须深入到冲动的这种自然要素之中。这种反思考察所期望之满足的中介手段是否恰当，它在冲动相互之间以及就每个人力求达到的那个目的（即幸福）的关联中比较各种冲动，由此人便进行了一种权衡计算，其中较大的满足优先于较小的满足（参见同上，S. 205, 219）。因此，行动主体“并非一种无差别的双重存在”（同上，S. 257），分裂于一方面的冲动与偏好和另一方面的纯粹理性之间，而是受知性支持的意志。138
表征从内在性向外在性过渡以及主观性与客观性相联合的脆弱平衡，如果人们仅仅置身于这两种要素之一的立场并将其视为主导，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并显露为无尽矛盾的源泉。这恰恰是道德章中所描述的关键所在。关于所有这些要素，黑格尔的分析实质上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必须行动的个别主体的问题，以及该主体的知与愿、该主体的可归责性问题。
6.2
6.2.1
“道德”的前两节探讨了行动归责的不同方面，这种归责是从个体意识的视角、“在良心裁判所”（pro foro interno）中被考察的（Peperzak 1991, S. 194 语）。自然，行动是一种复杂的实在性，它既非单纯局限于行动者的特殊动机，也非单纯局限于行动者对其正在做或意图去做之事的意识，亦非单纯局限于行动者为其所作所为承担的责任。黑格尔并未忽略指出这一复杂性，他在该部分中也融入了关于行动者责任的法权与伦理制度评价的观察。
题外话：例如在第116节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该节指涉了由物造成的损害，这些损害“或多或少”被归责于其所有者的责任。尤其是第二节深化了这一主题，在那里对行动的归属不仅局限于我的故意，而且从更宽泛的视角被考察，亦即依据行动对我及对他人的总体价值以及预期的目标。在此语境中，我们发现了对“间接故意”（dolus indirectus，§ 119附释）的提及，作为法学视角与内在性道德视角相并列的一个例证。这发生在行动者的故意与意图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中（对此亦可参见在第61节附释中所引用的《瓦嫩曼听课笔记》中的若干例证；PR-Wa S. 63 f.）。另一个例子可能是，黑格尔基于《法哲学原理》第130节中所引述的原则（“福利若无法权就不是一种善”）否定了针对一人或众人福利的意图能够构成一种不法行动（参见 § 126；该节的补充提到了圣克里斯平的著名轶事，这位仁慈的人偷盗皮革为穷人做鞋）。又一案例见于对紧急避险权（Notrecht）与“特权免责利益”（beneficium competentiae）的指涉。前者源自将生命定义为“自然意志之利益的特殊性”的总体（§ 127）。生命具有高于保护占有物之法权的更高正当性。因此，“应留给债务人以手工工具、农具、衣服，一般而言，从其财产即债权人的所有物中留出尽可能多的部分，以被认为适于维持其——甚至符合其身份的生活”（§ 127附释）。享有生命与自由的法权高于任何其他法权，对它的捍卫甚至使某些形式的非法行为（例如盗窃）具有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恰恰适用了道德意图被剥夺的那种正当性辩护：若人们支持生命的整体，那么不仅特殊的权利退居次席，而且道德评价也是如此。正如紧随其后的第128节所继续指出的那样：“紧急避险既揭示了法权的、也揭示了福利的有限性并从而揭示了其偶然性——揭示了自由的抽象定在（而不作为特殊人格的实存）的有限性与偶然性，以及特殊意志的领域（而无普遍的法权）的有限性与偶然性”（关于紧急避险权主题参见 Schild 1989）。
无论如何，道德章前两节的出发点都是个体意识的立场。这一事实导致在“作为某事的由头”（an etwas schuld sein）的较宽泛概念与“对某事具有罪责”（an etwas Schuld haben）（参见 § 115附释）的概念之间做出区分。“作为某事的由头”取决于已完成的事变在具体情境中造成了某种改变；行动者对所造成的改变负有责任。在这种依据事变的细节、其现实性及其后果来描述事变的客观考察中，个体意识仅在所造成的改变包含在其故意之中的条件下，才承认这种责任。139
这是一条由现代对道德的反思所唤醒的基本原则，尽管它也已存在于亚里士多德关于行动的意愿性与可归责性的分析中。140这一原则被称作个别意志的“知的法权”（§ 117），个别意志仅当某一事变涉及其故意中所包含之物时，才承认对该事变负有罪责。141该法权既适用于导致某一特定事件的情境，也适用于其多重后果。一旦行动脱离了激发它的故意，它就可能产生行动者未曾意愿或根本未曾预见到的影响。行动意味着承认这一事实，意味着将自身交付给有限性的法则，该法则在于必然性向偶然性的转化以及反之亦然（§ 118附释）。然而，恰恰在与这些情境和后果的关联中，个体意识断言了仅对其自觉意愿之物承担责任的法权。
行动是知之法权的表达。这种知识是对自身的根本自觉，是对自身对现实性的看法、自身的选择可能性与决定的保护，是对行动归责的划界。借助这种知识，主体意识到自身，并对其意识所归属的一切承担责任。然而，意识的力量同时也是其脆弱性与有限性的符号，这种有限性具有不可控性作为对应物，一旦行动脱离故意的内部并作为既成事变进入现实性与人群之中，行动便具有了这种不可控性。
6.2.2
虽然“道德”的第一节从行动的内在方面探讨了行动的可归责性，但第二节则就行动的外在实存考察了这同一问题（§ 119）。判断此时从对形式的考察过渡到对行动内容的考察，并评估了双重的法权：意图的法权（§§ 119–120）与对福利的法权（§§ 121–128）；二者都是个别行动意识所主张的更为普遍的知之法权的表达。142
意图并非从行动各方面的总体来考察行动的性质，而仅仅根据行动者赋予它的价值来考察，行动者以此确立行动相对于自觉抱有的故意而言例如仅仅是一次击打还是一桩过失杀人，是一起纵火还是一起谋杀。143 黑格尔指出，“意图”（Absicht）一词在词源上也包含着抽象的方面。这表现为在共同规定行动的诸要素的关联中孤立出单个方面。144这意味着——在诸如建筑物失火导致人员死亡这类在其自身及其后果上都极为复杂的行动中——孤立出了涉及故意点燃单块木料的那一面相。对行动的这种片面判断，一方面是主观反思的结果，“这种主观反思陷入了向细节与后果的割裂之中，另一方面它则是有限事变自身的本性”（§ 119附释），片面判断正是由此推导出来的，即源于表征行动及行动主体的有限性与偶然性。而在所考察的第二个要素即福利之际，也恰恰确认了这种双重性。
当黑格尔断言意志的特殊意蕴或意志决心达到的目的是“行动的规定性灵魂”，并且当他捍卫“这一法权：即主体在行动中找到其满足”（§ 121）时，他再次与康德的道德学说拉开距离，并且正如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接近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诸项规定。145通过确认主体在行动中找到其满足的法权，黑格尔将注意力引向了被康德观点忽视最甚的方面之一。这就是具体行动的方面以及人在日常行动中所追求的、构成其行动动机的多重特殊目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兴趣是理性的兴趣并与对实践法则的敬重相契合，而黑格尔相反强调了行动对行动者而言必须具有利益与兴趣，行动受到“需要、偏好、激情、意见、狂想等等”（§ 123）的驱使。然而这一内容——在此便浮现出了福利法权的另一面，即批判性-否定的那一面——是一个被规定的、有限的目的；它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为了另一个目的而被牺牲（§ 122），处于对福利或幸福的无休止追寻之中。146
事实上，关于这种获得满足的法权，也同样适用在论及特殊意志的更普遍法权时已被强调过的根本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法权构成了“古代与现代之差别的转折点与中心点”（§ 124附释），并且就特殊意志的利益或目的的总体而言，它与生命本身相重合。但被抽象反思所固定的这一法权，一方面导致了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道德“仅仅作为反抗自身满足的敌对斗争而永存”，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心理学仆役”的直观，“在这些仆役看来不存在英雄，这并非因为那些人不是英雄，而是因为这些人只是仆役”（§ 124附释）。这两种立场都是片面的；一方以义务之名压制个别者的法权，另一方则未能看到个体所作所为的普遍价值。因此，个别者获得福利的法权与他人、众人或所有其他人获得福利的法权是否相吻合，在最终完全是偶然的（§ 125）。
这一思想规定了向下一环节即善与良知（§ 126）的必然过渡。然而，对这一扬弃的呈现（对此参见 Siep 1992, S. 217–239）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道德”的第三节中，因为在此处，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前两节中已出现的矛盾反倒被推向了最高度的展开。良知表达了一个意志的顶峰，这一意志在其内部“同样将法权、义务与定在的一切规定性消解在自身之中”，因为它自身规定了何为善以及何为正确（§ 138）。
6.3
现在的任务是汇集迄今为止所强调的提示，以评估在《法哲学原理》道德章中所作出的分析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对黑格尔行动概念的进一步规定。
由于行动是主体的活动并以个别性为原则，因此行动在其结构性特征中恰恰在下述地方显现出来：即呈现作出抉择与决断的特殊意志亦即个体的立场之处（§ 12附释）。“道德”的三小节一方面阐发了这一原则作为个体自由的表达，但另一方面也阐发了形式道德良知的辩证法所引起的矛盾与扭曲。良知注定要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寻找一致，而在这种一致中，第一个要素始终压制着第二个要素。
作为被筹划的或已完成的事变，行动始终不仅是执行的客体，也是来自任何一方的描述与评价的客体，无论这是行动着的个别主体的看法，还是群体的意见、法官的判决抑或历史学家的判断。因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道德”中考察行动所采取的特殊视角，可以被推广到一般的行动上。作为理智与个体意志的表达，一般的行动具有黑格尔在“道德”中赋予它的那些特征。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同时意味着它的“道德性质”（对此参见 Quante 1993, S. 211–232）、它的善或恶，而仅仅意味着对主观意志之特殊性法权的断言。这就是为何在黑格尔思维活动的体系性呈现中，被黑格尔主要予以批判的道德环节发挥着根本且不可替代的功能：它实际上维护了个体在知与愿上的法权。
在另一方面，贯穿整个“道德”的根本双重性也反映在行动之中。人类行动的固有特征在于使自身固着于一种根本的二重性之中，这种二重性随后引发了不同类型的对立或分歧。这一冲突存在于行动者自身之中，他必须在不同且常常相反的动机之间进行选择与决断；在他的思维活动与意愿之间、在他的计划与他或他人对已完成事变所作的判断之间存在着冲突。人类行动固着于一种原始的分裂之中，尽管行动作为内在者与外在者、主观者与客观者的联结，也表达了克服这种分裂的需要。
根据这些考量，现在要做的是再次斟酌黑格尔为行动提出的定义——即行动作为“意志作为主观的或道德的意志的外化”——的意义。在此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外化不仅可以在道德中进行，而且必然贯穿人类精神中创造力的每一种表达。147因此，如果主体是“其行动的序列”这一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正如黑格尔急于指出的那样，这一断言同样容许两种解释也是真实的：“如果这些产物是一系列无价值的产物，那么意愿的主观性同样是无价值的；相反，如果其事变的序列具有实体性的性质，那么该个体的内在意志也是如此”（§ 124）。由于一项行动的主体始终是一个个体，它便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中体验其根本自由，并通过其行动来实现这种自由。黑格尔将这种自由的顶峰——它恰恰因为摆脱了任何受制性而是绝对的——描述为“在他者中在自身身边”以及“在他者中重新认出自身”，因为唯有如此，“一切依赖于某种他者的关系才会消失”（§ 23；关于自由的这一规定参见 Wood 1990, S. 36–52）。在这一罕见但绝非不可想象的经验层面上，知与自身规定的法权并未消失；相反，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个别者行动中的“实体性之物”；在此存在着这样一种主体的范例，它所践行的自由与知识虽属个体性质，却并不局限于某种特殊的视角（关于这一论点的进一步阐发参见 Menegoni 1982）。
作为主观与特殊意志的外化，行动规定了人是谁。其客观的道德性质（因此不仅是从内在性道德的立场来考察）并不是由单一的事变所规定的（单单一次勇敢的行动不足以说某个人是勇敢的；同样，单单一次行善的行动也不足以使某人显现为慷慨的）。主体是其所是，是在其行动的总体中是其所是的。在这些行动中，主体的特殊性始终且根本上得到证实，但这是一种能够将自身绝对化或者能够在其自身他者中寻找并认识自身的特殊性。这关涉的不是行动的本质，而是行动的道德性质，并从而关涉实施行动之人的道德性质。
（西格丽德·佩茨 译自意大利语）
参考文献
Bartuschat, W. 1989: Die Glückseligkeit und das Gute in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hrsg. v. V. Hösle, Hamburg, S. 77–100.
Cesa, C. 1995: Hegel und die Kantische Moralität. In: Das Recht der Vernunft. Kant und Hegel über Denken, Erkennen und Handeln, hrsg. v. C. Fricke u. a., Stuttgart-Bad Cannstatt, S. 291–309.
Chiereghin, F. 1992: Über den tragischen Charakter des Handelns bei Aristoteles und Hegel. In: Eros and Eris. Contributions to a 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 Liber Amicorum for Adriaan Peperzak, hrsg. v. P. I. M. van Tongeren u. a., Dordrecht u. a., S. 39–56.
Derbolav, J. 1965: Hegels Theorie der Handlung. In: Hegel-Studien, Band 3, S. 209–223.
Di Tommaso, G. V. di 1980: Il concetto di operare umano nel pensiero jenense di Hegel, Bari.
Düsing, K. 1976: 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Bonn.
Gerhardt, V. 1986: Handlung als Verhältnis von Ursache und Wirkung. Zur Entwicklung des Handlungsbegriffes bei Kant. In: Handlungstheorie und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hrsg. v. G. Prauss, Frankfurt a. M., S. 98–131.
Giusti, M. 1987: Bemerkungen zu Hegels Begriff der Handlung. In: Hegel-Studien, Band 22, S. 51–71.
Horstmann, R.-P. 1979: Subjektiver Geist und Moralität. In: Hegels philosophische Psychologie, hrsg. v. D. Henrich, Bonn, S. 190–199.
Inwood, M. 1982: Hegel on Action. In: Idealism – Past and Present, hrsg. v. G. Vesey, Cambridge, S. 141–154.
Kaulbach, F. 1978: Das Prinzip Handlung in der Philosophie Kants, Berlin/New York.
Menegoni, F. 1982: Moralità e morale in Hegel. Padova.
Menegoni, F. 1993: Soggetto e struttura dell’agire in Hegel, Trento.
Peperzak, A. Th. 1991: Hegels praktische Philosophie. Ein Kommentar zur enzyklopädischen Darstellung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und ihrer objektiven Verwirklichung, Stuttgart-Bad Cannstatt.
Planty-Bonjour, G. 1983: Hegel’s Concept of Action as Unity of Poiesis and Praxis.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Action, hrsg. v. L. S. Stepelevich und D. Lamb, Atlantic Highlands, New Jersey, S. 19–29.
Quante, M. 1993: Hegels Begriff der Handlung, Stuttgart-Bad Cannstatt.
Riedel, M. 1965: Theorie und Praxis im Denken Hegels. Interpretationen zu den Grundstellungen der neuzeitlichen Subjektivität, Stuttgart.
Schild, W. 1989: Hegels Lehre vom Notrecht.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hrsg. v. V. Hösle, Hamburg, S. 146–163.
Schneider, W. 1965: Hegels Lehre vom Handeln. Ein Beitrag zur philosophischen Anthropologie, Diss., Göttingen.
Siep, L. 1992: Was heißt: ,Aufhebung der Moralität in Sittlichkeit‘ in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In: Praktische 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Idealismus, Frankfurt a. M., S. 217–239.
Siep, L. 1995: L’individualità nella Fenomenologia dello Spirito di Hegel. In: Individuo e modernità. Saggi sulla filosofia hegeliana, hrsg. v. M. D’Abbiero und P. Vinci, Milano, S. 43–52.
Wiehl, R. 1971: Über den Handlungsbegriff als Kategorie der Hegelschen Ästhetik. In: Hegel-Studien, Band 6, S. 135–170.
艾伦·W·伍德
7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
黑格尔伦理思想中最著名的方面，大概就是他对“道德”（Moralität）与“伦理”（Sittlichkeit）所作的著名区分。两者都指涉道德规范与义务，但“道德”立场以个体主义的方式看待它们，即从道德主体基于个体反思推论该做什么的立场出发；而“伦理”立场则将它们视为一种社会秩序的表达，并将它们对个体的要求根植于个体作为社会存在者的本性之中。
人们通常将黑格尔视为道德的批评者与伦理的捍卫者。对黑格尔立场的常见阐释通常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日常德语中，Sittlichkeit 一词意味着“习俗道德”，甚至是“合乎习俗”。从这一事实出发，黑格尔常被阐释为拒斥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等道德态度，并主张将对社会习俗与传统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作为人们规范自身生活的唯一标准。这些阐释通常也基于黑格尔经常将“道德”一词与康德的道德理论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因此，黑格尔对“道德”的态度便与其对康德道德理论的著名（或臭名昭著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在这两个方面，这些常见阐释都是对黑格尔立场的严重扭曲，反映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偏见——这种偏见将哲学中的康德立场与黑格尔立场视为互相对立的，而不是按其本来面目看待它们——即两种版本的理性自律伦理学，它们共同支持着一种独特的现代启蒙式自由社会愿景。
7.1黑格尔“道德”与“伦理”区分的发展
然而，对黑格尔关于道德论题的最早思考进行考察，似乎会印证这种常见阐释。因为黑格尔甚至在对自己所批评的对象有明确名称之前，就已经开始批评“道德”了。他在图宾根和伯尔尼手稿（1793—1796年）中的最早反思具有历史—神学背景。这些手稿赞扬古希腊的“民众宗教”，赞赏其朴素自我和谐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自然与神圣之间、个体之善与社会之善之间不存在任何对立。
希腊宗教文化与希伯来宗教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被视为一种自我异化的“实证”宗教，盲目顺从于一个对自然和人类世界都怀有敌意的专断神圣暴君所立的法规。在这一背景下，黑格尔本着康德新近出版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参见 AA VI）的精神，将耶稣的宗教改革阐释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宗教。黑格尔将这种道德宗教视为反抗犹太教自我异化、肯定理性自我的尝试，但它所处的语境却从未经历过像希腊那样自由或和谐的社会秩序（参见 VuCh；PchR）。与犹太教的实证性相对，黑格尔对基督教—康德式道德宗教的处理是积极肯定的，但黑格尔的理想显然是希腊异教那种优美的淳朴。
当黑格尔于1796年从伯尔尼迁往法兰克福时，他的思考发生了新的、甚至更具反律法主义色彩的转向，因为他开始将康德道德同实证宗教一并列为抨击的对象。道德宗教仍被视为克服了仅仅是法规性宗教的“实证性”，但这仅仅是因为它内在化了暴虐立法与奴从顺从之间的分裂。康德道德依然是不自由的，因为自我的自然或特殊方面（属于经验欲望和倾向的方面）同理性的立法功能发生了异化。黑格尔此时坚称，基督教的真正精神乃是爱之精神，它通过废除法的形式和义务观念而成为道德法则的圆满完成（pleroma）（GCh，第113—178页）。真正的宗教需要“一种高扬于道德之上的精神”（出处同上，第324页）。
黑格尔现阶段对康德道德的批判提出了四项相互关联的指责：（1）它使理性同感性倾向相异化（参见出处同上，第152—153页）。（2）由于它敌视感性动机，且由于行动既需要感性动机也需要理性动机，道德因而对于实现其意图的善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它始终只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纯粹“应当”（SP，第615页；GCh，第117—118、153—155页）。（3）由于它缺乏感性倾向，它从未热爱过善，并且从未超越空洞意图或对自身德性动机的内省性纠缠。出于这一原因，道德本质上也是伪善的或“法利赛式的”（GCh，第171—173页）。黑格尔将所有这些缺陷都奠基于一种社会性的分析之上——即康德道德仅仅是一种异化社会秩序的表达。道德脱离了健康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形式，而在这些关系与形式中，善是通过爱、而不是通过义务观念的内在强迫而自发且习惯性地实现的（GCh，第152—153页）。一种真正的道德—宗教感受力将需要一种自由而和谐的新社会秩序，对于这种秩序，黑格尔的典范依然是古希腊那逝去的辉煌。
然而，早期著作仍未包含后来可能成为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和“道德”立场最著名的指责：（4）其原则缺乏内容，无法提供一套充分的义务学说，甚至无法区分正当行动与错误行动。这首次出现在黑格尔最早发表的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1801年；参见 DFS）中。直到一年之后，黑格尔才开始明确使用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区分，这见于论文《信仰与知识》（Glauben und Wissen）（参见 GuW）与《论自然法的科学对待方式》（Über die wissenschaftlichen Behandlungsarten des Naturrechts）（其中包含了在黑格尔全部著作中对“空洞性指责”篇幅最长的单篇论述〔NR，第434—441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空洞性指责以及对道德的其他批评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都被赋予了重要地位（PG 419–437、596–631）。148
在耶拿早期，黑格尔也开始用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对立来表述自己的立场。这一术语可能是由谢林的手稿《自然法的新演绎》（Neue Deduktion des Naturrechts）（1796年）所启发的，该手稿将作为“仅面向个体的法则”的“道德”（morals）同“伦理学”（Ethik）区分开来，后者确立了“一条以道德存在者的领域为前提并确保所有个体之自我性的诫命”（Schelling 1927, 第176页）。在这里，“伦理学”指的是一套有别于外在法权法则的法则或原则，与纯粹个人的道德准则相比，它们是社会性的。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伦理”等同于“精神”的“直接的”或“实体的”阶段，等同于古希腊社会的崇高朴素与和谐。“道德”则相反，代表了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创伤并将其所代表的绝对自由要求内在化了的反思的或主观的精神意识。
这意味着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对这种区分的处理带有某种自相矛盾的意味。他将“道德”视为从伦理中发展出来的历史阶段，因而是伦理的一种更高、更自由、更进步的发展；然而，他也继续将伦理视为“绝对立场”，并批评道德是对伦理现实的一种片面的、过度主观的看法。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不要对黑格尔对某一主题的体系性处理中的“发展阶段”的意义采取过于简单化的看法。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拒斥对立必定是固定的、以及在对立双方之间必须毫无二致地选择其一的观念。由此可见，在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中，“后来的”并不总是意味着“更好的”，或者至少并非明确如此。具体而言，在黑格尔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中，如果我们把这两方面看作是互斥的，并认为黑格尔只是单纯拥抱一方而反对另一方，那我们注定会走入歧途。
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甚至直到耶拿时期，他似乎都将希腊社会视为某种“黄金时代”，而现代在某些重要方面则代表着一种衰落。当《序言》在《现象学》中将当下称为“一个诞生时代与向着新时期的过渡时期”（PG 11）时，他显然认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将克服由道德立场为特征的时代的局限性，并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和谐，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以古希腊逝去的伟大为模本的“伦理”，但它不是在直接性的层面上，而是在一个更高的、更具反思性、更具概念性的层面上把握其精神的和谐。然而，在耶拿时期，对于如何实现这种更高的综合，他还没有清晰的构想；特别是，他对于作为道德立场之特征的个体主观性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肯定的角色，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到了1816年，当黑格尔成为海德堡的教授（结束了他大学教学生涯长达八年的中断）时，他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使他能够将现代社会本身构想为他在伯尔尼、法兰克福和耶拿时期所寻求的伦理的更高形式。作为这种对现代性的肯定性构想的一部分，黑格尔现在化解了他对道德的矛盾态度，并终于能够阐明他对道德的肯定性理解。
这一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他承认“市民社会”是一个有别于政治国家的社会领域，在其中个体可以实现其主观自由。市民社会由此将伦理的现实性赋予道德立场本身，同时，通过将现代社会展示为一种比以往任何社会秩序都更高、更自由的社会秩序，市民社会从历史上安顿了道德立场，并指明了何以一种包含这一立场的伦理比伦理的一切早期形式都更高、更自由。
诚然，在后期的著作中，黑格尔继续批判道德立场，并揭示其相对于伦理立场的局限性。但他现在对伦理有了更深刻的构想，道德作为伦理的基本要素之一已被积极地整合到其中。因此，当我们讨论黑格尔成熟期的思想时，如果我们仅仅谈论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那么我们的描述就是片面的，除非我们也强调他赋予道德领域的确定而肯定的作用。
黑格尔对道德的最后一次（在这一意义上也是决定性的）论述见于《法哲学原理》（1821年）。他对道德立场之局限性的讨论见于第129—141节。在进一步阐明“道德”与“伦理”本身究竟为何物之后，我们将通过对这些节的简要而有选择性的评注，来考察黑格尔对道德的成熟批判。
7.2伦理
前文将“道德”与“伦理”临时表述为道德规范与义务，分别从“个体主义”和“社会”立场来探讨。但这种表述是含糊的，且极易引起误导。例如，它们可能暗示“道德”进路是一种将个别性（个体权利、个体自由）置于诸如团结和遵循社会传统等集体之善之上的进路，而“伦理”进路则表达了相反的优先性，并且为了集体（其凝聚力、舆论、风俗、惯例）而甘愿牺牲或压制个别性。当黑格尔被简单化地阐释为伦理的拥护者和道德的敌人时，人们通常就是这样理解的。但这严重扭曲了黑格尔关于伦理作为“普遍者与特殊者的同一”（GuW，第409页）的构想。对于黑格尔而言，伦理不是对个别性的否定或压制，而是个别性与普遍者或社会之间的直接和谐或非异化关系：“伦理的自我意识乃是直接地与其本质存在同一，这是通过其普遍性的自身而达到的”（PG 436）。然而，除非这两种原则都存在，否则普遍者与个体之间就不可能存在和谐。因此，伦理正如道德一样，包含着对个别性的肯定，尽管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诚然，伦理乃是社会或集体，它被视为居于个体意识之中的“本质”或“不动之推动者”（§ 142）。但它同样要求个体对这一作为其个别性基础的“不动之推动者”具有自我意识。为了使真正的伦理实存成为可能，“主体必须发展到自由个别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完全意识到永恒不动之推动者，并且每个个体都凭其自身的法权成为自由和独立的”（RH，第77页）。因此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像古代波斯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伦理秩序，因为在那里个别性湮没在普遍性之中，二者之间的差别完全未被阐发（参见 R § 355）。希腊人恰恰代表了第一个真正的伦理秩序，因为正是在那里，个别性原则才首次涌现出来（参见 § 356）。像古代奴隶制（即使在希腊）以及（在罗马法下）父亲对子女的所有权等实践，都被黑格尔谴责为“不合伦理的”，因为它们涉及对个别性权利的压制（参见 §§ 2 R，第295及297页；57 A；175 R，第761页；180 A）。出于类似的原因，黑格尔坚称现代社会生活比古希腊的伦理“更合伦理”（或者说是伦理的更高阶段），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个别性原则才得到了充分的解放（VPWG-Hof，第249—250页；R § 150 R，第717页）。然而，个别性原则的这种解放恰恰是在道德领域中被发现的。因此，现代伦理之所以是伦理的最高形式，并非通过排斥道德，恰恰相反，仅仅是因为它将道德作为一种独立而本质的环节包含在自身之内。
黑格尔的观点是，无论在何处发现个体的自我意识，其内容在本质上都是伦理的——换言之，个体认同自身的需要、欲望、价值等等，始终都应被理解为他们所社会化于其中的文化的表达。这对于肯定个体自由与主观性价值的文化中的自我来说是真实的，对于未能承认这种价值的文化中的自我来说同样如此。道德立场与伦理立场的不同，并不在于它比伦理更看重个别性，而在于它从个体自我意识的立场出发，抽象地看待个体自我意识与其内容之间的关系，将这种关系视为完全独立于为自我提供社会实体的“不动之推动者”。
7.3道德立场
在《自然法》论文中，黑格尔将“道德”定义为“关系项各特定方面的彼此漠不关心的形式的设定”（NR，第468页）。也就是说，道德观点将个体能动性视为与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形式仅具有偶然关联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看来，正是这些社会形式赋予了它所具有的无论何种内容。道德同样必须将这些社会形式视为相对于个体的偶然之物，例如，不过是个体选择行动的累积因果结果（正如那些坚持将所有社会形态和关系还原为“微观基础”的社会理论家所做的那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才“把自为存在与个别性提升为一项原则”（NR，第467页）。
相比之下，伦理立场则是包含“个体的伦理与现实绝对的伦理之关系”（出处同上）的立场。伦理优越于道德，并不是价值优先级上的差异，而是看待同一现实的抽象方式与具体方式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实质性价值，个体自由在伦理中得到的肯定丝毫不少于在道德中得到的肯定。事实上，在黑格尔看来，即便是在道德立场中对自由的肯定，也只不过是道德立场本身在其中得以发展的（现代的、充分发展的）伦理的一种表达。在黑格尔看来，伦理立场之所以优越于道德立场，仅仅是因为它对人类能动性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现实有着更充分（更全面、更具体）的理解。
从主观上看，对黑格尔而言，伦理态度乃是与自身社会自我的直接同一。具有伦理倾向的个体直接地、不假反思地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仅仅因为作为社会个体，实现其伦理天职乃是其本性所在（参见 R § 146）。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有时被曲解为：黑格尔主张对习俗进行不假思索的盲从，并对一切形式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对现有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抱有怀疑。但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黑格尔来说，伦理是社会合理性的一种客观标准，因此是对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绝非对这种反思的禁止。黑格尔有时确实将伦理态度称为一种非反思的态度，但当他这样做时，该词突然（也许令人惊讶地）带上了负面含义。作为一种“完全客观的、缺乏自我意识之无限形式的意志”，“伦理的”意志同奴隶或迷信者的意志一道，被归类为不自由的意志（§ 26）。
更常见的是，黑格尔将与自身社会处境相认同的伦理态度视为更多反思性态度的基础，首先是对社会秩序抱有信念和信任的反思性态度，其次是基于各种理由的见识，最后是理性的哲学理解（参见 § 147 A；并参见 Siep 1983）。事实上，在《法哲学原理》中为伦理制度提供对其合理性的反思性理解，恰恰是黑格尔公开宣称的目标。149
但黑格尔的批评者在此可能会提出反对，认为黑格尔至少假定了反思、推论与科学的结果是要证实周围伦理的正确性。他们可能会指出，根据黑格尔本人的说法，只有从黑格尔所拒斥的道德观点出发，才能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黑格尔并没有拒斥在“现实与伦常（Sitte）中被承认为法权与善的东西无法满足更好的意志的时代”对伦理秩序的激进道德批判（§ 138 及 A）。诚然，他确信现代伦理秩序从根本上是理性的，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如我们所见）将伦理秩序的“现实性”（被视为理性所趋向的规范或理想）与社会秩序的单纯“实存”区分开来，后者“乃是任意、偶然和错误的领域，不良行为可能在许多方面对其造成歪曲”（§ 258 R，参见 PR-Grie，第1406页；并参见 R〔伍德编〕，第15页及以下）。他认为在偶然性领域中“任何人都可以在周围看到许多不符合其应有状态的事物”，这乃是显而易见的（E § 6 A）。因此，黑格尔至多是在主张，现代国家从根本上是理性的（在其具有现实性的范围内是理性的），而不是说它对理性批判免疫或免于实践改良。
7.4心理学议题：义务与倾向
黑格尔将道德立场定义为伦理中普遍者与特殊者之间“关系项各特定方面的彼此漠不关心的形式的设定”（NR，第468页）。正如黑格尔著作中常见的那样，这个公式不止有一种应用，其用意在于指出表面上看来彼此毫无关联或几乎没有关联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对黑格尔而言，当道德立场变成一种脱离伦理立场并与之对立的看法时，两者便转变为截然相反的世界观，甚至是自由行动者生活的两种不同体验。这种对照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构成伦理的普遍者与特殊者之间的一种关系，乃是个体内部在关于应当是什么的理性构想与个体据以自发行动的直接或感性欲望之间的心理学关系。当两者处于恰当的伦理和谐中时，它们便达到了黑格尔遵循亚里士多德称之为伦理“德性”的状态（§ 150 A）。个体的普遍或理性能力随后通过与普遍者和谐一致的特殊欲望自发地表现出来（PG 622）。德性乃是明智的气质，是践行应行之事的倾向，因做出伦理上正当的行动而喜悦，因错误的行动而痛苦。“当激情（倾向）与理性的关系达到顺从理性命令的程度时，我们便称之为德性”（VGP II，第223页）。
然而，道德立场却将这一关系的两个方面设定为彼此漠不关心。它将理性等同于知性的抽象同一性——即同感性欲望相对立的自我，自我正是通过这些感性欲望才与他者发生关联（参见 E § 54 及 A；R § 135 A）。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它将一般的经验欲望或倾向视为与理性相对立的东西，从而视为必须加以抵制或约束的东西，正如它将理性自我仅仅描绘为这种针对异己于自身的感性本能的约束性命令或“应当”的来源一样。
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在其早期著作中如何已经运用这种分析来推断道德的无能与伪善。在后期的著作中，这些指责再次被提出，通常与空洞性指责（我们随即就要考察）相联系。它们特别是通过黑格尔称之为“良心”的道德反思阶段而被提出来的（PG 632–671；R §§ 139–140）。其论据基本上在于，真正有效的行动必须在我们本性的所有层面上投入，既需要理性，同样也需要激情与感性欲望；因此，通过将理性与倾向视为彼此漠不关心甚至互相对立，道德便将自身贬低为一种空洞的“应当”，既无法使自身成为现实的，甚至无法在行动的层面上赋予自身以内容。道德从而将自身判定为伪善，因为其立场必须始终停留在发布自身无法遵从的诫命，并袖手旁观，仅仅因为经验动机对于行动是不可或缺的，便对实际发生的任何行动进行评判与谴责（PG 664–666）。
7.5社会议题：道德行动与理性社会
普遍者与特殊者的关系也具有一种社会的意蕴，这在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中同样是被意指的。在此，普遍者指的是一套理性的社会制度与实践，以及通过遵循它们而实现的集体之善；特殊者则是个体之善，即主体在每一个行动（即使是最无私的行动）中所追求的主观自由与主观满足。从伦理立场来看，这不过是任何行动的两个方面，但由于道德仅仅从个别主体的立场来看待行动，它将它们视为彼此分离且漠不相干的（参见 R §§ 105–114、129–131）。制度与集体行动形式被仅仅视为深思熟虑的外在条件，或者被视为许多个别行动的累积结果。在《现象学》中，黑格尔论证道，精神的集体行动根本无法以任何此类方式来理解（参见 PG 397–418）。相比之下，伦理立场将个别行动者视为精神实体的偶性，并在个体的目的与动机中看到居于其背后的实体的集体力量或伦理力量（PG 432–443；§§ 142–145）。个体的善（主观自由、满足、自利）从来不是独立和自足的，不应被视为理解制度与社会形式之集体行动的出发点。相反，个体的目的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精神之善的显现，这种善只有通过特殊个体的行动及其主观性才能获得现实性（参见 R §§ 146–147）。
看起来我刚才所谓普遍—特殊关系的“心理学”与“社会”含义似乎截然有别，以至于黑格尔对该关系本身的论述在这一方面仅仅是模棱两可或同音异义的。但黑格尔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的。他认为这一区分的两种含义彼此紧密相连，实际上不过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或环节。他所考虑的同一性（或关联）或许可以通过考察这样一个论点得到最好的说明：道德在理性与倾向之间的分裂事实上有时确实存在，但这仅仅是伦理上的缺陷的结果，亦即个体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体系的不和谐的结果。
黑格尔说，属于一个其个别性具有现实性的社会秩序，乃是个体的“法权”，而这只有当其“本质”在客观伦理秩序中达到“真理”时才会发生（§ 153）。这意味着，个体只有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内部，才能实现普遍者与特殊者（或理性与倾向）之间真正的伦理和谐。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拥有可供担当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涉及作为个别主体的自我实现与实现更大的社会集体之善之间的实体性和谐。通过履行伦理义务（由他们所处的境遇与关系所决定的义务），个体也作为个体解放并实现了自身（参见 §§ 149–150）。另一方面，在一个伦理上不健康的社会中，个体的活动采取了私人图谋的形式，在体制上偏离了社会整体之善，个体便与其伦理天命相异化；主观之善与伦理之善之间便裂开了一条真正的鸿沟，而从道德立场出发，这在理论上被表述为义务与倾向之间的互相对立。
这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即对黑格尔而言，“伦理”始终是一个理念或理性标准，而绝非仅仅指涉偶然实存的社会秩序。正如黑格尔经常强调的那样，伦理乃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现实性”，它理应（尽管是不完善地）体现在任何既有的社会秩序之中（参见 § 258 A，第201页及以下；并参见 E § 6）。因此，“伦理”绝非仅仅指涉既有的习俗与民间风尚，黑格尔也从未断言这些东西是无条件理性的或符合其应当状态的。正是这种根本性的误解，构成了将黑格尔哲学视为“静观主义”或对现状无条件辩护的常见谬误的根源。
康德道德要求我们的行动应当体现自由或自律的合理性，但在道德立场的制约下，它假定这是否发生始终取决于每个个体。从伦理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和理性行动的可能性同样具有社会条件。唯有作为理性社会秩序的成员，一个人才能自由或自律地行动，这涉及普遍者与特殊者的相互渗透，而合理性本身正是在这种相互渗透中构成的（参见 § 258 A）。因此对黑格尔来说，道德自由并不像在康德那里那样是一个形而上学公设，而是一种精神要求，它只有在某种特定类型的社会中才能得到满足，这种社会的特征就在于具有将道德自由转化为现实性的制度与态度（参见 Pippin 1995）。
7.6道德信仰
黑格尔对道德立场的批判还包括对以康德道德宗教信仰学说为代表的“道德世界观”的批判。这一主题在《精神现象学》中尤为突出（参见 PG 599–631）。在此，普遍者与特殊者的分离与彼此漠不关心呈现出第三种形式：道德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道德提出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但必须在自然中实现它们，而事先没有任何保证表明自然能够顺应这些要求。这里的问题部分在于自然进程是否会符合道德上的善（幸福是否会与配享幸福相协调）。这导致道德立场采纳了对作为自然的天意统治者的上帝的信仰；但也涉及道德行动者自身的自然禀赋是否能与道德要求相协调（道德进步的问题）。对康德来说，这导向了灵魂不朽的公设，黑格尔将其描述为这样一种公设，即“因此道德本身实存于不同于现实意识的另一个存在者之中”（PG 626）。在黑格尔看来，将道德本身视为在道德主体中是不现实的，而仅仅实存于来世，或实存于永远达不到目标的无尽进程中，正是标明道德立场特质的异化的标志（比较康德《实践理性批判》，AA V，第121—124页）。
黑格尔对道德世界观的批评是：一方面，道德必须将其目的，包括其关于社会和整个自然秩序的构想，视为个体意愿和奋斗的对象；但以此种方式来看，个体根本无法指望实现它们。因此在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将这些目的视为某种彼岸的（超自然的或神圣的）能动力量的对象，该力量塑造自然以使之符合道德。但以后一种方式来看待道德的目的，就是把它们看作独立于个体能动性而已经实现的东西，从而使行动者自身的努力变得多余——尽管从第一种立场来看，这些努力被视为根本性的事情（而且当初引入道德信仰正是为了拯救它们）。因此黑格尔看到，道德立场在其根本的世界观中注定陷入一种“颠倒”（Verstellung），因为它在个别行动者的观点与神圣天意的观点之间来回摇摆。这再次表明道德立场陷入了伪善：因为就道德的更大目的而言，它面临着根本不严肃对待个体能动性的危险，而与此同时却又宣称这乃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摆脱这些问题的出路，再次在于推进到伦理立场，该立场将个体的能动性理解为整合于理性的社会秩序之中，而这种秩序正是活生生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实现的善（参见 R § 142）。从这一立场来看，上帝并不是一种仅仅被信仰的彼岸能动力量；天意乃是伦理秩序本身的内在合理性，个体直接将其理解为自身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时的普遍方面。道德的悖论之所以产生，仅仅是因为个体能动性脱离了赋予其力量和内容的社会现实而被抽象出来，并被视为凭其自身就是绝对的东西。一旦这种抽象被克服，对超越性上帝的道德信仰以及有别于现实性的“道德世界”的需要就会消失。对黑格尔而言，神圣之物绝不仅仅是信仰的对象，而是在自然秩序、历史的理性进程中，尤其是在社会世界即现代国家的伦理中向理性显现出来的（参见 § 258 A）。
7.7空洞性：§§ 129–141
“空洞性”指责通常被主要理解为对康德道德理论的批判，甚至是针对康德单一公式即普遍法则公式的批判（关于对该指责这些方面的讨论，参见 Wood 1990，第9章，特别是 §§ 2–10）。但黑格尔将其意图定位为对一般道德立场的批判，我们在此也将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它（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相关诸节的简要考量）。此外我们将看到，这种一般形式的指责的基本要素取决于黑格尔在伦理理论和关于道德立场的某些根本原则上与康德的一致。
根据第129节，道德观点的根本特征在于其综合性目的即善。黑格尔关于善的概念，如同康德关于最高善（summum bonum）的概念一样，包含两个有条件相关联的要素。对黑格尔来说，这些要素是法权与福利（§ 130）。150当主观意志的见识与意图符合善时，它就按照其应当的方式行动（§ 131）。此外，黑格尔坚称主观意志拥有“对善的见识之法权”（§ 132 附释），也就是说，主观意志有权根据其对善的见识及其对善的认知来为其行动承担责任（§ 132 及 附释，第647页）。
从道德立场来看，善作为意志的本质规定构成了义务（§ 133）。由于主观意志应当根据其意图来评判，而意图正是该事变为之而完成的普遍描述（§§ 119–120），因此黑格尔赞同康德地得出结论：主观意志不仅应当履行其义务，而且还应当为了义务本身而履行义务（§ 133）。151
在黑格尔关于善的公式中，“法权”指的是“抽象法权”，即人格对任性自由的外在领域的权利，从其自身身体开始，扩展到其所有财产（§§ 41–45）。“福利”指的是经验冲动或欲望的满足，由意志将其组织为一个幸福的观念（参见 §§ 17–20、121–125）。因此，善在于主体的欲望得到满足，其条件是这种满足不涉及对人们法权的侵犯。善的意志乃是对产生善需要何种行动具有正确理解（从而使其“见识”符合善），并且随后践行这些行动，因为它认为产生善是值得追求的（从而使其“意图”符合善）。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的空洞性指责主要表现为论证：上述从道德立场构想出来的善，不足以赋予道德义务以确定内容（§ 134）。黑格尔在善的两个要素中都发现了不确定性。首先，黑格尔认为抽象法权在总体上就其精确范围与边界而言是不确定的（参见 § 49）。唯有通过具体的立法法典，它才变得确定，而立法法典属于共同体的伦理——具体而言，属于特定的市民社会（参见 §§ 210、213–214、216–218）。此外，当“福利”指的是一个人福祉的整体即生命或生计本身时，法权相对于福利的无条件地位甚至也可能受到质疑。一个人的财产权不应优先于另一个人的生命：例如，破产的债务人不得被剥夺其赖以为生的生产工具，为免于挨饿而偷窃一条面包不应被当作普通盗窃案处理（参见 § 127 A 及 PR-Hot，第888页）。实际上，在引入善的观念之前，这种“紧急法权”刚刚被强调过，以作为整个道德领域比抽象法权领域拥有“更高法权”这一论点的例证（§§ 127–128）。因此，在善中法权优先于福利仅仅意味着，我们绝不能通过不法即侵犯有效法权的方式来谋求任何人的福利。但这一原则没有确定何时某种东西算作有效法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允许福利本身压倒通常算作有效法权的东西。
福利是善的有条件组成部分，但由于福利是主观意志的真正对象，它实际上构成了善的主要内容（参见 § 123）。但这一内容也在若干方面是不确定的。首先，作为包含在善之中的东西，它仅仅作为普遍福利而呈现出来（参见 §§ 130、134）。这意味着在讨论中谁的福利是不确定的，并且普遍福利不包含使我们能够偏爱某个人的福利胜过另一个人的福利的原则。至于福利应当被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原则，黑格尔追随康德，否认福利或幸福的观念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以使此类判断成为可能。即使是个体幸福的组成部分，也仅仅是多种不同冲动的复多性，它们本身不包含可以相互比较的“尺度”（§§ 17、20–21；比较康德，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AA IV，第417—419页）。因此，黑格尔追随康德主张，作为“最大满足总和”的幸福并不是某种可以从个人的欲望中直接读出的东西，而是由个体积极创造的观念，旨在确立不同欲望之间的原则与优先次序（参见 § 20）；因此，构建这样一个观念乃是个体根据原则进行理性自我治理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对于黑格尔而言，该观念的真理乃是作为理性意志自我决定的自由（或自律）（参见 § 21）。出于同样的道理，关于最大集体福利的判断从来不仅仅是经验观察的事情，而是源自与共同体的理性实践相联系的伦理原则。黑格尔认为，具体而言，它们属于市民社会制度中对需要的满足（参见 §§ 184–185）。
因此，从道德立场来看，善本身不能充当义务内容的规定者；这必须由理性主体自身来规定。但在该主体的概念中，同样不存在义务的客观规定者，因为主观的“我”不过是“抽象的普遍性”或“无内容的同一性”（§ 135）。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暗示了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断言除了没有形式矛盾之外，它不提供任何道德标准（参见 § 135 附释及补充，TW 7，第254页）。康德主义者在此时通常会反驳说黑格尔误解了康德的公式，但他们通常没有看到，即便他们是对的，黑格尔的核心要点也丝毫不受动摇。因为他的论点是：自律立法的自我——正如脱离了伦理语境而必须被道德立场构想的那样——除了抽象的自我同一性之外什么也不是（参见 E § 52），因此道德没有其他可用的标准。（仔细阅读第135节就会发现，这也正是黑格尔对康德的指责；亦参见 E § 54；并参见 Wood 1990，第161—163页）。
7.8良心
然而，黑格尔承认，道德主观性确实对其义务的内容做出判断。在这一判断功能中，它的名称就是良心（参见 R § 136）。黑格尔不仅将良心视为道德的合法组成部分，甚至将其视为道德的最高阶段（§§ 136–138；参见 PG 632–654）。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对道德的阐述与费希特的《伦理学体系》（System der Sittenlehre）非常接近。在书中，费希特将据称具有实质内容的原则（例如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仅仅描绘为具有启发性价值，并坚持认为义务的终极标准必须是纯粹形式的标准：“按照你的良心去行动”（见费希特，《伦理学体系》，GA I,5，第145—146页）。黑格尔与费希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黑格尔坚称良心不能从被视为抽象道德主体之“我”中推导出其客观内容，而只能在伦理的理性制度中找到这种内容（参见 R § 141）。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论证的核心是两个论点：首先，与费希特相反，他主张主观道德确信无论达到得多么热忱和真诚，在客观上都可能是错误的（参见费希特，《伦理学体系》，GA I,5，第156—161页）。其次，他坚称（与J·F·弗里斯所谓的“信念伦理学”相反），一个人真诚地根据一种客观上错误的道德信念行事，就已经犯下了恶行，绝不能仅仅因其确信的真诚性而受到赞扬或开脱（参见 § 140 A）。152由此可见，良心自身无法区分善与恶，至少只要它完全是从道德立场来看待的——对该立场而言，客观原则依然是不可企及的。而这使得良心具有深刻的模糊性。一方面，它代表了道德主体的最高诉求根据，是善的崇高庇护所（§§ 137–138）。然而，由于它将脱离了普遍者的特殊意见确立为行动的最高原则，它也就类似于某种宗教式的自我崇拜，因而蜕化为伪善与恶（§§ 139–140；参见 PG 655–663）。
黑格尔在这里的主张并不是说每一次诉诸良心都是虚假的、伪善的以及作恶的借口。他的主张毋宁是说，在真正的良心与可能成为伪善和恶的单纯形式良心之间的区分，既对道德立场至关重要，又无法从该立场内部客观地划定。这反过来指出了整个道德立场的局限性，以及如果道德本身的内容要从其内部不可避免的辩证矛盾中被解救出来，就必须采取一种更高的立场。
* * *
黑格尔关于道德与伦理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黑格尔既从肯定的角度也从否定的角度看待道德，因为在他看来，道德本身只是现代伦理的一个方面。尽管他批评道德立场是抽象且片面的——在规范上是空洞和不足的，表达了一种自我异化和反自然的道德心理学，体现了一种异化的、表征着本身不完善或不成熟的社会关系的社会观——黑格尔仍然将这种立场在现代世界中的可能性不仅视为不可避免的，而且视为使现代文化比世界上已知的任何文化都更高、更自由的要素之一。虽然黑格尔确实对康德的伦理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如果将黑格尔的整体立场视为从根本上反康德的，则是短视的。相反，黑格尔试图如同在他之前的康德那样，阐明一种建立在理性自律之上的伦理学，并将他与康德共享的伦理价值与它们从中产生并应用于其中的社会和历史现实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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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Th.·佩佩尔扎克
8黑格尔的义务论与德行论
对《法哲学原理》§§ 142–156的分析与阐释
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哲学在将人规定为一个知道并意欲自身自由的自由本质中达到顶点。自由精神是（主观的）理论精神与（主观的）实践精神的统一。因此，这同时涉及一种哲学人类学（在该词的今日意义上）和一种基础伦理学（参见 HE § 400；E § 481；R §§ 21–28）。153
在其《法哲学原理》的导论中，黑格尔着眼于法权的定义阐发了自由意志的概念。通过指出法权是„自由意志的定在“（§ 29），他以一种尚属抽象的方式同时指明了真正自由意志的内容。但因为真正自由意志是人性的圆满完成，所以其内容与真正应当或道德的内容是同一的。因此，道德哲学在内容上也是法权中那些与人类意欲直接相关的环节的概念展开。——这里用寥寥数语概括的内容，可以通过分析黑格尔用来导入其法哲学著作第三部分的那些段落（§§ 142–156）得以阐明。
8.1框架
黑格尔在第4—29节中呈现为法权的本质与现实性的客观自由理念，在伦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142）。作为自由持存方式的法权（§ 29），乃是第二自然：即„成为现存世界[…]的自由概念“（§ 142）。黑格尔暗指柏拉图的善的理念（idea tou agathou），并在论战中与康德的至善（summum bonum）概念相区别——黑格尔在其中仅看到一种抽象的道德理想（§§ 129–135）——将自由的最高现实性称为„鲜活的善“。借助于“鲜活的”这一定语，他同时吸纳了亚里士多德对最高现实性的规定，它既是“自在自为的基础”，也是终极且“推动一切的目的”。作为同时的始基（archê）与终极目的（telos），推动者（在第152节中亦被称为“不动者”）被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kinoun akinêton）和纯粹的实现活动（energeia），依照黑格尔，它具有必然性地实现自身。154
在紧随这一定义之后的各节（§ 142）中，黑格尔试图表明，自由的最高形态呈现为单个个体的最高解放。在前面对道德的讨论篇章中，探讨了单个意志主体的（相对的）法权；现在必须阐明，主观性只有作为更高法权的环节才能获得其自身的法权。黑格尔的这一意图在看到第146节最初紧接第142节时表现得更加清晰。第146节所使用的表述“在这一自身现实的自我意识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实际上并非接续第145节，而是显然接续第142节的最后几句话（“成为自我意识本性的自由概念”）。第146—154节是从单个主体的立场写成的，该主体追问伦理对其意味着什么；在第142节的转折点之后，它们构成了在第121—141节中讨论的思路在更高层面上的延续。黑格尔后来大概感到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单个主体所面对的“伦理实体”（§§ 146及以下），尽管第144节提到的“法则与设施”以及第145节提到的“伦理权能”，在第146节中也已作为具有“权威与权能”的“法则与强力”出现。既然伦理的客观方面在第144—145节中也作为自为的对象被专门讨论，那么再补充一节（第143节）便是有益的，该节明确将意志的客观环节与主观环节之间的差别宣布为一种观念性的差别，但在其他方面则重复了第146节第一句的内容。
在我看来，第142—155节的最初图型如下：
142 伦理的概念
伦理实体在（伦理的）个体的自我意识中自知为：
(146)：(1) 对主体而言的独立存在与权能（148–151）。
(147)：(2) 主体自身的本质（→ 153–154）。
由此对主体得出：
148–151 (1) 个体的义务
148：义务
149：义务即解放
150：履行义务即德行与正直
151：伦常
152（过渡）：伦理实体相对于个体的法权
153–154 (2) 个体的权利
155 伦理是权利与义务的同一性。
该图型亦可呈现如下：
[image: ]
但通过增加第143—145节，这一图型转变为如下形态：
[image: ]
分析与评注
自由理念（§§ 4–33）在《法哲学原理》第二部分中显示为善的理念，即普遍意志概念与单个道德主体的特殊意志的统一（§ 129）。善作为自由伦理实现自身（§ 142）。在这一形态中，它不再是一种抽象理念——作为康德式或费希特式的理想对单个意志课以义务，并在主体自我意识看来呈现为一种永不能实现的应当。善通过将个体的自我意识转变为其势不可挡的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而具体化自身。主体并非作为单纯主观的良知与善相对立（§§ 136–138）；它知道并意欲善的现实存在，将其作为始基（archê）与圆满，借此达到自身的自由与卓越（其德性［aretê］）。155单纯应当（§§ 129–134）与存在之间的鸿沟被弥合了，因为行动的个体将善（意欲自身的自由理念）作为其自身的目的加以意欲并实现。由此，自由概念以（第二）自然的形式现存。伦理世界是自我意识知道自身在自身之中的家园（§ 147）。单个主体的“特殊意志”（§ 143）乃是精神的定在，精神作为活动的最高形式，不可阻挡地实现自身。
由于没有知识意欲便不可能发生，伦理精神知道自己意欲什么和是什么。它的知识与意欲存在于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单个人的知识与意欲之中（§§ 121–122），他们将自由理念作为自身行动的目的。但精神在伦理个体中的伦理知识（参见 §§ 257, 270）还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自我认识，精神唯有作为绝对精神，在宗教与哲学中才能达到这种自我认识。
在精神的知识中，意欲着之精神的概念以及该概念在单个主体的特殊意志中的定在，既彼此区别又相互同一（§ 143）。善良之人知道，其自由的基础与内容并非在法则与设施体系的具体客观性（§§ 144–145）之外去寻找。自由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不断后退的理想，而是在现有制度之中并同现有制度相伴的生命的最近现实（§ 153 附释）。但这仅在这些制度确实是精神的充分客观化、因而真正合理的前提下才有效。补充这一假言命题是必要的，尽管黑格尔从未明确表述过它。善的理念以及一般的精神足够强大，能够按照自身的要求塑造世界，但精神实现自身所需要的时间何时完满，既无法推演也无法预言。下文中我将回到所指出的前提预设以及现实性、事实性与合理性的关系上来。
伦理知识既非受冲动束缚的对自由的渴望，亦非丧失方向的任意。它也不是对纯洁良知的道德焦虑，而毋宁是一种更高形态的自然（§ 142）。内心的斗争以及通过无限进程趋近于善的道德努力，被遵循公认伦常的不言而喻性所取代（§ 151）。现实的自由乃是经过对自然的第一重否定、被认知和意欲的、通过行动与习惯而精神化了的自然。
对个体意识而言，这意味着伦理设施（§ 144）一方面向它显现为它无法抗拒的权能（§ 146），但另一方面又显现为它在其中重新认出自身的要素（§ 147）。寻求实现其自由的主体知道，它对伦理力量之权威的顺从以及对伦理生活的参与，与它内心最深沉的渴望是同一的。它知道构成具体化自由理念之整体性的两个环节之间的差别，但它也确信，伦理整体除了个体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伦理整体自身则知道，它仅仅在各个单个人之中拥有其自身的自我意识与知识，并且只要这些个体的特殊意志是合理的，它所意欲的就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这些特殊意志。伦理整体的理念——黑格尔常常但错误地（§ 30 附释）将其等同于国家（比较 §§ 258, 260 与 § 30 附释）——与合理（因而善良且真正符合伦理）个体的理念彼此包含。实践之善的标准是二者的同一性，而这既可以从“国家”出发来定义，也可以从个体出发来定义（§ 146）。
正如前文所述，黑格尔在第142—155节中的所有断言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预设之上：伦理整体与个体都合理地、亦即依照（真正的）理念行事。《法哲学原理》展开了法权的理念，与所有事实上现存的法权体系相比，它是一种理想。黑格尔坚持这种理想的现实性，这并不妨碍他深知，他所处时代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在细节上与他所描绘的（真正的）国家图景相和谐一致。156他甚至将恶的必然性演绎为任何实践现实性的一个环节（§ 139 附释）。
在个体与伦理整体都确实合理的前提预设下——亦即在一种理想状态的假说下——黑格尔可以说，单个主体并不将伦理实体经验为异己之物，而是经验为自身固有的本质，以至于它在其中“拥有其自身感觉”，并与它处于一种“比信仰和信赖本身更为直接、更为同一”的关系之中（§ 147）。黑格尔没有说、但从作为这一信任关系之基础的同一性中似乎以同等严密性推导出来的，乃是这样一种断定：伦理整体（在上述双方均合理的预设下）能够且必须将自身托付给全体个体，并应当按照他们关于国家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的想法来建立自身。
在反对主观主义的厌恶情绪中，黑格尔过分强调了整体相对于个体权利的法权。在1822—1823年讲授课的霍托听课笔记中，我们甚至读到：“因为伦理规定构成自由概念，所以它们是个体的实体性，是个体的普遍本质；个体相对于它们而言是一种偶性，但个体之所是，等同于客观者，它是持存者，是通过它统治个体伦理生活的权能，它是属于个体的绝对本质之物，抽去了它，个体就只剩下主观性的虚妄形式”（PR-Hot，第919页）。如果怀着善意，这一文本可以被辩护为对实体性内容重要性的极端强调，抽去这种内容，主观性就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但是，只要这里掩盖了伦理实体若是没有其“偶性”的持存、知识、意欲与行动就根本不存在、甚至自身不可思议这一事实，那么所引用的命题就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即使从黑格尔的立场来看——也是错误的。
若从个体及其知识与意欲中“抽离出来”，客观者同样根本什么都不是；甚至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因为理想至少还包含想象中的个体。如果个体从客观者中被抽离出来，它就不再是个体。在黑格尔受诱惑而对个人主义展开论战时，他几乎未能避免走向相反的极端夸大。但他真正想要展示的，是集体（或“客观”）权利与个体（“主观”）权利的成功综合。出于这一意图，他将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共同体无论相对于家庭和村落等特殊共同体还是相对于构成它们的个体都“本性在先（prior natura）”的论点，与斯宾诺莎关于唯一且独一的实体与其模式之间关系的论点融合在一起：“实体依其本性先于其分殊。”157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1824—1825年讲授课的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中：“婚姻、虔敬、国家是这些伦理权能，[…]它们对个体性是漠不相关的，个体作为特殊者相对于它们而言仅仅是偶性。这些伦理权能通过个体获得其表象，个体是这些权能的标本”（PR-Grie，第1260页及以下；同样针对R § 145）。作为特殊者，个体仅仅是偶性（§ 145）；但依其概念，它们与实体是同一的。只要它们自身的意志不仅是特殊意志，而且也是普遍意志，它们就是伦理权能的标本。在最高实践之善的层面上，个体特殊性的价值仅仅存在于使其现实化的例示中，存在于自在自为的理念在此时此地的例证中。
在《法哲学原理》第148—155节中，伦理同一性对个体的诸种推论被阐明。伦理实体的权威（§ 146）展开为一个义务体系（§§ 148–149），个体通过遵循这些义务来实现德行（§ 150）与伦常（§ 151）。相反，个体的自律（§ 147）则体现在个体的根本权利中（§§ 153–154）。第152节通过将伦理实体性的现行法权重新等同于实体，从而完成过渡，并将讨论的开端（§ 142）与结尾（§ 155）闭合在一起（参见第151页的图型）。
通过第142—155节的结构，黑格尔从个体的立场概括了整个实践哲学。伦理理念居于开端（§ 146）与结尾（§§ 155, 156）。在其特质的描述中（§§ 144–147），它显现为义务论或德行论（§§ 148–151）与个体权利学说（§§ 153–154）的统一。它自身拥有相对于个体的更高法权（§ 152），并实现为民族与法权宪法（§§ 156–157）。第148—151节连同“道德”部分的若干节一起，包含了黑格尔道德哲学的要点——只要道德哲学能够在一门法哲学内部出现的话；而第153—154节则让人联想到在最初两部分（§§ 34–141）中阐明的主观性法权的两个环节。
个体的义务无非是自由或善的理念具体化自身的必然规定。在个体的自我意识看来，它们不再像二元论观点那样（参见 §§ 133–140）呈现为来自上方或外部的异己要求——道德个体必须费力地顺从这些要求——而是呈现为秩序良好的共同生活的各个方面，伦理主体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 148）。没有实体的客观特殊化，个体要么注定处于完全的无规定性中（从而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不是内容上的或现实的自由），要么委弃于自身偶然的特殊性、自然冲动与任意利益（从而并非真正自由）。这种二者择一源自第4—33节中对自由概念所作的分析，并在关于道德的篇章中得到了详尽阐述。尤其是该二选一的前一环节，在那里是通过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得以阐明的；在康德形式主义看来，将个体意志的自律具体化是不可能的，因而这种自律必然蜕变为一种被绝对化了的——从而也是恶的——良知的主观主义（§§ 136–141）。
一种使意志保持自由并赋予其自由的意志的具体规定，唯有作为普遍意志的自身规定才是可能的，因为普遍意志不是异己的权能，而是个体最内在、最本质的本质。义务只有在那些将其意志的特殊性——即那些因无节制而将其变成不安宁战场的一己自然偏好——反抗普遍自由的人看来，才显现为一种压服性的权能。对人的核心本质而言，义务乃是真正的解放。
在第149节中，这一思想被具体细化如下。通过义务将单个意志同普遍意志的规定绑定在一起，它限制了：(a) 主观性（只要这还是一种抽象的、未加规定的自由），以及 (b) 将个体规定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从而是不自由存在物的特殊冲动。通过义务将任意绑定在与伦理法则及设施相和谐一致的特定行为方式上，它还限制了：(c) 任意的活动余地，否则任意便可以“自由地”由自身来规定什么是善。由于主观“任意”的这种自由缺乏客观尺度，它便任由冲动摆布。同偏好拉开距离但无法切入具体自由内容的道德意志，陷入了一种面对自然冲动与恶的主观主义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形式主义（§§ 141–142）。因此，通过义务所作的限制乃是一种必然的否定，自由借此使自身具体化并与自身相中介。通过履行义务，个体主体使自身摆脱了：a) 未加规定的主观性的非现实性，b) 对冲动的自然依赖性，以及 c) 无法对“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答案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反思。
黑格尔在此用以把握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思辨范畴，不应让我们忽视他以此方式提升为概念的心理与生存要素。上述结构显现于其中的现象学关系（参见 §§ 8–9），在伦理中亦得以保留。黑格尔用以指称反思主体的道德主义的“压抑”一词，唤起了他早年自身也曾饱受其苦的道德苦思的哀伤不幸。158个体在其中“作为主观特殊性处于应当与能够的道德反思中”的这种“压抑”（§ 149），即任意在未规定义务的应当（参见 §§ 134–135）与个体的偏好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在霍托听课笔记中被描述如下：“因为反思自身的人永远在与自己商榷，在内心深处苦思冥想，缺乏强有力的自身感觉，缺乏精神的健康。因此，简单的义务使人从这种疾病、从这种苦思中解放出来。因为在义务中，人以普遍有效的方式行动，放弃了自己的特殊性。反思的疾病就在于成为一个特殊者。这便是道德上的不健康，一部分是压抑，一部分是自满，在其中人只有在与客观者的不和谐中才现实”（PR-Hot，第921页）。
在《法哲学原理》第149节中暗示的道德实践与道德哲学的第三种形式，黑格尔本人也曾亲自经历过。捍卫自身抽象自由以反抗客观定在、但由此保持非现实性的道德主体（同上），害怕特殊者的现实性。“病态而软弱地”，它在现实伦理面前退缩了（PR-Hot，第921页）。它“就是所谓美丽的灵魂，它不愿过渡到在特定关系中行动，以便将自身保持在其本身的美丽、保持在其无规定性之中”（PR-Grie，第1263页）。未受规定的主观性立场是恐惧、焦虑与敏感脆弱，但当它表达自身时——而且它必然要表达自身——它便显示为“政治狂热、狂信，正如它在宗教改革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出现的那样”（PR-Hot，第921页）。
通过单个意志与整体意志相结合并认识到两种意志的本质统一，单个意志便克服了良知与善的内在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正是道德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标志。通过其行动顺从（合乎理性的）整体的客观关系，其行动便是善的。在这些情况下，成为善的既不是冒险，也不是自我克制的艰难斗争。对正义秩序之要求的“单纯切合”使个体成为正直的。然而，只要单个主体通过个体特征以及通过自然规定的性格彼此区别开来，他们的正直也就带有各自的个体特征。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说每个善人都有其自身的、个体的德行（R § 150）。
黑格尔在此采纳了柏拉图的解决方案：道德正义的问题不能同正义城邦的问题分离开来。为了揭示“较小的”正义（dikaiosynê），人们必须首先放大书写正义（dikaiosynê），并在国家的形态上对其加以考察（《理想国》368c及以下）。德行论是政治学的一部分。由此便给出了黑格尔在第153节附释中所引用的回答：最好的伦理教育在于使某人成为“具有优良法则之国家的公民”。尽管现代主观性原则尚无法被柏拉图所吸纳，但柏拉图的《理想国》（Politeia）始终是黑格尔法哲学的最大典范。黑格尔试图令个体的权利与伦理整体性的权利相和解，但他一再强调，整体性拥有更高的法权，个体的权利应当向其“归属并奉献出来”。统摄性的框架始终是柏拉图式的、或者说普遍意义上的希腊式的：在冲突中，整体性优先于个体。就此而言，个体“仅仅是偶性”。但正直的个体同时也是伦理实体借以具有现实性的主观环节；因此它是主观者与客观者、单个人与普遍精神的合一。这一（伦理的）主体不再与伦理整体相对立；在理论上，它既不能被用来反对伦理整体，也不能被牺牲给伦理整体。真正的主体就是实体的（唯一可能的）现实性：即否则便流于抽象与非现实的普遍者的具体个体化。
由此，德行的真正概念也被定义了。它是正直的一种特殊规定，而正直本身又是真正的国家的主观环节（§ 150）。一个有德行的人，仅仅在每个个体依其自然、按黑格尔意义上的“人类学”方面同所有其他人都是有差别的这一限度内，才是一个特殊者。在实践精神的层面上，所有正义之人都是同一的；他们的差别还原为他们所占据的空间与时间、使他们个体化的活的身体与经验性格。
然而，“德行”还有另一种含义。当人们谈论“那一德行”时（§ 150 附释），人们以此指称特殊个体的“一种独特的、天才的自然本性”或“独特的天赋才能”（同上），它并不消融于单纯的履行义务之中，而是一种特殊之物，并在这一程度上带有主观主义的特征。与上文讨论的德行相比，这种“真正的”德行具有共同之处，即这两种德行都归属于个体，并在这一意义上是个体的“所有物”，但前一种德行通过将个体的特殊性置于阴影中而使个体联合起来，而“真正的德行”则强调个体的特殊性（同上）。
谈论“那一德行”的例子包括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的演讲，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读过这些演讲并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其进行了解读（参见 PG，第316–323页），但也包括黑格尔自己早年对希腊-罗马德行的赞词，159以及弗里斯和学生同盟成员的言论，后者的主观主义在黑格尔成熟期一再遭到抨击（参见 Peperzak 1987，第16–31，72–78页）。当伦理关系得到完全发展时——即在秩序良好且稳固的国家状态中——黑格尔在此称为“真正的德行”的特殊种类的德行就几乎是多余的了。只有在非常情况下——例如人们可以想到重大瘟疫或战争爆发——才需要超越单纯、日常的正直。在伦理整体的不同部分发生冲突时，“德行”也是重要的，但这种冲突标志着伦理组织尚未或不再是完美的。在一种“未开化”的状态下，真正的德行的英雄主义是不可或缺的，这恰恰是为了首先使正义的宪法、优良的伦常、正直与日常的德行实践成为可能。在前国家的、非伦理的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e）中——霍布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描述了其斗争与苦难——伦理之物的实现取决于像赫拉克勒斯这样的英雄。在混乱中，建立政治与法权秩序只能是个体首创性的事情。伦理的匮乏要求“真正的德行”出场。“在一种现存的、其诸关系得到完全发展和实现的伦理状态下，真正的德行只有在非常情势以及那些关系的冲突中才有其位置和现实性”（§ 150 附释）。
黑格尔似乎并没有将这种“现存”状态视为未来的美好理想，而是视为他所处时代的实在性。唯有如此，人们才能理解，为何他将早期在《青年时代著作》中还如此重要的“真正的德行”，160降格为远古时期的现象或一种例外（在此他并没有探讨人类共同生活的本质是否也许最好通过例外和极限案例来加以研究这一问题）。
如果当下的伦理状态确实令人满意，那么关于“那一德行”的道德空谈就必然引起怀疑。那些忽视正直而一再大谈特殊德行、或虚构表面冲突案例以便为德行行动争取更多空间的人，看起来动机极为高尚，但他们对于伦理学而言并不是好的榜样。他们的“道德反思”旨在“使自己获得关于某种特殊之物以及关于所作牺牲的意识”（同上）。因为他们要求得比伦理共同体的普遍正直更多，所以他们的动机显得崇高；但黑格尔将他们的“道德立场”（同上）揭露为一种伪善，因为他们对德行的偏爱恰恰是对理所当然之正直的平淡乏味加以蔑视的背面。他们的规范不是精神现实性的普遍性，而是个体任意的特殊性与主观偏好。而主观特殊性的绝对化正是恶本身（§ 140 附释）。因此，凌驾于伦理之上的道德主义乃是恶的一种形态。161
针对德行的主观化——这促使成熟期的黑格尔在使用“德行”一词时极其审慎克制——他将真正的德行定义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êthikê aretê），它既指向性格，又具有伦理的一面。在性格/风尚（êthos）一词中所暗示的伦常与性格的统一，162被黑格尔理解为“在由自然规定的个体性格本身中反思自身的伦理之物”（§ 150）。既然正直无非是“［行动的］个体对伦理实体规定自身的义务的单纯切合”（同上），那么作为（经验上的）普遍行动方式与习惯，正直与伦常是同一的（§ 151）。伦理学与政治学是同一的，因为真正的德行是伦理的或“伦常的”德行，而这种德行唯有作为对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之现存伦常的实践才是可能的。不是“道德反思”（§ 150 附释）或乌托邦式的批判，而是参与到一种精神性的自然生命之中，才能使个体从其非现实性与伪善中解放出来（§ 151）。
对自然性的强调——它将德行标志为对现存伦理关系的单纯切合——同亚里士多德对真正有德者的描述相一致。后者确实有别于“能克制者”或“自制者”，因为其善行以一种不言而喻性与自然性为其特征（参见 EN 1145a 15及以下）。对于黑格尔而言，纠缠于内心斗争者乃是尚未摆脱其主观主义的道德之人的典型。后者的反思“产生出这样一种关于道德的观点：道德只是作为反对自身满足的敌对斗争而长久存在，——即要求‘带着厌恶去做义务所命令的事’”（§ 124 附释）。黑格尔与席勒一道，针对现代二元论指出了希腊美德合一（kalokagathia）的自然性。在针对第150节的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中写道：“在希腊人那里我们主要看到诸种德行，在那里伦理之物同时是个别的性格之事。德行于是具有一种映象，即伦理之物与个体之物的这种统一是一种自然之物”（PR-Grie，第1264页）。163既然德行是使伦理个体彼此区别开来的自然性格的精神性转化，那么一种德行论便是可能的，它不仅阐明普遍义务，而且阐明德行行动与习惯的经验多样性。这样一种德行论将是对伦理在其中具体呈现自身的各种行动类型的（第二）自然的描述，是对伦理动物区系的一种类型学，或者是实践精神在其中显示自身的物种与属类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亚里士多德“在其道德著作中”便写成了这样一门“精神的自然史”（§ 150 附释）（PR-Grie，第1265页）。
尽管黑格尔的德行理论表现出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著作在黑格尔实践哲学中仅扮演次要角色。柏拉图式的伦理学观点占据上风。亚里士多德将德行分析为“过多与过少之间的中项”，在黑格尔那里也仅获得非常次要的地位，黑格尔将其归入将伦理之物应用于单个主体之特殊性的问题之中（§ 150 附释）。每种特殊德行的具体规定，不过是伦理基本概念在数量要素中的单纯表达：正直同伦理实体的根本同一性（或个体正义与政治正义［dikaiosynê］的统一）必须在自然的外部性中呈现出来。从这种“应用”中得出的规定是偶然且表面的。与德行与国家生活相统一的概念相反，规定正确平衡的实践智慧（phronêsis）所起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德行本身归属于个体的特殊性，所以偶然性包含在德行之中，德行在自身内部没有尺度，对它们的规定不是本质的概念规定，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将它们描述为针对过多与过少的中项。人们为此指责他并批评他说，这只是一种外在的、非本质的规定，但在诸德行所处的领域中，除了这种规定之外别无其他规定”（PR-Grie，第1265页）。
在这一文本中，认为德行“在自身内部没有尺度”是非常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因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17节中为终结冲动的辩证法所要求的尺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于正确的理性（orthos logos）赋予情感的平衡之中，而是在于单个人的自由与伦理整体的自由相柏拉图主义式的统一之中。在这一语境中，冲动与偏好甚至不再被提及，而亚里士多德关于中项的问题则被当作一个经验问题打发了。顺便提及，在《逻辑学》专门讨论尺度的宏大章节中，亚里士多德关于德行的规定也几乎没有被谈及（参见 L I,1，第369页；比较 亚里士多德，EN 1104a 18, a 26）。
对黑格尔法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由精神造就的“第二自然”的思想，黑格尔不仅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个体的德行，而且应用于合乎伦常的共同生活，并通过它来思考二者的统一（参见 Peperzak 1995）。真正的德行与一个具有优良宪法的国家的伦常相统一，乃是关于个体的与社会的正义相柏拉图主义式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式表达。
黑格尔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视为希腊精神的特征性表现。尽管苏格拉底已对此有初步认识的主观性原则瓦解了希腊伦理，但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政治整体性的理念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第142—151节的整个段落可以被视为对希腊城邦理念的重述，这已由黑格尔在其针对第147—148节和第150—152节的讲授课中关于“古人”与“希腊人”的大量评论所表明（参见 §§ 147 边注，151 边注；PR-Hot，第920，923页；PR-Grie，第1263，1264，1267页及以下）。在第153—154节中得到肯定并在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论述中具体化的个体权利，并未突破第142—151节所勾勒的框架。个体仅仅是相对的“绝对者”：即更高整体性的单纯环节。
在第147节附释的一条边注中，黑格尔明确将希腊人指涉为根本尚不知晓主观良知与道德环节的人。在第147节中被表述为主体与伦理实体之关系的真理的无距离统一，即良知与优良伦常的同一性，通过引自雅可比的一段希罗多德引文得到了说明（§ 147 边注，第711页）。164在通过霍托听课笔记流传下来的评注中（PR-Hot，第919页及以下；比较 PR-Grie，第1262页），黑格尔将引文中表达的“不诉诸根据的”、“单纯的自然伦理”同反思的知性对立起来。后者通过探寻伦理实在性借以合法化自身的根据而设立了一种审判法庭，而直接的伦理则诉诸“全部经验”、生命的感觉以及“法则与个体本性的统一”。知性反思迟早必然发展出来：“人必须走进这个法庭，去探寻根据”。从形式上看，反思处于比感觉更高的阶段。因此，面对未经理思的信仰与信赖的素朴性，“知性自以为是极高明的”。但从内容上看，直接的自身感觉高于希腊伦理，因为希腊伦理不知批判反思的裂隙。面对希腊公民对其城邦伦理所作出的直接的精神的见证，站立着那些——如苏格拉底——对其时代的政治状态不再感到满意的人的道德反思，因为他们将事实的实在性与应当如此的理念进行比较。然而他们的问题无法通过知性来解决，因为知性除了揭示一种长存的应当之外无法走得更远，而对这种应当的依循则在一种无限趋近的过程中消磨殆尽。克服这一裂隙的唯一可能途径在于一种第二直接性或自然性：即参与到一种伦理现实性之中，其实际合理性被参与其中的个体所认知与承认。
对于素朴或无反思的伦理意识而言，并不存在义务，因为主体与现行的伦常及法则之间没有任何距离。就此而言，它“没有良知”（R § 147 边注）。但是，当未经理思的不言而喻性过渡到批判反思时，便产生了分裂的积极与消极后果。承认义务的主体知道，伦理的内容是自由本身而非任何自然之物，但它处于自以为凌驾于伦理之人上方的危险之中，而在其“自满”中它却永远无法为其道德找到任何内容（PR-Hot，第920页）。
在《法哲学原理》第148—151节中阐述的内容汇聚为第152节的总结：“伦理实体性”——作为“伦理”、“伦理之物”或“（伦理）实体”它是整个概念展开的主体（在 §§ 142, 144, 146, 150, 151 中它亦作为语法主语出现）——乃是作为定在的、成为世界的精神的现行法权。抽象良知相对于善的概念的二元论、即道德的环节被扬弃了，但单个的、道德的意志保留了其（相对的）法权：主观性是必然的、并在该意义上是绝对的形式，正是由于它，伦理实体才具有现实性。使这一洞见成为可能乃是康德形式主义的功绩。然而善意志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康德没有清楚认识到——仅仅存在于普遍实体的诸规定之中。合乎理性的行动只有在它被超个体的、“不动的”自身目的所“推动”的限度内才是可能的。当良知作为独立的、分离的权威机构消失时，它便失去了任何特有的内容。“留给主体的无非是成为纯粹的形式，伦理在其中起作用；主观性本身仅仅是伦理显示的形态，主体只有在相对于伦理之物、相对于实体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的限度内才是合乎伦理的，但它在其中完全处于自身之中，因为它在其中将自身作为对象”（PR-Grie，第1268页）。
8.2对道德与伦理学的推论
道德意志与道德反思、良知、个人的尊严以及个体的特殊需要在伦理的现实性中并未沉沦。它们在其中恰恰获得其法权，这是从单个人之根本自由与整体自由的同一性中得出的推论，并在《法哲学原理》第153—154节中得到了明确断言。依照其形式结构并且作为尚与善的概念相对立之物，单个主体的法权在第105—141节中得到了探讨。其实际充实的各个环节在伦理内部主要在市民社会中得以阐明。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在第142—152节中所勾勒的统摄性框架。具体道德的纲要与内容是通过“伦理”的导论确立的，而不是通过“道德”篇单纯形式性的问题界定确立的。这解释了为何黑格尔明确谈及内容上被规定的义务论的唯一之处，不是在那一部分，而是在第三部分的奠基性各节中。第148节附释将“客观的”义务论等同于伦常论或关于“伦理必然性范围”的学说。“客观的”在此意味着：其内容并非由任意的主观性所规定。客观规定在此与道德的形式原则相对立。正如康德所表明的，义务概念包含在道德主体与善之原则的关系之中（§ 133）。但由此给出的只是义务的形式规定，而非内容。道德主观性的必然却空洞的原则无法“客观地”规定义务的内容。唯有在伦理的或伦常的层面上，客观的义务论才是可能的。当然，这预设了对义务的形式或“道德”方面的概念与分析（§§ 133及以下）。道德视角是伦理学形式的、空洞的但又是必然的环节。
因此，个体的具体义务可以直接从伦理必然性与要求中解读出来。对于在《法哲学原理》第三部分亦即唯一的具体部分中揭示的每一个伦理规定，人们都能够且必须说：这一规定对人而言乃是一项义务（§ 148 附释）。因此，黑格尔在第150节附释中（始终在现存伦理状态确实合理的预设之下）亦能断言：“在伦理共同体中很容易说明人应当做什么，为了成为有德行的人他必须履行哪些义务，——除了在他所处关系中向他指明、讲明并为他所熟知的事以外，他无须做任何别的事。”具体的道德（在义务论或与之同一的德行论的意义上）无非是“伦理共同体”朝向单个主体的一面（同上）。“但是，一门内在且连贯的义务论只能是诸关系的展开，这些关系因自由理念而是必然的，并因此在其全部范围内在国家中是现实的”（§ 148 附释）。
黑格尔在此再次进行的将伦理整体与国家等同的做法，同第30节附释相矛盾。但即便将伦理之物的现实性理解为人类或世界历史，这也不会改变如下原则性命题：具有实质内容的道德唯有作为伦理学才是可能的，而伦理学唯有作为在政治与历史中客观化自身的精神的学说才是可能的。
因此，《法哲学原理》题为“道德”的第二部分绝不包含黑格尔的道德哲学。它甚至不是黑格尔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一部分，而是法权学说中对道德与法权的若干形式规定进行反思的那一部分。“道德的”一词始终被黑格尔用作一种抽象的或形式的、因而片面的和知性层面的考察的名称。在道德之物中，二元性以及尚未克服的应当占据统治地位。因此，道德绝没有最终发言权，无论是在关于个体义务方面，更不用说在关于国家与世界历史方面。黑格尔语言用法的一个明显例子（该例子同时概括了上述内容）便是如下段落：“在本篇著作中与伦理立场相区别的道德立场，只涉及形式的良知；真正的良知被提及仅仅是为了指出二者的差别，并消除可能的误解，仿佛这里考察的仅仅是形式良知，谈论的却是包含在后文才出现的伦理情意之中的真正良知一样”（§ 137 附释）。
8.3黑格尔的具体道德
将第150节附释中表述的原则应用于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将产生包含以下主要门类的义务论：
I. 人应当结婚（§ 162 附释）；在一夫一妻制婚姻内（§ 167）爱自己的配偶（§§ 161–162），将自身的自然性冲动精神化（§§ 163–166），获得家庭财产并妥善管理（§§ 170–172），爱自己的孩子（§ 173）并教育他们（§ 174）。子女应当爱父母并服从父母（§§ 174, 175）。
II. 个体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 187）应当通过劳动满足自己和他人的需要（§§ 187, 196及以下），受教化（§§ 187, 197），归属于一个阶层（§ 206）并履行其所属阶层的特定权利和义务（§ 207），尊重每个人格的权利（§§ 34–102, 134, 209及以下），遵守法则（§§ 211及以下），在法权争议中服从法院和司法规则（§§ 219及以下），促进普遍福利和每个人的福利（§§ 125, 130, 134, 230及以下），参与公民教育（§ 239），加入同业公会并履行其中通行的义务（§§ 250及以下）。
III. 作为国家公民，人必须将整个私人领域（包括其自身、其家庭、其同业公会、其阶层乃至整个市民社会的私法与私人福利）服从于政治终极目的（§ 261），并怀着爱国情意服从法则（§ 268）。他应当以忠诚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承担并履行落在他身上的政治角色的义务（§§ 257–319, 337），并在必要时为国家献身（§§ 324–328）。国家向其公民课以的义务中，还包括加入一种不与国家基础相矛盾的宗教的义务（§ 270及附释）；因为没有宗教的人无法意识到国家的精神基础，因而缺乏正确的政治情意。宗教本身出于内在宗教原因在多大程度上课以义务，至少在《法哲学原理》中是不明确的，同样不明确的还有艺术和科学是否对我们课以义务的问题。
同样不明确的是，从世界历史的超国家伦理中是否会以及会得出哪些义务。如果连贯地应用第150节附释中指明的原则，人们似乎必须说：个体不得将祖国尊为最高且绝对的目的，而是应当自觉地参与世界历史的进程。尽管历史是一连串暴力的先后次序，但在历史中显示出理性的精神（§ 342）。即便最严酷的命运也是上帝的表达。因此，命运之爱（Amor fati）乃是现实的敬神侍奉。合乎伦理的人顺从于最高法庭（§ 341）。若干世界历史个体在此之外还承担着特殊的任务（伴随着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因为精神实体需要他们来实现自身的更新（§§ 348, 350）。
基于同一原则，这份清单可以被具体细化，并在必要时加以补全。黑格尔没有写过一部明确的道德哲学，大概是因为应用的工作在他看来是多余的，且不够具有哲学意味。他所抨击的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那种诉诸其主观主义表象与理想以批判“伦理”生活的客观要求的道德哲学。如果现存伦理值得批判——而正如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授课》（参见 VPWG）所表明的，以往的伦理始终值得批判——那么其评判标准就不能存在于纯粹主观的理想中，而只能存在于伦理的一种更好的、必然的且合乎理性的形态中（它随后也包含一种更好的道德）。依他之见，忽视伦理、家庭、经济与政治问题的道德哲学，不可避免地会沦为任意的玩物，并因此也沦为相互斗争、暴力的无节制冲动的玩物。第150节附释结尾的评述让我们联想到在第19节中所说的话：冲动的内容唯有当它们转变为伦理目的时才获得其正当性。通过意欲着的精神将自然目的吸纳到自身之中，这些目的便获得了一种合乎理性的形式。通过精神化，自然内容成为法权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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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庭
§§ 158–181
家庭是伦理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市民社会与国家紧随其后。相较于其他领域，家庭以自然性与直接性为特征，因为将家庭结合在一起的是爱的感觉。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描述的那样，家庭恰好符合基于亲密性的现代核心家庭。为了阐明黑格尔式家庭的基本特征，首先必须考察它在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反过来又反映了它在历史中的位置。随后探讨的是该概念的诸项规定，以及家庭所特有的基本特征与功能。
9.1家庭的体系位置
家庭是展开伦理的三种建制中的第一种。这一概念所包含的领域，既被其呈现所前提预设并先于它的东西所限定，也被紧随其后的东西所限定。
首先，家庭以抽象法权与道德为前提预设，也就是说，以人格的法权定在（拥有其对所有权的权利以及与其他人格就物订立契约的权利）以及在追寻福利与善中具有行动能力并对自身行动负责的道德主体为前提预设。主体的自律是建立家庭的前提预设，因而也是现代家庭的特征标志。
事实上，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家庭建立在感受之上（这意味着它在情感上被接受和珍视），但也建立在明确的意志行动之上，即人格的“自由同意，而且是同意组成一个人格”（§ 162）。如果说家庭的自然基础是构成“婚姻的主观出发点”的“两个人格的特殊偏好”，那么“客观出发点”就是上述“自由同意”（§ 162）。这种进路显然表明，黑格尔所考虑的是在市民社会中拥有其位置的市民家庭。在市民家庭中，前现代（前市民）家庭那种特有的行动方式已不再可能，在后者中，“父母凭其任意安排婚姻，而不询问个体，个体也听之任之，因为感受的特殊性尚未提出任何要求”（§ 162 附释；参见PR-Hot，第929页及以下）。黑格尔所呈现的家庭概念，以伴随人格决断而现身出场的个体与主观性的生成为前提预设。在这一语境中，家庭的生育繁殖功能退居次要地位，家庭转变为亲密领域。
其次，就紧随其后的东西而言，家庭被缩减为核心家庭，因为它失去了整个经济领域，即生产体系和劳动关系；随着工业革命，这些内容被转移到了市民社会，而在此之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专属于家庭，以至于从中获得了名称（oikos，家政/经济）。随着市民社会的生成，人类行动的整个领域都被重塑，尤其是与它一同构成伦理的另外两个领域，即家庭与国家。165
因此，黑格尔所意指的家庭，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在谈及欧意科斯（Oikos）时在其《政治学》中所着眼的传统经济大家族。这种大家族由一家之长统治，妻子与子女以及奴隶（或在近代具有更独立法权地位的雇工）均从属于它。这种家庭主要建立在农业之上，且无论如何都建立在一种分化程度较低的劳动与需要结构之上（Weber 1986，第10–35页；Despotopoulus 1988）。经济大家族并非伦理体系，而是一个导向某一目的的生产体系；它曾是一个生产单位，并作为生产单位具有某种自给自足性。在黑格尔看来，家庭也不是亲属大家族（Blasche 1975，第318页）——即一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旨在保障家族世系延续性的共同体。166
就家庭而言，市民社会在双重意义上被否定性地规定：首先，在家庭中获得其实现的这一概念，是在与市民社会的对照中获得其规定性的（统一、亲密性、自身目的；参见从家庭到市民社会的过渡，§ 181）。其次，市民社会也在与家庭的对照中被否定性地称为一种脱离了伦理的生活形式。167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对照都源于家庭是自身目的，而市民社会则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建制。
家庭与市民社会的这种密切关系表明，黑格尔并非单纯论述作为建制的家庭，而是论述市民家庭，即恰恰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家庭。唯有在“小型的”市民家庭中，作为建制的家庭才被提升至其概念，并在其中经历其完满的形态。据此，家庭通过经历向市民社会过渡的经济功能的丧失，达到了其伦理的完满性。黑格尔赋予其伦理完满性的亲密家庭领域，正是在传统家庭失去了将其构成生产自身生存资料的实体的特定功能之后才得以生成的。
由于这种丧失，家庭成为了自身目的，不再是实现外在目的的中介。家庭作为伦理的亲密领域，唯有当需要的满足归属于一个专门的体系（即“需要的体系”乃至普遍的市民社会）时，才是可能的。新的任务将落到家庭肩上，以至于它作为亲密领域承担起社会任务并转变为社会建制（Blasche 1975，第316页）。一旦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分离开来，个体就被迫在职业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以至于家庭失去了其在生产之中的功能，但其对生产的功能依然存在，其成员的劳动工资也成为了家庭的财产。168
不可忽视的是，市民社会包含着一个广阔而高度分化的领域，其中尤其囊括了同业公会，169它“在公共权能的监督下，享有照管其自身包含的特殊利益、根据其成员技能与正直的客观属性……吸收成员，并照料其所属人员免受特殊偶然性侵扰……的权利——普遍地作为第二家庭为他们出面支持”（§ 252）。通过这种曲折方式，家庭与经济世界之间的关联得以重建，因为家庭在“同业公会中……不仅拥有其作为通过能力为条件的生存保障、一种固定财产（§ 170）的坚实基础，而且二者都是被承认的”（§ 253）。家庭与同业公会的亲和性源于二者都是自身目的，除了关怀其成员之外不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由此这些成员构成了一个将所有人都整合于其中的整体。因此，这两种建制构成了“国家的两个伦理根基”（§ 255）。
由此不难看出，家庭的体系位置反映了它在欧洲工业与政治革命之后的社会演进史中所达到的位置。黑格尔深知，他所描述的是一种在历史上受到特定规定的家庭类型。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家庭类型是否就是家庭概念的实现，从而能够真正从自由意志的概念中派生出来。
无论如何，从家庭向市民社会的过渡都远非不言自明的，特别是考虑到家庭与国家在概念上以及在历史上的首要地位时更是如此。就历史而言，黑格尔曾多次指出，第一批国家“作为普遍者的诸形式”，是从作为家长制组织的建制的家庭中奠基建立起来的（§ 203 附注，§ 256 附注）。在概念上，现代家庭与国家之所以享有首要地位，是因为它们是实现自由意志的建制。在它们之中，意志的终极目的——自由——得以实现。因此，它们不同于服务于外在于自身的目的的其他建制。
至此，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被指出。二者本身都是将自身目的内在于自身的伦理建制。家庭所特有的人格性状，在国家中同样获得了体现，国家的主权存在于同样具有人格特征的王权之中（§ 278）。王权并不把国家表现为一个非人格化的机构，而是表现为国家的主观性（§ 279；参见Bourgeois 1986）。然而，这两种建制在彼此的张力中展开，因为家庭奠基于感受与爱之中，而国家则奠基于理性与自由之中。但二者——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都将个体整合进一个作为“我们”的共同体中，这一共同体作为其成员的“自我”、同一性以及自由得以形成的条件而发挥作用（Westphal 1984，第79页及以下，第87页；Peperzak 2001，第412页）。正因如此，黑格尔指出，家庭与国家是“仅有的伟大伦理整体”（§ 142 边注，第705页），尽管它们是早在第一节中就被区分开来并相互对立的两种量规（§ 158）：在国家中，本质性的东西是知识，而在家庭中则是感受与爱。对于二者而言，都适用一种容易被误解的思维模式：个体犹如实体（家庭、国家）的偶性（§§ 145, 163 附注；E § 514）。170
9.2家庭的概念（§§ 158–160）
在论题的位置规定中已被提及且随后被详尽呈现的家庭的第一个特征是：尽管家庭扎根于自然之物，但它首先是一种伦理建制。伦理作为自由意志的历史实在化，是从自由意志的概念中派生出来的。它就是实现了的自由。关于国家所断言的命题，同样适用于家庭：“联结本身就是真实的充实内容与目的，而个体的规定乃是过一种普遍的生活”（§ 258 附注，第201页）。家庭的普遍性与国家的普遍性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程度上的；家庭是由特定纽带联结起来的若干个体之间的互动领域。使家庭区别于国家的，与其说是普遍性的程度，不如说是纽带的性状。
事实上，家庭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联结建立在一种“感受着的统一，即爱”的基础之上，171在这一统一中，精神感受到自身（§ 158）；这不同于国家，国家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性”，“自在且自为的合理者”（§ 258），它基于明确的意志行动。尽管家庭纽带具有感性性状，但它是一种将个体联结起来的纽带，以至于他们“在这一统一中……并非作为自为的人格，而是作为成员”而存在（§ 158）；这意味着，人们并非作为独立的人格参与家庭，而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即作为父亲、母亲等）参与家庭。由于纽带的感性与情感性状，家庭的伦理具有自然性质，以至于它是一种自然的伦理，“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157）。使这一家庭互动领域成为伦理领域的关键在于：自然需要的满足是以相互之爱的形式达成的。“然而爱是感受，也就是说，是处于自然之物形式中的伦理”；但爱也意味着“我与另一人统一的意识，从而我自为地并非孤立的，而唯有作为放弃我的自为存在，并借由对自身的知道（作为我与另一人以及另一人与我的统一），才获得我的自我意识”（§ 158 附释；参见PR-Hot，第927页）。意识到对方的不可替代性，带来了一种表现为“相互的爱与扶助”的举止行为（§ 164；Honneth 2001，第102–107页）。
在对感受与爱的这种积极刻画中，人们可以识别出一种将家庭理解为源于情感但绝不排斥反而包含意志行动的亲密社会领域的阐释。
与当代观念相去甚远且从当代视角看来似乎走得过远的，则是家庭成员的“去人格化”，因为即便在家庭中，每个成员同样作为独立人格而行动，尤其在近几十年个体化显著增强与妇女获得解放之后更是如此。这无疑是使当今家庭构造决定性地区别于黑格尔式家庭的引人瞩目的因素之一。无论如何，黑格尔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去人格化”的：加入家庭的个体不再是自为的人格，而是成为了成员。这是一种仅对自身家庭有效的受限的“去人格化”，因为恰恰是家庭将其个体（即子女）培养教育成人格，以便他们有能力作为人格在市民社会中行动（§§ 177, 181）。172这是一种对抽象与自然人格性的“去人格化”，旨在达到在家庭领域中被培养形成的人格性。
家庭唯有当市民社会业已存在，并因而家庭将其满足需要的功能让渡给市民社会（即“需要的体系”）时，才达到其概念以及因而达到其在自然之物中的理据。唯有在这一条件下，家庭才聚焦于其核心，即两个在性别上有差异的个体之间的自然关系。唯有到那时，婚姻才成为核心建制（Blasche 1975，第317页）。
家庭以“爱为其规定，从而其情意乃是在这一统一中拥有其个体性的自我意识”，“以便在其中并非作为自为的人格，而是作为成员而存在”（§ 158）。面对家庭的这一定义，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何种法权能够支配这样一个共同体？下一节给出了回答（§ 159）。法权唯有当“家庭过渡到瓦解中”时，才作为形式法权进入家庭，因为曾经作为家庭成员的人，“在他们的情意与现实性中，成为了独立的人格”（同上）。当探讨子女的教育时，同样阐述了应当在家庭生活中有效的诸项权利（§§ 174–175），从而第一条陈述必须与这条陈述相互平衡。
呈现从对家庭的这种导论性普遍描述（§ 158）及其法权维度（§ 159）开始，以便根据这些基本特征引出各节的划分，并由此区分出家庭在其中实现“完满”的“三个方面”（§ 160）：婚姻（§§ 161–169）、家庭财产（§§ 170–172），以及最后的子女教育与家庭的瓦解（§§ 173–180）。这三个方面的关联十分简明：婚姻是“在其直接概念形态中的”家庭；财产则是“在外在定在中的”家庭；而子女的教育则业已指向家庭的瓦解（§ 160）。
9.3婚姻（§§ 161–169）
对婚姻的呈现是篇幅最大的部分，上述基本特征在其中得以展开。婚姻乃至普遍家庭的枢纽点，在于自然维度与伦理维度的结合，因为它们固然是伦理建制，但在自然之物中深深扎根。事实上，普遍的家庭完全可以被理解为黑格尔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呈现精神概念时，E § 381；参见Peperzak 1987，第17–28页）所主张的这种结合的试金石。
9.3.1自然的伦理（§§ 161–163）
对婚姻的定义同时包含着一个自然性环节及其伦理特质（§ 161）。概念恰恰在于将相互对立的规定带入统一之中，即把自然特质与伦理或精神特质、直接特质与合理特质、感受或自然的鲜活性与被意愿的统一、人格的特殊偏好与自由同意、自然之外在性与自我意识之内在性带入统一。
婚姻的第一项基本规定一方面在于它包含着“自然的鲜活性环节……在其实体整体性中的鲜活性，亦即作为类的现实性及其过程”，但另一方面它“在自我意识中……将自然性别那仅是内在的或自在存在且正因此在其生存中仅是外在的统一，转变为一种精神的统一，转变为自觉的爱”（§ 161）。婚姻具有自然基础，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伦理关系”（PR-Grie）。自然之物由此获得了一种精神的与伦理的特质。
黑格尔认为，从自然之物向伦理与精神规定的这种转变中，可以派生出“进入婚姻状态”的“伦理义务”（§ 162 附注）。这一义务是一种要求扬弃纯粹自然与特殊层面的解放（§ 162）。事实上，如果人们停留在纯粹偏好的层面上（这种偏好可能会过渡为仅仅寻求满足的举止行为，例如通过频繁更换伴侣，同时维持关系中不变的享乐主义基本特征），那么就会有一种任意与他律的形式在起作用，并因而处于非自由状态。反过来，对于所谓的柏拉图式恋爱亦是如此（§ 163 附注；Jermann 1987，第148页及以下）。
正如在康德那里一样，自然之物被理解为某种特殊的、感性的且（仅仅是）主观的东西，因而被提升为伦理者、合理者、意愿者与精神者。尽管有这种要求，且与康德相反，自然之物的持续有效性得到了坚持。在相爱者相互抉择的要求中（其中既有特殊偏好在起作用，也有伦理情意在起作用，随后表现为自由同意），包含着不可再予以忽视的新时代的独特性（Tomba 1994，第60页）。
在婚姻的自然维度中，有两个方面需要区分。其一是“自然的鲜活性环节，而且……在其整体性中，亦即作为类的现实性及其过程”（§ 161）。黑格尔本人指引向《全面教学纲要》（1830年）第220节及以下与第366节及以下。类的过程经历了物种分化与性别分化、疾病、习惯（亦作为肉体僵化）以及死亡的诸步骤。死亡指引向精神，因为死亡既是个体的死亡，也是自然之物的死亡，从而通过死亡，自然“过渡到了其真理之中，过渡到了概念的主观性之中”，过渡到了“精神”之中（E § 376）。正如其名称所示，类的过程是产生人类这一类的过程，同时也是产生精神的过程，因为人从其类出发拥有意识。通过这种方式，类的普遍性在人之中显现出来，而且是在个体的特殊性中显现，从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亦即人的个别性，成为了现实性。然而，类并不是存在于个体之旁或个体之上的本体论实体，而是主体的“具体实体”（E § 367），在本质上规定着主体。尽管这一命题具有柏拉图主义的余韵，但黑格尔通过要求人为了成为其所是，应当对其所是拥有意识，从而将其与柏拉图主义区别开来。得益于这种主观理解，类不仅仅是死去与活着的个体的序列，而是类成员的某种内在之物，每个人都以其各自的方式拥有、知道并实现它。由此，即使是生物学的自然基础，也指引向意识、指引向精神，并在婚姻中指引向伦理者（Brauer 2007，第90–99页；Peperzak 2001，第414–417页）。
在第161节中可以找到取自自然哲学终点且标志着向精神哲学过渡（E § 376）的相同概念演进，该节呈现了将“自然的鲜活性”向一种“精神的”鲜活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于，自然性别的“外在统一，被转变为一种精神的统一，转变为自觉的爱”（§ 161）。自然基础并未被否定，而是为婚姻而持存，但它通过被吸纳进意识与爱之中而被超越并提升。诚然，在黑格尔看来，婚姻并未被缩减为生育繁殖功能，而是首先被规定为一个情感亲密领域，但爱与亲密性是由性别差异所规定的（Brauer 2007，第124–127页）。
由此我们来到了婚姻自然维度的第二个方面：情感性的、自然的“特殊偏好”（§ 162）。这构成了引导个体进入婚姻关系的“婚姻的主观出发点”。尽管黑格尔将相互的“偏好”视为真正的“婚姻的主观出发点”，但他并不排除出发点始于“父母的操心预筹与安排”（§ 162）。这两个出发点都是偶然的“极端”。中介“自身可以被视为更具伦理性的途径”，但以相互偏好为开端则符合“现代世界的主观原则”173（§ 162 附注）。现代世界的这一原则就是“主体的特殊性的法权”，它构成了“古代与现代之差别的转折点与中心点”（§ 124 附注）。
主观出发点被客观出发点所超越提升，后者在于人格的“自由同意，而且是同意组成一个人格”，即家庭（§ 162）。为了将家庭构成为一个人格，一个否定与提升的过程，即一种扬弃，是必要的。事实上，个体必须从“在那种统一中放弃其自然的和个别的人格性”开始；这就是“自我限制”、自我否定的环节。这种放弃导致了一种新的人格统一（即家庭）的创生，从而最初是自然的人格性由此获得了其“实体性自我意识”；起初要求否定与自我限制的统一，最终表现为“他们的解放”（§ 162；Tomba 1994）。
通过这种统一，达到了“婚姻的伦理要素”（§ 163）。“精神统一”（参见§ 161）在婚姻中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婚姻就存在于其中，即存在于“对这种统一的意识”之中，并且这种统一自身就构成了婚姻的“实体性目的”（§ 163）。这种统一表明，婚姻存在于“爱、信任以及整个个体性生存的共通性之中”（§ 163）。精神统一揭示了婚姻的伦理特质。自然方面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降低”为“一种恰恰在获得满足时注定要熄灭的自然环节的模态”（§ 163）。
9.3.2不可瓦解性（§§ 163, 176）与一夫一妻制（§§ 167–168）
黑格尔从婚姻统一的精神性状中派生出婚姻的不可瓦解性。作为精神统一，它是“高于激情的偶然性以及暂时的特殊爱好的”，并创造出一条“精神纽带”，这条纽带在婚姻中是“自在地不可瓦解的”（§ 163）。
婚姻的不可瓦解性使这一纽带成为实体性的纽带，并使其成员成为偶性（§ 163 附注）。该纽带产生了一种“诸人格性的同一化，由此家庭成为一个人格，而家庭成员则是这个人的诸偶性”（§ 163 附注）。同一个命题（在没有实体-偶性关系的负担的情况下）早在第一节中就已经出现，在那里黑格尔主张：家庭是一个人格，构成家庭的个体则是成员，他们在家庭中、亦即在他们的统一中拥有其本质性（§ 158；Jermann 1987，第150页）。
婚姻“在主观情意与感受的深挚中拥有其客观现实性”，固然同时也带来了“其生存的最初偶然性”（§ 176）。因此，正如缔结婚姻“要求一个第三方的伦理权威，该权威……捍卫婚姻的法权以反对纯粹意见……并反对纯粹暂时心绪等的偶然性”一样，这一权威同样可以“判决离婚”（§ 176）。如果说缔结婚姻应当得到共同体的承认，那么婚姻的瓦解亦是如此（Brauer 2007，第175–180页）。这一权威创造了爱之统一所必需的客观性，在这一客观性面前，相互的诸义务“抵御纯粹暂时心绪的偶然性”而获得约束力（§ 176）。判决离婚的唯一根据在于：爱的主观、情感性要素以及相应的举止行为已经消失；如果能够确认这种消失，那么共同体权威便可以瓦解这一法权形式。
配偶成为一个人格（即家庭）的成员，丝毫没有减损他们的人格尊严。对此的证明在于论证婚姻一夫一妻制特征的论据，该论据基于：“直接排他的个别性”“投入并委身于这种关系之中”，从而这是一种“这种人格性的相互完全无保留的委身”（§ 167）。如果说婚姻的不可瓦解性彰显了其时间上的无限性，那么一夫一妻制则突出了委身的完整无缺。人格的委身不仅没有消灭人格，反而使人格走向实现，因为通过这种委身，人格“获得了其权利”，“在对方之中意识到自身，只要对方作为人格、亦即作为原子式的个别性存在于这种同一性之中”（§ 167）。这里有一种在爱的模态中展开的承认过程在起作用（Siep 2014，第97–104页；Bockenheimer 2013，第154–166页）。通过这种作为人格的相互承认，婚姻成为了“一个共同体的伦理赖以建立的绝对原则之一；因此，婚姻的建立被列为国家的敬神或英雄式奠基的诸环节之一”（§ 167 附注；Jermann 1987，第151页）。
为了解释并为近亲通婚的禁令提供理据（§ 168），黑格尔使用了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同一论据，即不仅不否定反而实现人格性的无保留委身。在此被强调的是：在从未有过分离的地方，不可能有自由的自我给予与结合；为了联结，必须存在不同的方面；联结以前提预设分裂为前提；在存在血缘亲属性统一的地方，黑格尔认为无法建立起婚姻统一。这一论证显然展开在精神与伦理的层面上，按照精神的逻辑，这一层面是人际关系所特有的（Jermann 1987，第155页）。
9.3.3性别的角色（§§ 165–166）
关于配偶之间的对称性以及基于性别差异的各自角色的问题，是一个格外凸显出与黑格尔式呈现的时代距离并在当今视角下引发更多批评的要点。呈现从断言两种性别的“自然的规定性”具有“合理性”开始（§ 165；Brauer 2007，第123–141页）。174从这种合理性中派生出一条普遍原则，据此，婚姻中的自然之物被提升至精神者与伦理者的层面；对于婚姻而言，这意味着“自然的规定性……获得了理智的与伦理的意义”（§ 165）。自然之物自在地是合理的，这是黑格尔哲学的普遍原则，以至于人们在他那里徒劳地试图寻找对康德而言如此特有的自然与精神或自由之间的对立。
黑格尔本人随后解释了“理智的与伦理的意义”。这种差异的合理性基于：婚姻作为精神-伦理统一，应当由精神的两个环节构成，即由实体性统一与分裂构成（§ 166）。这是婚姻必然具有异性特质的根据，即婚姻应当是相异者的统一。婚姻是不同性别的“具体统一”（§ 165）。差异在于精神的诸环节之一分配给各性别。与男性相对应的是分裂，因为男性是“在自为存在的人格独立性以及在自由普遍性的知识与意愿中、在概念性思维的自我意识以及在客观终极目的的意愿中分裂自身者”（§ 166）；它是对外具有客观能动性与权能的自觉人格性。与女性相对应的则是“作为具体个别性与感受形式中实体性之知识与意愿而在统一中保持自身之精神者”（§ 166）；它是“被动者与主观者”（§ 166）。
从这种精确反映精神分裂自身又和解自身、走出自身又返回自身的概念建构出发，不同性别的角色划分被确立下来，或者说采纳了黑格尔时代通行的分工：男人致力于政治与科学，此外还致力于“与外在世界以及与自身的斗争和劳作”（§ 166），因而他代表着分裂的环节；但他也有权去寻求他在家庭中所体验到的和解。相反，女人在家庭中拥有其本质性规定，并以被理解为真正家庭德行的虔敬作为伦理情意（§ 166）。175
当这些差异存在并在统一中被扬弃时，婚姻便得以缔结。这些差异应当是异性的，这一点可以从家庭的生育繁殖功能或从传统的家庭观念中派生出来，但对此几乎无法提出思辨理据，尤其是当人们已经指明家庭是将自身构成为一个亲密社会领域的时候。在黑格尔看来，这一领域被异性差异决定性地规定着，因为这种差异奠定了创生家庭与婚姻统一的特定爱的方式。正是这同一个根据，既奠定了不可瓦解性，也奠定了一夫一妻制。在这一根据之上还补充了：婚姻中真正的性关系是异性的；否则（亦即如果仅通过主体间关系来定义婚姻），就会抹杀婚姻与朋友之间亲密生活共同体的差别。至于不同性别的角色分配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一个性别被赋予对外的能动性，而另一性别被赋予被动性与对家庭的照管，其后果是女性被禁锢于家中。很难为这种角色分配赋予合理的哲学基础；它似乎更像对既成事实的单纯合理化。如果试图寻找生物学基础，人们总可以回应道：家庭与婚姻的统一绝非自然的作品，而是精神的作品。176
9.3.4家庭与法权（§§ 159, 161 Z, 163, 164, 176）
早在开端，黑格尔就指出了法权在家庭中的特殊状态（§ 159）。既然家庭以爱为规定，爱构建了一种统一，在其中人们不再是“自为的人格”，而是成为“成员”（§ 158），那么法权就只具有微弱而脆弱的生存；它就像一个安全出口。无论如何，随后应当追问：这究竟是何种法权，以及家庭构成了何种法权形态。它是以单独人格为承担者的抽象法权，因此它唯有“在家庭过渡到瓦解中时”（§ 159）才生效，无论这种瓦解是通过死亡、婚姻离异还是子女自立，亦即当家庭成员（重新）成为独立人格之时。在这一时刻，他们作为人格所享有的权利与诸义务便发生效力，既包括源于婚姻的权利与义务，也包括涉及“财产、赡养、教育费用等”的权利与义务（§ 159）。
一个根本问题涉及规定婚姻自身并界定其法权形态的法权。正如所见，婚姻“作为主观出发点”具有“特殊偏好”，而作为“客观出发点”则具有“诸人格的自由同意”（§ 162）。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自由同意”与契约根本没有任何关系。177由此，他果断拉开了与康德的距离（《道德形而上学》，AA VI，277；Weber 1986，第35–50页；Tomba 1994，第62–70页）。在黑格尔看来，将婚姻理解为契约是令人羞耻的，因为婚姻由此被“贬低”了：婚姻被视作一种单纯的性关系，仅仅看待“物理肉体方面”，并通过契约约定对肉体的相互使用（§ 161 附释；参见PR-Grie，第1277页）。正如之前所解释的那样，契约对于婚姻（正如对于国家一样）是不适用的：首先，因为契约“源于任意”，即源于特殊意志；其次，因为契约将特殊者之间的关系联结起来，仅创造出一个共同意志而非普遍意志；这些意志无力超越自身的特殊性；第三，“契约的对象……是一件单独的外在物”（§ 75；Westphal 1984，第78页；Landau 1975，第180页）。
拒绝将婚姻理解为契约的一个更具体根据在于：婚姻“恰恰在于从独立人格性处于其个别性中的契约立场出发，以便扬弃这一立场”（§ 163 附注）。这一根据的基础在于：个体在缔结婚姻时，不再是“自为的人格”，而是成为了家庭的“成员”（§ 158）；在这种意义上，个体不再是抽象人格，而是作为家庭成员成为具体人格，而家庭则是“一个人格，其成员则是这个人的诸偶性”（§ 163 附注）。成为成员的人格仅仅失去了其抽象性；它“脱去了”抽象人格所特有的“外在性”，达到了“伦理精神”，这种精神“作为表象的形态被突显出来，被尊奉为家神（Penaten）等，并且普遍构成了婚姻与家庭的宗教特质——即虔敬——的所在”（§ 163 附注）。如果说契约视角对婚姻而言是一种抽象（因为它停留于抽象人格），那么“当神圣的、实体性的东西与其定在相分离时，则是更进一步的抽象”，因为由此“感受与对精神统一的意识就被固化为被错误称谓的柏拉图式恋爱”（§ 163 附注）。
尽管如此，婚姻与契约之间最初的亲和性显象于：婚姻要求“自由同意”（§ 162）。但黑格尔还指出了第二种亲和性，它关涉形式与形式表达：“正如契约的订立条款自为地就已经包含了所有权的真实过渡一样（§ 79），对缔结伦理婚姻纽带之同意的庄重声明，以及家庭与自治公社对其相应的承认与确认……构成了婚姻的形式上的缔结与现实性”（§ 164）。这一论点指出，婚姻不能被视为仅仅在私人之间表达相互之爱的特殊意志之间的契约，而是需要形式上的缔结。如果说此前人们否定了婚姻仅仅是契约，那么现在人们则否定了婚姻仅仅是特殊者之间的感受，以至于“将婚姻的缔结本身——即借此将这一结合的本质宣告并表达为某种高于感受的偶然性与特殊偏好的伦理之物，并予以确证的庄严仪式——视为一种外在的形式手续与所谓纯粹的世俗命令”（§ 164 附注；Brauer 2007，第175–180页）。
9.4家庭的财产（§§ 170–172）
在处理财产问题时，黑格尔遵循了关于人格的同一图型。事实上，正如从开端起就已指出的那样，家庭如同一具人格（§ 162）；因此它作为这样的人格享有对所有权的权利（§§ 40–41）；这种平行对应性在第169节中得到了明确说明。因此，婚姻不被视为两个人格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被视为他们的本质统一，从而配偶在法权上显现为一个新的人格。根据在物之中、在所有权中拥有外在定在的人格概念（§§ 41–44），家庭同样对象性地“在一种所有权……即在一种财产中”，拥有“它的外在实在性”，即“其实体性人格性的定在”（§ 169）。人格与家庭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家庭而言，这是一种财产，而不仅仅是一种所有权；其根据在于家庭是一个“普遍的且持久的人格”，它从属于“一种长久的且稳固的占有、一种财产的规定”（§ 170）。
是家庭享有对所有权、在此情况下对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带来了一系列后果。首要的后果是：家庭的所有权是共通的（§ 170）。在这一财产共同体中，黑格尔在下述意义上看到了一种伦理维度：私有财产中所可能带有的任意、偶然或利己的内容，由于“为了一个共通者的操心与获得”而成为了伦理之物（§ 170）。第二个后果是：家庭作为共同体、作为集体人格，需要有人能够代表它。这非他人，正是“作为其家长的丈夫”（§ 171）。既然“家庭中没有成员拥有特殊的所有权”，“但每个人都享有对共通之物的权利”，那么这一权利就可能与“属于家庭家长的处分权”发生冲突（§ 171）。这是黑格尔仅仅提及而未指明出路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后果是：通过婚姻建立起来的新家庭，相对于配偶双方出身的家庭而言是独立的；与原家庭的结合是自然的血缘亲属关系，而新家庭的结合则是“伦理的爱”；因此个体的所有权同样“与其婚姻关系处于本质联系之中，而仅仅在其更遥远的世系或家族处于联系之中”（§ 172）。在此同样显现出市民家庭的鲜明首要性。
9.5子女的教育与家庭的瓦解（§§ 173–181）
子女的成年是家庭瓦解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两个问题被放在一起探讨。但这绝不意味着教育是家庭的一项次要任务；相反，教育是家庭在其中达到完满的第三个方面（§ 160）。教育扎根于父母之爱的本质之中。
9.5.1子女的教育（§§ 173–175）
黑格尔在家庭的建构中赋予子女双重角色。首先，婚姻在子女中达到了“作为统一自身的一种自为存在的生存与对象，他们将其作为自身的爱、作为自身的实体性定在来爱”（§ 173）。由此，婚姻所特有的实体性统一便走出了亲密性的圆圈并达到了一种外在定在，以及一种包含两个主体的生存性统一（§ 173）。子女赋予配偶共同拥有的爱的感受以客观性。子女的第二重角色在于：先前作为前提预设的东西，如今成为了结果：父母成为了真正的父母，并且由此开创了“在相互产生与相互前提预设的世代的无限进展中延伸的进程”（§ 173），世代由此生成。
随着伴同子女而来的外在定在的显露，法权同样在家庭瓦解之前便显露出来。事实上，子女拥有“从共同家庭财产中获得抚养与教育的权利”（§ 174）。因此，黑格尔承认了子女的权利，这在黑格尔的时代绝非不言自明的。178不同于主张子女尚未自由因而并非法权主体、法权人格的费希特，黑格尔赋予他们权利，且首先主张子女是“自在地自由的人”（§ 175），因而也是法权承担者。与罗马法及其对子女的奴隶状态相反，子女“既不作为物归属于他人，也不作为物归属于父母”（§ 175）。
黑格尔所论述的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自身被赋予的人的教化，由此“伦理在他们［即子女］身上被提升为直接的、尚且毫无对立的感受，而内心作为伦理生活的根据，在其中于爱、信任与服从里经历其最初的生命”。教育主要塑造子女的内心，其目标是使他们成为自觉、自由且负责任的公民。为此，“子女应当从他们最初所处的自然直接性提升为独立性与自由人格性，并由此提升为走出家庭的自然统一的能力”（§ 175）。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应当具备过渡到市民社会与国家中的能力。179
9.5.2家庭的瓦解（§§ 176–181）
当家庭随着子女而达到完满时，它便也过渡到自身的瓦解。在现实性中，人们在黑格尔的呈现中可以区分出瓦解的三种类型或模式。第一种发生在“主观情意与感受的深挚”不再符合“客观现实性”之时。这是一个“第三方的伦理权威……可以判决离婚”的环节（§ 176）。
通过子女而达成的第二种瓦解是“伦理瓦解”，它在于“子女被教育培养为自由人格性，在成年时被承认为法权人格，并有能力一方面拥有自身自由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家庭”（§ 177）。这是原生家庭的瓦解与新家庭的建立。黑格尔不承认穿越世代的家族连续性，或者在其中仅看到没有任何权利的“世系的抽象物”（§ 177）。这是黑格尔所呈现的现代家庭图像的新证明，在这一图像中，世系延续作为家庭功能被亲密性以及情感领域的塑造所取代。
家庭瓦解的第三种类型是“因父母死亡”而发生的自然瓦解（§ 178）。这种瓦解以后嗣继承为后果，法权在其中扮演着特殊角色。这种瓦解顾及了市民社会中诸人格与诸家庭的独立性（§ 178）。
9.6结语
有人说，“关于家庭的这一篇章属于黑格尔法哲学中最精彩的部分”，其结构划分“简明而令人信服”（Jermann 1987，第147页）。无论如何，在其中不难辨认出对现代家庭的主题呈现，这种呈现在其基本特征上直至几十年前都具有完全的有效性。各种批评可能源于内在或外在的分歧，因为该建制在最近时期经历了显著的变革。
其基本概念是自然伦理，对婚姻与家庭的全部理解都系于这一概念之上。这意味着该建制的自然根基以及赋予它们的功能，尤其是生育繁殖的功能。尽管如此，黑格尔在不否定生育繁殖功能的前提下，更多着眼于亲密社会空间的功能。伦理方面在于：婚姻所创立并随后扩展至子女身上的统一是“一种精神的统一”（§ 161），并由此构成“一个人格”（§ 162）。这种统一最初扎根于作为自然之物的“特殊偏好”（§ 162）。但它被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因为它是通过自由行动、即“自由同意”（§ 162）而建立起来的。
家庭是伦理的第一种建制或第一个领域。它不仅是呈现秩序中的第一位，而且是存在秩序中的第一位。这种优先地位归因于它所履行的基础功能。基础特质伴随着直接性与自然性的诸规定而显现出来。但同样也通过家庭对其他伦理领域的贡献而显露出来，因为家庭产生并培养了随后将作为资产者（bourgeois）在市民社会中以及作为公民（citoyens）在国家中发挥能动作用的诸人格。然而与此同时，家庭同样被这些其他领域所规定，尤其是被市民社会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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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
10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构成了他所谓真正的政治哲学——即伦理学说——的中项，而且也始终处于关于他的政治哲学在广泛的政治评价光谱中所处位置的讨论中心，这类讨论过去曾进行过，并且如今仍在进行。如果说过去和现在有许多人持有这样一种意见，即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具有根本上进步的特质的令人瞩目的证据（参见Lukács 1954；Ritter 2003），使得人们可以在黑格尔身上看到自由主义思想财富的先驱（参见Ilting 1973）；那么其他人过去和现在则坚信，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像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用国际象棋的语言来说，像是一个被淬了毒的小卒，被虚构和用来作为一种手段——正如R. 海姆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恰如其分地表达的那样——在进步政治立场的“承认的假象”中，使“这些规定［市民社会的规定，R.-P. H.］的自由倾向……变得迟钝或无害”（Haym 1857, S. 380）。黑格尔之所以达到了这一目的，是因为他将市民社会理论嵌入到一种国家理论中，该国家理论的反动基本特征显而易见，因为它颂扬普鲁士的国家权能，并试图从哲学上为该政权的极权主义和复辟倾向提供合法性证明。在对黑格尔法权与国家学说所谓政治含量的这些完全相反的评价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整套更侧重于对这些极端评价进行中介的解释，它们将黑格尔的立场推向要么是带有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参见Avineri 1972, S. 115 ff.；Taylor 1979, S. 69 ff.；Wood 1990, S. 257 ff.），要么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极权主义（参见Riedel 1988；Berlin 1990）。
这些解释中的许多观点（参见Ottmann 1977）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它们的倡导者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意义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然而，只有当我们确证促使黑格尔将这一理论整合进其政治哲学的根据与问题时，才能获得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恰当理解。而这样一种确证，现在最好是通过在他政治哲学发展的框架内简要地重现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来实现。这一发展史分析构成了以下论述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以1821年《法哲学原理》中所阐述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与展开为对象。最后的第三部分将致力于考察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功能。180
10.1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
黑格尔早期的政治哲学，即他最初在耶拿时期著作181中阐述的思路，可以被理解为兑现一项纲领的尝试，该纲领首先旨在针对近代自然法的个体主义路径来拯救古典的、亦即古代的伦理概念。根据黑格尔的看法，这种古代伦理构想的突出特征在于，它将一个共同体的伦常与习俗作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并将表征这种生活的规范的说明与证成均系于这一基础。然而，伦理作为古典政治学说的原则，绝不应当面对近代自然法对政治理论产生的后果而被片面地实体化。古代的概念反而应当被重新表述，使其有能力把握近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性，而又不退回到由近代自然法所提供的关于现代社会与政治宪制的阐释与理据确立的可能性之后。
这项纲领本身对黑格尔而言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是坚信古代国家理想相对于近代国家理想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则是洞察到由于近代社会与政治现实性所呈现的特定条件，恢复古代理想是不可能的。这些条件一方面表现在个体的自律原则之中，个体作为个别者也应当成为包容它的一切结构的基础。黑格尔后来在《法哲学原理》中将这一原则描述为良知原则，它作为现代原则是通过基督教被引入的，并证成了近代特有的道德立场。在另一方面，近代特定的条件表现为一种与国家相分离的领域的现象，该领域由单个个体在追求各自个别的特殊目的时的活动所规定，而这些活动无法通过某种普遍目的彼此建立起关系。黑格尔随后在《法哲学原理》中将这一领域称为市民社会。
因此，暂且可以说，这项纲领的兑现对黑格尔而言主要是一个将古代传统所标示的政治理想与现代事实进行中介的问题。这项纲领源于早在黑格尔的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就已产生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批判以及对所有权原则的思考，另一方面是对荷尔德林关于评价古代的启发的汲取。作为黑格尔将古代与现代结合的纲领在体系性上加以实现的首次重大尝试，大概当属他早期的耶拿论著《论自然法的科学对待方式》（1802年）。在该论著中，他在对近代自然法进行批判性讨论的脉络中——近代自然法的经验变体（霍布斯）以及形式变体（康德、费希特）均因其个体主义的推导基础（NR S. 467）而招致判决，即无力将“科学的整体性”（NR S. 423）指明为对立规定的统一——发展出了一种伦理构想，这种构想旨在首先使得恰当把握自然法概念成为可能。
在这种伦理表象的展开中——它在整体性上被黑格尔理解为民族，并且极其鲜明地呈现出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源头182——黑格尔现在首次尝试将一个领域纳入其中，关于该领域他说其内容“构成了所谓政治经济学的体系”（NR S. 450）。他将这些内容本身描绘为“物理需要与享受的关联，这些需要与享受在整体性中重新被设定为自为的，在它们无限的纠缠中服从于某种必然性，并构成了关于物理需要以及为这种需要的劳动与积累的普遍相互依赖体系”（同上；参见S. 455）。正是这些内容后来在《法哲学原理》中规定了市民社会的领域，这一点无须特别指出，即使在这部早期著作中，它们仍然以在黑格尔当时用语中极具贬义的“实在性体系”（NR S. 453及其他各处）或“所有权与法权体系”（NR S. 457）的标题作为分析的对象。
黑格尔从三个视点来考察这需要与劳动的领域：(1) 作为普遍伦理的规定形式，它 (2) 作为伦理宇宙内部的独立领域，必须与绝对伦理处于一种有待规定的关系之中，以及 (3) 作为其他阶层中的特定阶层。简要展开这三个视点，首先是因为它们清晰地揭示了什么应当被视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基础与问题。
（关于1）在伦理整体性内部——它被黑格尔规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建置的总和，并在形式上被理解为一切在其他情况下仅在关系中被固定的规定的无差别（参见NR S. 432, 478及其他各处），183需要与劳动的领域作为实在的否定者（NR S. 449 ff.）出现。黑格尔借助这一深受其术语体系约束的特征描述，首先希望唤起人们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就该领域而言，它是一个虽然必须被接纳为伦理整体性的环节，但同时必须被理解为在被表象为鲜活有机体的伦理宇宙之统一中规定为“对立的持存”（NR S. 450）的环节。“对立的持存”这一公式极其精确地表达了将需要与劳动的领域标识为实在的否定者所内含的意涵。面对纯粹伦理的有机鲜活性，一切在其结构上表征为某种被证明是不可消解的、僵硬的从而绝对缺乏鲜活性的原则的东西，都具有否定者的规定。这样一种将对它自身具有构成性的领域固执为“处于否定性之中”（同上）的原则，只有当它证明自身能够将其自身的匮乏——即恰恰不是伦理的鲜活统一的表达——仿佛作为一个实在之物显现出来，也就是像黑格尔所称的那样，把自己固定为否定者或作为对立而持存时，才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具有实在的否定性的领域。而且，当黑格尔将需要与劳动领域的各种可能规定的总和称为“实在性体系”时，与其说是以此无可奈何地考虑到现代现实性的现存关系，毋宁说是为了极其尖锐地指出这一领域的双重片面性，其原则不仅处于与伦理的真正统一的差异之中，而且可以说是作为这种差异而存在，并且在此意义上是实在的否定者。
（关于2）从对可能伦理关系整体中需要与劳动的领域的这一即使最初只是形式上的规定出发，也规定了该领域与同它相对立并被固执为绝对伦理者的关系。如果需要领域是实在的否定者的领域，那么两件事便构成了问题：其一，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一尽管与伦理的鲜活统一存在一切差异但仍必须被承认为伦理宇宙之要素的领域，如何能够在不消灭绝对伦理本身的情况下整合进绝对伦理的结构之中。其二，有待阐明的是，伦理整体性在与否定者相对立的肯定者的形态下，亦即作为国家（NR S. 450 f.），如何对待这否定者。黑格尔在关于“伦理的无机自然”（NR S. 454，参见458）的有趣定理中找到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手段，纯粹伦理“将自身的一部分交付并牺牲”（NR S. 458）给该无机自然，以保持自身的纯粹与鲜活，并借此同时令自身与其无机自然和解。在这些思考中，黑格尔使其早期政治哲学为之服务的构想大概展现得最为清晰：为了能够坚持将纯粹鲜活的伦理作为具体普遍者的构想，以对抗那种日益按照对黑格尔而言具有抽象片面性状态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现实性，正因如此，简单地要求扬弃这些原则的有效性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只会导致确立其他的片面性。因此，必须发展出这样一种模型，它虽然保留了鲜活伦理作为唯一有效者的绝对要求，但同时有能力将对它而言是否定的、无机的东西，也就是需要与劳动的领域，本身仍作为“伦理的区域”之一（NR S. 461）整合进来。黑格尔试图通过其牺牲理论184来兑现的正是这一双重要求，该理论的成就在于，既把作为必然性与命运领域的绝对伦理之他者从鲜活伦理的区域中分离出去，又恰恰作为鲜活伦理的命运，使其与以它为他者的那个对象保持关联。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绝对伦理作为肯定者与占有和劳动的领域的实在否定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极为简练地主张国家肯定伦理具有限制否定者领域内部活动的功能。“因为这一实在性体系完全处于否定性与无限性之中，所以就它与肯定整体性的关系而言，结论便是它必须受到后者的彻底否定性对待，并必须服从于后者的统治”；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是否定的东西，必须保持为否定的，绝不允许成为某种固定的东西”（NR S. 450）。因此，绝对伦理在其因分离否定者领域本身而凝结为固定形态的功能中作为国家承担起这样的任务：限制需要与劳动的领域，使得该领域不至于危及“国家的肯定伦理”（NR S. 451）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至于因该领域的片面性的主导地位而损害其要求——虽因其为形态也是片面的，但仍是鲜活伦理的肯定表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即使需要与劳动的领域保持“在其内在虚无性的感觉中”，并阻止“其在（纯）量方面的暴增，以及形成越来越大的差异与不一致”（同上），国家如黑格尔所说，通过它所拥有的特有手段“更加无意识地”达到了这一点，即通过“不断增加的捐税，从而减少占有和增加获取的难度，最主要的是通过战争——战争把涉及于此的东西带入形形色色的混乱之中——以及通过其他阶层的嫉妒和对商业的压制”（同上）。因此，被理解为绝对伦理之肯定表达的国家任务，绝不是通过克服在需要与劳动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并构成该领域的原则来毁灭该领域，它的任务反而是将该领域接纳为实在性的领域，其正当合理性在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中通过承认其必然性本身就已经被赋予了。
（关于3）伦理整体借以组织起来的各种关系的这一最初仅是形式上的秩序，黑格尔首先通过其阶层学说——作为那些关系借以呈现的实在形态——才使其具体化。根据他将伦理整体性总体划分为被视为其鲜活伦理理念的未失真表达的形式，以及伦理原则仅以高度伪装的方式出现的形式，他主要区分了两个阶层：自由人阶层与非自由人阶层。在将绝对伦理阶层规定为自由人阶层——其事务是“希腊人称之为politevein的东西”，对黑格尔而言这具有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要“维持伦理组织的整体”（NR S. 455）的意义——的过程中，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国家学说的遵循再次极其鲜明地发挥了作用。在非自由人阶层的规定中185，显明了黑格尔为何不将需要与劳动领域接纳为伦理真实结构的表达、而只能将其理解为对其原则的根本篡改之结果的实质根据。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一领域是由所有权与法权原则的唯一有效性所规定的（NR S. 451, 455 f.）。然而，所有权（被理解为受到法权保障的占有）与法权（被理解为所有权的纯粹形式性合法化基础），对这一早期耶拿时期的黑格尔而言不过是特殊者，即抽象的规定；它们不能像真正伦理的规定所要求的那样，以有机的方式将它们对普遍性（在普遍有效性意义上）的要求与具体个别性（案例的、情境的、个体的具体处境）进行中介并借此指明为具有正当性，而是将各自的个别者作为案例归摄在其普遍性之下。186因此，当黑格尔将法权与所有权的原则称为特殊者时，他是想借此唤起人们注意它们作为抽象普遍者的特质，以便能够将它们从结构上与真正伦理的具体普遍者领域区分开来。187
然而，对非自由人阶层——亦即必须被视为需要与劳动的领域在现实性中借以呈现的形态的阶层——功能的规定，并不是通过证明其原则的特殊性就能完成的。毋宁说，允许做出这一规定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情况：特殊者所有权与法权在由其统治所标示的领域中同时作为某种普遍者出现。由此，它们不仅僭取了一种作为伦理的片面形态之原则本不属于它们的状态，而且它们也借此规定了需要与劳动领域被闭锁在其中的框架。因为，如果所有权与法权原则是该领域能够将自身理解为伦理领域的唯一准则，那么该领域在伦理整体内部可能具有的功能界限也就由此被规定了。因为所有权与法权的原则彼时恰恰呈现出：对于该领域的成员而言，在规定其相对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地位与生存时唯一具有相关性的东西。因此对黑格尔而言：“这一［第二］阶层的潜能阶次据此规定为：它处于一般的占有以及在此关于占有所可能有的正义之中，它同时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并且……每一个别的单个主体，既然它自在地具有占有的能力，便面对所有人而作为普遍者，或者作为公民（在bourgeois［资产者］的意义上）行动；对于这阶层的成员作为私人而具有的政治虚无性，在和平与收益的果实中以及在享受这些果实的完全安全性中找到补偿，无论这种享受是针对个别部分还是针对其整体”（NR S. 458）。恰恰因为以法权与所有权原则的唯一有效性为特征的那个阶层的成员，无法像第一阶层的成员那样承担起维护伦理整体的关切，所以他们的作为本质上是非政治的，并且在此意义上，在黑格尔所提出的那种构想的脉络中，必须被视为相对于真正伦理行为的否定者。
这一在展开一种鲜活伦理整体性表象的脉络中关于需要与劳动领域的早期学说，极其精确地表达了黑格尔的基本假定——这一假定此后也将继续规定他的政治哲学——即普遍者相对于特殊者的优越性。它进一步清晰地表明，将由各自片面从而抽象的原则所规定的各个领域整合进普遍者之中的问题，亦即将以现代劳动与生产事实为根据的典型现代社会关系形式整合进一种鲜活伦理构想之中的问题，构成了黑格尔确立其以古代模型为导向的政治理论的核心任务。
在方才概述其基本特征的关于自然法的著作出版与1821年《法哲学原理》问世之间相隔的近二十年中，黑格尔曾多次尝试以令他满意的方式解决上述任务。可以证明的是，黑格尔在实质上早在其耶拿时期末期（1806年）就已经认为自己找到了确保能契合其意图完成这一任务的体系性手段。《耶拿体系草稿Ⅲ》（1805/06年）的手稿文本在此是决定性的文献。
在这份讲授课手稿中对该任务所阐发的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1) 告别主要以古代伦理生活表象为导向的伦理观点；(2) 引入一个新的逻辑-形而上学框架，据此伦理整体必须被理解为“个体性与普遍者的统一”（JS III S. 261），而唯有当这种统一在其各个环节的完备性中对自身呈现出来时，它才是现实的。尽管黑格尔再也没有放弃过这种晚期耶拿时期关于伦理及其哲学证成条件的观点，但他曾以不同形式对它进行过表述，其中阐发得最完善的就是1821年的《法哲学原理》。因此，它们必须作为呈现市民社会理论要点的基础。
10.2《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认为必然属于一个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概念的三个领域之一，对于该共同体而言，它由生活在法权关系中、同时能够将自身理解为依道德行动的主体的人格所构成。黑格尔将这些领域的总体称为“伦理精神”或“伦理”，他将其构成要素特征描述如下：“因此，它［伦理精神，R.-P. H.］是：A) 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家庭。这一实体性过渡到其统一的丧失、过渡到分裂和相对者的立场，并从而成为 B) 市民社会，即各个成员作为独立个别者在一个由此产生的形式普遍性中的结合，这种结合是通过它们的需要，通过作为保护人格与所有权安全的手段的法权宪制，以及通过为了它们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外在秩序而实现的，这一外在国家 C) 回溯并聚集到实体性普遍者的目的与现实性之中，聚集到献身于该实体性普遍者的公共生活之中——回溯并聚集到国家宪法之中”（R § 157）。
这种特征描述初看起来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黑格尔想要鼓吹政治共同体的发生学建构，并指出人们必须将合理建构的国家（参见§ 272）表象为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以家庭纽带为出发点，经由在家庭之间建立起主要是经济驱动的相互依赖关系，通向由国家调节的共同生活方式。然而，仔细审视很快就会清楚表明，黑格尔对这种国家建构的发生学模型毫无认同。对他而言，家庭、市民社会与立宪国家，是早已作为要素包含在一个伦理整体概念中的东西的分化展开（§ 256 A；参见§ 182 Z, PR-Hot S. 946 f.）。因此，他的划分根据并非通过求诸历史发展而获得，而是毋宁反映了黑格尔看来某件事情若能要求成为现实性（的一部分）时所借以呈现的特定方式。因为对黑格尔来说，某件事情只有在其概念的构成要素能够证明自身也是现实的时候，它才是现实的。其条件在于它们以有序的形式出现，而其秩序规则取决于黑格尔认为自己在其《逻辑科学》中所指明的规定要求。
应用到伦理的情形中，这意味着它的各个要素——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一方面确实共同构成了伦理的整体或各种可能伦理关系的总和，并且在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前提预设关系。然而，这种前提预设关系是概念性的，或者如黑格尔所称的那样，是逻辑的，亦即非发生学性质的；因此，这些要素另一方面仅仅因其作为伦理概念要素的功能才是伦理的关系，这在此意义上蕴含了伦理对于这些要素的可能性而言具有可以说是原初的作用。借用取自康德实践哲学的区分，在忽略重要差异的前提下，人们可以说，黑格尔称之为伦理并把家庭、社会与政治关系的总和包揽于自身之中的东西，构成了这些关系中每一关系的存在根据（康德的ratio essendi）的角色，而这些关系本身则构成了伦理的认识根据（ratio cognoscendi）。此外，对黑格尔来说，某件事情概念中的第三个要素在该事情的总体呈现中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它唯独充分表达了该事情的真正本质。因此，在伦理语境中，正是国家承担起作为所谓伦理的真正表达的角色，并作为这真正表达构成其他伦理形式的基础。无论如何，需要牢牢把握的是：黑格尔通过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旨在兼顾概念性的要求，而丝毫没有意图以某种方式对这一区分进行历史性的解释。
至于市民社会本身，黑格尔就将其界定为伦理宇宙的一个特殊领域的诸原则向我们告知如下：“具体的单个人格，由于作为特殊者而以自身为目的，作为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人格本质上处于与另一些这样的特殊性的关系之中，以致每个人都通过他人，并且同时完全仅仅通过普遍性——另一原则——的形式所中介，来使自身有效并得到满足”（§ 182）。在黑格尔在此谈及的这两个原则的表述中，一方面融入了形式特征，即特殊性与普遍性——它们各自被以不同方式规定的关系表征着伦理的一切形态，并对黑格尔而言在《逻辑科学》的框架内找到了其哲学阐释。在另一方面，这两个原则标示了一种出发处境：它一方面确定了在这种伦理生活形态即市民社会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联的方式，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了伦理共同体的成员彼此之间以及面对整个伦理关联时所呈现的角色。就表征市民社会的出发处境所特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联方式而言，黑格尔将其阐释为独立持存：当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条件关系，即它们相互前提预设却无法相互整合时，它们就是独立持存的。至于通过该出发处境赋予市民社会参与者的角色，它的定义在于：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人格而行动，顾及各自个别的从而各具特殊性的需要，并且仅仅在普遍利益有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限度内才容纳普遍利益。
基于这些规定，黑格尔能够将充分发展的市民社会描述为由三个本质特征——黑格尔称之为“环节”——所规定的一种伦理形式：“市民社会包含三个环节：A) 需要的中介，以及个别者通过其劳动并通过其余一切人的劳动的满足与需要的满足——需要的体系。B) 其中所包含的自由之普遍者的现实性，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C) 通过警察与同业公会，防范在那些体系中遗留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来照管”（§ 188）。
从第一个视点——即通过劳动满足需要的视点——来考察，市民社会的成员即市民，呈现为需要的生产者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生产者。这些需要——无论它们是自然的还是人为产生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根据黑格尔的看法是通过劳动分工来满足的，也就是说，每个市民最初专门提供满足某些特定需要、而非所有需要所必需的东西。这种专业化可以任意深化，并导致任意简单且在此意义上抽象的活动，这些活动在技术先进的情况下可以被高度机械化，以致由机器来执行（参见§ 198）。黑格尔在对这种产生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进程的分析中，遵循了现代“国家-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他而言该学科由亚当·斯密、J.-B. 萨伊和D. 李嘉图的著作所代表。188关于国家经济学，黑格尔说道：“这是在近代作为其土壤而产生的科学之一。它的发展呈现出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思想……如何从最初呈现在它面前的无限大量的个别性中，找出事情的简单原则，找出在其中发挥作用并支配着它的知性”（§ 189 A）。
根据黑格尔的看法，这种以繁复的需要及其满足为特征的市民生活形式，现在导致市民社会全体成员被组织为若干阶层（参见§§ 202 ff.）。对黑格尔而言，阶层是通过活动方式来界定的，而这些活动方式本身又通过它们各自与自然的关系而被区分开来。黑格尔认为恰好存在三个阶层：(1) 所谓的实体性阶层，其收入来源是对土地的耕作，以生产自然产品为目的。黑格尔认为代表这一阶层的成员是拥有土地的农民。(2) 第二个阶层是“产业阶层”（§ 204）。该阶层的成员不再直接作用于自然，而是其活动在于对自然产品的加工。在这一阶层内部，黑格尔区分了手工业阶层、工商业阶层和商业阶层。(3) 第三个阶层被黑格尔表征为“普遍阶层”，它“以社会状态的普遍利益为自己的事务”（§ 205）。这一阶层成员的活动与自然及其产品不再具有任何关系，而是通过致力于维护和保护市民关系，来确保市民社会运转的可能性。民事行政、警察和军队的成员属于这一阶层。
市民社会虽然是一个仅由其成员的特殊利益所构成的共同体，其基础是需要及其满足。然而，它并不是一个无序的整体。由于在其中所有权权利得到承认，它也就需要对该法权的保护。考察这一法权方面是市民社会理论第二节的主旨所在。正如黑格尔已经在导论和《法哲学原理》的第一部分中所阐明的那样，法权或各项权利在本质上就是随着自由意志实存的事实而被给定的、或从其存在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这里关心的并不是罗列或推导某些特定的权利，而是确定那些在市民社会语境中使法权确定性成为可能的条件。黑格尔指出了这三项条件：(1) 法权的法律形式性，(2) 法权的恰当法典化，以及 (3) 由法院进行司法裁判。
关于法权的法律形式性，黑格尔认为，只有具有法律形式的东西作为法权才具有约束力（§ 212），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相应法权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因此，不成文法同习惯法一样令黑格尔深恶痛绝。关于法权的法典化，黑格尔坚持认为法律必须写在一部普遍可及的、公开的法典中，其原则简明易懂，并能作为作出明确判决的基础。黑格尔将司法裁判必须由法院进行的诉求奠基于：只有这样才能照顾到作出不偏不倚裁判的利益（§ 219）。法院的庭审本身必须具有合法形式并且是公开的，必须可以对被认为不合法或未依合法形式作出的裁判提起法律申诉。此外，法院只能根据可证明的事实做出裁判。总体而言，人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司法理论完全遵循了晚期启蒙时代法权理论的规定，即便它摒弃了后者的个体主义进路。
黑格尔在第三节考察市民社会的第三个视点，聚焦于该社会成员利己地追求其特殊利益的自由界限。黑格尔认为之所以必须有利己追求利益的界限，是因为否则就无法保证市民社会的每个成员至少在原则上能够实现其特殊的福利。黑格尔将确立这些界限的任务赋予了警察与同业公会等建置。黑格尔为警察指派了广泛而多样的任务领域。其最重要的任务包括维护公共秩序、行业监督、产业规划、基础设施措施的筹措——黑格尔提到了街道照明与桥梁建设——通过分配与税收规定保障获得生活必需品的途径，以及提供医疗保健、儿童教育和救济院等设施。同业公会是职业团体。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它们在务农的“实体性”阶层和普遍阶层中不起任何作用，而是产业阶层特有的组织。同业公会在“公共权能的监督下”（§ 252）相对自主地运作。它们拥有自己的法规秩序，不对任何人随便开放，对其所代表的职业领域享有培训垄断权，并为其成员承担照管福利功能。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总体上虽然秩序井然，但他依然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听任自身原则支配的市民社会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动摇自身稳定甚至最终自我瓦解。正是这一洞见曾受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高度称赞，并使黑格尔在许多人眼中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先驱。然而，黑格尔的这些思考在实质上并非首创。它们都可以在他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学讨论中找到。黑格尔在此脉络下强调的核心观点在于：在一个按照市民社会原则组织起来的共同体中，必然会导致其绝大多数成员的贫困化，以及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中。根据黑格尔的一句名言，这里“显现出：在财富过剩的情况下，市民社会不够富足，即它自身所拥有的财产不足以遏制过度的贫困以及贱民的产生”（§ 245）。这是因为对黑格尔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从大规模贫困化的某个节点起，一方面生产过剩危机不可避免，这导致增加向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危及后者的国内经济；另一方面，移民与建立殖民地成为必要之举，然而由于地球表面有限，这在某一时刻又会重新导致生产过剩问题。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最终毁灭市民社会的两难困境并没有被黑格尔所化解，而只是被确认下来。
10.3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功能
如果人们仅仅考察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在其伦理哲学中的体系性角色以及其建构的方法与实质主要特征，那么就会遗漏该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一理论不仅是对现代社会生活现象的哲学探讨，而且——以黑格尔在1821年《法哲学原理》中所阐述的形式——它还表现为对一场讨论的回应，该讨论曾让黑格尔招致了为后拿破仑时代的复辟倾向辩护的指责。这场讨论是由黑格尔于1817年发表的政治论战檄文《评1815年和1816年符腾堡王国等级会议的议事过程》（即所谓的《论等级会议》，参见VVL）引发的。在该文中，黑格尔对符腾堡等级会议在审议国王腓特烈二世提交的符腾堡王国宪法草案时的表现，以及对该宪法草案本身的个别要点，发表了批判性意见。实质上，黑格尔在该论著中捍卫了他的伦理表象：一方面，他指责地方等级代表及其对宪法草案的批评，由于僵化固守传统权利与特权，根本缺乏对国家概念与本质乃至整个伦理概念与本质的洞见，这在黑格尔眼中使其诉求完全是反动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拒绝了皇家宪法草案中的某些要点，这些要点在他看来源于对国家普遍性的一种错误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是以个体主义-自然法前提预设为出发点的。然而，该论著被许多人理解为粗暴偏袒君主制利益、反对地方等级（即所谓的“人民”）利益（参见Haym 1857, S. 352 f.）。其后果是，人们认为可以把黑格尔视为政治事务中复辟立场的代表，其观点与当时在C. L. 冯·哈勒的《国家科学的复兴》189中获得最有力表达的立场相近。
对黑格尔本人而言，这种评价必然显得十分荒谬，其原因他在随后《法哲学原理》第258条附释的长篇脚注中阐述得非常透彻。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荒谬评价之所以可能，应当被视为对其政治哲学基础阐释不充分的后果。190黑格尔现在试图通过将国家与社会特定差异的体系性展开作为演证其政治理论的关键枢纽，来弥补这一缺陷。黑格尔在与符腾堡等级代表论战之后以及在对其论述的第一批反应出现之后，在他在柏林的第一个学期讲授的第一次法哲学讲授课——即1818/19年冬季学期的《自然法与国家学讲授课》（参见PR-Hom）——中，首次在术语上也完全成熟地将这一差异推向了最前台，这绝非偶然。因为明确阐发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差异，一方面允许将他的立场同诸如冯·哈勒等人的复辟立场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这使他有可能在理论上为其君主制国家理想提供防护，以对抗那种指责其纯粹是以现存事物为导向的合法化定理的批评。首先就针对复辟立场的划界而言，它在于黑格尔根据其前提所进行的证明，即证明国家与市民社会具有不同的原则，这些原则旨在表明市民社会作为特殊利益领域的相对合理性（R § 184），以及国家作为实存的普遍者的绝对合理性（§ 258及附释）。因为复辟派所持有的所有社会形式（国家亦被算作其中之一）都是按照家庭关系模型构建起来的观点，受到了这种证明的批评，因为恰恰是在伦理整体组织的各形态原则中对差异的规定，乃是使国家的概念根本上得到恰当阐明的条件。191这种批评所蕴含的意义远不止是仅仅纠正一个可避免的错误。它表明，抹煞那些——至少在黑格尔看来——对于伦理整体具有构成性的差异的企图，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们丧失了根本获得将国家作为伦理独立表达的概念的手段。
至于基于展开构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之差异来为其国家理想提供防护，其合法化在于：通过展开这一差异，从而能够规定国家普遍性作为实存合理性相对于市民社会领域的支配学说所具有的意义。因为对黑格尔而言，国家普遍性作为普遍目的的这一更高有效性要求，并不仅仅是一个假定（该假定的前提预设是将伦理整体的其他领域规定为相对合理者——即具体而言规定为在近代伦理现实性中决不能被空谈取消、而是构成这种现实性的必然组成部分者的条件）。相反，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的优先地位具有其根据于这一论点中：唯有在建置中固定自身的真正普遍者——亦即始终已经作为克服了伦理整体之特殊化的所有可能环节并将其扬弃在自身之中的规定统一而出现的普遍者——才有能力避免由特殊性原则界定的伦理领域即市民社会所内含的疑难后果。正如从前文所述所清楚见到的那样，该论点本身具有双重根据：其一，它是黑格尔旧有思考的结果，即国家的真正普遍者不可能等同于构成伦理整体的各种特殊形态（个体、家庭、阶层）的总和；其二，它是在与符腾堡等级代表诉求的争论中被现实化了的论证结果，即由特殊性范畴所表征的伦理形式的主导地位不仅会导致对普遍性优先地位的限制，而且还会导致作为特殊者出现的各种形式本身被消灭的可能性。192
因此，展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差异，是为普遍者即国家的优先地位奠定理据的必然条件。黑格尔通过证明：特殊性原则作为特征性规定归属于由各个单个利益及其交织所规定的市民社会；而且恰恰是这一原则对该领域的有效性导致它需要普遍性作为特殊性的必然形式（§ 184），也就是说需要限制特殊利益的权能，以免毁于自身的原则——黑格尔通过在市民社会方面证明这一点，他首先能够断言国家作为实存的普遍目的的必然性，其次能够断言国家相对于伦理组织的其他形式的优先地位。因此，黑格尔成熟形态的政治哲学奠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差异的体系性阐明之上，无论如何恰恰能够实现黑格尔在关于符腾堡等级会议讨论的理论背景被错误评价的可能后果的脉络中所必须关切的目标，即避免对其理论的基础与意涵产生某种政治上的误解。
因此，黑格尔成熟政治哲学的目标也在于尝试证明拥有凌驾于一切纯粹特殊者之上的权能的普遍者（即国家）的必然性。在黑格尔的理论内部，关于由特殊性原则所标示的市民社会领域的学说具有使这一证明成为可能的体系性功能。在此意义上，它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绝非其政治哲学本身的目的。然而，看到这一点并不应妨碍人们承认，由此实现的对传统上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等同视之的克服，应当被视为对现代政治与社会关系进行恰当理论化的贡献。但是，克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等同并不必然意味着解决了它们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同样可以看得出来。因为黑格尔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提议可以被视为一个谬误推论的结果：他认为，恰恰因为他确实指出了市民社会的潜在非理性，他就能把凝结为立宪君主制的普遍伦理理想宣布为实存的理性。然而，从宣告某事物是非理性的，并不能推导出另一事物因此就必定是合理的——即使人们采用黑格尔关于“理性”的语言用法亦是如此。不过对黑格尔而言，这样一种思考将是“抽象的”。因为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内，关于什么应当被视为合理的，其裁决者并不是人们通常称之为现实性的东西，而是作为黑格尔典型形而上学形式的逻辑学。然而，逻辑学与现实性的关系尽管有黑格尔相反的保证，却仍旧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澄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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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赫尔佐格
11作为市场思想家的黑格尔
将黑格尔作为市场思想家来解读并不是一种新的视角，但在黑格尔研究领域中，它长期以来扮演着较为次要的角色。193在此过程中，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角色的简短而又非常稠密的思考，提供了一个通过具体材料来研究其实践中政治哲学特性的若干问题的契机。因为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和国家思想家黑格尔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他所探讨的问题从人类对时尚服装的需要，到失业者的心态，直至道路建设的责任归属。即便那些认为《法哲学原理》充斥着过多形而上学内容以至于很难赋予其当代相关性的人，也能在此找到就市场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提出有趣问题的论据。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立足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先驱，在18世纪首先主要发展于英国和法国。亚当·斯密（1723–1790）于1776年出版的杰作《国富论》通常被视为其出生证明。斯密在其中提出了至今仍塑造着经济学家思维活动的重要论据，其中包括关于价格机制的运行方式、投资的作用以及通过手工业和商业对欧洲封建主义的克服。他将自己的著作视为一个更大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建立在其《道德情操论》（1759/1790）的道德哲学基础之上，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后继者所忽视，其中自大卫·李嘉图（1772–1823）开始的经济学数学化很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到了这门年轻的科学：“国家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必须阐明大众在其质与量的规定性及交织中的关系与运动”（§ 189 附释）。他肯定了它在需要以及通过劳动满足需要的领域中认识到了“合理性的映现”，即某些普遍的“事情的原则”（同上）。然而，有各种迹象表明，对于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等他明确提及的著作，他只是肤浅地加以接受。194他似乎主要阅读了《国富论》著名的前几章，其中以大头针工厂为例描述了通过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并用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使我们获得晚餐的著名引言阐明了市场中自利的功能。195斯密后来在其著作中探讨的关于价格机制或投资作用的细节，在黑格尔那里同样鲜有反映，正如李嘉图关于劳动价值论和最优税收的思考，或者萨伊著名的断言供给创造其自身需求的“法则”一样。他可能没有阅读这些作者的原著，而是通过期刊或书评了解了他们的思维活动。196对于历史和思想史定位同样重要的是，与尚未经历工业革命全面爆发的斯密不同，黑格尔从报纸报道中了解了其社会后果，特别是在英国的社会后果。马尔萨斯的悲观视角——即任何经济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所赶超，因此贫困永远无法被克服——想必也为他所知晓。197
我在下文中将呈现黑格尔基于市场经济在实现现代自由形式中所起作用而对其所作的支持。随后我将讨论市场的缺陷，黑格尔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缺陷，它们将他的视角同亚当·斯密更为乐观的视角区别开来。这些缺陷引出了黑格尔关于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并最终通过国家来嵌入市场的思考。正如我将强调的，黑格尔不仅从经济学视角，而且从一种前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即他考虑到了市场对个体、其心理建构及其社会关系的影响。这也展现了其进路的当代性，即便在面对全球化经济而使民族国家的嵌入受到严格限制的时代亦是如此。198
11.1市场中自由的形式
黑格尔指出《法哲学原理》的意图在于阐明“法的理念、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 1）。既然“法权的基础”是自由意志，那么它必然旨在描述一个可以被理解为“现实化的自由的王国”的法权体系（§ 4）。199如果遵循这些指引，就会清楚地看到，黑格尔也将经济体系解释为自由现实化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现代形式。家庭和国家作为黑格尔伦理的另外两大支柱，在现代以前的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在现代，介于它们之间的是“市民社会”的领域，一个“分裂”的环节，黑格尔称之为“丧失在其两极中的伦理体系”（§ 184）。200个体在这里作为“私人”或“资产者”处于工具性的相互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内在具有高度的偶然性（§§ 187, 190）。但在这个体系中，单个人的“特殊性”法权发挥了作用，古代城邦——其原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所描述——曾不得不压制这种特殊性，而现代社会则能够为它提供空间（§ 185）。
这种法权赋予所有人——或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绝大多数人——“向一切方面发展和伸展”的自由（§ 184）。他们既可以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换来试图满足其自然需要，也可以满足出于“任性”而产生的超出自然需要的需要（§ 182）。由此形成了一个市场，正如前文所提，黑格尔承认市场具有“合理性的映现”（§ 189）：单个人通过向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商品或劳务来满足自身需要，而这些商品或劳务又反过来满足后者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人类的需要从根本上有别于动物的需要：它们可以“达到无限地”多样化与差异化（§ 191）。用于满足这些需要的劳动形式也相应地成倍增加：发展出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 196）。人类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活动的行为不仅纯粹由自然因素决定，而且由诸如时尚或对某种特定社会地位的愿望等社会因素所塑造（§§ 192–194）。黑格尔由此明确区别于自然状态的表象，在那一表象中，人们曾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社会所产生的需要，也没有承受社会强制。黑格尔认为这一主要在让-雅克·卢梭的《第二论求》中所辩护的立场是“一种不真实的看法”（§ 194）——在市民社会中于需要满足中表现出来的自由，恰恰是对“严酷自然必然性”的解放（§ 194，亦见 § 187）。
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单个人的形式权利，尤其是其所有权。正如黑格尔在关于“抽象法权”的各节中所描述的，所有权的作用在于赋予人格一个“其自由的外部领域”（§ 41）。201在“司法”（§§ 209–229）所归属的市民社会中，这些所有权得到了落实。这也意味着个体在那里不是作为特定群体的成员而行动：“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 209 附释）。在市场中，个体作为平等形式权利的持有者相遇，彼此作为这样的人格而相互承认（§ 192）
由此形成了一个体系，在其中，单个人恰恰在行使其权利和实现其自由的过程中重新被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作为“这一联系之链条的环节”而相互依赖（§ 187）。通过“主观利己转化为对满足所有其他人之需要的贡献”这一“辩证运动”（§ 199）——斯密的“看不见的手”202——在市民社会中也呈现出一种“普遍性”形式。然而，这一“辩证运动”绝非运作得如此顺畅以至于该领域可以完全听任其自身；正如后文将要阐述的，司法以及“警察”和“同业公会”也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所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外部国家”，即“需要与知性国家”（§ 183）。
除了允许单个人实现其“特殊性”的自由之外，另一种形式的自由在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及其在其中发展的经济体系的表象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单个人通过使自身受到教化并将这种教化转化为劳动而体验到的自由。203对黑格尔而言，家庭中儿童教育的一个核心方面是他们学会支配其自然本能并从而摆脱它们而获得自由（§§ 174, 175）。这一过程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教化中得以延续：个体通过这种教化从“直接的、自然的”实体性走向“精神的、同样提升为普遍性形态的伦理的无限主观实体性”（§ 187 附释）。（男性）个体作为“市民社会之子”（§ 238），习得某种特定的职业，并借此融入分工明确的经济之中。
个体能够自由选择职业，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特殊性法权”的又一方面（§§ 124, 206, 236）。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也形成了不同的阶层——黑格尔区分了“实体的”农业阶层、“产业阶层”以及直接为公共福利工作的“普遍阶层”（§§ 203–205）204——但个体可以自由地归属于它们，从而使“凡[…]出于理性是必然的，同时通过任性被中介而发生”，这“在一般的表象中被称为自由”（§ 206 附释）。此外，市民社会中的教化过程包括习得一种“客观活动与普遍有效熟练技能的习惯”（§ 197）：个体不能简单地追随自身利益，而是必须参与到由他人的需要规定其必须从事何种劳动的过程之中（§ 198）。正如纽豪瑟所强调的，现代劳动由此内在具有一种对他人意志的朝向，而这是前现代劳动所欠缺的。205个体在此意义上习得了普遍有效的劳动规范，在此黑格尔做出了对于他那个时代而言十分大胆的预测：劳动的日益标准化将导致人类劳动力可以被机器所取代（§ 198）。尽管如此，黑格尔对人类劳动的积极态度依然引人注目；就此而言，其思想源泉与其说是古代思想家，不如说是路德或加尔文的劳动与职业理解。206
这些自由形式是黑格尔现代伦理构想的核心要素。如果考虑到它们，就更难像鲁道夫·海姆和卡尔·波普尔等人那样指责他抱有一种非自由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解。个体在国家中被“瓦解”的危险，被其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自由权利相对抗。《法哲学原理》中的黑格尔既拒绝重返更自由自然状态的幻想，也拒绝希腊城邦的颂扬，其论据在于它们没有为特定的自由形式提供空间。因此，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放弃市民社会将是一种倒退，退回到自由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然而，恰恰是这种“特殊性法权”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因为它带来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分歧，如果没有凝聚性的反作用力，这些分歧很容易导致社会的崩溃。
11.2市场的缺陷
在黑格尔的表象中，市场不是一个自然的、自我稳定的体系，能够独立于其他建制而存在。为了能够根本上作为市场参与者出现，个体必须达到一定的成熟度，而抚养并教育他们达到这一阶段正是家庭的任务。此外，市场还必须由市民社会自身内部的建制以及国家来加以补充。为了理解黑格尔为此提出的论据，首先必须清楚认识到释放“特殊性”原则具有哪些体系性的后果。
尽管通过相互需要满足的“辩证运动”，市场内在具有某种普遍性，但它仍旧是一个偶然性与冲突的领域。黑格尔让人联想到霍布斯，把市民社会描述为“自然状态的残余”以及“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个人私人利益的战场”（§§ 200 附释, 289 附释）。市场力量的动力机制导致在自我强化的过程中产生不一致与贫困：“市民社会在这些对立及其交织中展现出同样是放荡、贫困以及两者共同的肉体与伦理堕落的景象”（§ 185，亦见 § 244）。虽然单个人对所有权的法权在形式上得到了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实际上拥有所有权（§ 49）。当一些市场参与者积累起越来越庞大的财富时，另一些人则跌入“某种生存方式的尺度”之下，这还可能伴随着“失去法权的感觉、正直感以及通过自身活动和劳动来持存的尊严”——于是产生了“贱民[ ]”（§ 244）。207
社会因此拒绝赋予其部分成员其所具有的真正优势：自身特殊性的自由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精神优势”，正如从事智力要求较高的职业所主要提供的那样（§§ 241, 243）。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似乎遭到了单方面的破坏。黑格尔显然并不认为贫困必然导致贱民的心态——这暗示了某种自愿性的环节——但他似乎并没有对接受这种心态的人进行道德谴责。208在前现代时期，家庭保障了单个人的生存，而“特殊性原则”则将单个人从（大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社会有责任保障单个人的诉求与权利（§ 238）。然而，黑格尔对有效消除贫困及其心理和道德后果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不以创造就业岗位为基础的救济形式侵犯了“市民社会的原则及其个体关于其独立性与尊严的感觉”，而创造额外的就业岗位则会加剧生产过剩的问题（§ 245）。209对外贸易和殖民化可以缓解这一问题（§§ 246–247），但天然不能被所有社会所利用，而且它们表明，在市民社会内部寻求解决恰恰是不可能的。210因此黑格尔干脆断言：“在过度的财富中，市民社会不够富足，即在其特有的财产中没有足够的财富来遏制过度的贫困和贱民的产生”（§ 245）。
黑格尔在这一背景下所讨论的贫困救济措施，属于市民社会内部作为公共权威意义上的“警察”的任务范围（§§ 231–249）。211黑格尔将其描述为一种“外部秩序”（§ 231），除了贫困救济之外，它还负有防止市场参与者相互损害（§§ 232–234）、为全社会提供有益物资（§ 235）、调节市场以及保证所提供商品质量（§ 236）的任务。由此应当防止市场力量博弈中的重大“痉挛”，并加速平衡进程，特别是对于高度依赖自身无法控制的国外事态的大工业部门（§ 236）——人们可以将黑格尔的进路解读为“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早期先驱。这还表明，尽管黑格尔从根本上为私有所有权辩护，但他决不会将其绝对化，以至于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性干预会成为一个问题。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在市民社会内部起到缓冲市场力量和保障单个人作用的第二个建制是同业公会，在手工业、工商业和商业中工作的人尤其组织在其中（§§ 250–256）。黑格尔在讨论市民社会的结尾、紧接着向国家的过渡之前对同业公会进行了描述。这绝非偶然，因为同业公会是单个人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群体，并由此成为更大统一的一部分，尽管这一统一仍是“有限的”和“受限制的”（§ 256）。黑格尔称之为个体的“第二个家庭”（§ 252），在其中他们作为成员得到承认，并在其“阶层”中拥有其“尊严”（§ 253）。
黑格尔在涉及这些建制的具体构想方面的讨论仍较为模糊。212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功能：承认单个人作为某种特定职业的从业者，并通过相互关照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与较富裕公民提供援助（受援者与之并无社会联系）相反，同业公会内部的帮助不是偶然的，并且失去了其羞辱性的特征（§ 253）。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同业公会——它们毕竟是“第二个家庭”——是否能够解决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黑格尔提到，“扬弃同业公会”是英国产生贱民的原因之一（§ 245 附释）。然而，他似乎认为并非市民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业公会：他将“产业者”与不享有同业公会成员义务和特权的“日工”区分开来（§ 252 附释）。因此，一旦“贱民”产生——这在黑格尔看来属于市民社会的本质——能够被同业公会所吸收容纳，似乎是不可能的。
黑格尔呈现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同业公会与自由市场的体系性关联。黑格尔是否根本预设了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尚不明确：个体虽然可以自由选择其阶层，但他们似乎终身属于该阶层。这不仅由黑格尔将职业视为人类认同（同一性）一部分的方式所暗示，213而且也由以下事实所暗示：他似乎认为，那些因自身产业沦为市场力量动力机制的牺牲品而失业的人，显然无法通过转行培训简单地进入另一产业（参见PR-Hot第961、992页）。这也可能是他认为针对较大波动调节市场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如施密特·阿姆·布施所论证的，黑格尔只想通过市场来调节商品的流通和配置，而在生产方面则依赖同业公会的原则214——至少在同业公会调节进入特定职业群体的准入并共同调节其利益的范围内是如此（§§ 251, 252）。然而，这样一种混合体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尚不清楚。商品的生产要么必须完全由同业公会调节——但这将大大削弱市场经济特征，并可能在自由展开215乃至效率方面带来问题，例如当对某些同业公会产品的需求不再存在时；要么必须允许其他提供者加入，正如“产业自由”（§ 236 附释）所要求的那样——但这将使同业公会承受压力并在长期内破坏其存在。黑格尔希望如何瓦解这种张力，从文本中并不清楚。216
归根结底，市民社会的内部张力是说明为什么依靠强制措施的“外部国家”（§ 183）不能单凭自身将其置于控制之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需要真正的国家，即“伦理理念的现实性”（§ 257），它不仅是个体的利益联合体。217唯有这个国家才能根本上容纳市民社会，而不被其离心力量撕裂：“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和深度，即容许主体性原则完结为个人特殊性的独立极端，同时又把它引回到实体性的统一，从而在它本身中保持这种统一”（§ 260）。具体而言，警察和同业公会也必须处于“执行权”（§§ 287–297）的监督之下。黑格尔大概假定，即使那些在市民社会视角下属于“贱民”的人，也具有“爱国主义”的感觉并感到自己归属于国家（§ 268），并且在发生战争时准备冒生命危险保卫国家（§ 324）。然而，他们在立法中被剥夺了“等级要素”，即通过同业公会的代表权（§§ 300–313）。黑格尔在这一脉络中简短提及，“贱民”对政府怀有“恶意的或不怀好意的意志”（§ 301 附释第250页）——然而他并未回答将贱民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是否与其国家模型的“合理性”相一致的问题。218
总而言之，黑格尔意义上的市场并不是亚当·斯密所赞美的那种自我稳定的和谐机制（诚然斯密并未由此否定国家干预的必然性）。从黑格尔“市民社会”的要素中得出的自由市场与监管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斯密及其后众多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关系。尖锐地说：在黑格尔看来，市场带来的问题与其解决的问题一样多，是否能够仅仅通过提高效率的后果来证明其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219然而，作为单个人的“特殊性”拥有其空间的场所，市场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很高——而关于“贱民”的描述提出了紧迫的问题：谁必须付出这一代价，因为这一代价显然不能平等地分配在所有人的肩上——但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付出这一代价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从当今社会正义理论的视角来看，他对“贱民”问题的宿命论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寻找能够解决或至少缓解这一问题的建制和文化实践绝不能因此被放弃，因为这不仅涉及物质供给的问题，更涉及自由的问题。
11.3黑格尔对市场经济的社会学审视
黑格尔对市场经济的讨论不仅因为基于内在自由形式对市场进行根本辩护而引人入胜。同样引人入胜的是，他发展了一种前社会学的视角，追问市场对人类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影响。由此，他具有开创性地超越了斯密式的视角以及斯密之后发展起来的将市场理论化的方式。
黑格尔首先通过“司法”和“警察”建制遵循了一种关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表象，这种表象尽管在方法上存在实质差异，却与古典经济学的表象相符合。据此，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三步进路：国家提供所有权权利和用于贯彻这些权利的法律基础设施；以此为基础，市场通过供给与需求的自由博弈运行；最后，在这一博弈导致社会不良后果的地方，国家权能进行纠正性干预。这种理解市场的方式类似于物理模型，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被理解为类似于物理客体（例如两个相互排斥的粒子）的行为。关于这些人类行为方式从何而来以及是什么塑造了它们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出；相反，假定了一种抽象的“自利”，它必须通过建制被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直到今天，许多经济模型仍根据这一图型运行；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支持国家在第三层面上采取多少干预措施来纠正市场引起的问题。
黑格尔谈到“国家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是这样做的：它考察“大众在其质与量的规定性及交织中的关系与运动”（§ 189 附释）。他还谈到了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各种中介的“抽象”（§ 192）。但除此以外，他还追问这些需要如何成为“作为社会的需要的具体需要、满足的中介与方式”（同上）。由此，市场对个体的塑造以及其自利具体由何构成的问题进入了视野。黑格尔通过指出人的社会本性及其模仿偏好来回答这一问题，在此他还强调“表象”乃至“任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94）。由此也产生了社会惯例，例如在服装风格方面，单个人通常顺从这些惯例，因为偏离它们并不值得费事（§ 192 补充；PR-Hot第956页）。
一种质上未被规定、无止境追求更多的努力，黑格尔只在那些不是同业公会成员的个体身上看到，因此他们希望通过不断获取新商品来满足其获得承认的需要。220对于那些作为同业公会成员获得承认的人来说，这种无休止的、最终徒劳无功的努力形式是陌生的：他们作为职业的承担者拥有其“尊严”和“正直”，而职业是其认同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们愿意为了同业公会内部的团结而放弃自身物质利益的原因。因此，黑格尔关于同业公会中需要的形成与承认的描述，构成了关于现代社会中物质与非物质人类需要如何产生之理论的核心雏形——这是一个经济学理论通常根本不提出的问题。从黑格尔出发，由此引出一条通往19世纪末出现的所谓国家经济学“历史”学派以及社会学的脉络。221在这些学派中，人的社会嵌入以及认同和偏好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塑造被置于分析的中心。
对市场的这种社会学视角之所以引人入胜，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它能够使人对市场社会中贫困的含义有更广阔的理解：这不仅涉及物质劣势，而且涉及对具有社会塑造特征的行为模式以及在其内部能够获得社会承认的群体的归属。黑格尔虽然对“贱民”问题未能给出答案，但他提出了即使在今天也必须据以寻求答案的问题。其二，黑格尔视角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描述了市场中建立秩序的形式，这些形式不遵循建制与固定偏好的模式，而是追问偏好的产生。在同业公会中，个体的偏好发生了一种“伦理化”，因为与其他成员的团结在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个体追随的是集体利益而非纯粹个体利益。当然，这种团结仍然是有限的，尚未达到构成黑格尔国家的深度团结与归属的形式。但对黑格尔而言，同业公会是将市民社会与这一国家连接起来的枢纽。
11.4黑格尔市场思维的当代性
黑格尔对市场的图景绝非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基本上积极的秩序力量。他完全意识到了市场的弱点与缺陷，尽管由于历史局限性，在他的描述中仍缺少当今引发重大道德问题的若干要素，例如具有巨大市场势力的跨国大企业的存在，在其中雇员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体系齿轮”。黑格尔之所以依然认为市场对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与市场的效率优势无关，而首先与在市场中实现的各种人类自由形式有关。但因为市场同时也可能对自由构成威胁，且其分歧性的动力机制可能撕裂一个社会，因此需要一个能够嵌入该市场的国家。
在当今形势下，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许多市场已全球化，而监管机构仍主要设立在国家层面上。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嵌入市场的国家模型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发挥作用。222人们可能会论证说，黑格尔的模型因此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但对于以某种方式假定市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众多其他模型而言，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鉴于国家监管机构的相对薄弱，黑格尔模型中的社会学视角尤其引人深思：市场中的偏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社会群体中对这些偏好进行“伦理化”的可能性何在？在此提出了关于因追求承认而产生的社会惯例与消费形式的问题，正如关于人们通过劳动所嵌入的社会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团结类型的问题一样。也许与黑格尔同业公会相对应的现代对应物可以是这样的组织：在其中，个体实践着虽然仍属有限、但超越了严格利己导向意义上的自利的团结形式，并且不仅不削弱、反而支持负责任的公民意识或世界公民意识的伦理。
参考文献
Avineri, S. 1972: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Buchwalter, A. (Hg.) 2015: Hegel and Capitalism, Albany, NY.
Chamley, P. 1963: Économi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chez Steuart et Hegel, Paris.
Chamley, P. 1965: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e Hegel. In: Hegel-Studien 3, S. 225–261.
Dickey, L. 1987: Hegel: religion,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s of spirit 1770–1807, Cambridge.
Fatton R. Jr. 1986: Hegel and the Riddle of Poverty: The Limits of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 no. 4, p. 579–600.
Ferrarin, A. 2001: Hegel and Aristotle, New York.
Goos, O. 2006: Zur Reproduktion der Philosophie G. W. F. Hegels bei Georg Simmel und Emile Durkheim. Studien zu den Begriffe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Diss., Heidelberg.
Heiman, G. 1971: The Sources and Significance of Hegel’s Corporate Doctrine. 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hrsg. v. Z. A. Pelczynski, Cambridge, S. 111–135.
Henderson, J. P./Davis, J. B. 1991: Adam Smith’s Influence on Hegel’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3 (2), S. 184–204.
Henrich, D. 1983: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Vernunft in Verwirklichung. In: G. W. F. Hegel, Philosophie des Rechts. Die Vorlesung von 1819/20 in einer Nachschrift, Frankfurt a. M., S. 9–39.
Herzog, L. 2013: Inventing the Market. Smith, Hegel,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Herzog, L. 2015: Two Ways of „Taming“ the Market: Why Hegel needs the Police and the Corporations. In: Hegel and Capitalism, hrsg. v. A. Buchwalter, Albany, NY, S. 147–162.
Herzog, L. 2016: Was bedeutet es, „Märkte einzubetten?“ Eine Taxonomie. In: Zeitschrift für Praktische Philosophie 3(1), S. 13–52.
Lee, D. 2008: The Legacy of Medieval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Hegel and the Prussian Reform Movement.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9, S. 601–634.
Lukács, G. 1948: The Young Hegel, Zürich u. a.
Maker, W. (Hg.) 1987: Hegel on Economics and Freedom, Macon, GA.
Muller, J. 2002: The Mind and the Market. Capitalism in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Müller, F. 1965: Korporation und Assoziation. Eine Problemgeschichte der Vereinigungsfreiheit im deutschen Vormärz, Berlin.
Neocleous, M. 1998: Policing the System of Needs: Hege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olice of the Market. In: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4 (1), S. 43–58.
Neschen, A. 2008: Ethik und Ökonomie in Hegels Philosophie und in modernen wirtschaftsethischen Entwürfen. Hamburg.
Neuhouser, F. 2000: Foundations of Hegel’s Social Theory: Actualizing Freedom, Cambridge.
Patten, A. 1999: Hegel’s Idea of Freedom, Oxford.
Petry, M. J. 1984: Propaganda and analysis: the background to Hegel’s article on the English Reform Bill. I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Studies 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hrsg. v. Z. A. Pelczynski, Cambridge, S. 137–158.
Priddat, B. 1900: Hegel als Ökonom, Berlin.
Riedel, M. 1969: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Frankfurt a. M.
Ritter, J. 1975: Person und Eigentum. Zu Hegels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 34 bis 81. In: Material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Band 2, Frankfurt a. M., S. 256–280.
Rózsa, E. 2007: Hegels Konzeption praktischer Individualität, Paderborn.
Rózsa, E. i. E.: Hegels Wirtschaftsphilosophie in seiner Rechtsphilosophie von 1820. In: Wirtliche Ökonomie. Philosophische und dichterische Quellen, hrsg. v. I. De Gennaro et al.
Ruda, F. 2011: Hegels Pöbel. Eine Untersuchung der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Konstanz.
Sayama, K. 2004: Die Gebur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Zur Entstehung von Hegels Sozialphilosophie, Berlin/Wien.
Schmidt am Busch, H.-Ch. 2002: Hegels Begriff der Arbeit, Berlin.
Schmidt am Busch, H.-Ch. 2011: ‚Anerkennung‘ als Prinzip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Boston.
Siep, L. 2015: Der Staat als irdischer Gott, Tübingen.
Stillman, P. G. 1980: Hegel’s Civil Society: A Locus of Freedom. In: Polity XII, no. 4, S. 622–46.
Vieweg, K. 2012: Das Denken der Freiheit. Hegels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München.
Waszek, N. 1985: Miscellanea: Adam Smith and Hegel on the Pin Factory. In: Owl of Minerva 16, S. 229–233.
Waszek, N. 1988: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 “Civil Society”, Dordrecht/Boston/London.
Wood, A. W. 1990: Hegel’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
贝尔纳·布尔乔亚
12国家的概念
（§§ 257–271）
国家的概念首先被呈现为一般的国家概念（§§ 257–259），然后被呈现为作为概念本身的国家概念（§§ 260–271）。
I. 一般的国家概念。黑格尔将国家把握为已经变为“现实的”、亦即获得了一种完全与其内在本质相契合的外部存在的“伦理理念”（或整体性）（参见 L I,2，第368页及以下）。整体性作为这样一种本身既与自身同一又在自身中相区别、因而是其同一性或普遍性与其区别或特殊性的同一性的东西，不再以依然完全从属于外在于自身存在或分化的法则的方式表现出来；相反，它实现自身为具体的同一性，实现为整体性。以这种方式从本体论上被理解的国家，由此区别于伦理整体性的抽象的、片面的、分裂的——严格说来是不现实的——实现。此前，伦理正是作为这样一种不相契合的实现而出现的，首先作为将整体与个体融合在一起的家庭的无差别的同一性，随后相反地作为两者的未联结的、停留在对立之中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的特征。
II. 作为概念本身的国家概念。伦理理念自身的实现必须遵循理念或整体性的普遍法则：因此，它自身就是整体性的一种整体性的实现。于是，现实的伦理整体按照蕴含在整体性之中的三重要求作为国家进入定在：它首先按照其与自身的同一性实现自身，然后按照其在自身之中的区别实现自身，最后按照它对这一区别与那一同一性的同一化而实现自身。在国家整体性的第一次联结性的实现中，无论国家在外部是多么能动，它都显现为一种在内在统一中持存的国家本质。封闭在这样一种内在统一中的国家，可以说是作为概念而存在的。这一统摄为一的国家生命，其内容构成了“内部国家法权”，作为具体的或总体的单一者的生命，它诚然是其自身向着不同活动性（对内与对外）以及与其相应的权能进行自身分化的过程；但在国家理论第一主要部分的导论（R §§ 260–271）中，黑格尔首先考察的是这一在其统一中被把握的国家生命的纯粹概念。
12.1一般的国家概念
既然国家将伦理理念作为其同自身的实体性的、直接的、自然性的同一性与其主观的、反思自身的、受过教化的自身分化之间相互渗透的统一完全地现实化，它就必须同时满足族群共同体的群体性统一与走向独立的个体两方面的要求。然而，这种来自普遍实体一方与来自个别主观性一方的对立要求的联结，决不是单纯的折中中和：黑格尔对对立面的综合每一次都是单一者同其自身他者的自身联结（绝对者是主体与客体的主观的统一，是上帝与人类的神圣的统一，等等）。在精神的客观形态或实体性形态——“客观精神”或“法权”——中，实体与主观性的联结因此乃是一种实体性联结：在法权的要素中，客观者与普遍者的环节因而统摄着主观者与个别者的环节，它是其与自身他者相统一的载体或能动的基体。因此，黑格尔首先将国家规定为实体的主观存在（参见§ 257），进而规定为主观性的实体性本质（参见§ 258）。既然国家理性在历史中展开其真理内容——这种历史的实现本身就是法权的最终且最高的意蕴——，那么对其两大主要要求的满足本身也就是在历史中进入定在的。因此，黑格尔回顾了古代与现代对国家本质的塑造，其要求在其中都只是被片面地满足了。古代国家不承认个别个体的本质自由，阻碍了伦理实体的主观存在：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与此相反，现代国家则让这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被解放出来的主观性的普遍本质发挥作用。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主要反对的正是这后一种现代的片面性，无论这种片面性涉及的是政治实在性，还是涉及其观念理论的、乃至哲学的在自身中的反思。尽管这一重大论辩所包含的革新将在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全部内容中得到详细展现，但它已经在此处所示的国法的一般划分中显露出来，尤其是体现在对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阐明中，这一阶段决定性地确证了前两个阶段的意义。
12.1.1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的主观存在（§ 257）
a) 从本体论的角度将国家把握为“伦理理念的现实性”，亦即把握为意志的实体性普遍性与主观个别性在精神赋予自身以存在的自我意识中的伦理统一的相契合的被实现状态，这把国家规定为思维自身的伦理。因为唯有思维着的情识在自身之中令主体的个别活动性与客体的普遍必然性达成和解，这是通过它将二者一起绝对地设定来实现的。一方面，仅仅感觉自身的主体体会到自己受到一个限制或否定它的客体的影响，而这个客体作为被感觉之物，反过来同时被主观性所制约、限制和否定。另一方面，表象的意识从客体——作为在形式上与它自身相区别的客体——那里把握到一种终究保持为感性的内容，亦即把握到一种与由此在其定在之中受到严格限制的主体的特殊、受制约状态相对应的内容。
思维活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当我思维时，我通过一个绝对自由的行动产生出一种同样普遍且必然的意义：主体与客体的综合思维活动以相同的绝对性将二者各自设定为自为的。因此，通过这样一种思维着的自身设定，国家将普遍的实体性或客观意志与个别的主观意志之间连贯的、但绝非混淆的统一完全带入定在，从而保存了它们各自特殊的规定。家庭作为伦理整体性在单纯感觉中体会自身的定在，将这种整体性执持在一种混淆的统一中，在其中，家庭同时且同样地让个体的意志与整体的意志彼此相互限制：个别者无法在整体中独立自存，而整体反过来也保持为一个孤立的、狭隘的、有限的整体。市民社会诚然在表象的生活的分化要素中使个体的权能与整体的权能相互解放；然而，尽管二者具有伦理的、本然必然的关系，它们由此却敌对地彼此对立起来：一方作为自私自利的个别意志，另一方作为冷酷的普遍命运。因此，社会生活乃是自身与自身相对立的伦理生活，它通过这样一种内在的对象性能够自身显现，成为“伦理的显象世界”（§ 181）。但是在伦理理念的单纯自我体验（在家庭中）与自我显现（在市民社会中）的彼岸，其完满的现实的自身表现，乃是其在思维着的国家生活中得以实现的自我启示。
在此过程中，伦理整体性穷尽地显示自身，它既不仅仅显现在其抽象的同一性中，也不仅仅显现在其抽象的区别中，而是显现在其自身分化的具体统一中。因此，伦理的相契合的、完满的自我实现既不存在于家庭的感觉生活中，也不存在于社会的表象生活中，而是唯独存在于国家的思维生活中。唯有在国家中，伦理理念才以其内在意义的完全透彻性实现自身：它的客观化完全地表达了它的主体，以至于这个主体在这种客观化中绝对地处于自身之中，从而自由地支配这种客观化。如果说伦理在家庭中是自然地在此存在，而在市民社会中则是生产性地形成自身——然而却处于经济生产自我抽离的昏暗权能之中——，那么在国家的活动性中，伦理则实现为真正地创造自身；而这是因为国家是思维着的，且思维活动乃是自主自持的精神。简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国家“作为启示的、自身清晰的、实体性的意志，它思维自身并认知自身，并且践行它所认知的东西，以及就其认知它而言践行它”（§ 257）。国家的这种自我思维在法权中尤为突出地表现为立法的普遍化的自主活动性，首先体现在将真正的国家确立为宪政国家的根本法则之中。
b) 实体性或普遍意志向着它借以从政治上实现自身的那种主观性的提升，以双重方式显示出来。——它首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发生，即实体性普遍意志将其群体性统一反思到一般的同样普遍的伦常主观性之中。这些伦常构成了总体意识或意识的全部意蕴，这种意识固然实际上只存在于个别意识之中并作为一个个别意识而存在，但其形式在于：个别意识将那第二种——精神的——自然作为其自然预设为前提，而伦常则展开了这种精神自然的通常内容。伦理实体的这样一种实体性主观性，中介了它那真正的主观的主观性，后者在自我意识的个别作为中赋予自身以定在。
如今在国家中，这种作为否定的、更新的和解放的作为，受到伦常的直接的与自身等同的存在所制约和限制；在自我意识的个别否定性中，它变得更加自由。如果说本然个别的自由（因为自我纯粹是与自身相关）将伦理活动性从传统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如果说民族精神凭借某个伟大个体（参见“世界历史人物”）的介入性能量来实现其全部内在的普遍可能性，那么反过来，这一伟大个体的自由作为唯有在此才成为一种现实的行动。唯当这种作为最为紧密地——尽管有时是以否定的方式——植根于民族伦常的实体性存在中时，它所产生出的作品才会进入客观精神。伦常固然应当思维着意识到自身，而这是通过将伦常转化为一部法典而发生的，因为立法的思维活动作为真正的普遍化作为，始终超越了伦常最初特异的（单纯特殊的）连续性。然而，法则唯有在思维着表达被规定的伦常时，才能摆脱内在固结于任意规定之中的易逝性。
出于这一根据，个别自我意识必须将那个国家的生活内化于自身，该国家从自身命运中解放出来的作为是以伦常为前提预设的。这就是它的由此作为实体性被拯救出来的、作为必然性被实现的自由的本质、目的和作用。因此，个体必须作为一种爱国主义，将其实践活动的实体性前提预设设定在自身之中，这便以肯定、有效的方式将它从其主观性中解放出来。唯有通过这种方式实体自身使自身成为主体时，变为主观的实体性伦理才比一般的伦理、亦即抽象的或单纯实体性的伦理更加真实。黑格尔试图在§ 258中以否定或论辩的方式详细阐述这一主题，即在刚才提到的客观精神领域中，主观性必须不断融入实体性之中，亦即个体必须不断融入国家整体之中。
c) 在§ 257附释中，黑格尔通过将国家特有的神圣价值与第一种伦理形态即家庭的神圣价值相对立，更加具体地将国家的伦理特质规定为被思维的伦理。现在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市民社会在此被排除在神圣化之外：正如在黑格尔看来，第二种即区分性的思维规定根本不表达绝对者与自身等同的存在，因而自身不能被绝对化一样，特别是那种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分裂的、显象的伦理，更不能作为另一种神圣本质与“尘世神圣的”国家相对立。相反，家庭与被冠以神圣之名的国家之间的比较显得更为自然易懂，因为黑格尔用古代的例子使其具体化了。因为古代的伦理生活——在其中既不属于家庭也不属于国家的纯粹经济活动仅仅归属于奴隶（作为半人）——其特征在于家庭的直接伦理统一（作为自然存在）与国家的经中介的伦理统一（作为自觉与有意的作为）之间的主要对立。然而，由于黑格尔将内闭于感受性的孝悌中的家庭伦理与被认知着的意志所解放出来的国家伦理区分开来，将其在宗教上象征化为一方面是“内在的”和“地下的”、亦即幽冥的神灵（家神Penaten），另一方面则是如太阳般昭彰的城邦神（自知且自决的雅典娜），因此他在国家的伦理中，即使在其古代的直接定在之中，也恰恰突出了将其规定为现代主观性之跃升的那一特质。
随后在§ 258中，他试图使两者达到平衡：既强调伦理实体必然发生的政治主观化，也同样强调将主观性置入一种依然具有实体性的政治之中。然而在近代历史中完全形成的伦理问题，决不在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市民社会中，作为此种存在的人的个别主观性——更具体地说：作为市民——为自身而得到促进；而在国家中，人作为国家公民为国家服务，超越了自身。这一较新的张力正是《法哲学原理》副标题所指出的：“自然法权与国家学纲要”。因为首先，（现代）自然法权作为对人权的理想要求，唯有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才真正得以实现；其次，在古典古代学说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学，主要是引导个体认识其对祖国的主要义务。
12.1.2国家作为主观性的实体性本质（§ 258）
在§ 258本身中，黑格尔把国家称为伦理理性：它自身综合了实体性普遍意志与个别意志之间的相互承认；个别意志由此具有了法权能力，并对国家负有义务，首先是成为国家成员的义务。在详尽的附释中，他随后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存在中引申出了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推论；革命知性的进步情意与复辟倒退的直观感受都未能合理对待这些推论：因为二者无论有多么对立，都同样忽视了政治的合理性。但黑格尔在此主要抨击的是反动的非理性主义，在他发表著作的时代，即神圣同盟获胜的时代，他认为这是最险恶的危险。
a) 国家公民的义务。国家之所以在实体性或普遍意志中真实地得以实现，是因为实体性或普遍意志是通过特殊自我意识向着它的提升、亦即通过这种因而被必然预设为前提的意识的自我否定而得以中介的——或者说：主观性在那个意志中肯定了自身——，这使得国家成为自在自为合理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性恰恰就是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这种同一性，在其中二者就其完全的意义而言得以实现。凡是自在的、亦即不在他者之中的东西，就是普遍者；然而，唯当赋予普遍者以意义的关系是与自身相关、换言之是个别的自为存在时，这一普遍者才是它自身，不受任何他者存在的影响。反过来，唯当其在自身中的反思属于普遍者的反思时，那个自为存在的、并由此是个别的东西，才从将其与他者相关联的它自身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但是，由于在作为客观精神的真实形态的国家中，普遍性与个别性相互渗透的统一是一种客观的、实体性的或普遍的统一，并且客观的或实体性的普遍性统摄着主观的个别性，因此政治理性的与自身同一、政治理性的宁静便压倒了其分化的运动。一方面，伦理实体通过赋予个体以一个与自身同一的、不动的、因而是绝对的自身目的，作为由此才得以实现的特殊性的偶然目的的坚实基础，从而确保了个体的自由作为具有客观的作用性。既然国家生活的普遍性使得个别主体能够洞穿世俗的客观性，它就促进了主体作为自由主体的存在。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在世界上“处于自身之中”。由此可见，自由在国家中“获得其最高法权”。但另一方面，自由作为对其直接个别性的普遍化扬弃，在这一制约着所有其他权利的法权中实现自身。因此，这样一种法权同时也就是为国家普遍性服务的“最高义务”。其方式是：绝非人作为人偶然地建立国家或不建立国家，而是相反，被必然预设为前提的国家唯独造就了人成为人。
b) 反对政治中的非理性主义。黑格尔拒绝了在现代历史上相继出现的三种非理性主义，它们因将国家与思维活动相分离的方式不同而彼此区别。或者在国家的规定中缺乏思维活动，或者思维活动仅仅部分地包含在其中，甚至完全被排除在国家之外。
起初，政治思维活动并没有将国家把握为本质上出于思想之物，亦即把握为由人的思维本质所要求的，而是把握为与人的自然存在相对应的。现代自然法权的经验论将国家统一定位为单纯的中介，服务于将自身特殊利益作为目的的个体。在这一观点中，市民社会——在其中自私自利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得以发展的现代国家的特定本质，在观念上被反思出来。这样被理解的市民社会，原本只是国家的近代历史显象，却与国家持久的本质相混淆了。在这种将国家学说内容历史化的做法中，从形式上看，国家的理念的哲学思维活动被替换成了关于国家产生条件的历时性表象（家庭向族群的自我展开、个体之间的冲突、社交本能、契约、神圣命令等）；这些条件仅仅是国家必然内在本质的偶然表现而已。这种在18世纪达到顶峰的国家学说内容与形式的经验论，最终走向了——也在该词的否定意义上被理解——关于作为被思维本质的国家的思维活动。
众所周知，卢梭想要将所有事实搁置一旁，从而呈现一种关于国家的非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而且他让国家的内容建立在思维活动之上。因为在他看来，国家决不表达利益的自然力量，而是表达一个决意在普遍化中令自身存在同自身达成和解的意志的思维着的——作为这种意志仅仅与自身相关的——能量。在黑格尔的讲演录中，部分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参见 VPWG）中，部分也在《哲学史讲演录》（参见 VGP）中，黑格尔称赞卢梭把这样一种自由意志确立为绝对者并将国家建立其上。然而，在卢梭那里，政治经验论却在经验上自我否定了。一方面，他以一系列实在条件的形式叙述了他本来想将其视为单纯被思维的本质的东西。另一方面，在他那里主要是否定自身的个别任意（在契约中）使自身成为普遍意志，从而这个普遍意志始终只是一个共同意志，因为它是由在所有自我否定中仍然自主活动的个别意志所承载的。德国观念论甚至在费希特那里依然坚持政治理论的这种经验个体主义的受制约性。但如今，由于受这一理论鼓舞的实践的破产，该理论的谬误在事实上已经显露无疑。因为恰恰是对卢梭充满热忱的法国革命者的多疑的、自以为是的个体主义，在恐怖统治时期摧毁了那受到如此怀疑的对普遍者的意愿。理性只要仅仅表达个体的个别主观性、从而表达的无非是证实特殊经验内容的知性的单纯形式主义，它就只是表面的理性。思维活动唯有做到以下这一点才能成为理性：它不仅仅是通过其普遍的、在事实上内在于个别自为体的形式，抽象且任意地固结某种从外部接收的经验内容，而是自身内在且必然地展开为同时也是自在的普遍内容。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活动致力于将国家思维为就其自身而言是合乎理性的，将它在其绝对意义上把握为绝对者的自身规定。
对合乎知性的国家理论的批判——无论是对卢梭那里已经在进行思维的经验论的批判，还是对康德和费希特那里仍处于经验中的知性的批判——却可能带有反理性主义的意图，仿佛实在的政治根本上要求倒退到知性（即思维着的普遍化）之后。作为复辟时期常见的这种政治非理性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一个范例，黑格尔猛烈抨击了伯尔尼人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的著作《国家科学的复兴》（1816年起出版）223。为了消除在政治上极其危险的革命知性，哈勒排斥了国家学说形式与内容中的一切思维活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在思想完全缺乏连贯性、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下，试图将国家生活理解为相互争斗的各种力量的自然博弈，对这些力量现实且成功的利用与支配，要求彻底摒弃虚伪而无能的、并非真正解放性的恪守法则的作为。因为自然终究无法凭借思维活动得到拯救，思维活动的中介反而败坏了自然，因为自然的直接神圣本质由此得不到承认。黑格尔对合乎理性的国家有机体的呈现，首先正是与这种浪漫化的自然主义相对立。
12.1.3国家法权的合乎理性的划分（§ 259）
既然政治理性是国家的本质同一性的自身区分，国家的理念就按照下列递进序列来规定自身：
–首先作为国家与自身同一之内的区分：这就是“宪法”或“内部国家法权”；
–其次作为国家本质在其自身中相区别的这一同一性同自身的相区别：在此，这一国家本质在“外部国家法权”中作为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存在；
–最后作为在不同国家之相异性的这一要素中、在由此具体化的与自身同一的普遍国家理念之中的自身区分：因此，它显示为政治的世界理性，或者显示为在“世界历史”中展开其实践活动的“世界精神”。

从形式上看，黑格尔国家法权的这种合乎理性的三分结构会让人联想到康德对公法权的设置：国家法权、国际法权、世界公民法权。但这两种学说彼此的内容区别在于划分过程各自的价值取向。因为在康德看来，国家法权作为内部国家法权是完全具有强制力的，而从这里出发，它的强制效力逐渐减弱。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最不可抗拒的国家法权是世界精神的法权，它的个别自我恰恰将已经必然确证为内部国家法权的主要权能者、即王权，绝对地设定起来。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实体自身即是主体，所以在实体性与普遍性定在的所有阶段上，特别是在政治理性的领域中，主体都表现为掌握权能者——这绝非仅仅是一个虽具实体性或普遍性、但自为而言仅具理想或规范效力的原则的单纯代表。
12.2作为概念本身的国家概念（作为内在自我展开）：内部国家法权
§§ 260–271呈现了内在自身分化的一般意义或概念，这种自身分化赋予了伦理整体性以其确定的意蕴。既然这种整体性作为驱使家庭和市民社会超越自身并判定其为非存在的那个区别或矛盾的否定性同一性而拥有存在，黑格尔首先在自由意志中规定了国家的主观性与实体性之同一性的意义（§§ 260–261）。随后，他以更高的方式阐释了国家生活的在前国家阶段的、在自身中分裂的、充满矛盾的因而听凭必然性支配的显象，将它在其真实本质中把握为国家自身的显示，亦即内在于一种与自身和解的、自由的伦理——作为同一性的区别。因此在§§ 262–265中，国家自由被呈现为一种作为必然性而展开实践、从而扎根于存在之中的东西。随后（§§ 266–270），黑格尔引入了国家真正的国家性显示，国家的不仅是形式的、抽象的同一性将自身分化为其自身的内容；政治自由将自身转化为纯粹政治的必然性——作为区别的同一性；这意味着，它不再能够由绝对者的进程中处于国家之上的东西（由绝对精神或一般的宗教）来规定，而是由处于它之下的东西来规定。最后，黑格尔指出了内部国家法权的内在自身划分（参见§ 271）。
12.2.1 国家作为自由的真正实现（§§ 260–261）
a) 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个别个体在其普遍环境中的处于自身之中，亦即作为相异的主观性与同自身同一的实体的同一性，简言之：作为“具体自由”（具体者被理解为生长展开者［crescere——扩展、分离开、相区别］同自身的同一性［cum］），客观地在一般的伦理中实现自身。然而，如果说赋予家庭与市民社会以生命活力的意志同时旨在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福利，那么这终究要么发生在家庭温馨却狭隘的圈子中，要么发生在市民社会普遍却异己外化的关联中；无论如何都是在一种阻碍人的解放的伦理关系中。唯独国家在客观精神的要素中，以绝对的方式实现了人的具体自由。因为在国家这一既普遍又如家园般亲切的环境中，人处于自身之中；由此可见，人能够同时在其全部普遍性中意愿这样一种环境，并在其自身的个别性中意愿自身。当然，国家的这一本质唯有在现代国家中才完满地得以实现。因为古代国家并没有完全解放个体，个体的作为人的特性是由其国家公民身份所规定的，因而受到了限制。国家对个别者直接行使其权能与力量，而个别者在整体之中的这种实在的沉沦，在政治学说中（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观念上的反思。
b) 相反，基督教在政治之外对个体的神化，使得人从国家公民中极大程度地解放出来，以至于现代国家学说将国家视为由个体所造之物。个体作为单纯的人，共同决意通过契约建立国家，并由此同时使自身成为国家公民。然而，由于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乃是“尘世的神圣物”，因此始终是国家自身促成了某种事物可以在没有国家、乃至反对国家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国家的自由主义式的自我克制毫无疑问是其最高且最具权能的作为。国家在近代所获得的“巨大力量”，恰恰在于它使作为这样的人从作为国家公民的人中解放出来，并允许个体的“个人特殊性”得到完满展开。由此，国家证明自身为神圣理念本体论本质的政治具体化，这一神圣理念在思辨逻辑学的顶峰显示为这样一种绝对作为，即将它那否定的特殊性环节“自由地从自身中释放出来”（E § 244），从而将自身外化为自然；在这种如同外在于它自身一般的自然中，理念必然的胜利将愈发光辉且令人称心。因此，国家整体穿过它的他者回归自身——在黑格尔看来，唯有这一回归才绝对地确证了它的自身设定。在直接的实体性权能阻碍了个体解放的古代国家之后，以及在个体主义的自我思维在本体论上消解了权能的现代基督教国家之后——黑格尔在《德国宪法》（参见 VD）中对此给出了一个重要例证——，国家在满足其本质整体性的限度内走向了其真实的定在，但并不带有极权主义，因为它同时维护了个体及其自由。黑格尔的根本意图，恰恰是在实体性或客观精神的领域中，使古典自然法权的实体主义与现代自然法权的主观主义达成和解。然而，这两者的综合——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如前所述，综合决不是单纯的中和，而是反题中统摄一切的环节与它的他者的自身联结——是由国家的实体性环节所促成的。
c) 出于这一根据，那个必然的过程——通过该过程，特殊利益首先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蓬勃发展，继而在市民社会中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与保护，但在此过程中对特殊利益的满足起初是在无意识中同样满足了普遍目的，而后者最终被自为地意愿——构成了本质性过程的单纯显象，该本质性过程的能动主体乃是在国家中完全得以实现的普遍者（R § 241）。马克思——其流传下来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参见 Marx 1974）恰恰以对§ 261的探讨开篇——所指责黑格尔的，正是伦理运动从显象到本质的这一过渡，马克思认为这是对伦理生活的现实领域（家庭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真实关系的神秘主义颠倒。马克思指责黑格尔把这些领域贬低为伦理的理想领域（国家）的显现方式，而把国家抬高为现实的本质。对黑格尔而言，国家确实是显象运动的能动载体，在前国家阶段的伦理在其中消解为国家本质的单纯显象；国家以双重方式奠定了前国家生活的基础：第一种是以在前国家阶段的、亦即前思维的方式；第二种是以国家性的、亦即思维着的方式。一方面，国家作为将私人关系从属于公共法权的“外部必然性”或“更高的权能”而发挥作用；在此，黑格尔提到了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普遍精神”（esprit général）中让人民生活的各个环节的相互作用取决于其中的某一个环节；这个占主导地位的环节，即所谓的“政体原则”，固然只是以经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合乎理性的关系，黑格尔却一再赞许地提及孟德斯鸠对这一关系的发现。224另一方面，作为真正思维着的伦理的国家，在家庭与市民社会成员的意识中成为他们的“内在目的”，只要这样一种普遍目的与他们自身的特殊目的紧密联结在一起；在此，（特殊的）主观性与（普遍的）实体性不仅通过必然性在实体上相互联结，而且通过自由在主观上也相互联结。国家由此获得了其绝对的权能，因为国家的实体性普遍性通过其自身的他者、亦即通过主观特殊性而确立自身，而主观特殊性反过来在这一全能的普遍实体的支撑下，获得了有保障的满足。这种在成员之中强化国家力量的综合，在其自身成员中产生的结果就是其权利与其义务的同一化。
d) 既然义务使特殊主体服从于某个实体性的普遍者，而在法权中相反是普遍者关照着特殊主体，因此被义务所强迫的主体与被法权所促进的主体就直接而言并不是同一个主体：对一个人来说是义务的东西，决不是他自己的权利，而是另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在每个人身上，对自己权利的主张并不必然是对自己义务的承认。当然，在这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致，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义务与相同的权利。这样一种一致存在于实践的普遍内容（亦即在一般的法权中客观化的个人自由）的同一性中，该普遍内容无论是在道德中还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法权中，都抽离了特殊的生活境况。在此过程中，恰恰被抽离掉的，乃是那些真正激励个别意志、从而将法权与义务最初单纯理想的同一性转变为实在的同一性的东西。
但在伦理的阶段上——在其中正义与善被规定为实践的、令普遍者与特殊者相互和解的整体性——这样一种理想的内容在自身之中具体地相区别。由此可知，法权与义务以这种方式显示和体会到的形式的同一性，转变成为了实在的同一性，转变成为了每一次都因得到确认的特殊关系而在自身之中相区别的伦理生活的同一性。同一个个体身上法权与义务的内容区别——例如在家庭中儿子的义务与他对父亲的权利并不具有相同的内容——以及根据不同个体而具体化的义务与权利的内容区别，便以此方式激发并强化了客观精神同自身作为伦理精神的必然统一：在一切事物中，法权与义务都是绝对同一的。这样一种与自身具体联结在一起的伦理在国家中达到顶峰。因为在国家中，普遍者与个别生活的合而为一，不仅像在家庭中那样是自在的、仅仅是被感觉到的，也不仅像在市民社会中那样是自为的、仅仅是被表象的、客观化的、外化的，而且是既自在又自为的，只要它作为“我”与“我们”的绝对统一被思维。
因此，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和解，可以表达为法权与义务、特殊利益与自我牺牲的和解。达到其完满境地的国家以双重方式满足其成员，即既满足他们作为人的一面，也满足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一面。人作为私有财产所有者、有良知的主体、家庭或同业公会的成员，必然受到合理国家的促进，国家的这种全能因此以自由主义的方式惠及非政治生活。但同样，这样一个理性国家也为国家公民提供了克服其过于人性化的定在的可能性，因为公民在必要时会为国家服务直至献出生命。完满的国家绝不缩减为服务于特殊利益的单纯中介；相反，它是“实现特殊目的和福利的唯一条件”（§ 261附释，PR-Hot 第1001页）。因此，黑格尔同样摒弃了政治上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这两种对立而片面的立场。
12.2.2国家的前国家性表现（§§ 262–265）
a) 在涉及市民社会的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节中（§ 256附释），黑格尔强调了证明国家必然定在的逻辑-本体论意义。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在自身之中调和普遍性环节（依然是一种命运）与特殊性环节（依然是自私自利的）。作为在自身中相互矛盾的、因而是非存在的，市民社会——从而也是所有（在逻辑-本体论意义上的）前国家阶段的伦理，因为市民社会作为“普遍家庭”［§ 239］将家庭包含在自身之中——唯有在它建立在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具体联结起来的国家的存在之上的限度内，才拥有一种存在。只要人在国家中获得了满足，他就根本能够过上一种家庭与社会生活——无论这种生活就其自身而言是多么不完满。因此，伦理生活，即使是最原始、最少划分的伦理生活，也唯有在它首先实现了那在历史发展中作为严格区别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真正国家而展现出来者的普遍化与聚合性规定的限度内，才拥有一种存在。伦理整体唯有作为本质上国家性的东西，才在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自身的划分规定中设定自身；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绝对者——其尘世表现就是国家——唯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实现自身，即它在其具体同一性中，将自身作为绝对者同其两个被设定为抽象（分离）的主要环节的区分性关系相对立。因此，家庭与市民社会唯有作为奠定它们基础的、与自身同一的整体性或国家的理念的规定而存在：“正是国家的理念自身，把自己分离开成为这两个环节”（§ 256附释）。这就是在§ 262中再次讨论的主题。
在此，黑格尔强调了根本上具有本质政治性的生活的三种表现——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内容区别与意蕴区别。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内容是单纯有限的内容，这种内容使二者成为充满矛盾的、因而在自身中非实在的或观念性的规定。在第一种表现中，国家按照其普遍者与特殊者同一性的单纯环节而显现，这是一种停留在自身内部如此不展开的同一性，以至于其自在存在无法成为自为存在；相反在第二种表现中，国家按照其使自为存在的距离成为可能的普遍者与特殊者区别的单纯环节而显现：在此过程中变为自为的东西，不再是自在的。与此相反，国家显示为它双重有限性的否定性统一，亦即其不自为存在的自在存在与其不自在存在的自为存在的否定性统一，从而显示为这种被预设为前提的有限性的无限的、甚至是自在自为无限的统一。因此，伦理精神唯有通过其最初实现的两个有限环节的否定性联结，才在其无限性中实现自身；国家唯有在此前已经在自身内部让家庭与市民社会充分发展并走向其真理，才能完全地设定自身。
b) 国家的前国家性作用在家庭与市民社会的产生中就已经显露出来。既然国家是伦理生活的唯一实在主体，并且真正使得某种东西（表面上）能够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发展起来，那么国家便让从原子化杂多性来把握的个体，作为国家统一的他者、亦即作为单纯的群体，分配到那些领域中去；个体恰恰根据其状态的偶然特殊性——“境况”——以及他们在家庭与社会关系中的“任意”来行事。因此，具体的与自身同一的或自由的国家理性，在家庭与市民社会的领域——显现为区别的伦理同一性或伦理必然性——中，依照必然性本身的法则展开其实践活动，必然性将对它而言依然是外在的区别聚合在一起，因而根本上不是别的，正是纯粹的偶然性。在这里，可以说是国家理性的狡计在起作用：一种普遍的秩序安排，凭借家庭与市民社会成员形形色色的出于个体和个体主义利益的活动性而产生出来（参见§ 263）。这样一种狡计表达了这两者的逻辑-本体论意义，只要在它们的特殊存在中，它们的普遍国家本质仅仅显现出来。由于国家本质自身与那一存在之间起初保留着区别，这一本质仅仅作为从外部将合法制度强加给家庭与市民社会自然进程的“权能”而显露出来。
然而，本质的过程（根据《逻辑科学》；参见 L I,2）在于，逐步使自身与作为其本质的存在联结起来：它在自身的映象中甘愿自身作为存在而显现，并以在这样一种存在中现实化而告终。因此，个体作为家庭或市民社会的精神的成员，必须不仅意愿其个别目的，而且首先通过这些目的、继而在这些目的之下、最后在这些目的之中意愿其普遍本质（参见§ 264）。国家通过前国家阶段的制度（婚姻、等级组织、司法、警察等）将家庭与市民社会依然处于自然伦理的生活予以普遍化，国家的这一活动性在进行综合的、社会性的家庭——同业公会——中达到顶峰。在这里，个体的福利与共同体的福利乃是同一个东西。伦理的过程由此到达了普遍者与特殊者的国家统一的门槛，但也仅仅是到达了门槛。因为这种统一作为社会的统一，是在分离开的或区分性的要素中发生的：同业公会一方面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内容受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它仍然是由聚集起来的个体自身所承载的。
c) 因此，所有这些家庭与社会制度完全可以被黑格尔称为“特殊之中的宪法［……］”。“宪法”，亦即同一性或普遍性同区别性或特殊性的就其自身而言已然具体的或合乎理性的同一性的内在分化（分化为划分好的且彼此对应的制度）；“在特殊之中”，亦即处于前国家阶段伦理的区别性的、分裂的、自然的要素之中。作为构成国家之物的前国家性设定，家庭与市民社会乃是国家的“坚实基础”（§ 265），是国家的“伦理根基”（§ 25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一种基础或根基在国家现存的、经验的前提预设或条件的阶段上，表达了作为国家的全部伦理的那个本质的合乎理性的根据。它们乃是在后者中得以实现的“公共自由”的“基柱”（§ 265）。然而，如果说在其中特殊的自由通过它与普遍意志的事实联结而被提升为理性，那么这种理性终究只是自在地达成的。作为由其特殊性或区别性所规定的主体的单纯谓词，这样一种理性乃是同一性与区别的那种通过区别、而非通过自身所设定的同一性。然而，被主张者与主张者之间的这种矛盾——恰恰因为充满矛盾之物作为此类东西是非存在的——必须被扬弃。因此，真正的主体必须被设定为与自身同一的普遍主体、即政治主体，亦即国家族群共同体的“我们”，它的生活在于将其具体同一性划分进真正的政治宪法之中。从现在起，自由自为地就是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
12.2.3国家的国家性显示（§§ 266–270）
自由的不含矛盾的实现恰恰在于，直接蕴含于一切实在之中的区别、从而作为此类东西定在着的区别的直接同一化（作为必然性）被扬弃了，以至于必然性将自由作为自由表现出来。因此，如果说（根本上属于国家的）自由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显现为必然性，那么相反，它在国家中则显示为自由。伦理的内在自由的国家表现——或必然性——不再将自由表现为其自身的异化外化，而是表现为它自身：自由塑造自身为自由。但如今，自由的这种自由形态乃是伦理同自身的普遍同一性在伦理特殊的客观区别或主观区别中的自我确立，这些区别直接在自在中建立自身，或者自为地作为国家整体性的环节或成员体会自身。在市民社会中意识到自身为人、亦即意识到自身为个体的国家公民，首先仅仅作为普遍国家本质（作为“我们”）的一个孤立的脉搏跳动（作为“我”）才是他自身。但普遍者在作为此种特殊者之中的这种定在本身是双重的：即它一方面作为主观定在——“政治情意”；另一方面作为客观定在——政治宪法的有机体（§ 267）。
在黑格尔提示了个体对整体的能动的、在爱国主义中达到完满的信任是以特殊主观利益与普遍实体性福利的具体统一为前提预设之后，他突出了这种已成为习惯的情意的客观或自然恒常性：唯独从这样一种通常的情意之中，才能建立起“做出非凡努力的心态倾向”（§ 268附释）。但如今，这种爱国主义唯有作为国家宪法与自身同一的、持久的客观性的主观被反思状态时，才能免受主观变迁的影响。不言而喻，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必然同一在客观精神的阶段上，本质上建立在它的客观环节之上。因此，唯独宪法赋予了爱国主义恰恰在它自身的生存与本质中规定它、并使之成为真正的确知或客观主观性的东西，简言之：使之成为客观精神。
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参见 VPWG）和《哲学史讲演录》（参见 VGP）中，黑格尔强调了从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进步，后者具有更严密的宪制构架，并且通过其因而更加稳固的客观性，使其成员之中也孕育出一种更加可靠的爱国主义。然而，国家这种原本客观的权能本身取决于不同宪制机构的有机联系。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的客观性与精神的客观性都唯有作为有机的客观性才是完满的。因此，制度的这种有机客观性实现了国家宪法的普遍本质。在宪法中，国家的普遍性通过其特殊的权能（立法权、行政权、王权）不断地生产自身；并且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些权能无非是那与自身同一的普遍性的自我分化，而设定在其各个环节的区别之中的同一性恰恰被称为“必然性”。但事实上，普遍者的这样一种自我生产就是它的再生产或它自身的保存，因为同一性在本体论上先于区别。针对后来受到否定评价的分权学说（孟德斯鸠），甚至针对其仅仅将各种权力彼此视为并列或从属关系的学说（康德），黑格尔强调了宪法绝对必然的有机统一（参见§ 269）。真实地思维国家，意味着合乎理性地把握其内在组织的客观推论。为此必须克服抽象的知性，这种知性将外部的“原则”或“谓词”强加给由此被破坏的国家统一，从而仅仅是对其进行评判，而不是去把握。
12.2.4作为思维生活的国家生活（§ 270）
国家作为普遍福利与特殊福利的普遍意愿同一性的本质，唯有通过思维自身，才能实现自身，亦即展开为各种区别。当精神的内容作为单纯被感受到的、且依然在表象的内在空间中并列置放的内容而相互排斥时，作为被思维的内容它们却相互包含，因为每一个思想始终只是与自身同一的普遍思维活动的各自个别的自身分化。因此，国家合乎理性的内容唯有通过教化的形式才能实现自身。因为这种虽然已经由在市民社会中展开实践的知性所展开的形式，唯有通过将自身的普遍性表达为其内容自身才达到完满：这恰恰就是法则。因此，黑格尔把思维活动——包括其最高活动即哲学自身——与国家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唯有作为认知着自身才具有存在。由此可见，国家既不能也不被允许将其生活与作用屈从于任何未能满足认知的一切要求的权威——即便该权威在精神上可能比客观精神的领域更高。因此，黑格尔在§ 270的详尽附释中，使国家摆脱了一切宗教统治，而这是针对复辟时期的一种主要倾向。
就宗教而言，人们可以确信它要么 1) 为对政治作为针对单纯尘世的、事实性的、偶然的或次要之物的漠不相关作辩护，要么 2) 作为抚慰对政治世界的不公与苦难提供补偿，要么 3) 奠定并规定国家生活自身。但对此黑格尔反驳道：1) 宗教并不必然主张世界的虚无性：针对“伦理世界的无神论”（参见 R 第8页），毋宁应当说神圣精神——作为精神性的——主要是在这个精神世界中启示自身的；2) 宗教的抚慰完全是偶然的——因为更经常的情况是它肯定了臣服与奴役，或者提供了一种转移人们与奴役进行斗争的借口；3) 认为宗教构成国家的基本规定的主张，同样误解了二者的本质。随后，§ 270的重要附释阐明了这最后一点（参见耶什克在本卷中的文章）。
当然，宗教作为对绝对者的意识，本身就是绝对意识：作为这种意识，它特别为国家提供了最高、最终的实在保障。因此，合乎理性的国家可以要求其所有成员信奉某种宗教。然而，即使宗教能够为国家奠定基础，它却绝不可能去规定国家。因为由于国家与宗教在内容上的差异，宗教将不得不通过其单纯基于感觉的、主观的形式来规定国家。但如今，蔑视一切稳固客观化的宗教主观主义，除了以狂热摧毁国家严格规定且划分有序的有机体之外，别无所能：这是何等惊人的历史倒退！因为全部世界历史的进程始终致力于使客观思维活动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国家应当在其自身的阶段上来规定自身。——不仅如此：由于国家乃是到达其真理的客观精神，因此它也能够并且应当渗透精神一切表现的客观方面，乃至绝对精神的表现即宗教的客观方面。首先，教会作为客观的、在崇拜活动中、在“形形色色的所有权”等之中定在着的自治公社，从属于国家的法令。进而，如果说宗教作为内在共同体摆脱了国家的外部强制（国家既不能也不被允许指定某种确定的宗教），那么相反，由宗教所提出的普遍生活学说——在其中，国家往往被视为一个单纯为了满足感性需要而设立的机制——则服从于国家的监督；这完全合乎法权，因为国家承担着教育的绝对责任，因为国家处于思维活动的阶段，而宗教自身作为此类东西的要素乃是单纯的表象。因此，只要教会学说涉及法权领域，国家就可以并且应当控制它。后来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参见 VPWG）中，黑格尔固然会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国家不能与任何随意的宗教相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国家自身不能强加某种特定的宗教。因为唯有在世界历史中展开其实践活动的世界精神，才能绝对支配国家与宗教实在关系的命运。
12.2.5内部国家法权的划分（§ 271）
国家作为其自身法权之主体的实现，必然在于国家同一性将自身设定在区别的要素之中。首先作为在国家内部的自身区分，其次作为同国家相区别的自身区分：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
a) “政治宪法”将国家内在的自身区分组织为不同的权能。这些权能固然（由于精神的客观性）被固结在特定职能上并相互咬合（依照精神的客观性），但同时也表达了国家与自身的同一性。以这种方式合乎其内在区别的政治宪法，在和平中完全实现自身。
b) 相反，正是战争同时显露并强化了那种权能，与自身同一的国家凭借这种权能支配着其有机区别性。国家统一必然具有的否定性的——因而是区分性的——自主活动性，唯有就其作为此类活动性区别于其他国家统一体而言，才确证自身。恰恰由此，它将自身内在既有的区别降格为非实在的或观念性的区别。这就是“对外主权”，在其中，作为“内部国家法权”本身之中的自我外在性的一面，预先体现了政治生活的第二个主要环节，即“外部国家法权”，亦即准作为法权主体而设定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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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耶什克
13国家与宗教（§ 270）
13.1
在展开通向政治宪法概念的“内部国家法权”导引性各节的过程中，黑格尔通过插入第270节，出人意料地打断了第269节与第271节之间紧密的概念关联。然而在该节正文中，他仅仅对先前已阐述的内容作了一个简要概括——以便紧接着在附释开头带着略显泄密意味的保证（称此处乃是“触及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的地方”），过渡到对这一关系的论述（§ 270附释）。该节正文没有任何独立的、在思想上进一步推进的功能；它唯一的目的在于为“宗教与国家”这一主题提供一个切入点，因为黑格尔显然不愿因探讨该主题而打断节次序列中严密的思路。因此，在《法哲学原理》的建筑构架中，“国家、教会与宗教”这一主题被贬置于一个壁龛中，几乎隐匿不现，以至于在目录中甚至也没有映现。然而，这一主题在其所处时代乃至当今讨论中所具有的内容上的——哲学的以及政治的——分量，却与黑格尔在其呈现的体系构想中所赋予它的从属地位构成了刺目的对立。因此，在围绕黑格尔法哲学的讨论中，这一主题也仿佛摆脱了赋予它的从属地位，并在《法哲学原理》被优先讨论的根本问题之列找到了其恰当的位置。
黑格尔贬低这一主题的体系性等级，其根据绝不在于他冒险涉足了一个自己尚不熟悉的领域，因而在将其嵌入自己的法哲学脉络时仍有些游移不定。相反，这里所讨论的诸问题自其伯尔尼时期著作起便已为他所熟知；在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残篇《无论人们做出多么相互矛盾的考察……》（PchR，第313–351页）中——黑格尔详尽地就国家教会法的问题表明了立场，固然，这里在契约思想的基础上往往有着不同的侧重。然而仅在十年之后，在其《宪法著作》（VD，第22、46、96页）的残篇中，黑格尔便确立了他在一个核心视角上甚至在《法哲学原理》中（虽经修正）仍然坚持的立场；而在《法哲学原理》出版前的几年里，这一主题在他海德堡与柏林的法哲学讲授课（VPR I，第77页以下、209–211、286、516–528页）中以日益详尽和尖锐的形式展现出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探讨该主题时之所以选择隐秘的体系性位置，因而大概归因于这样一种困境：虽然他本人持有这种观点，即这一主题并非在这样一本讲授课纲要的狭窄框架中、而唯有“在一篇论国家的完全具体阐述中”才有其恰当位置（§ 270，第214页脚注），但他面对恰恰在那些年里日益激化的宗教政治讨论却不愿保持沉默，而是希望有针对性地介入其中——尽管在当时激烈的论争中他的这一进击至多只得到了边际性的倾听。然而，即便黑格尔——正如其毕生工作中的屡次举动一样——在此处意图对时代实现这样一种“对生活的介入”：他的立场也绝不局限于对当下争论问题的政治表态，而是试图对该问题进行深刻得多的把握。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宗教与国家关系的阐释视野，是由他在《宪法著作》中便已确立并在其后作为基调贯穿其全部阐述的立场划定的，然而这一立场却与当时主导“时代精神”的倾向截然对立：面对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对恢复宗教与国家的统一乃至教会与国家的统一（仿佛处于一种被理想化的中世纪统一之中）的渴慕，黑格尔认为这样一种复归既在历史上不可实现，也绝非值得追求。他看到国家——自然是指近代的、对他而言是“现代”的国家——乃是从近代早期的宗派内战中产生出来的，这一洞见预先开启了对该过程的较新诠释：在近代，国家与宗教的统一之所以不再可能存在，首先是因为宗教的统一已被宗教改革所撕裂。而且不仅宗教的统一被撕裂了：由于在近代开端国家与宗教在纲领上至少仍存在紧密的交织，宗教将其自身的裂痕带入了国家之中，并由此撕裂了——传统的——国家，而这一撕裂又通过目的明确的破坏性政治以及多次来自国外的军事干涉而被进一步加深。然而，由此绝不能得出——浪漫主义的——结论，即首先应当恢复“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并作为其次序结果进而恢复教会与国家的统一——恰恰相反：对——传统的——国家的撕裂，出乎意料地并未导致国家本身的毁灭；它反而促成了一种洞见：“即不论宗教如何各异，一个国家都是可能的”（VD，第22页）。因此，黑格尔用这句简短的话概括了他的立场：“唯有国家是可能的，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才是有所必然的。”（VD，第46页）从这一立场出发，也可以理解他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授课》中屡遭讥笑的论断的合理性：即在革命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宗教改革——这并非为了使相应居民改宗新教派别，而是为了开启对国家建构具有构成性意义的宗教或教会与国家分离的过程。——在黑格尔思维活动发展的这些早年岁月中，在他尚未拥有客观精神概念之时，作为“现代国家的原则”，对他而言所剩下的仅仅是一条外部纽带，一种“关于外部事物、进行战争等”的结合（VD，第99页）——并且唯独在这一方面，他后来才会对自己加以修正（耶什克 2016，第65–67、95页以下）。
13.2
在《法哲学原理》中，近代早期的这些历史论争固然仍旧在场，但它们并未进入正文，而是作为回忆保留在背景中。黑格尔现在不再主要从历史发展出发来把握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对他而言，这种关系最终并非基于两个建制（即国家以及具有建制形式的宗教亦即教会）在历史上出现的分离，而是基于国家与宗教虽然是分离的，但国家与宗教一样都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性”，“是显现的、自身明晰的、实体性的意志，它思维自身并知道自身，并且在它知道自身的限度内完成它所知道的东西”。（§ 257）国家与宗教作为分离者所处的、并且两者皆扎根于其中的，乃是一种精神性的关联：两者都是同一个精神的塑造形态，因此对他而言两者也都是某种神圣之物。在其法哲学讲授课中，黑格尔甚至毫不退缩地（固然不是将“特殊的国家”，但却）将“国家的理念”称为“现实的上帝”（PR-Grie，第1406页；齐普 2015，第165–188页）。因此，黑格尔为国家主张这种神圣性，绝非仅仅出于策略上的根据——因为正如在这种历史过渡时期中常见的那样，若没有这样一种传统的、提升其地位的修饰词，要把国家作为优越的形态、作为伦理理念的体现引入进来原本是毫无希望的——，而恰恰是因为宗教与国家共同扎根于绝对理念的知道自身之中。黑格尔在§ 270中重新拾取了§ 257中关于国家作为知道自身之精神性的这一基本规定，在此赋予了它一个历史的标志：国家乃是“穿过教化形式的、知道自身并欲求自身的精神”。这种在历史中被中介的知道自身以及作为普遍者的知道自身，构成了国家的实体性与其神圣性；国家在首要意义上并非一种统治关联、一种权能工具，但也绝非实现私人“幸福”的设施，而是一种实体性的、因而是普遍的、先于个体的知识、作用与行动：客观精神。就此而言，国家与宗教是同一的：皆是这一精神实体的知道自身的形式。
然而，它们是两种极为不同的形式：从初步考察来看，宗教似乎属于内在性领域，因此它也以一种殊胜的方式构成了精神的这样一种知道自身：绝对精神。相反，国家似乎仅仅落入外在性的领域，甚至处于这样一种排他性之中，以至于知道自身的环节在这一外在性中面临消失的危险。然而，黑格尔将这种预设视为对何为国家的一种误解：如果人们仅仅将国家把握为一个“匮乏与知性国家”，或者甚至把握为一个由漠不相关的任意与不法暴力构成的单纯体系，那么它诚然跌落为无概念的外在性——但在黑格尔眼中，对国家的这种理解恰恰只是一种单纯的误解，一种对国家精神本性的错认。
如果国家对应于纯粹外在性的领域，而宗教对应于内在性的领域，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用几句话加以概括，而且也根本无法理解二者何以会彼此发生冲突。然而，这一关系的呈现却要复杂得多：尽管国家确实落入外在性的领域，但它——即现代国家，正如它在穿越“教化形式”中所塑造成形的那样——却远远超越纯粹的外在性，延伸至知识与精神性的领域。另一方面，宗教也绝不仅局限于纯粹内在性的范围。它不仅通过其学说与崇拜活动作用于外部现实性，而且在现实性中显现为一种在法权与层级上被组织起来的建制性形态；它因而以类似于国家伸入其固有的内在性领域的方式，伸入到国家的领域之中，而从这种向对方领域的相互侵入中，潜在地滋生了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形态都立足于外部现实性之中，但二者也都主张自身是精神性、即精神知道自身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它们处于一种协调乃至相互补充的关系中——但在同样多的领域中，它们彼此处于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无法通过单纯指出它们的差异并要求退回各自划定的领域界限之后而消除。然而，这一冲突绝非某种永恒的、非历史的东西；其根源最终在于现代国家在历史中不断推进形塑为伦理的主导形态，这伴随着这些界限持续不断地向不利于宗教的方向推移——因而在黑格尔看来，这乃是一种符合概念的发展，并且在现实性中也绝不可能轻易被叫停甚至被逆转。
13.3
当出现两种——而且是极为不同的——形态，二者都主张代表完满的、乃至被赋予神圣性的精神性，但同时又要塑造现实性时，不可避免地便会提出它们之间谁主谁从的问题。因此，黑格尔在其论述开端重新估价了针对该问题的如下回答，正如他所言，这在“近代被如此频繁地重复”：“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当时把宗教标举为“国家的基础”，乃是出于意图将国家证明为持久依赖于宗教，因为这样的“基础”被设想为存在理由（ratio existendi）与本质理由（ratio essendi）：不仅作为其定在的“基础”，而且作为其如是存在的“基础”。然而，针对这一旨在证明国家处于劣势地位的公式，黑格尔早在先前的各次讲授课中便已对其予以反驳，并且随着学期的推进而力度日益增强（PR-Wa，第77页；PR-Rin，第516–519页）。从他那向前推进的理据思想出发，这一公式甚至让他易于从其自身内部将其驳倒，并挫败其中所蕴含的意图：因为在这里被标举为“基础”的东西，——作为“基础”——恰恰也仅仅是“基础”，而唯有从它出发，才能迈向关系的展开和真正哲学上的理据。
然而，黑格尔并未把这一公式的政治分量看得如此轻巧，以至于满足于通过这种依其哲学构想显而易见、但并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简单颠倒来驳倒它。在某种意义上，他起初甚至赞同这一公式：只要借助它所要表达的是，国家为单个主体“在宗教那里找到了最终和最高的证实”——即通过宗教的话语，单个主体的所有托词和借口都被切断，因而宗教对国家而言乃是“一种必然之物”（PR-Rin，第517页）。因此，黑格尔甚至认为国家要求公民必须信奉某种宗教的主张是合乎法权的——“顺便提及，信奉任何一种皆可，因为对于内容，只要它关涉表象的内核，国家就不能介入。”（§ 270附释，第216页）尽管对宗教有这样一种不确定性，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宗教对国家而言不仅是“一种必然之物”，而且是国家的“最终和最高的证实”。然而，对宗教稳定国家的功能的这种极其宽泛的承认，并不是黑格尔的定论——恰恰相反：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种将宗教称为“基础”的言论更容易“将混乱本身提升为国家的宪法，提升为认识应当具有的形式”。（§ 270附释，第213页）因为宗教完全不适合规定国家的宪法以及在其中现实的认识形式。正因如此，他并不承认宗教有权在国家建构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或者甚至逾越在国家中得以实现的伦理形式并篡夺其地位。唯有国家才是“自我意识的、客观的合理性的形式”，因而它也拥有“使其生效的法权”（§ 270附释，第221页），并在发生冲突时拥有使其对抗宗教而生效的法权——正如目前在传统上由宗教规定所秩序化的众多领域中所发生的那样。
13.4
黑格尔在此持有一种根本上并不自洽的立场。由于他追随传统——这一传统甚至仍决定着他所处时代的法权状况——将宗教本身无须进一步附加限制地标举为“对情意之最深处整合”国家“的环节”（§ 270附释，第216页）、标举为最终的合法性审级，他便不可避免地也将宗教提升为了使国家丧失合法性的最终审级。但另一方面，正如其极其尖锐的阐述所表明的，他充分意识到了其中对国家完备性构成的危险：能够在最深层次上整合国家的那个审级，在发生冲突时恰恰也正因如此能够在最深层次上破坏国家的稳定。为了将这一风险降至最低，黑格尔采取了中介手段，使宗教相对于国家丧失其合法性。在作出他自己也对宗教抱有最高尊重的保证之后，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损害控制，他紧接着对宗教展开了最为严厉的批判——而且是对一般宗教的批判，而绝不仅针对那种对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产生误解、并主张对作为立足于现实性之中的伦理的国家具有优越性的宗教。
为了彰显国家相对于宗教的这种原则性优势，黑格尔动用了大量的武器库，部分是哲学论据，部分是历史观察。首先来看哲学论据：乍看起来，宗教——作为绝对精神的三种形式之一——似乎单从体系构造上就始终凌驾于作为客观精神一种形式的国家之上。然而，对宗教的这种评价乃是基于对黑格尔所称“绝对精神”的无差别理解——仿佛凡属于这一领域的，就因此凌驾于任何批判之上。宗教之所以是“绝对精神”，是因为它是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而不是关于他者的知识。然而，在它的概念中不可扬弃地内嵌着：它对自身的这一知识总是落空。因为作为宗教，它把精神知道自身误解为一种关于同人相对立的上帝的知识，甚至误解为由这位上帝赐予人的知识。它自在地所是的——精神关于精神的知识——，它却误解为关于一个他者的知识。而这种自我误解对它——作为宗教——而言，在原则上是不可认识的，因而也是不可克服的。如果它被认识并被克服，那么伴随着这一步，人们也就脱离了宗教的领域。
不容许赋予宗教以塑造国家之角色的这种缺陷，因而扎根于其特定的知识形式之中。宗教作为绝对精神的形式，固然以真相为其内容——但仅仅“作为一种被给予的”、而非“通过思维活动与概念而被认识的”内容（§ 270附释，第220页）。毫无疑问，在那些年代所发生的意识史巨变中，恰恰是被给予性、实定性的这一环节，在许多人看来构成了一个稳固的锚，伦理秩序得以固定在其上并防止被冲刷殆尽。与此相反，黑格尔则将这种——假定的！——被给予之物视为通向伦理实现的道路上的障碍——以至于他免于再去证明：在多么多重方面，这样一种被给予之物并非充当有益的锚，而是充当具有干扰性的阻碍。相反，他局限于一个决定性的、形式上的要点：一个被给予之物“在其基本规定上不是通过思维活动与概念而被认识的”，而是通过“权威”——并且是通过一个完全值得怀疑的权威！——被设定的，因而仅仅对信仰开放，却不能为洞见或“被规定的思想”所通达。然而，作为自由伦理的国家，不能依赖于设定在其彼岸的权威，也不能依赖于由信仰归于该权威且仅向其启示的不变指令；相反，国家乃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知识，它将自身塑造成由法权与法则以及由各建制所构成的体系性关联。
尽管黑格尔将“信仰与权威”归于宗教、将“合乎理性的知识”归于国家的这种略显公式化的划分，可能是一种深受启蒙运动影响且或许被扭曲的观点，无疑并不适合于所有的历史案例：但他的哲学史与世界历史讲授课以及宗教哲学讲授课，为他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例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针对宗教的“某些”且绝非罕见的表现形式，“需要一种拯救的权能，以维护理性和自我意识的权利”。这不仅适用于宗教的早期形式（在其中，宗教“导致迷信枷锁下最残酷的奴役以及人向野兽之下的沦落……”［GW，§ 270附释，第213页］）；它同样适用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代不少宗教因素在其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动乱和内战，并且它同样适用于历史上尚不算久远的案例，例如宗教裁判所的作为，黑格尔在此以对他而言仅发生于约两个世纪前的焦尔达诺·布鲁诺和伽利略·伽利莱的例证痛斥了这一点——为此，他甚至很不寻常地在《法哲学原理》中将拉普拉斯关于针对伽利略审理操作流程的义愤报告收录入一条详尽的脚注之中，以此清晰呈现宗教对国家生活无意义且罪恶的干预。
鉴于黑格尔并非毫无意图地在此处得出概括，即“思维活动的自由与科学的自由”源自国家——并且这在历史中绝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因为它的原则乃是普遍性——，人们却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黑格尔，又是什么赋予他权利，竟将宗教如此普遍地标举为“对情意之最深处整合”国家“的环节”——而且这还是在他所强调的宗教的又一结构性特质明显与之相左的情况下。黑格尔将宗教把握为“以情感、表象、信仰的形式与绝对者的关系”，将宗教真理把握为“隐匿于感受与表象之主观性中的真相”（§ 270附释，第215页）。然而，这种将焦点聚集于内在性的宗教做法并非没有实践后果：在宗教中，一切都被总括到这一主观的最深内核之中——但在“它那包容一切的中心，一切都仅仅作为偶性的、亦即转瞬即逝之物”（同上）。在对内在性的这种集中之中，存在着一种不可扬弃的双重性：一方面，从这种对内在性的集中以及对被宣告为漠不相关的外部即“尘世”的贬低中，可以推导出宗教的疗愈潜能：它所实现的对有限性的提升，使其能够向受苦者提供安慰，使其超越生活的逆境，这并非通过消除逆境，而是通过宣告这些逆境仅仅是虚无之物，并最终通过对未来的、摆脱了此类逆境的生活的应许。然而，在这一论证构型中，也潜在地潜伏着对国家的威胁。如果国家“发展为持存的区别、法则与设施的有机体”同样被归入这种在更深意义上无关紧要、乃至带来干扰的有限性中：“客观者与普遍者即法则，非但没有被规定为持存和有效的，反而相对于那隐匿一切规定性并由此成为主观性的形式而言，获得了某种否定之物的规定”（同上）。因此，在原则上不可扬弃地铭刻在宗教之中的，乃是一种相对于黑格尔诊断为世界历史之内核的运动采取否定态度的倾向：即反对“内核向外部的巨大跨越，反对理性向实在性的赋形”，正是通过这种跨越与赋形，“受教化的人类获得了合理定在的、国家设施的以及法则的现实性与意识”。（同上）
13.5
这种植根于宗教之中、反对实现合理的即普遍与自由的关系的倾向，绝非必然以好战的方式针对国家的现实性；它同样可以表现为陈述那些假定支持国家、但长远来看却依然针对国家的信念，因为它们暗中破坏了国家的合理普遍性原则。对此的一个例证是将公民权利同属于三个“基督教宗教派别”之一相绑定，这恰好在那些年里通过载入《德意志邦联条约》第16条而得到确认（克吕贝尔 1818，第159页以下）。尽管其中法典化、对各基督教宗派平等的“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较于早先的法律规制、尤其是相较于事实上所采取的操作流程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种令人欣喜的三个基督教宗派的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恰恰在于，所有其他群体都被排除在享有公民权利之外。对于犹太人，则颇为含糊地宣布将进一步磋商如何“在承担一切公民义务的前提下，为他们提供并确保享有公民权利”。至于其他群体，则根本未被提及。由此种宗教所致的限制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何种问题、给未来带来了何种后续负担，乃是众所周知的。各国通过这种限制赋予宗教信仰对国家生活以构成性的意义；国家生活的合理普遍性的位置，依然被宗教的特殊性与主观性所占据。针对在赋予犹太人公民权利——而绝不仅是一般人权！——之际所“掀起的叫嚣”，黑格尔倾泻了他辛辣的嘲讽：人们在此忽视了，“他们首先是人，并且……其中包含着：通过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毋宁是作为法权上的人格而在市民社会中被承认的自身感觉，以及从这独立于一切其他事物的无限根源中，形成了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与情意的协调一致。”相反，继续维持这种分离，“理所当然会成为排他性国家的罪责与遭非难之处；因为它由此便错认了自己的原则、客观建制及其权能”。尽管毫无疑问还有其他方面也卷入这一复杂问题之中，但拒绝法权普遍性的决定性阻碍恰恰在于宗教层面的顾虑——正如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人们依然持有的那种假定，即唯有三个“基督教宗教派别”的成员才能宣誓并因而进入公共机构任职。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由黑格尔以无人可及的力度所确认的国家合理普遍性原则，逐渐摆脱了当时依然强大的宗教要求与抗辩，并在对抗它们的过程中确立了自身。
13.6
在撰写《法哲学原理》的前几年，在其他方面也迫切要求进行政治哲学上的表态。早在1819/20年冬季学期的法哲学讲授课中，黑格尔便看到国家面临着一种“敌对且论战性地”针对国家出现的虔诚，但他深知如何将这种虔诚与“不偏不倚的质朴虔诚”区别开来。他绝非把这种论战行为简单归咎于“宗教”本身；相反，他看到宗教在此被政治上误导的利益所工具化：“时代的软弱无力”“逃回了虔诚之中”，因而“人们带着自身的浅薄躲藏在宗教背后”（PR-Rin，第521页）。在这些暗示的背后，隐藏着围绕1819年3月神学系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谋杀诗人兼所谓俄国间谍奥古斯特·冯·科策布所引发的争论——这一行径源于学生会民族主义煽动下的仇外情绪。为了为这一谋杀进行辩护，活跃于这些圈子中的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的密友威廉·马丁·勒伯莱希特·德维特在其他同事的支持下，动用了宗教措辞：他把谋杀美化为出自“最善信念”的行为，因而不仅是善的，而且是“最善的”行为。德维特正是用这种激进的情意伦理（因而对黑格尔而言是主观的、违背国家现实伦理的）论据在桑德的母亲面前为谋杀辩护，他接着写道：由“这位纯洁虔诚的青年，带着这种信仰，带着这种坚定信心”所做出的行动乃是“时代的优美见证。一个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去铲除一个被如此多人奉为偶像的人；这难道会毫无成效吗？”（B 2，第445页）在这一“辩护”中，黑格尔看到了“宗教狂热”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这种狂热正如政治狂热一样，把一切国家设施和法定秩序都当作束缚内在性、不符合心灵无限性的狭隘界限而加以抛弃……”，并提出口号：“义人不受法则约束；只要你们虔诚，其余便可为所欲为”（§ 270附释，第215页）。黑格尔以这些严厉的措辞既斥责了罪行，也斥责了对罪行的辩解，当然在印刷出版的正文中并未提及具体姓名，但这在当时原本也是不言自明的。然而他并未深入探讨的是：这里同时展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证，证明即使是他本人所认可的将宗教诉诸行动最终合法性审级的做法，也会导致这种凭借该合法性自以为凌驾于国家法则之上的行动。
13.7
据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黑格尔直到数年之后，在他于1824/25年以《法哲学原理》为基础开设的讲授课中，才找到了摆脱这一困境的解脱之径：即他将国家整合与合法化的最终审级置于宗教之中——从而将国家托付给一个他不仅称之为主观的、而且归类为潜在具有论战性并危害国家的原则。在《全面教学纲要》第二版第563节（或第三版第552节）的附释中，以及在1830年的宗教哲学讲授课中，他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途径——然而这却未能阻止恰恰是这一最精细的立场受到了最普遍的误解。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大概是双重怀疑：即黑格尔如今终究还是向伴随着复辟进程推进而蔓延的对宗教与国家统一的渴望低头，并且他放弃了《法哲学原理》的宗派中立性，蜕变为1820和1830年代重新宗派化倾向的倡导者。乍看起来，这样一种评价固然很自然：因为取代《法哲学原理》中关于国家公民应当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宗派中立要求，现在似乎公开赋予新教以特权——仿佛黑格尔现在试图将新教确立为国教，并指派宗教改革的信仰充当个人自由与国家伦理的卫士。然而情况恰恰并非如此。黑格尔对新教的推崇，并不基于宗教改革的任何教条原则，也不基于新教邦立教会组织同国家的紧密结合，更不基于新教应当赋予伦理生活以某种特定的路德宗印记。相反，“新教原则”在于：新教在当时所形成、并呈现在黑格尔眼前的形态中，承认国家的伦理乃是奠基于国家自身之中的，并且独立于出于宗教动机的要求。因此，通过确立这一“新教原则”，一方面在形式上满足了对最终宗教深化的要求，但另一方面，通常因这种深化而潜在滋生的威胁性后果却被排除了，因为这一原则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国家的原则：自由。“新教原则”承认国家内部形塑伦理的法权，而不诉诸传统宗教信念进行干涉，并且它也不向国家对立设置一种不属于其伦理环节的外部权能。在这一构造中，存在着对《法哲学原理》困境的瓦解。作为最终的合法性审级，唯有新教宗教是适合的，因为它自身没有不同于国家的其他原则——即自由：“在宗教与国家中存在着自由的同一个概念。”（耶什克 2009）对黑格尔而言，宗教与国家的统一如今正是寓于自由的这同一个概念之中——而绝非寓于教会与国家的建制性统一之中，后者始终被他毫不妥协地斥为专制主义。
黑格尔很有可能正是通过对当时政治情势的分析——而且不仅是德国的局势，更是整个欧洲的局势——才获得了形成这一体系性一致方案的推动。特别是复辟时期的法国的发展及其在七月革命中的终结，想必引导他走上了这一途径。这也引发了一场几乎毫无掩饰的自我修正。现在有言：“在近代显露出了这样一种片面性，即一方面宪法应当自我支撑，而另一方面情意、宗教、良知应当作为漠不相关之物被置于一旁，仿佛个人信奉何种情意和宗教与国家宪法毫无关系”（VPRel，第346页）。正是这种“片面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同样犯下了罪责——由于他断言国家不能“介入……表象的内核”（§ 270附释，第216页）。然而，对罗曼语系国家、特别是对法国的审视使他认识到，那种自以为能将国家仅仅建立在形式宪法之上的“现代体系”并不足以保障政治稳定，为了维系国家，毋宁需要一种与这种形式相对应并相互契合的“情意”：“双方，即情意与那种形式宪法，是不可分离的，彼此不可或缺”（VPRel，第346页）。
这种情意能够以宗教方式表达自身，但它绝非必须如此；然而如果它以宗教方式表达自身，那么它就不允许表达任何有别于国家自由伦理原则的原则。因此，黑格尔那大抵确凿的洞见乃是：唯有在宪法的形式之外加入这样一种以实现自由为导向的情意的国家，才是稳固的——由此不可避免地得出，宗教或教派中那些假定漠不相关的内容终究再次变得攸关重大。而由此反过来又不可避免地导向了黑格尔对那些在其国家生活中无法找到他所指明之构成性形式情意的国家的政治体系的怀疑论。
黑格尔的这一——最终——立场，如前所述，乃是基于他对主要在1820年代直至1831年法国七月革命期间罗曼语系国家宪法承受能力的政治分析，并特别考虑了宗教在这些国家的宪法争端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他而言，关键在于主要着眼于欧洲邻国，透彻把握宪法与情意之关系的机制。然而，他绝未谈及国家具有“为了促进必要的国家忠诚而优待某些宗教”的“法权”，并且他也未从其分析中得出任何关于限制“宗教自由基本权利”的思考（齐普 2015，第169页以下持不同观点）。相反，他严格停留于对自己时代的历史分析领域——而在这一领域中，要反驳他的结论绝非易事。
然而，在构想这样一种“政治新教”时，黑格尔看来显然过于乐观了——仿佛他在此将他所处时代新教的一种暂时的、乃至转瞬即逝的塑造成形视为其真实的且持存的形态。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这种形态几乎已不再可见，这固然不足为奇。因为正如黑格尔基于自由的基督教原则的“新教”与宗教改革时期尤其是路德的构想毫无关系一样，它与后来往往极为狭隘、教条的新教同样罕有共同之处；而很快被两大宗派的国家理论家提升为政治指导蓝图的“基督教国家”——特别应当提及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严厉批判者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斯塔尔——乃是针对黑格尔的国家构想而炮制出来的一种幻想的隔代返祖现象，幸运的是，当时各德意志邦国的“现实理性”对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抵御力。
国家与宗教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走向宗教的回归或重揽、走向重新“基督教化”的方向，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走向了宗教在最大程度上政治权能弱化的方向。在此过程中，这种发展甚至还迈出了超越黑格尔的一步：鉴于所出现的这种权能弱化，期盼从这个或那个宗派中获得对国家最深层的整合已是徒劳。今天的国家既不会追随《法哲学原理》中的黑格尔在宗教中寻求其整合的最深层原则，也不会追随1820年代末期的黑格尔试图为此起用新教。这一发展早已超越了黑格尔的解决方案仍可被视为具有挑衅性的阶段；人们可以说，他对宗教政治适宜性的疑虑已成为普遍共识。诚然，围绕“公民宗教”政治功能的最新争论表明，这一步在各地尚未都被视为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在宗教的政治中立化不断推进的所有地方，宪法与情意之间的那种“碰撞”都已被克服，黑格尔曾认为这种碰撞“距离得到解决还相去甚远”（VPRel，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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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施耐德尔巴赫
14自由的宪法
(§§ 272–340)
黑格尔的国家自视为真实自由的国家，然而直到今天，它仍然招致自由主义的批评乃至愤怒（继海姆1857年之后，尤其参见波普尔1957年和托皮奇1986年）。其根据在于黑格尔对自由主义自由理解的批判，这种批判如同一条主导动机贯穿于《法哲学原理》。真实的自由——根据黑格尔，这就是自由的理念；关于“理念”，《法哲学原理》的开篇各节便教导我们：它是概念与现实性的统一——或者用另一种术语来说：是观念性与实在性的统一——，其中这种现实性不应当是别的，而正是概念“自己[…]给予自身”的现实性（第1节附释）。如果有人将此视为巫术思维，那么立刻就会从黑格尔关于“概念”的概念那里受到指教：它意指现实性的真实的、合乎理性的本质，序言中的著名格言对此说道：“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R，第14页）。自由的现实性作为自由概念自身“实现”的结果——亦即“作为理念的自由”（第29节）——被黑格尔思考为在他者存在中自存的形象，这一形象代表了黑格尔实践哲学中最早且最持久的动机之一；225在其中，关涉作为整体的政治身体的自足与自律的古典自由表象，与作为自身与他者、主观者与客观者之间差异的近代自由要素，连同自身与主观者的固有权利结合在了一起。因此，黑格尔既反对国家单纯“在自身中存在”的那种仅仅“实体性的”自由——他在古代城邦中看到了这种自由的实现，自由在这里只存在于各城邦彼此之间的外部关系中——，也反对近代自由主义那仅仅否定的主观自由，后者在国家及其制度中始终只能看到“他者存在”、异己且原则上敌视主体的东西。如此被理解的自由的“具体”理念，起初是一般法权（参见第29节），然后则是伦理（参见第142节），伦理最终在国家中找到了自己的完满实现，因为根据黑格尔，国家就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性”（第257节）。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应当依据其宏大的辩证公式来理解：概念与现实性的统一、观念性与实在性的统一、实体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在此面对一切不同论调的黑格尔批评，必须始终坚持的是：那些公式始终关涉自由。仅仅因为黑格尔批判了自由主义的自由理解，就将他打上自由叛徒的烙印是不被允许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早已澄清了这一点；参见马尔库塞1941年）：他绝未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拒绝，而仅仅是在它将自身理解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共同体的假定充分的基础的限度内拒绝它。因此，黑格尔站在了自由主义批判者的漫长行列的开端，人们绝不能简单地指责这些人是自由的敌人。226
14.1论宪法的概念
黑格尔的宪法学说由构成其内部划分的两种差异所规定：一方面必须在广义与狭义的宪法概念之间作出区分；另一方面，狭义概念既关涉国家的内部结构，也关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外部关系。广义上的宪法——这就是一个国家内部所有实际运作的制度的总和，在这些制度中，个人的自由得以实现并作为已被实现的自由而被认识（参见第265节）227。尽管如此，黑格尔仅将此规定为“特别的[…]宪法”（同上），但这应当被理解为“在特殊领域中的宪法”，因为公共自由与特殊自由的统一在这里仅仅作为一种各自特殊的统一而存在——取决于个人所属的制度归属。因此，如果人们在这里将“宪法”首先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制度联系在一起，那就不会出错，黑格尔教导说，这些制度固然只有在国家中才有可能，但并不直接作为国家制度面对个人。此外，黑格尔本人将它们理解为“公共自由的基柱，因为在其中特殊的自由得以实现并成为合理的，从而在它们自身之中自在地存在着自由与必然性的联结”（同上）。如果说康德和费希特曾将自由与必然性视为对立，因为他们在自由的名下只能思考某种主观的东西，现存之物的客观性作为异己的必然性与这种主观之物相对立，那么黑格尔则相信在哲学上超越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制度的实体性“自在地”——亦即隐涵地或真实地——应当就是被制度化了的自由本身的实体性。“自由与必然性的联结”这一公式，从而仅仅是在变换自由的主观性与实体性、观念性与实在性相统一的辩证基本形象。
因此，如果说“特别的[…]宪法”是个人所实际经历的自由的实在性，那么黑格尔狭义的宪法概念则指向自由的观念性。在黑格尔那里，观念性意味着一个具体整体中的普遍性环节，它在这个整体的特殊者之中确立自身，也能够像一种异己的权能面对特殊者并将其限定在自己的界限之内。根据黑格尔，观念性与实在性的关系就如同本质（“内核”）与显象的关系，在此黑格尔将自由的观念性等同于它的实体性，将自由的实在性等同于它的主观性。至关重要的是，自由的这种观念性或实体性本身又再次主观地和客观地出现：主观上作为“政治情意”或爱国主义，客观上作为“国家的有机体，真正的政治国家及其宪法”（第267节）。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狭义的宪法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总括，这些制度作为单纯的结构，必须由具有爱国情怀的公民（citoyens）赋予生命并保持生机，才能成为自由的制度。如此规定的“政治宪法”随后要求根据国家的“自身关联”或国家的外部关系分别予以考察（参见第271节）。“一、内部宪法自身”（第272–320节）与“二、对外主权”（第321–329节）这两个章节，因此包含了黑格尔关于合乎理性的国家的民事宪法与军事宪法的学说。
14.2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与分权
黑格尔一再将政治宪法规定为“有机体”（例如第259、269节）；在我们眼中，黑格尔由此进入了与政治浪漫派令人担忧的接近之中，而他在其他地方始终明确与后者划清界限。作为对启蒙哲学据称是理性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反戈一击——浪漫派批评那些理论是“人为的”和“机械论的”——，德国浪漫派（赫尔德、诺瓦利斯、历史法学派）的政治思维坚持国家关系的历史生成性，并将其理解为“有机的”。有机体隐喻在这里主要用于捍卫历史上生长形成之物，以对抗1789年之后涌入德意志的人为制造的、亦即革命制造之物；自那时起，它便成为政治保守主义的象征标志。通过其自然主义的重新阐释，该隐喻展现出一段充满问题的接受史，这种阐释直到19世纪才发生，而且主要是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之下。此时，这一隐喻被从字面上理解，亦即国家如今字面地显现为由种族、血统与土壤所规定的生命体，它们彼此争夺“生存”与“阳光下的地盘”。
政治浪漫派至少为这种将政治生物学化的倾向作了铺垫，但人们不能让黑格尔为此负责。一方面，有机体隐喻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政治思维的历史深处——其起源大概在于平民撤离至阿文提诺山的传说，据此传说，平民正是由于被提示了身体各器官的相互依赖性才被说服返回的（黑格尔在《法哲学讲授课》中对此有所暗示：参见R，第269节附释，PR-Grie，第1413页）——，而黑格尔并未参与其特有的浪漫派色彩。“有机体”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逻辑隐喻（参见西普1992年，第240页及以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机体概念在《逻辑科学》中得到了论述（L II，第183页及以下）。228同时，黑格尔在非隐喻意义上关于有机体所要论述的内容属于自然哲学，在那里明确谈到了“动物有机体”（参见E，第350节及以下）；然而国家是客观精神与“第二自然”（参见R，第4节）。黑格尔最终通过将“个体国家”规定为“与自身相关联的有机体”（第259节）兼顾了这一点，根据第257节，这种自身关联应当被理解为自由意志在国家中的自我思维、自我认知与自我完满实现；一种生物学-有机体论的国家学说由此在概念上被排除了。
同时，黑格尔也谈到了“国家的组织”（第271节），由于这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活的身体中器官的排列组合，因此他由此接近了政治思维的另一个极端，亦即将宪法仅仅视为该词现代意义上的组织问题，即宣布宪法是技术上可制造的。黑格尔在第273节附释中明确与此划清界限，其方式是：他固然承认宪法并非自然的、而是历史的生成物，但同时又力图将宪法安置在可制造性领域之外。黑格尔违背一切历史显象而暗中断言，美国和法国革命性的宪法创立也仅仅是宪法修改，并且使用了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论据（参见第273节附释）；而他同时对宪法的“神化”（参见同上）不仅源于黑格尔在后革命时期的焦虑，而且源于他关于“历史中的理性”的学说，该学说将最高法权赋予“世界历史，作为世界法庭”（第340节）：据此学说，任何宪法的合法性都不是通过历史上偶然的立法者的意志获得的，而是通过“普遍精神”的历史发展阶段获得的。因此，企图强加给一个民族一部不契合其历史水准的宪法也是徒劳的；相反，根据黑格尔，任何宪法都必然几乎自发地从一个民族相应的教化水平中产生出来（参见第274节）。
因此，黑格尔毫不怀疑，宪法作为“国家组织”（第272节附释）必须遵循概念结构而非自然结构，它才可能是一部合乎理性的宪法；由此得出了他对分权学说的阐述。229黑格尔与这一学说的近代自由主义传统在一处达成一致，即分权可以被视为“公共自由的保障”（第272节附释）；而他与该传统的分野则在于，在他看来唯有何物才能算作“分立”的合乎理性的结构：所指的绝不可能是独立机关之间的相互竞争并存，正如黑格尔在美国宪法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不仅认为这一模型是对“国家的瓦解”的程序化设定，而且认为它是“贱民”情意的一种表达（参见同上）——，其尺度乃是“概念的本性”（第272节），概念通过内在自我区别而进行的内在自身规定，预先勾勒出了国家内部分化的合乎理性的结构。通过这种方式，三种权力——立法权、政府权与王权——应当精确契合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逻辑规定，而且其方式是：这三种权力中的每一种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将所有三个概念环节包含于自身之内（参见第273节）。
14.3君主立宪制
在黑格尔关于合乎理性的“国家组织”学说的背景下，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他将君主立宪制视为最合乎理性的、亦即在世界历史中最先进的国家形式。在此，他不仅遵循了我们唯有在混合宪法中才能自由且合乎人性地生活的古老学说传统（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而且宣称，古代精神尚未能够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经典宪法形式把握为国家“内部区别（一种在自身中展开的组织）”（第273节附释）的要素；唯有在君主立宪制中，它们才“被降为各个环节”（同上）。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广受讨论的关于各种单一宪法形式优缺点的争论在历史上已经终结，据他所言，这也同样适用于费希特的论点——即只要“存在一个监察院230[…]”，那么究竟是由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原本是漠不相关的：根据黑格尔，建构这样一个审级依然停留于权力与反权力的抽象知性思维的介质之中，从而停留于将国家作为“与自身相关联的有机体”进行真正合乎理性的把握的前阶。至于普遍被归于受到黑格尔高度推崇的孟德斯鸠名下的、将各个单一宪法形式简单相对化为某种主观情意的存在，黑格尔则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参见同上）。
14.4王权与主权
黑格尔凭借其关于王权的学说，招致了他的整个国家学说所承受的大概最为尖锐的批评。首先，这一学说始于一个明显的“概念错误”（赫斯勒1987a年，第201页），因为君主所应当体现的个别性的逻辑规定，根据逻辑学的方法只能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后被引入，这意味着对王权的探讨本应当放在对立法权和政府权的探讨之后。由于黑格尔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来为其违反方法论规则的行为辩护（参见R，第275节及附释，PR-Hot，第1013页），在此处人们很难压制政治机会主义的指责，因为君主尽管“不同的权力在其中被概括为个体的统一”，固然可以说是“整个体制的[…]顶峰”，但绝非因此就是它的“开端”（第273节）。人们因此不禁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黑格尔无论如何都想要对抗事物概念进程所提示的那种表象，即王权可能是立法权与政府权的结果，而这例如可能会为选举君主制乃至总统制宪法提供辩护。如果考虑到黑格尔为了论证君主制的世袭性所付出的努力（参见第280节），人们的这种猜测便会得到强化；在此他不仅诉诸在“第二自然”领域中毫无立足之地的“自然性的规定”，——这就是为什么对逻辑学向自然哲学过渡的反向指引（参见第280节附释）在这里完全不合时宜——，而且他还动用了本体论的上帝存在证明（同上），以论证国家最高权力与一个自然人的统一；然而他并没有证明，为什么单纯的出生就能使一个自然人具备成为君主的资格（赫斯勒1987a年，第205页）。
诚然，如果仔细审视黑格尔实际赋予王权的职能，那么政治妥协的最初印象便会大打折扣；它基本上应当被限定在呈现形式的外观上。黑格尔的保守派批评者很快就注意到了普鲁士王室传统的自我理解与黑格尔关于王权的阐述之间的不协调（参见阿维内里1976年，第226页以及第317页的文献出处）。亦即，那些阐述完全被一种引人注目的不相称所规定：一方面是最高权威的修辞——黑格尔在第281节附释中甚至试图使其免受除哲学思辨探讨之外的任何其他探讨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他赋予君主的政治任务的微不足道。在《法哲学讲授课》中，黑格尔曾说道：“在一个完满的［国家，H. S. 标］组织中，所涉及的仅仅是形式决断的顶点，人们对于一个君主只需要一个说‘是’并在‘i’上点上那一点的人，因为这一顶点应当是这样的：性格的特殊性并不重要。”（第280节附释，PR-Hot，第1015页）。有人怀着告密的意图将此话报告给了国王，国王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质问道：“但要是国王现在不点这一点呢［？］”（引自伊尔廷1973年，第26页）。对黑格尔的保守派批评者而言，将君主贬低为政治意志形成的最后的附和者与公证人，乃是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国家哲学上看，黑格尔对波恩《基本法》意义上的联邦总统究竟能提出什么异议呢？
解读黑格尔关于王权的奇特建构的关键，在于他的主权学说。这一学说通过双重界划而获得清晰轮廓：一方面反对将主权误解为专制，另一方面反对流行的人民主权图景。专制完全体现了“无法律的状态”（第278节附释），而这里谈论的则是“在合乎法律的、立宪的状态中的”（同上）主权，这解释了为什么君主的任意在黑格尔的建构中受到了如此显著的强烈限制。至于人民主权，黑格尔则以人民唯有在国家中才获得其主权、并且最清晰地体现在一个人格体现这一主权之处为论据（参见第279节附释），拒绝了与君主相对立的人民主权的革命表象。黑格尔对封建君主制的提示清楚地表明，这不能在路易十四那句著名的“朕即国家！”的意义上来理解，他将封建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明确区分开来（参见第278节附释）。然而，黑格尔绝不会将1989年“我们是人民！”的口号与标语解释为人民主权的表达，而充其量只会解释为一个专制政体崩溃的症状，在这之后一个民族必须首先重新找回其真正的主权。
黑格尔主权学说的概念性基本规定，与其宪法理论整体所表征的基本规定是一样的：即观念性的规定。“构成主权的观念论”再次由他借助有机体隐喻予以阐明（参见第278节附释）；它是国家的“所谓部分”“不是部分，而是肢体、有机环节”（同上）的根据（参见第321节的总括性表述）。因此，主权者最重要的功能是将相异者整合为一个结构分明的整体——亦即整合为一个政治身体，再次借用有机体隐喻来说。然而根据黑格尔，王权唯有在它自身内部被划分结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这又是根据合乎理性的分权整体所必须遵循的同一逻辑规定；由此产生出君主的三大主要任务：体现与保障宪法和法则的“普遍性”，“作为将特殊者与普遍者联系起来的商议，以及作为最后的决断环节，作为［个体的，H. S. 标］自身规定，其余一切都复归于其中”（第275节），在此黑格尔同样未经论证就简单颠倒了逻辑上“正确的”顺序（参见同上）。君主“最终的”决断权力，除了讲授课中所谈及的对法律的形式签署之外，黑格尔主要见于“赦免权”（第282节），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从联邦总统的职务中是很熟悉的。
然而，一旦人们清楚认识到黑格尔所说的“王权”中作为第二项包含的“特殊性环节”背后隐藏着什么，这种平行对比便立刻终止了：那是一个仅对王室负责而非对立法权负责的内阁及其政权（参见第283节），正如它在普鲁士一直持存到1916年那样。黑格尔不得不搬出最高权威学说（参见第283、284节）来为一种在黑格尔生前在宪法史上就已经过时的模型进行辩护，这表明他的论证在此处立足于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民族在主权者身上获得其主权是真实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通过选举来规定这位主权者——那么从哲学上看，又有什么理由反对一个对民选主权者（例如议会）负责的内阁呢？难道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权力归根到底不能像所有现代宪法所表述的那样出自人民吗？
普遍性环节最终被黑格尔视为在国家的宪法秩序中客观地得以实现，并在“良知，即君主的良知”（第285节）中主观地得以体现；一个能够惩处主权者违宪行为的宪法法院，对黑格尔而言意味着倒退回荒谬的分权表象之中。——在黑格尔关于“对外主权”的学说中（第321节及以下），我们还将回到王权问题；唯有在那里，它作为“整体的观念性[…]获得其法权与定在”（第320节）。
14.5政府权
黑格尔在狭义上将政府权理解为国家行政权，亦即政治决断的“执行与应用”（第287节），与我们对政府的理解不同，政府自身无需作出这种决断；政府权还包括公共行政，黑格尔仍将其概括在“警察”这一概念的古老版本之下（参见克内迈尔1978年，第884页及以下；参见第231节及以下）；因此，根据黑格尔，施政意指将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特殊者归摄于“普遍利益”之下的“归摄事务”（第287节）。王权包含在政府权之中，是因为政府权以王室的名义通过主权者任命的“国家官吏”（第294节附释）来行事；立法权则通过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定而在场。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还将“司法权[…]”归入政府权，因而不像自孟德斯鸠以来通常的做法那样承认司法权为独立权力。其根据在于，在黑格尔看来，“司法”固然属于市民社会，因为“抽象的”法权在那里变成了“实定的”（参见第209节及以下），但在他看来，审判与“警察权力”一样，只有作为国家职能才是可设想的；黑格尔并未考虑像美国那样的民选法官或治安官，尽管它们与他理论的结构是相容的。因此，人们可以将黑格尔那里的“司法与警察权力”（第287节）视为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服务职能——鉴于那些完全在市民社会中产生、且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便没有独立的司法权，黑格尔也将司法判决不受政府指令干涉的独立性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点从黑格尔认为“统治者在私法事务上也必须承认法庭高于自身”（第221节附释，PR-Hot，第982页）中可以看出——在此也应当想到那些不是以政治职能执行的因而服从刑法的行为——，他还补充道：“在自由国家中，统治者的诉讼通常都是败诉的”（同上）。黑格尔显然会认为行政法院管辖权是多余的，这丝毫不影响它与其国家模型是相容的，因此黑格尔的学生们也毫无矛盾地将行政诉讼制度补充进去了（参见赫斯勒对阿道夫·拉松的提示；赫斯勒1987b年，第573页）。
因此，黑格尔处于一种特有的德国传统之中，该传统始终只能将政治之物思考为国家之物（参见沃尔拉特1987年）。黑格尔在此处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面对市民社会泛滥的私人利益，他认为一种将作为普遍者的国家整体确立并维持下去的政治反向权能是必然的；黑格尔在这里也是作为政治自由主义及其“最小国家”意识形态（该词出自罗伯特·诺齐克）的批判者发言的。国家越是“自由主义的”，亦即越是尽可能将秩序职能留给社会自治机关，国家履行其秩序职能就越有效，第288和289节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在此黑格尔的表述甚至略带讽刺。
此外，关于“政府权”的这一节包含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职业官僚理论，黑格尔凭借这一理论再次表明自己是现代社会的理论家和微观社会学的共同奠基人。“具体的”“市民生活”所要求的繁复多样的行政任务，唯有通过分工明确且同时具有等级秩序的官僚体制才能得以应付（参见第290节）。同时，官职与人格之间不存在“自然联系”（第291节），亦即没有人是通过出生而如同在前现代社会中那样具备担任国家公职的资格，相反，这种联系是任命官吏的主权者的政治决断。黑格尔力求将官吏关系——在其中对公共义务的履行契合于薪酬请求权——明确区别于所有其他契约关系，其论据是：国家公务涵盖了整个人格，不给私法义务留下任何空间；由此，“国家官吏”同时也受到了防范社会私人利益（例如防止腐败）的保护（参见第294节及附释）。在黑格尔看来，政府权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官吏的教化，黑格尔在此理解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培训或职业资质，而且是他们通过持续处理普遍事务而获得的进阶教化（参见第296节）。如同现代社会学家一样，黑格尔将现代官吏阶层评估为“中间等级”的核心，“一个民族的大众的受到教化的理智与法权意识即落于其中”（第297节）；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国家中，官吏阶层已经取代了古典贵族的位置（参见同上）。
14.6立法权与代议制
这一节的开篇节证实了黑格尔的宪法学说，根据该学说，任何宪法立法始终只能被构想为宪法修改，因为为了使它作为立法成为可能，立法权本身必须已经是宪法的一部分——同时既是宪法的一部分，又是宪法的前提预设；由于这一不可避免的循环，黑格尔将一切立法——包括改变宪法的立法——都视为单纯的“法则的进一步发展”（参见第298节）。
黑格尔将立法权所决定的税收与摊派理解为对国家给予个人的给付的等价物，亦即“一般私法法则、市镇与同业公会的权利以及完全普遍的设施，并间接地（第298节）涵盖宪法的整体”（第299节）。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认为，唯有通过个人向现代国家提供的给付必须以抽象的货币数量来缴纳，才使得“正义与平等”以及“主观自由”的原则得到保障（参见第299节附释）。此外，黑格尔还教导说，王权与政府权在立法权中具有必然的在场性（参见第300节）。
然而，黑格尔立法权理论的核心部分是等级学说，这一学说自他在1802年的《论自然法的科学对待方式》中的开端起，就作为恒定因素贯穿其政治思维。与这篇早期著作相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更加清晰地在社会-经济方面与政治方面区分了各个等级，但这仅仅是为了在两者之间进行中介（参见第303节附释）。黑格尔等级学说的根本动机首先不是怀旧-复辟性质的，而应当被视为一种旨趣，即在思想上超越抽象普遍的国家权能与通常被称为“人民”的孤立个体的“无形式的大众”（参见第303节附释）之间的对立。正是针对至少自霍布斯以来资产阶级契约论者始终出发的“这种原子论的、抽象的观点”（同上），黑格尔亮出了他的等级学说；它们应当保障“个人不致呈现为一个群众和乌合之众，从而不致形成无机的意见与意愿，并对有机国家施加纯粹群体性的暴力”（第302节附释）。这样的表述表明：黑格尔无论如何都不会将现代大众民主视为自由的宪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世纪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且不仅是他们，对现代议会制整体发起了抨击。总的来说，黑格尔赋予等级在国家中中介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政治任务（参见第302节）。他之所以认为这是可能的，是因为各个等级起初不是别的，正是各种社会和经济利益组织起来的形式；在此我们今天完全也可以联想到社团和工会。然而，根据黑格尔，这些如此组织起来的私人利益由于等级被赋予了普遍政治代表权，也“在与国家的关联中获得生存”（第301节附释）。在这个意义上，各个等级在政治之所在的场所代表了社会性之物，但恰恰不是以单纯相加的选民选票形态，而是以已经社会化地分化了的形态来代表；只有这样，个人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孤立的私人或在其作为国家公民的抽象普遍规定中存在（参见第308节及附释；亦参见第310节附释）。因此，黑格尔对等级寄予的期望，无非是公民（citoyen）与资产者（bourgeois）的和解，或者是扬弃现代个人作为国家公民与私人的双重生存。如果我们采用现代民主理解的尺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因此黑格尔固然认为选举是允许的，但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参见第311节）。
黑格尔仿照英国和普鲁士的样板，将政治等级代议设想为一个由乡绅贵族的“贵族院”和市民阶层的第二议院构成的两院制模型（参见第305–309节），这一点231缺乏任何深层的哲学理据；世袭君主制的“自然性”与大地产主的乡村伦理之间的平行对比（参见同上），显得相当造作。
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与立法权相联系的双重教化效应。一方面，据他所言，公民的政治参与通向政治教化，从而通向“官长意识与国家意识”（第310节）；政治等级因此本身就是正确理解的爱国主义的源泉。另一方面，从黑格尔的代议概念中必然得出的等级审议的公开性，开辟了一般的政治公共领域，这一公共领域尽管存在着“舆论”（参见第315–318节）的一切矛盾心理，但仍然构成了面向“群众”的“教化手段”，“而且是最大的手段之一”（第315节）。
本节以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结束（第319节及附释），人们可以从中看出黑格尔在卡尔斯巴德决议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平衡术；有些内容读起来像是在为其辩护，但与此同时，他试图通过指出主观之物的不规定性来钝化其锋芒，并终究对出版自由整体进行辩护。重要的是，黑格尔明确将科学从舆论中排除出去，从而力图使科学摆脱国家审查。
14.7黑格尔的国家有多现代？232
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回答都取决于人们遵循对“现代”的何种理解。如果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结果为尺度，那么就会得出如下图景。黑格尔的国家是法治国与宪政国，233并且是在与旧制度以及已经覆灭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明确对立中构想出来的——黑格尔认为这些国家形式已经彻底覆亡。他与启蒙政治哲学一道坚持认为，单纯的祖传成规与传统无法为法权与国家提供合法性，唯有理性才能提供；诚然，黑格尔对理性的理解与几乎所有启蒙哲学家都不同。黑格尔的国家是现代国家，因为它使法国大革命带给世界的持久成果得以长久确立：市民法权秩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定框架内的出版与言论自由、市民市场社会的自主法权以及合乎宪法的政治秩序（对此尤其参见里特尔2003年）。自从鲁道夫·海姆于1857年开创了针对黑格尔作为普鲁士国家哲学与复辟哲学家的自由主义论战以来，人们长期遗忘了：黑格尔所断言的既合乎理性又现实的内容，在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国家中实际实现的竟是如此之少（韦伊1950年）。
黑格尔的国家也绝非因为拒绝了自由主义的合法性论证就是前现代的，同时他也并未因此就是不自由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本身就属于国家哲学的现代性。此外，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很容易忽视，我们当前的宪法秩序与自由主义的纯粹学说相契合的程度其实是何其之低。
黑格尔没有明确就成文宪法问题表态，人们同样可以将其归因于他的政治审慎。在他生前，普鲁士国王1813年的宪法承诺仍未兑现，但普鲁士因此仍然有一部宪法，尽管不是宪法性法律；如果再加上黑格尔关于法权必须成为实定的格言（参见第3节附释），以及他针对萨维尼及其抵制现行法律编纂的论战（第311节附释），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黑格尔在哲学上认为兑现宪法承诺是必然要求的。
黑格尔现代性的界限在他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而退缩到制度所谓的自然性之处显现出来：例如在世袭君主制以及乡村大地产主的政治代议问题上，后者与他关于家庭的学说（参见第158节及以下）完全无法协调一致；现代国家中的家庭是市民家庭（参见布拉舍1975年，第312页及以下），而市民家庭的结构与规律在王室与贵族阶层中也会确立自身，这一点在黑格尔生前至少是可以预见的。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世界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充满焦虑的担忧，他看到这一成就在双重方式上受到威胁：一方面受到政治浪漫派敌视法律与制度的非理性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受到市民社会被释放出来的瓦解体系的力量的威胁（尤其参见第243节及以下）。因此，黑格尔一再试图动员对抗这种危险的反作用力，这些反作用力在由现代化所解放出来的个人的支配范围之外起作用；在此过程中，有时前现代之物也被召唤出来。
将我们与黑格尔彻底隔开的是基本权利问题。简而言之，黑格尔将正如在美国和法国所宣布的人权视为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领域中拥有其社会位置（参见第190节附释）234；由于其抽象性与非现实性，黑格尔认为它们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绝不认为人权所意指的内容是无足轻重的；他只是相信，这在国家的“有机体”中比在单纯被设想的基本权利清单中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其结果是，在黑格尔的国家中，根本不存在个人针对国家行为的任何申诉审级；即便引入了行政法院管辖权，它也只能根据各自适用的法律作出裁决，而绝不能根据高于一切立法的基本权利作出裁决，例如“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条）。相反，黑格尔教导我们，无论在何处，只要个人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国家的侵犯，那都属于道德观点与政治观点的不得当的混淆（参见第337节附释）。
因此，黑格尔关于现代国家的图景是极度矛盾的。这归因于规定着他全部实践哲学的需要，即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关系把握为一种伦理现实性；唯有当这是可能的时，哲学才能够给予与现实性的“和解”——这种“和解”是《法哲学原理》序言所承诺的（R，第16页）。因此，现代国家应当体现黑格尔那一代表达了怀旧式赞美的古代伦理的重生，并补足了主观性及其无限法权的原则。这一证明目标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置于巨大的论证压力之下，迫使其诉诸某些强暴手段，并在许多地方不得不进行调和，而这些调和全都是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为代价的。黑格尔始终论战性地将民主的不信任德行抨击为贱民情意；他始终轻描淡写其建构中显而易见的潜在冲突；但最重要的是，他为了其政治哲学概念的可能性，不断召唤国家整体的“有机性”作为更高的政治理性，他自视为这种理性的倡导者。黑格尔作为哲学家总是一再忍不住为国家操心竭虑（例如参见R，第10页及以下），这一点始终合乎情理地激怒了他的自由主义批评者。
14.8对外主权
黑格尔在“内部国家法权”这一节内部探讨了主权的这一方面；因此，这里所涉及的是在国家的外部主权变得严峻的情况下的宪法，而这就是战争状态。为了对此有所防备，国家需要一部军事宪法，它在紧急状态下也能够波及平民生活。黑格尔不满足于仅仅实用性地探讨这一点，而是在这里也动用了其著名的范畴，以满足哲学论证的要求。第320节完成了一个堪称惊心动魄的过渡：从属于个人的国家内部的主观性，过渡到构成王权的国家自身的主观性，随后黑格尔断言，充满冲突的国家外部关系正是这一权力“作为整体的观念性”最终“获得其法权与定在”的领域。这种观念性起初不是别的，正是国家作为国家的个体性，因此它同时是“一个民族的第一自由和最高荣誉”（第322节）。然而，这种外部关系对国家内部关系的反作用是巨大的；通过这种外部关系，“个人的利益与权利被设定为一个稍纵即逝的环节”（第324节），亦即所有私人利益都服从于国家的生存利益。这在我们看来或许又仅仅表现为一种纯粹实用的必然性，但黑格尔并未将其呈现为政治身体对外部攻击的单纯防御反应，而是呈现为一个具有伦理性质并使国家公民伦理化的自律过程（参见第323、324节）。关于战争伦理性的学说，黑格尔早在《自然法》论文中就已作了阐发，并在第324节附释中对此作了引用；在此他借鉴了康德的动机（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AA V，第260页及以下），尽管康德原本将最终废除战争视为一项伦理义务。在讲授课中，黑格尔对此说道：“在和平时期，市民生活扩展得更广，所有领域都各行其是，长此以往人们就会陷入泥沼；他们的特殊性变得越来越顽固并钙化：但健康属于身体的统一，一旦各个部分在自身中变硬，死亡就来临了”（第324节附释，参见PR-Grie，第1470页及以下）。因此，战争表现为给沉滞的死水带来新鲜氧气的风暴，或者表现为政治身体为了其健康而一再必需的奋发努力。这种大概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的好战信念，在1800年左右相当普遍，康德和费希特也曾为此付出代价（参见扬森1982年，第592页及以下）；在黑格尔那里，唯一的创新在于将其重新阐释为出于自由的伦理过程，正如在第324节附释中所说的那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和平主义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合伦理的。在技术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一种战争形而上学，而且即使人们期望从重大的集体努力中获得某种伦理化效应——为什么这种效应不能从战争之外的其他重大挑战中产生呢：例如从自然灾害、流行病、饥荒、经济危机等中产生？对于黑格尔而言，此类紧急状态不够政治化；它们仍停留在单纯“自然力量”（同上）的领域，无法被重新阐释为自身规定的自由境况。那么诚然必须允许提出一个反问：战争是否真的能够被把握为自由的事业，人们在此是否必须追随康德，康德将战争视为“人类的祸害”（康德，《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AA VI，第33页）以及“一切祸害与伦常败坏的源泉”（康德，《系科之争》，AA VII，第86页）。
“对外主权”的制度性外部是“常备军”（第326节附释）——在普鲁士即“正规军”——，在防御状态下通过普遍兵役制得到加强，亦即普鲁士的“后备军”（出处参见赫斯勒1987b年，第581页）。军队同时体现了契合于“对外主权”的主观情意，亦即勇敢的德行（参见第328节），黑格尔早在《自然法》论文中就曾将其赞叹为最高的德行（参见NR，第455页及以下）。对他而言，勇敢就是完全意义上的“观念性”，“但外化本身作为自由的生存”（R，第328节）。令人惊讶的是，黑格尔如何从现代勇敢的结构转变中推导出了火器的发明，而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反向推导（参见第328节附释）。由于根据黑格尔，王权代表了国家的个体性，因此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与外交政策的垄断权属于王权（参见第329节）。
14.9外部国家法权
《法哲学原理》的这一节之所以能够吸引我们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它表述了黑格尔对康德“永久和平”乌托邦的坚决反对。其基础再次是黑格尔的主权学说，据此学说，政治权力只能在各个独立的个体国家中得以实现，这些国家各自都是“地上的绝对权能”（第331节）；它们之间虽然彼此承认为主权国家，但在其他方面绝不容忍其上有任何能够调解它们的争端并随后强制执行调解方案的权力（参见第333节及附释）。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和平秩序乃至世界国家纯粹是一个和平主义的梦想，而且这一梦想与主权原则背道而驰，因为一个国家唯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才能是主权的（参见第331节附释）。因此，根据黑格尔，所有国家间的法权关系都停留于单纯“应当”的阶段（第333节），国家之间则处于潜在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之中。对于自然状态，黑格尔始终强调——在此引用了霍布斯——合乎理性地对它只能说：必须从它之中走出来（参见E，第502节）；令人惊讶的是，在国家哲学的顶峰，他又回到了自然状态。235尽管如此，黑格尔并不认为国际法是毫无意义的；即使国际法对战争的限制与和平导向的规定没有国家制裁手段的保障，但据他所言，它们在现代族群的普遍文明教养中仍然拥有基础（第338、339节）。抵御野蛮状态的这种屏障是何等脆弱，我们在本世纪不得不痛苦地亲身经历。然而与此同时，在不久前的过去，许多国家通过国际条约与协议在事实上放弃了部分主权，其遵守也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无论通过经济制裁还是通过联合国的军事使团。诚然，这一切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不可调和的，但也许这种不可调和性乃是世界和平契机的代价，而世界和平在今天的替代选项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人类能够在军事上自我毁灭时，我们就再也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简单地交给世界精神，亦即交给“世界历史，作为世界法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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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宁·奥特曼
15世界历史
（§§ 341–360）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以题为“世界历史”的一章作结。对于一部黑格尔自题副标题为“自然法权与国家学纲要”的法哲学而言，这是一个奇特的结尾。由此，一种并非出于自然、而是出于历史的法权似乎成了所有法权的最终根据。世界历史正如黑格尔引用席勒的一首诗所写的那样，变成了“世界法庭”（§ 340）。何谓法权，成了不掌握在主体手中、而是一种生成过程的事情。
与法哲学的这一结尾相联系的，至少有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是关于黑格尔与康德的政治哲学通过该著作的这一结尾究竟有多大区分的问题。当康德以世界公民法权以及关于“永久和平”与国家联盟的著名要求来结束其法权学说时，黑格尔的法哲学在其结尾处却放弃了一切要求与提出公设。黑格尔任由诸国家构成的世界保持其原样。法哲学并未超出主权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并且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根本上争论：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以对战争的赞美取代了康德的和平理想，并以民族权能国家理论取代了国家联盟。
第二是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本身性质的问题。这是一种把历史上确立起来的东西冠以理性神圣光环的历史主义吗？它是一种胜利者法权的哲学吗？正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权能置于法权之上吗？
第三是关于该著作以“世界历史”作结对于法哲学的建筑术而言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抽象法权”——“道德”——“伦理”——这就是该著作的结构划分。它是以一种由阶段到阶段达到“客观精神”之更高形式的上升为导向的。随着“对外国家法权”与“世界历史”的出现，法哲学在其结尾处似乎又倒退回了在开端处就已经被克服的“抽象法权”的水平。如果确实如此，该如何理解这一点便成了一个谜。
15.1国际法权与世界历史
正如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通过其道德与伦理理论而相互区分一样，他们各自关于国家世界的理论也构成了两位思想家哲学学说之间的一条巨大分界线。单是划分结构上的差异就显而易见。
康德将法权划分为：
–“国家法权”
–“国际法权”
–“世界公民法权”。

黑格尔则通过三分法来安排法权：
–“对内国家法权”
–“对外国家法权”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恰好占据了康德那里“世界公民法权”所在的位置。而在黑格尔著作的结尾处，他对“世界公民法权”未提一字。
然而，标示出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差异的，与其说是黑格尔对世界公民法权的沉默。ius cosmopoliticum在康德那里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大。在康德看来，“世界公民法权”仅仅在于一种给予踏足异邦土地的来访者的“做客权”。236对政治哲学差异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黑格尔不愿要求建立国家联盟，并且他甚至明确拒斥“永久和平”的理念（§ 333 附释）。黑格尔谈论的不是和平，而是对各民族的“伦理健康”不可或缺的战争（§ 324 附释；参见 NR 第 450 页）。在黑格尔看来，联结众多单个国家的应当不是国家联盟，而仅仅是国际法权。即使康德可能曾设想过一个国际法院，237黑格尔也是用“世界历史”这一完全不同的审级取代了“世界法庭”。
正是政治哲学的这些差异，在19和20世纪变得极为重要。像福兰德或纳托尔普这样的康德主义者在20世纪继承了康德关于永久和平以及国家联盟的理念（参见 Vorländer 1919；Natorp 1924；亦参见 Hoffmeister 1934；Apelt 1948）。像勒斯勒尔或阿·拉松这样的黑格尔右派在俾斯麦时代则打出黑格尔“现实主义的”国家学说来反对康德的公设（参见 Rößler 1857；Lasson 1868；Lasson 1871）。对于勒斯勒尔或拉松来说，黑格尔成了民族权能国家的奠基人，尤其是拉松更是援引黑格尔作为战争的颂扬者出场。“唯有在战争中，”拉松如是说，“国家才获得关于其自身的真正意识，公民才获得关于其归属于国家的真正意识”（Lasson 1868, S. 15）。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这一影响史经常被黑格尔的批评者与其哲学本身相混淆。法学家赫尔曼·黑勒曾宣称黑格尔是德意志“民族权能国家思想”之父（Heller 1921）。英语国家的黑格尔批评一再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与俾斯麦时代联系在一起。238对于波普尔及其弟子（如基塞韦特）而言，黑格尔的“权能国家理论”及其对战争的赞美，甚至是通向“铁血”时代直至第三帝国的桥梁（参见 Popper 1957；Kiesewetter 1995）。
但是，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决不能仅仅通过其影响史的某一条脉络来把握。在19世纪，不仅是黑格尔右派，连马克思这样的黑格尔左派或罗森克兰茨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都曾援引过黑格尔哲学。将黑格尔与其右翼门徒等同起来，根本无法达到发现康德与黑格尔学说之间具有理论重要性的分歧所在的层面。
因此，试图将黑格尔对国家多样性的坚持等同于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仿佛人们可以把作为各民族之友的康德与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黑格尔对立起来一样。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一般“现代国家”的学说，而不是某一特殊单个国家的学说。民族主义的概念对黑格尔的学说是陌生的（参见 Losurdo 1983）。它对黑格尔学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人们可以指责黑格尔根本没有认识到作为19世纪决定性政治力量的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参见 Avineri 1976, S. 283）。黑格尔谈到一种“爱国主义”，他将其定义为一种“信赖”，并明确将其与“非常牺牲与行动”的英雄主义区分开来（§ 268 及附释）。对于解放战争中迸发并在大学生协会中表现得鲜活的民族狂热，黑格尔极为保守审慎（Avineri 1996a, S. 109 ff.）。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将他对大学生协会及其导师弗里斯的批评理解为“对过火德意志狂热的压制”（Karl Förster, Tagebuch 24.7.1820; Nicolin 1970, S. 214）。
甚至在黑格尔那里，“族群”这个词本身也是极罕见的。239《法哲学原理》以关于“日耳曼王国”的节段作结（§§ 358 ff.）。但这一结尾同样与泛日耳曼主义、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毫无关系。“日耳曼王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王国。确实，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末尾给出其历史哲学的梗概，重述关于四个“世界历史王国”的学说时，人们同样可以说成是四个世界历史的“时代”。黑格尔提到这些“世界历史王国”（§ 354）——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日耳曼王国——并不是因为它们曾是帝国和权能实体。相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这些“王国”感兴趣的地方，恰恰是黑格尔对整个历史感兴趣的地方：“自由意识的进步”。法哲学的最后几个节段谈论的正是这一点：自由精神如何经由东方专制制度、希腊伦理、罗马法权，在“日耳曼”世界（亦即基督教世界）中成为世界的普遍精神。黑格尔冠以“日耳曼王国”标题的那些节段，讨论的是上帝的人性化（§ 358）、此岸王国与彼岸王国之间的纷争（§ 359），以及宗教改革所获得的内在自由向客观现实性的塑造与转化（§ 360）。《法哲学原理》的结尾是自由的世界历史，而不是作为帝国权能实体的诸王国历史。
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论述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反感（参见 Avineri 1996b；Verene 1996；Walt 1996），并且乍看起来，康德的和平学说与黑格尔关于伦理战争的理论之间似乎存在鲜明的对立。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人们为了为黑格尔辩护而指出，黑格尔眼前所想的是“革命战争”（D’Hondt 1975）；他还把战争理解为“确立人类实存的相对性”，而不是国家扩张权能的工具（参见 Avineri 1976, S. 235）。这或许不假。但更具决定性的是，黑格尔的战争理论与康德的和平理想建立在同一个理论基础之上。在两人那里，这都是经典的主权学说，康德对这一学说的质疑丝毫不亚于黑格尔自己。康德的国家联盟并没有扬弃国家的主权。一个国家联盟——顺便说一句，正如今天的联合国一样——以国家的主权为其前提预设。而主权意味着：主权者的一致；互不干涉；“同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iurisdictionem）；“诉诸战争权”（ius ad bellum）。黑格尔完全有根据以此反对康德的“永久和平”，指出这一和平以“国家的一致同意为前提预设，而这种一致同意……建立在特殊的、主权的意志之上，因而始终带有偶然性”（§ 333 附释）。只要国家的主权不被放弃，黑格尔所谓“国家之间不存在大法官”（§ 333 附释）的话，就不过是对实存之物的一句客观描述。
黑格尔法哲学声称要成为对历史上已经实现的理性的把握。尤其是带有理性与现实性同一之题铭的序言，其特征便在于拒斥提出公设和“抽象的应当”。黑格尔的著作是否始终满足了其自身提出的这一要求，这自成一个问题，240并且黑格尔的任何论据都不足以有力到禁止人们对国家联盟或不同于现有国家世界的其他组织形式进行反思。问题仅仅在于，黑格尔坚持现状的立场本身也拥有强有力的论据。
国家多元主义的替代方案——如果要说有的话——不是国家联盟，而是一个世界国家，一个拥有垄断强制权能、世界警察以及拥有制裁权能的世界法院的世界国家。然而，这样一种构成了国家间自然状态之唯一真正扬弃的世界国家，既非黑格尔亦非康德所愿意设想的。241而且，这样一个权能与强力高度集中的超级国家是否值得欲求，也是大可怀疑的。即便对于这样一个世界国家——更不用提国家联盟了——也必须说，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永久和平”的保证者。世界国家也可能在世界内战中瓦解崩溃。它同样仅仅是对“永久和平”理念的一种逼近，而不是该理念在这一世界中的昭示显现。
黑格尔关于战争的学说依然保持在经典国际法权及其规范战争理论的框架之内。黑格尔绝非好战分子。他将战争规定为某种“应当过去的事情”，这种事情应当着眼于未来和平的“可能性”（§ 338）。对许多人来说如此骇人听闻的对战争“伦理”的赞美——顺便说一句，在康德那里也可以找到完全相同口吻的论述242——在黑格尔那里绝非源于好战倾向，而是源于一种反资产阶级的情感。它是针对市民、其私人主义、其自我主义以及对安全感的追求而发的；它旨在论证国家绝非仅仅是自我主义与经济利益的总和（参见 § 324 附释）。243
黑格尔的语调在今天或许令人感到陌生隔阂。但是，黑格尔与康德之间的争论绝不能在一种简单对立的层面上——此处是对战争的赞美，彼处是对和平的歌颂——被把握。黑格尔对国家联盟的拒绝以及他对世界公民法权的略而不提，同样不是对启蒙运动普遍主义以及康德政治哲学的简单反题。黑格尔同样以其自己的方式是一位普遍主义者。只不过他对普遍主义的定位与康德不同。
在黑格尔看来，现代世界的普遍主义是市民社会的产儿。正是市民社会在经济上变成了世界社会，并且随着人权与公民权的确立，它也是现代法权普遍主义的所在地。然而对于黑格尔而言，这种普遍主义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是政治性的。建立在市民的自我主义与私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其政治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它不过是在杂多的自我主义利益之上笼罩了一层仅仅形式上普遍的法权外衣。在黑格尔看来，这个社会本身需要通过同业公会、教化等方式进行内在的伦理化。而且它尤其需要国家的真正政治的、具体的普遍性，正是国家才支撑起这个社会。
黑格尔绝不仅仅是世界主义的反对者。他只不过对世界主义的定位与康德不同。在黑格尔那里——同样与在康德那里不同——世界主义陷入了与民族精神及国家的具体多样性的对立之中。在黑格尔看来，现代世界的自由也包括这样一种自由：允许人们作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而生活，正如作为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乃是一项现代法权一样。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自由无须在现代法权与现代世界经济的普遍主义面前承担证成自身的义务。相反，正是后者本身必须依据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生活形式的具体多样性来加以衡量。黑格尔关于人权与世界主义的一席话并非偶然地出现在“市民社会”这一节中，必须由此来理解：“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等——这种意识……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唯有当它固执地作为一种世界主义而与具体的国家生活相对立时，它才是有缺陷的”（§ 209 附释）。
15.2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性质
黑格尔法哲学的结尾是历史哲学。必须在这段历史哲学本身之中寻找对如下问题的回答：黑格尔是否将权能置于法权之上，以及他是否——以历史主义的方式——将历史上确立起来的东西赞美为合乎理性的。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正如其政治思想一样，是无法轻易与启蒙运动割裂开来的。当黑格尔将历史思考为进步史时，这就是启蒙主义的历史哲学。当历史被把握为普遍历史，并被把握为一种有目标的、指向自由、理性与法权发展的历史时，这就是启蒙思维活动的遗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对康德历史哲学的直接延续（参见 Horstmann 1982；Siep 1995）。黑格尔自1822/23年起每两年讲授一次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延续了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或《系科之争》（1798）中所阐发的思想。当然，在目标规定本身上存在着分歧：国际联盟对立于国家世界的多元主义。但两处都在进行普遍历史的思考；两处都指出了一个目标，并且在两种历史哲学中，体系的基本结构也都以类似的方式由进步的辩证法所规定。在康德与黑格尔那里，进步都是借助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而在“主体的背后”得以实现的。
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早在18世纪中叶就因其进步乐观主义而遭到动摇。伏尔泰（反对莱布尼茨的《神义论》）与卢梭（为天意辩护）围绕里斯本大地震展开的争论，构成了对启蒙乐观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244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又加上了法国大革命的高度双重矛盾性：它既是寄托最大希望的“历史符号”，同时也是对意想不到的恐怖的预感。245不顾历史的牺牲与灾难而必须捍卫进步，构成了启蒙历史思维活动的体系性困难。这一困难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都导致了进步本身的辩证化。乍看起来似乎阻碍进步的东西，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都被重新思考为进步本身的手段。
在熟知亚当·斯密的康德和黑格尔那里，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被确立为历史哲学思维活动的原型。正如奇迹般地放任自我主义利益便会产生普遍福利（尽管主体本身根本没有直接意图产生这种福利）一样，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历史也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向美好的目标。在康德那里，正是大自然的狡计推动着人类一切自然禀赋的发展。正是大自然的“意图”，通过人类天性的“对抗性”、通过其“非社会的社会性”促成了进步。在此过程中，进步所运用的推进手段乃是“虚荣心、统治欲或贪婪”、困厄与战争等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246而在黑格尔那里，则是“理性的狡计”利用了“世界历史个人”（如恺撒或亚历山大）与“民族精神”，以便穿过他们的利益与激情来实现进步。247在黑格尔看来，个人与民族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历史的目标以及各自进步的目标。相反，他们因其特殊利益而被引向了“理性”的意图或“世界精神”的计划。
以这种“在曲线上书写正直”的方式实现的进步，陷入了道德的阴影之中。它难道不是在用善良的目的为恶劣的手段辩护吗？一个需要借助此类手段来实现的目的，还能被称为善的吗？
应当思考一部进步史的历史哲学，面对历史的种种灾难而陷入了论证的困境。如果即便如此依然不应当放弃进步与目的论，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那种——请原谅我用这个词——被称为“历史哲学三段论”的东西来为其奠定根据。这种“三段论”遵循如下图型：（第一前提）主体并没有直接意图实现理性与自由的进步（如康德所说，他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像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样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AA VIII，第 17 页）；然而（第二前提）历史的“合规则进程”是可以被认识到的。如果历史的这一进程无法通过主体来解释，那么根据推论，就必须从其他地方来解释它，于是康德通过大自然的“意图”，而黑格尔则通过“精神”的意图与“理性的狡计”来予以解释。
这样来思考历史，意味着对始终也是一种生成过程的历史的承认。历史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双重含义的解释：一方面通过主体之所作所为，另一方面通过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历史既是创造也是生成。如果理性并不存在于主体的意图之中，那么——如果历史中确实存在理性的话——理性就只能隐藏在生成过程本身之中。
不仅是这个“历史哲学三段论”必须向哲学家担保历史中的进步。在康德那里，历史的进步与目标方向是一条公设，无论它是法权理性的公设，还是道德的公设。248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以更具理论性与形而上学性的方式——是一部“神义论”，是对上帝与天意的证成，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证成对于认识而言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拥有“比在世界历史中更大的召唤”（VPWG-Hof 第 48 页）。尽管历史是一座“屠宰台，各民族的幸福、各国家的智慧以及个人的德行都在其上被献祭”（同上，第 80 页），但人们必须将历史把握为合乎理性的。
人们可以将另外两种模式与这些历史哲学思维活动的模式对立起来：一种是由主体创造的历史（但是那样的话生成过程又在何处？），或者是根本不再让人认识到任何秩序与意义的历史（那样的话法权与现代自由的卓越地位又何以可能？）。在今天，赋予整个历史一种意义与目的或许已经变得困难（这反过来又不必排除个别领域中的目的论）。但是，人们是否必须将黑格尔这样一种进步的目的论历史哲学称为对历史的神化？人们是否可以像卡西尔那样将其置于“神即历史”（Deus sive historia）的题铭之下？（Cassirer 1946, S. 430 ff.）正如迈内克、利特等人所断言的那样，“理性的狡计”是否是一种剥夺了历史主体的“自身法权”并将他们贬低为世界精神的“无意识工具与差役”的“木偶理论”？（Meinecke 1915, S. 279; Litt 1961, S. 146。类似观点参见 Beerling 1957, S. 169）正如众多批评者所断言的那样，这种历史哲学是否是历史主义的？249
无论是在《法哲学原理》的末尾，还是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黑格尔的言辞听起来都像是对其批评者的直接证实。因此，各民族与个人被称为精神的“无意识工具与肢体”（R § 344）。“世界精神”的意图对他们是“隐藏着的”。世界精神的法权乃是“最高的”（§ 33）。进步——似乎——只能是以历史的牺牲为代价的进步。面对那——依时代不同而——“执行”世界精神意图的“世界历史”民族，其他各民族的精神“毫无法权地对立于它，它们正如那些时代已经过去的民族一样，在世界历史中不再被计入”（§ 347 及附释）。
单纯的字面意义似乎证实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木偶理论与历史主义。然而在《法哲学原理》的末尾同样写道：“世界历史进而不仅仅是其［世界精神的，亨·奥注］权能的单纯审判……而且因为精神自在自为地就是理性……所以历史乃是从精神单纯自由的概念中必然发展出来的理性的诸环节”（§ 342）。如果精神在其发展中导向合乎个人与民族理性利益的东西，那么这种精神对个人与民族而言就不是异己的。相反，它导向各民族与个人能够在其中重新认出自身理性与自身本质的秩序（参见 Giese 1926 中的论据）。既然世界历史的世界法庭做出的是“合乎理性的”判决，那么它就不应当受到谴责。
人们必须承认，目的论的历史哲学是有其代价的。一切目的论都把较早的事物贬低为较晚事物的单纯前阶段。而前阶段反过来又被终点所间接化与消解。然而问题在于，时代、民族与个人的“自身法权”有多少在间接化中被牺牲，又有多少免于这种消解。在黑格尔那里，明确地说，正是主观性并不进入发展的诸中介之中。《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明确将“道德、伦理、宗教性”排除在作为进步“手段”的地位之外（VPWG-Hof 第 106 页；参见 Heimsoeth 1961, S. 40 f.；Trott zu Solz 1967, S. 104）。正如在康德那里，自然的诸目的是有条件的目的，它们唯有在自由的终极目的中才获得其目标一样，在黑格尔那里，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主体也绝不能是手段，而始终只能是“自身目的”（参见 VPWG-Hof 第 106 页以下，第 110 页）。在这一语境中，他们不知道历史的目标并不意味着被剥夺权利。相反，这恰恰防止了“历史规划管理者”凭借普遍历史合法性的“垄断主张”将自己任命为历史目标的执行者，从而使历史哲学容易滑向极权主义的历史执行（Lübbe 1970, S. 120 ff.）。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最终汇入了伟大的体系问题之中。黑格尔是否将“绝对精神”与“客观精神”充分区分开来了？抑或他在历史哲学与国家学说中将二者混淆为对国家与历史的神化？黑格尔是否将世界历史世俗化为了地上的世界法庭？抑或他的哲学是一种关于自自身外化并回复自身的精神的传统本原哲学，这种精神虽然存在于世界之中，但却丝毫没有被彻底世俗化？
这些都是重大的问题，其解释自从黑格尔学派分裂为左派和右派以来就一直充满争议。“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黑格尔从席勒的诗歌《屈服》中引用的这一行诗句，听起来就像是为20世纪种种灾难吹响的可怕号角。它听起来就像是对基督教末世论的世俗化，像是把最后的审判转移到了这个世界的生成过程之中。毫无疑问，在席勒那里就已经存在着一种世俗化的倾向。250它导致了人屈从于时间的专断命令。正如席勒所写的那样，“从一分钟里所拒绝的东西，没有任何永恒能再归还”。如果世界历史成了法权的唯一审级，那么对于历史的牺牲品就不可能存在任何补偿。失去的和被遗忘的就将永远失去和被遗忘。人将屈服于时间的审判，时间通过接续的每一瞬间审判前一瞬间，并将其判处为“已成过去”。
黑格尔哲学在客观上是双重矛盾的（参见 Löwith 1964, S. 193 ff.）。该学派分裂为左派和右派，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就已埋下根由。人们可以把他的哲学解释为一种再度捍卫基督教的本原哲学，或者解释为一种迄今为止最骇人听闻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使得世界历史变成了最后的审判。然而黑格尔绝非历史的泛神论者。如果要说的话，他毋宁是万有在神论者（参见 Lobkowicz/Ottmann 1981, S. 106 ff.）。关于神化国家与神化历史的指责，大多是在根本无法进行严肃讨论的层面上提出来的。251约阿希姆·里特尔已经表明，黑格尔如何试图断言维护古代传统的“神圣之物”以对抗“伦理世界的无神论”（参见 R 第 14 页以下），打出永恒在时间中的临在，既反对浪漫派关于神圣之物丧失的哀叹，也反对现代世界的革命性去神圣化（参见 Ritter 2003）。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都存在于历史之中。但它们在历史中也可以被把握为永恒在时间中的临在。无论如何，唯有“绝对精神”才是未曾失落任何事物的回忆，而且唯有“绝对精神”，而非世界历史本身，才能够成为对历史牺牲者的赎罪与慰藉。252
15.3黑格尔法哲学建筑术中的“世界历史”
无论人们如何解释黑格尔哲学的宏大体系问题，直到今天，《法哲学原理》的结尾对于该著作的建筑术而言意味着什么，依然是一个谜。
《法哲学原理》的结构起初是明确的。“抽象法权”——“道德”——“伦理”——在这里发生了一种由精神的较低形态向较高形态的上升。“抽象法权”与“道德”是对近代自然法权及其个人主义与契约理论的批判，它们是对康德将合法律性与道德性分离开来的批判。这两个领域都被扬弃在“伦理”之中，伦理将内在性与建制机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彼此和解起来。
在“伦理”领域中，概念的运动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走向“国家”——从一个具体的伦理建制（家庭）经过一个仅仅形式法权的、抽象的领域（市民社会）重新回到一个具体的伦理建制（国家）。然而，尽管黑格尔通过关于这一社会的相对内在伦理化理论（例如通过同业公会）以及通过在国家的伦理中为市民社会奠基，弥合了市民社会所意味着的对伦理的破坏，但是在达到伦理国家的水平之后，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倒退下降。国际法权仅仅是一个“应当”的领域（§ 330）；条约“应当”被遵守；其他国家“应当”获得承认。甚至，国际法权类似于法哲学开端处的“抽象法权”层面。“世界历史”最终并未回归到伦理的水平。它以自然与自由的不和谐而告终，这种不和谐在普遍历史的层面上已无法再被和解。
向“伦理”的上升在“对外国家法权”和“世界历史”中变成了下降——这至少构成了黑格尔法哲学在建筑术和构思布局上的一个难题。它并不是一条从抽象到具体、从较低者到较高者的笔直道路。发展中的这种起伏波折，在整部著作的宏观构想中也可以从自然概念的不同含义上看出来。在黑格尔的“自然法权”中逐渐被伦理化的自然，在末尾——人们是否该说：“去伦理化”？——重新作为自然显露出来。“抽象法权”将外部自然客观化为“所有权”与“契约”。“道德”通过“良知”规训本能冲动与激情的内在自然。在伦理的生活形式中，自然与自由在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除了从市民社会中无法消灭的“自然状态的残余”（§ 200 附释）之外，生活秩序连同相应的建制机构在“爱”与“爱国主义”中都被精神化了。然而在最终出现的，不仅是“自然状态的残余”，而且是自然状态本身。它在仅仅通过形式法权或通过“应当”相互联结的各个国家之间持存着。
试图通过法哲学中所前提预设的《逻辑学》来破译法哲学的种种尝试，直到今天仍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253但是，或许《法哲学原理》在建筑术上的这一奇特结尾，可以被理解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神化指责中所表达的那样。黑格尔法哲学的这一结尾，或许根本不是黑格尔哲学常遭非难的狂妄自大的表征，而毋宁是哲学上谦逊的体现。黑格尔并没有去神化历史，而是将历史思考为一个不完全和解的世界，将世界历史思考为一种“世俗历史”（histoire mondaine，魏尔语），一部终究无法促成自然与自由之和解的这个世界的历史。
正如黑格尔建议人们承受市民社会作为现代自由的代价——尽管它对伦理世界造成了破坏——一样，他也可能将自己不再要求的国家世界与世界历史的伦理化，视为为了各民族伦理生活形式的多样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现代世界的自由也包括各民族的自身规定、其政治自由与独立性，以及按照其各自独有的伦理生活的法权。黑格尔不愿通过国际联盟或世界国家来担保对这种多样性的承认。这依然是一部历史的关键症结（Crux），这部历史即便作为进步史也无法担保自然与自由的普遍和解。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在自然状态中作为“为承认而斗争”而开启，254并且只要各民族与国家被剥夺承认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历史对他而言显然就始终是一场“为承认而斗争”。与政治普遍主义的许诺相比，这听起来可能意味着更少的法权。但也许这不过是对各民族及其生活形式多样性的更多尊重，而在市民社会普遍主义的时代，捍卫并坚持这种多样性正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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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此花中一朵者，切莫妄求

 另一位姊妹的花朵。

 无法信仰者，尽情享乐吧，这教诲

 与世界同存永恒。能信仰者，当安于匮乏！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
关于席勒的诗作将“基督教表象”世俗化，对此参见 Demandt 1978, S.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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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一论点主要由K.-H.伊尔廷辩护——参见他在Ilting 1974, S. 7–27；1973, S. 23–126中的前言与导论。关于“伊尔廷论点”，亦参见Lucas/Rameil 1980；Horstmann 1974, S. 209–240；Lucas 1985, S. 291–302以及GW 14,3, S. 846–854。
3参见Siep 1985, S. 283–291以及Siep 1992b，尤其是S. 251–256。关于1817年至1820年间法哲学构想的变化，另见E. Weisser-Lohmann 2000，“‘让普遍者成为行动’。黑格尔的‘伦理’与‘宪法’”。载于：E. Weisser-Lohmann/D. Köhler (Hg.), Verfassung und Revolution. Hamburg 2000, S. 137–166，以及该论文集的其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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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其柏林就职讲授课中，黑格尔表示，在现代国家中“凡是应当有效的，必须在洞见和思想面前自我证成”。普鲁士尤其是一个将其政治分量归功于科学“在国家生活中”之重要性的国家。而哲学则是“一切精神教化之中心点”（RzA S. 12 f.）。关于黑格尔与普鲁士，参见Pöggeler 1986, S. 311–352。
7受到黑格尔批评的这两个流派的代表人物自世纪初以来就保持着部分私人、部分学术上的交往。弗里斯在1803年赞扬胡果的法哲学是对康德更为连贯的继承（Fries 1803, S. 319）。萨维尼在1805年为弗里斯受聘前往海德堡而多方奔走。当然，在黑格尔受聘前往柏林时，施莱尔马赫曾公开支持黑格尔而反对弗里斯（参见Hoffmeister在B II, S. 449中的附注）。关于黑格尔受聘前后的来龙去脉，亦参见耶什克（2010, S. 42–45），以及关于时代史与大学史整体背景的Pinkard 2000, Kap. 9 und 10。
8德韦特写给刺杀科策布的凶手桑德母亲的信，是“追查煽动者”运动中清洗大学的最重要借口之一。对此参见Peperzak 1987, S. 16 ff.；Ritter 2003a, S. 248；Ottmann 1979。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亦参见Nipperdey 1983, S. 280 ff.。
9在他耶拿时期的期刊论文《信仰与知识》（主观主义批判；参见GuW）与《论自然法的科学对待方式》（经验论批判，参见NR）中。
10尽管黑格尔关于抽象法权的概念构想同样深受罗马法影响（参见Ritter 2003b, S. 259 ff.），但他联系胡果多次猛烈抨击历史上的罗马法所谓“合理性”（参见R § 3 A）。对胡果而言，正是其内在体系性的特征以及对欧洲法权史具有范式意义的性质，使罗马法成为“我们的自然法权”。对此参见Eichengrün 1935, S. 78 ff.。关于罗马法对萨维尼的意义，参见Wieacker 1967, S. 363 ff.。关于黑格尔对胡果的批判及其与萨维尼的关系，亦参见Ritter 2003b, S. 262, Anm. 6。
11参见Haller 1816, S. 342 ff., 469；ders. 1817, S. 64 f.。关于黑格尔与哈勒的论战——后者在随后时期成为普鲁士复辟的最重要理论家——参见耶什克1986, S. 221–256，尤见S. 227 ff.。
12关于“追查煽动者”对普鲁士改革造成的后果，参见Koselleck 1975, S. 324 f., 402 ff.。关于当时对《法哲学原理》的反应的详尽讨论，亦参见M.里德尔在ders. 1975中的导论。
13黑格尔不仅在序言中明确为罢免败坏“普遍原则”的教授进行辩护（S. 12），还在§ 319及其他地方为广泛的审查措施提供理据，并在§ 281 A中把对世袭君主制一切非“思辨的”（亦即在其自身体系意义上非“科学的”）研讨指责为大逆罪（crimen laesae majestatis，“自在自为地取消了至尊的本性”）。反观弗里斯在其1816年的宪法著作中的要求：“终归要赐予德意志人人身保护法案，绝不要赋予警察机关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交通往来自由事项中任意干预的权力！”（Fries 1971, S. 429）
14关于胡果，参见Eichengrün 1935, S. 82–90。不过对艾兴格林而言，胡果的法哲学也“仅仅是对法权材料的逻辑-体系性加工，而绝非对法权学说的任何一种证成”（S. 91）。关于萨维尼，参见Grawert 1987, S. 442 ff.；Wieacker 1959, S. 137 ff.；Böckenförde 1976, S. 13 ff.；Marini 1965。
15黑格尔在道德章末尾（§ 140 A）溯及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浪漫派的批判（参见PG S. 340 ff.）。对此参见珀格勒1999；Siep 2000, S. 208–216。
16弗里斯因1817年瓦特堡节事件的牵连，已于1818年被免职。黑格尔固然有正当理由援引瓦特堡节演说中的宗教-民族狂热（对此参见Fries 1818），但他却省去了与弗里斯1803年系统阐发的法哲学及其1816年宪法理论的论战（参见Fries 1971）。关于黑格尔与弗里斯，参见Dooren 1970, S. 217–226。还须考虑的是，黑格尔试图通过其学生卡洛韦对大学生协会（尤其是反对其反犹主义）施加影响。参见Avineri 1963, S. 145–151；Pinkard 2000, 437–444；耶什克2010, S. 44，以及本卷中Ottmann S. 284。关于近代历史研究中对大学生协会运动的评价，参见Nipperdey 1983, S. 280 ff.；Hardtwig 1986, S. 591–627。
17参见Eichengrün 1935, S. 104 f.；以及其中所引萨维尼于1802年写给弗里斯的信（引文见Eichengrün 1935, S. 105, Anm. 1）。
18关于在《逻辑科学》背景下对法哲学的阐释，参见D.亨利希与H.奥特曼在Henrich/Horstmann 1982中的文章，以及Vieweg 2012。
19众所周知，哈登贝格将其对卡尔斯巴德决议和书报审查敕令的支持建立在这样一个条件上：国王“同时就宪法问题作出决议”。在17.1.1820，他得以迫使国王“重申宪法承诺”（耶什克2010, S. 42）。关于总体政治局势与宪法之争，参见Koselleck 1975, S. 304；Grawert 1986, S. 266。
20参见Koselleck 1975, S. 217 ff.；关于黑格尔见S. 263。黑格尔与改革派的亲疏关系，尤其是在宪法问题上的关系，参见G. Lübbe-Wolff 1981的阐述。
21这正是由蒂博的论著《论为德意志制定一部通行的民法典的必要性》（Stern 1914, S. 35–68）所引发的争论焦点。在影响萨维尼的谢林历史形而上学背景下，耶什克（1986, S. 248 f.）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民法学论证向宪法学领域的移植性”。对萨维尼反对立法的立场的相对化审视，参见Wieacker 1959, 124 ff.。
22黑格尔在此处同样没有提及萨维尼，但在此前不久提到了胡果的名字。
23萨维尼所说的理性法权固然指前康德的理性法权；而他自己则视自身为康德的继承者。但在黑格尔看来，恰恰康德的实践哲学也同样导向了抽象的、脱离历史的要求。
24关于康德与黑格尔对“理念”理解的差异，参见Nuzzo 1995, S. 61–80。
25参见黑格尔在R § 62 A中关于承认财产自由的评注。
26如果说萨维尼是“在实定法学自身内部揭示了从逻各斯中实现公正之可能性的人”（Wieacker 1959, S. 134），那么黑格尔在方法上与他的接近程度，就远甚于黑格尔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所让人以为的那样。
27参见萨维尼，《论我们时代在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引自Stern 1914, S. 78）：“因此，法权伴随着民族一同成长，随着民族一同塑造自身，并在民族丧失其特质时终归归于消亡。”
28黑格尔早在1802/03年的耶拿论文《论自然法的科学对待方式》中就已引入了“世界精神”的概念，该精神“在每个民族中，在伦常与法则的每一个整体之下”都拥有其“较为混沌或较为发达的绝对自身感觉”（参见NR S. 479）。在《法哲学原理》§ 342中，这一概念演化为作为“理性的环节之必然展开”、作为“普遍精神之展示与现实化”的世界历史。
29关于基本权利与人权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意义，参见G. Lübbe-Wolff 1986, S. 421–446。
30罗泰克与韦尔克在《国家辞典》（1856年）第二版前言中抨击了“黑格尔学派与历史学派的诅咒与魔咒，即所谓合理性以及排斥一切自由的应当与改革的、凡是存在之物或历史上形成之物的必然性”（XVI）。
31在1819/20年的听课笔记中，黑格尔把富人对法权之可收买性的意识，视为穷人丧失法权忠诚的对应物（PR-Rin S. 500）。在经济“危机理论”方面，弗里斯在其1816年的宪法著作中亦有类似的思考（参见Fries 1971, S. 316 ff.）。
32在1819/20年的听课笔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述：“凡是合理的都在转变成为现实，凡是现实的都在转变成为合理”（PR-Rin S. 338）。海因里希·海涅流传下来的说法则是“凡是合理的，都必然存在”（参见Nicolin 1970, 文献363）。关于这些公式之间差异的意义，参见Henrich 1983, S. 13–17；关于整个“同一性论点”，亦参见Lucas 1993。
33参见保卢斯在1821年《海德堡文学年鉴》上的书评（重印于Riedel 1975, S. 53–66，此处见S. 63 f.），以及当今R. Bernasconi的论文“With What Must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begin? On the racial basis of Hegel’s Eurocentrism.” 载于：Nineteenth Century Contexts (2000), vol. 22, S. 171–201。
34这些见解在1799—1802年关于《德意志宪法》的残篇（参见VD）以及在《精神现象学》（PG S. 316–323）中得到了加工处理。
35关于黑格尔对其法哲学的这一诉求，亦参见富尔达1968。
36例外是施莱尔马赫（参见Scholtz 1994）与青年戈雷斯，后者于1803在其《器官规律论格言》前言中主张一种共和主义多元论，反对天才与学派的终极性诉求（Görres 1932, S. 171 f.）。最近罗蒂在Rorty 1988, S. 82–125中强化了这样一种要求。
37那种认为如此多的结论可以说是从思维方式的所谓特征推导出来，而非从事物碰巧所呈现的特征各异的存在方式中推导出来的观念，是黑格尔观念论中最复杂且最具争议的论断。正如我在别处所论证的那样，理解他为何相信这一点需要妥善把握他与康德的关系，更不用说需要妥善把握康德本人（参见Pippin 1989）。在此背景下必须暂置不议的核心议题是：在《全面教学纲要》中从对自然物质的物理主义解释转向有生命的、自我定向的存在者。那里的论证恰恰典范地展示了黑格尔认为哪些东西是从特定的思维方式中——而非直接从世界的方式中——推导出来的，以及他为何这样认为。
38该术语的标准英译是“actualization”（现实化）。基于我在别处所维护的理由，我建议将其译为类似于概念的“生效”（becoming effective），不过为了行文指引方便，下文我将使用“actuality”（现实性）及其同源词。（参见Pippin 1995）。
39尤见附注中的限定说明：“这一非常重要且应当牢牢把握的区别，同时是非常浅显的；一项法权规定完全可以从情况和现存的法权建制出发表明自身是完全有根据的且相连贯的，然而却自在自为地是不合法的且不合理的，正如罗马私法中的大量规定那样，这些规定完全连贯地源自诸如罗马父权、罗马婚姻状况这样的建制”（§ 3 A）。
40正如黑格尔著作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最后这个短语高度凝练地抓住了他所追求的目标。自我之所以是自身规定的，乃是因为它是“否定者对自身的关联”。自由既不要求从偶然的偏好或继承之物中抽象出来——从纯粹视角看，这些东西或许显得是对我的“否定”，属于非我或非自身规定的东西；它也不像在存在主义中那样要求我以某种方式对那看似非我的东西承担“真实”责任，从而否认其“否定性”。否定者依然是否定的，但却是一种自我关联的否定性；或者在这一点上说：既非此亦非彼。
41关于黑格尔伦理学能阐述出多少深刻内容，即使在我在本处所争议的假定（即他的思辨构想归于失败且基本无关紧要）下亦是如此，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可参见Wood 1990。并参见我的评论（Pippin 1993）。
42我所说的“意志主义”非常宽泛地指涉最早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相关、并在康德那里十分重要的哲学观念（尽管在圣保罗的著作中已十分突出）：在其中，对客观善或被认为产生幸福的处境的某种理智领会，与欲望、感受到的偏好和反感之领域区分开来，后者主要源自快乐与痛苦的经验或想象中的快乐与痛苦，并促使我们独立于（虽然不必然相悖于）理性信念而行动。在这种区分中，欲望可以说是受到了理性的训导，但论者认为，这种仅凭信念与欲望本身无法完全解释人类行动；我们还需要诉诸一种独特的机能，即意志。否则，正如在保罗著名的自责（“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中那样，我们就无法解释如下处境：我认识到什么对我好，渴望对我好的东西，却不去行动（或者认识到什么对我不好，比如一项罪过，深恶痛绝，却依然“选择”去作）。我大概必须“意愿”去作我认为我应当且渴望去作的事。我必须拥有阿奎那所谓的“理性欲望”。即使在我选择作恶的情况下，我也不是被激情所压倒或纯粹出于犯错。（阿奎那本人是否真正拥有基督教护教学、尤其是奥古斯丁神义论所需要的那种意志概念，抑或他仍然过于理智主义且过于希腊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Irwin 1992一篇极有助益的文章中对此有详尽探讨。）
43由于我力图就我所理解的黑格尔精神与自由的理论提供一幅全面的图景，我自由地运用了在《法哲学原理》正文之后撰写的材料与讲课笔记，这些材料有助于反思并阐明其核心立场。
44物质自然本身是“不真”的，这种涵义显然并不意味着实际上不存在这种物质自然，而是指——借用黑格尔会赞同的亚里士多德式表述——事物的物质属性无法告诉我们该事物的“真理”，即“成为‘那个’事物何以为其所是”。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论中用于提供这种说明的功能（形式［eidos］），在黑格尔那里被概念理论所取代，而这其中关涉一段与康德相关的漫长曲折之故事。关于围绕《全面教学纲要》§ 389之诸问题的更为详尽且极具启发性的讨论，参见Wolff 1992。
45我在此处所说的“相容论”，仅指黑格尔主张某种形式（想必是得到妥当理解的形式）的自由，即作为我的行为的真正主体或能动者，在哲学上并不与某种形式（想必是得到妥当理解的形式）的因果决定论相矛盾。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在任何时候都绝对自由地做出与我实际所做不同的行动”的标准来构建这一问题。因此，就像许多相容论者（莱布尼茨、休谟、斯宾诺莎，近期的丹尼特）一样，该问题始于、且往往终于什么才被算作自由的问题。Parkinson 1985按照相容论问题来构建黑格尔的自由问题，并大体主张某种与《法哲学原理》相关的双重方面观。但他对“世界心灵的自身规定”的倚重（同上引，p. 166），尽管在p. 168对埃克哈特作了有益的评注，却严重限制了这一解释，使黑格尔论证的大量根基未加探究。关于斯宾诺莎式的（适度“主观化”的）解读，亦参见Schacht 1976, pp. 310 ff.。
46这样一种归谬法（reductio）——其中表明二律背反的涵义是从某些这种假定为绝对的前提中推导出来的——是黑格尔著名的“辩证”程序中最容易辨识的方面。
47我意识到，我正在讨论且将继续引用的段落可以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仿佛黑格尔是在主张一个必然真理：如果存在自然存在者，就必定存在精神的存在者。不可能只有自然存在者，这在形而上学上是必然的，因为（依这种解读而言）绝对存在的东西就是将自身外化并返回自身的精神，因此对自然的妥当理解要求理解它与这种自我展现的必然关系及其必然发展。我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是黑格尔的立场，但我承认，要裁决这两种解读，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
48我在此意指在“动物有机体”（E §§ 350–367）的说明中所展开的诸议题。黑格尔论证的结构在于：如果我们理解了为何仅仅参照物理属性就无法解释“生命种类”这一范畴，我们出于同样的“逻辑”理由也会理解，为何参照物质或非物质的实体性属性同样无法解释灵魂与精神。
49这一不寻常的短语显然需要比在此所能提供的更多的注释。那种认为自然概念应当被视为“理念的自我外化”的想法，在此引入了这样一种主张，即自然解释的所有维度都必须在精神试图理解自身及其“自身”概念的总体目的论之内来理解。换言之，它指向了黑格尔观念论中的根本问题。
50这里是黑格尔相容论最明确的表述：“……精神从自然中产生，绝不可被理解为仿佛自然是绝对直接者、第一者、最初的设定者，而精神反之只是由自然所设定的；相反，自然是由精神所设定的，精神才是绝对第一者”（E § 381 Z, S. 24）。

 此外，正如我在别处所论证的，主张精神是绝对第一者，指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即自然的范畴是规范性原则与法则，它们最终必须被理解为心灵自身的自我限制，即先天约束。这里所说的绝对性，指涉这种规范性维度在心灵活动与行动中的绝对不可还原性，但那是一段不同且极具争议的故事。参见Pippin 1989, pp. 175–200。

 这种阐发黑格尔立场的方式显然将人们阅读《全面教学纲要》时的解释焦点转移到了解释的充分性问题上，并提议将该著作读作一篇关于解释充分性标准的扩展论文。我认为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这正是黑格尔希望该著作被阅读的方式，他旨在阐明在何种假设下某些解释策略是恰当的，在何种假设下则是不恰当的，因此他旨在表明：正如（比如在“前现代解释”中）将无生命的世界视同具有生命与意图是不恰当的一样，也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现代机械论）不把有生命的世界视同无生命之物，这些理由与我们若这么做所将获得的解释类型及其不恰当性密切相关。
51正如DeVries 1988所论证的那样，思考这一主张之逻辑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当代“随附性”（supervenience）的概念。随附性与突现属性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但引起黑格尔兴趣的问题不仅在于在逻辑上使用这两种范畴何以是可能的——既使用精神的范畴又使用自然范畴——而且在于为何前者应当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为了对此作出解释，德弗里斯（DeVries）诉诸一种关于精神在时间中展开自身的传统且相当不可信的概念，我认为这并未反映黑格尔关于其体系性构想的深思熟虑的观点以及他对该问题的回答，参见同上引，pp. 41–52；Pippin 1991。
52亦参见§ 381的附释（载于《全面教学纲要》）中极其重要却奇怪地被忽视的限定说明，黑格尔在其中坚称：“……精神并非以自然的方式从自然中产生”，而且这种产生——即精神从自然中的产生——并不是一种“自然的产生”，而是必须被理解“作为概念的发展”。（VPSG II S. 933f.）
53这些正是黑格尔力图公允对待的“人类学”假设；也就是在解释活动时公允对待地理、前意向与习惯性的惯例、心境、情感、性格、性情等方面的恰当性。这些前意愿的性情并非完全意向性的，也不作为理由被倚重，但它们同样不能被当作生物学物种特征来对待。我不敢确定黑格尔本人是否指认出了任何有趣的此类特征（他尝试过诸如：意大利女士常因情伤心碎而亡；西班牙人因荣誉而决斗；法国人兼具这两种特质，等等），但这一点依然十分具有说服力。亦参见来自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Nachschrift Griesheim）的评述（VPSG I S. 174f.）。
54这并不是说黑格尔在其更大的说明中没有试图公允对待个体责任的概念。这构成了他的“行动理论”，作为“道德”视点的问题加以讨论，并在《法哲学原理》§§ 104–113中得到探讨。参见Quante 1993的当代重构。
55黑格尔立场的这一方面（因果问题的不相干性）在Wood 1991中得到了很好的探讨。
56我意识到这篇注释引入了一些在此未予辩护的争议性主张。我曾试图在下文引用的关于费希特的论文中为德意志哲学中这一规范性概念的位置进行辩护，希望在一本关于黑格尔实践哲学的著作中就此作进一步阐述，在此仅希望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种解读，一种为在其他情况下流于空洞的自身规定概念赋予某些实质内容的方式。
57《全面教学纲要》中连接理智与意志的关键段落是§ 468。参见Peperzak 1987, pp. 45 ff.；id. 1991富有启发性的评注。
58在阐释费希特时，人们也经常犯下关于如何理解何为“自我”与“非我”的同类错误（参见Pippin 2000）。
59出于两个原因，本文放弃使用引号来标示待分析的各项规定。其一，在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中，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严格区分并不适用，因此使用引号将构成一种解释学上的预先决断；其二，这会严重损害文本的可读性。
60引文中的所有强调均为笔者所加，原著的强调均未采纳。
61在此处及下文中，“逻辑的”始终是在黑格尔的思辨意义上使用的（参见杜辛1984）。
62参见Siep 1989, S. 97 f.。这样一种导论冠于《法哲学原理》所有三个部分之首（§§ 105–114针对道德，§§ 142–157针对伦理）。
63在此处必须消除一种歧义。黑格尔在这里类似于上述对《逻辑科学》段落的解释，在非术语意义上使用“主体”和“单一性”：在此处，“主体”指的并不是道德的部分原则，而是作为此时此地的时空“个体”（§ 35 R S. 383）本身。相应地，“单一性”在这里也不具有概念逻辑上的着重意义，而仅指作为“独立的单一性”的个体化（同上）。尽管在正文和边注中并未严格贯彻这一点，但黑格尔试图通过（以斜体）强调在其逻辑学意义上作为术语使用的概念，来避免这种歧义。
64关于行动概念语境中类似的问题，参见Quante 1993, S. 111–124以及Yeomans 2015。——即便独立于法哲学问题，下述假定也是极其合理的，即作为人格的自我理解以及具有自我意识的意愿能力，只有在一种社会生活形式的框架内才能发展出来，在这种形式中个体相互归属于意向性态度（参见Quante 2007, 2012 und 2013以及Siep 2014, S. 281 ff.）。
65关于这种联系的一种放弃求助于黑格尔思辨概念规定的阐释，见于Siep 1982（尤见S. 261 ff.）。
66我未从原著中采纳任何强调，所有强调均为笔者所加。
67我在Mohseni 2015中对以下各节展开了更详细的分析。
68对此参见匡特在本卷中的文章。
69在分析精神时适用的是，“它的各项规定既是客观的、事物本质的规定，也是它自身的思想”（E § 439）；对此亦参见§ 42的附注：“对于自由精神——它必须与单纯的意识严格区别开来——来说是外在的东西，自在自为地就是外在的［……］。”
70对此参见自然哲学导论中的“自然概念”（E §§ 247 u. 251）。
71黑格尔在此也想到了人类自我了断生命的能力。他在其中看到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不能自我残害或自杀，但人可以。”（§ 47 A）不过依黑格尔之见，这种选择通常并不合乎法权（参见§ 70）。
72席普（例如1992, S. 326）一再批评了这种“把所有非人类自然在法哲学和法权上贬低为任由人格意志与制度意志无限支配的事情”。
73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节中再次谈及。
74参见洛克1976, § 27。
75“但是，目的将自身置于与客体的间接关系之中，并在自身与该客体之间插入另一个客体，这可以被视为理性的狡计。”（L II, S. 166）黑格尔通常仅在对合目的性行动（尤其是劳动）结构的哲学分析中使用“理性的狡计”这一说法。其中核心在于对“工具”意义的重构（同上）。然而，在《全面教学纲要》（E § 551）与法哲学（§ 344）中，黑格尔也将单个个体的行动称为世界精神的“工具”。
76关于这种读法，参见H.-C. Schmidt am Busch 2007, S. 114。不过，究竟谁“在占有中作为自由意志客体化地呈现给自身”（§ 45）——以及究竟如何精确把握这种客体化存在——就仍未得到澄清。
77参见Waldron 1988, S. 351–366以及Patten 1999, S. 15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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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对此亦参见A. Stirn等2009年关于身体完整认同障碍（Body Integrity Identity Disorder）现象的研究。
80对此参见Siep 1982, S. 263。
81对此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观察的理性”一节；对该节的阐释见于Quante 2008。
82今天，这类论争例如关涉性自身规定的法权。
83席普在此联系中谈及“国家的压倒性权能”，Siep 1992, S. 305 f.；对此亦参见Siep 1982, S. 274以及Siep 2014, S. 44。
84关于“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的规定，参见W. B. Gallie 1956同名论文，S. 167–188。
85关于这样一种尝试，参见Mohseni 2016。
86霍耐特（Honneth 2011）也将黑格尔法哲学的这一被他称为“规范性重构”的操作流程，奠定为其自身社会哲学的基础。
87洛克通过其客体与人类劳动相混合的论点主张了这样一种对象化模型。Waldron 1988, S. 184–191证明了洛克的这一构想存在严重困难；关于另一种替代性的洛克阐释，参见Siep 2013, S. 236 f.。
88对此详见Ritter 2003。
89对此参见丽莎·赫尔佐格在本卷中的文章。
90对此参见黑格尔从人格向公民发展的明确提及，见于《法哲学原理》第190节附注。
91对此参见霍斯特曼在本卷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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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例如参见Schild 1979；Jakobs 1991；Seelmann 1995；Wohlers/Went 2011，不过后者在一处对“现实化”有着成问题的理解。他们把黑格尔在§§ 97和99 A中关于“犯罪作为［……］对作为法权的法权的侵犯”的表述视为“显而易见的语法错误”；认为应当写作“对作为法权（单数主格）的法权的侵犯”（S. 175 Fn）。这一“错误”“被无数作者在其转述中不加更正地采纳”，乃是“黑格尔法哲学所造成的语言混乱的典型症状”。诚然，人们确实可以认为黑格尔屡屡“造成语言混乱”，但沃尔特斯/温特所挑剔的表述恰恰不是这方面的例证。反过来，它正是语言精确性的例证。在沃尔特斯/温特的“更正”版本中，紧跟在“作为”后面的“法权”将是一个谓词。该表达于是意味着：“侵犯法权乃是法权”。而黑格尔的表述则意味着：“对法权本身的侵犯”，即不仅是对某一法权规范的侵犯，而是对法权整体的侵犯。这里所涉及的是犯罪区别于其他违反规范行为的规范性分量。那所谓的“更正”才是“语言混乱的典型症状”。
126感谢贝尔贝尔·弗里施曼、迈克尔·匡特与路德维希·席普提出的修改建议，对后两者还感谢其在黑格尔阐释问题上给予的支持。
127法权行动同样是个体意志的表现；然而在“抽象法权”中，并不是依照其具体意蕴或依照意志所表象的目的以及所取得的效果来探讨它们，而仅仅是就其形式的可能性条件来探讨它们。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便是其被允许性。对此参见§ 38：“就具体的行动以及道德和伦理的关系而言，抽象法权对照于后者的更广泛内容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此法权规定仅仅是一种许可或授权”。§ 106的附释同样强调，在抽象法权领域并不存在的意志自身规定及其动机与故意的问题，只有在道德视点下才会产生：“唯有道德意志的表现才是行动”，§ 113 A如是说。特殊意志与尚待实现的原则（无论是在道义论视角下的法则，还是在价值论视角下的善）以及与其他主体的意志的关系，在道德中得到了考虑：因此，“司法的行动［……］仅包含道德固有行动的若干环节，而且是以外在的方式”（同上）。
128这是对§§ 105–125在Quante 1993中所作审慎分析的对象。该论著还包含着黑格尔关于行动的复杂分析与分析实用哲学中关于人类行动描述与理据问题讨论之间的有趣对照。关于行动主题亦参见Derbolav 1965；Riedel 1965；Schneider 1965；Wiehl 1971；Di Tommaso 1980；Inwood 1982；Planty-Bonjour 1983；Giusti 1987；Chiereghin 1992；Menegoni 1993。
129主观自由的法权“构成了古代与现代之区别的转折点和中心点。这一在其无限性中的法权在基督教中被表述出来，并被确立为世界新形式的普遍现实原则。属于其更具体形态的有爱、浪漫的事物、个体获得永恒极乐的目的等等，——其次是道德与良知，此外还有其他形式，它们一部分在下文中将作为市民社会的原则与政治宪法的环节显露出来，另一部分则一般地在历史中、尤其是在艺术史、科学史和哲学史中出现”（§ 124 A）。
130“道德视点”这一表述在§§ 104–112及相应的附注中出现约十次。该表述亦见于该章的结语各节之中，在其中指出了道德形式主义与内心性道德所陷入的矛盾（参见§ 135 A），即在道德视点与伦理视点相对立的地方（§§ 137, 137 A）。
13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AA V, S. 99）。在考察行动时，黑格尔对康德概念的使用进行了有意识的颠倒。例如，当康德把特征鲜明且可归责的作为称为“事实/行径”时，黑格尔则用“行动”概念来标示主体自觉意愿且为其承担责任的作为。相应地，黑格尔在提及康德的第二个问题（“我应当作什么？”）时写道“我应当按照什么去行动？”，见于《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HE § 3 A）。关于康德行动概念的规定，参见Kaulbach 1978；Gerhardt 1986。
132顺便指出，这一方面包含在如下事实之中：在道德中，涉及主体作为“自为存在的单个人”的意志的视点遭到了质疑（§ 106）。在《逻辑科学》中，“自为存在”包含着规定性、一和许多的一，并从而蕴含了个体性的概念。通过断言自为存在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的联系，黑格尔强调，行动始终归属于个体，无论是作为单个人，还是作为民族或国家。
133自《法哲学原理》导论各节起，单一意志的法权就是联系着行动问题来呈现的。在§ 8中人们读到，意志的特殊性“是通过活动的媒介和一个中介将主观目的转化到客体性之中的过程”，换言之即：“行动”。
134在霍迈尔听课笔记（Nachschrift Homeyer）第58节的附注中可以读到：“道德也是一个有限性的视点，因为意志作为一个主观之物，仍在它的主观性中主张自身”（PR-Hom S. 276）。紧随其后的第59节附注证实道：“道德视点包含着主观的特殊的、有限的意志，普遍者对它而言是另一个东西，对它而言是一种应当”（同上，S. 277）。
135存在着一种意识所提出的种种辩护——该意识笃信自己就是作出选择与决断之物——它遗忘了善与恶的区别，遗忘了人们应当做什么与应当放弃做什么的区别。§ 140的长篇附注勾勒了一种将自身绝对化的个体意识的现象学：从良知不安的普遍行动一直到伪善与反讽；这后者构成了“将自身主张为绝对者的主观性之更高顶峰”（R § 140）。
136关于行动推论结构的指引见于《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第418节，在其中道德视点被定义为“自由的反思判断”（HE § 417）。“反思判断”的特征在于其谓词是普遍者：“因此它构成了奠定根据之物，主体必须据此被衡量，并依照它来被规定”（L II S. 72）。反思判断类似于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将特殊主体包摄于普遍谓词之下，并带来了任何包摄或应用过程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适应问题。
137当黑格尔在下文讨论法权行动时，他明确援引在“道德”中提及的各项规定确认道，“只要对于行动的定性而言，行动者的洞见与意图这一主观环节（见第二部）是本质性的”（§ 227）。
138个体的、具体的行动始终是一方面主体渴望的能量与另一方面其合理性之间综合的结果。两者的法权及其在行动中的必然汇合，在《全面教学纲要》的“心理学”一节中得到了探讨。
139我们设想如下情况：第二辆车追尾撞上了第一辆车。第一辆车的司机现在由于不取决于其意志的缘故，撞上了在其前方行驶的第三辆车。他在客观上对该事故是有罪责的，但在主观上、在其良知面前，他对此并无罪责。当然，如果他没有遵守安全车距或限速规定，这一事实并不排除他在其他方面的责任，例如在民事法权或刑事法权方面的责任。
140“英雄的自我意识”之行为则另当别论，它是古代伟大悲剧作品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种自我意识事实上不区分“行径”与“行动”，不区分事件及其后果与个体的故意，而是“承担行径全部范围的罪责”（§ 118 A）。
141“但是意志的法权是，在其行径中仅将此承认其为自己的行动，并仅对它在自己的目的中所知道的其前提之物负有罪责，即属于其故意之中的东西。——行径只能作为意志的罪责而被归责；——知识的法权”（§ 117）。
142行动如果被一个“思维者”所知且所意愿，它就始终是一种行动（§ 120）：这种法权带来了“儿童、白痴、疯癫者等完全的或较小的无责任能力”；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行动者处于未成年状态，未被“按照作为思维者和意志的尊严”来对待（§ 120 A）。
143从结构的视点来看，人们可以注意到两点：道德的第一个环节包含关于行动形式的两项规定，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抽象的普遍者（故意）与具体特殊者（特殊意志对单个行径的责任）之间的关系一样。同样地，第二个环节在形式普遍性（意图）与具体特殊者（福利）的方面考察行动的内容。
144“意图从语源上看包含着抽象，一部分包含着普遍性的形式，一部分包含着抽取出具体事情的一个特殊方面。通过意图进行辩护的努力，就是孤立地看待一般而言的单个方面，它被主张为行动的主观本质”（§ 119 A）。
145黑格尔关于行动的目的就是其内容、并且这一内容是行动的规定性灵魂的主张，重新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后者并未将行动的冲动归之于理性，而是归之于努力（欲望，orexis），规定的目的恰恰归属于它。在《论灵魂》（De anima）中写道：实践理性“通过目的区别于理论理性”，正是努力构成了“实践理性的出发点”，“思维活动之所以发生运动，是因为其出发点是被追求之物”（De an. III, 10; 433a 14–19）。努力与理性的统一导致了抉择（选择，prohairesis），它构成了行动的真正原则，而这是一个定义人自身的原则：“因此意志决断要么是欲求的理性（orektikos nous）或者理性的欲求（orexis dianoêtikê），而相应的原则就是人自身（kai hê toiautê archê anthrôpos）”（EN VI, 2; 1139b 4–5）。
146《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第395–398节探讨了获得满足之法权的这些否定性方面，它把幸福定义为“对一切冲动之满足的混乱表象，但其中一个冲动应当为了另一个冲动而全部或部分地被牺牲、被优先考虑和被置于前列”（HE § 396）；意志由于是任意的，因而面临着必须“在偏好之间进行选择”的强制（HE § 397），处于一个走向“无限”的过程之中（HE § 398）。
147因此，为了对黑格尔行动理论的特征作出完整呈现，人们必须超出《法哲学原理》。人们必须考虑对单个与集体的事实、活动与行动的描述，这些描述与界定行动主体的诸特征之个体化一同在《全面教学纲要》的不同部分中被引介出来。在此，人们不可忽略《现象学》中那些深刻有力的篇页，它们把握了作为人类行动关键概念的区别、相异与分裂的诸方面（参见第VB, VCa, VICc节；PG S. 263–291, 294–311, 464–494）。最后，人们也不可忘记在《美学讲授课》（TW 13–15）中所作的分析，这些分析将行动的根源置于环境、动机与个体特征的汇聚之中。
148编者注：数字指涉在《精神现象学》英文版中连续编号的段落号。
149“这一真相——关涉法权、伦理与国家的真相——，”他说，“只要进行思维的心灵［精神］不满足于仅以临近的方式占有它”，便同样需要被“把握，从而使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也获得合理的形式，并由此在自由思维活动面前显得是得到证成的”（R (ed. Wood) p. 11）。
150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AA V, pp. 110–113）。关于黑格尔在善的无条件成分上区别于康德的理由，在Wood 1990, pp. 148–153中进行了探讨。
151但他并没有主张意志必须仅仅为了义务的缘故而行动。关于这一点，参见 Wood 1990, pp. 148–153。
152弗里斯的这些观点以及黑格尔对它们的批判，在 Wood 1990, pp. 78–192 中有所讨论。
153关于黑格尔心理学与其基础伦理学的统一，参见 Peperzak 1982, S. 103–131。亦参见同氏 1983, S. 349–365，以及同氏 1991, S. 99–106。
154参见 HE § 302（精神是现实性）；§ 303（精神是世界的启示与创造，“作为其定在，精神在其中拥有其自由的实定性与真理”）。
155参见亚里士多德，EE 1227b 32–33；EN 1112b 23–24。亦参见亚里士多德在 EN 1097a 15 ff. 中关于幸福（eudaimonia）与德行（aretê）之统一的论述。
156甘斯（Gans）在其为第二版《法哲学原理》（1833）所作的序言中以及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在其《黑格尔辩护：针对R. 海姆》（1852）中均已指出这一点（参见 Riedel 1975, S. 245 与 401）。关于黑格尔表面上反动言论的诠释，参见 Peperzak 1987, S. 53–70, 93–103。
157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 19，以及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 1。在这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中，卡尔-海因茨·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似乎示意，黑格尔早期政治哲学的斯宾诺莎主义特征在1802年之后越来越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动机的规定（参见 Ilting 1963/64，尤见 S. 54–55），但神圣的“实体”——它在黑格尔后期的法哲学中也仍是根本性的——又如何能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推导出来呢？
158参见 Peperzak 1960, S. 12 f., 35 f., 144–161, 231–239。我现在会更强调，伯尔尼时期远比法兰克福岁月更是一段“忧郁症”时期。人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图宾根时期存在着一种道德性的或甚至是决疑论式的反思深思。
159参见 Peperzak 1960, S. 21–28, 91–101。孟德斯鸠和罗伯斯庇尔对黑格尔关于“德行”（la Vertu）之思考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在黑格尔所谓的《青年神学著作》（TJ）之一中，黑格尔本人指出了孟德斯鸠（参见 PchR S. 369）。黑格尔在这一时期的一篇研究中所写的内容（参见 IeR S. 203），极有可能是受到罗伯斯庇尔于7. 2. 1794在国民公会上的演讲所启发的。关于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以及“法国文献”对青年黑格尔的影响的专题研究可惜仍付阙如。（但参见 Fulda/Horstmann 1991 —— 编者注）
160参见 WiR, S. 77; VuCh S. 90 f., 94 f., 99, 101 ff., 144 f., 163 f.; LJ S. 212; IeR, S. 203; PchR S. 281。亦参见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AA V, S. 155, 157 ff.）中关于“高尚的”或“超功绩的”行动的论述；以及全面教学纲要 §§ 450–451。
161亦参见 § 140 附注中对抽象良心之虚伪的分析。
162参见黑格尔的边注：“伦常 —— êthos —— […] 习惯，习俗 […] 伦常 —— […] 习惯，品格”（§ 151 边注）。
163正文继续写道：“一方面是伦理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特殊的个性、冲动、欲望等等。在希腊人那里，德行以一种天然之物、艺术品的方式呈现，如同理念在一个自然之物、元素中呈现出自身，以至于它显得束缚于天然的外在性。[…] 因而德行固然是个体性心灵的一种教化与训练，但由此产生出来的产物却完全以天然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 PR-Grie S. 1264 的提示以及注8中的提示，我感谢波鸿黑格尔档案馆的 U. 拉梅尔（Rameil）先生与 H. Ch. 卢卡斯（Lucas）先生。
164所涉为希罗多德，《历史》VII, 135，以及雅可比 1819, S. 232 f.。黑格尔引用的是这一“新增补版”（尼科林/珀格勒在其主编的《全面教学纲要》版本文献考证中亦然，汉堡 1991, S. 474 等处），而非伊尔廷（编）1974, S. 555 所列举的版本之一。参见克劳斯·格罗奇（Klaus Grotsch）在 GW 14,3 S. 1296f. 中的附注。
165市民社会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布拉舍（Blasche 1975）认为，应当重新恢复那种将黑格尔法哲学理解为市民社会哲学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通行的。
166关于这些家庭形态参见 Ariès 1973, Lebrun 1993。关于黑格尔之后的家庭史参见 Bockenheimer 2013, S. 37–62。
167Blasche 1975, S. 314 f.。固然，“伦理的丧失”（§ 181）在市民社会呈现的开端、即“需要的体系”中尤为明显，但并非在所有建制中都如此，因为同业公会被称为“第二家庭”（§ 252），具有强烈的伦理品格，以至于它（与家庭一起）被称为“国家的第二种[…]伦理根基”（§ 255）。
168Blasche 1975, S. 321 指出了家庭在“一切社会”中所承担的五种功能。
169关于该建制的重要性参见 Heiman 1971。
170关于实体与偶性的关系参见 Brauer 2007, S. 221–228。
171关于爱参见 Peperzak 2001, S. 410–414; Siebert 1980, S. 178–179, 181–183, 185–188, 202–204。
172依照瓦尔特·托伊尼森（Theunissen 1982, S. 336），在此通过整体的实体化或主体化，发生了主体间性的丧失，相对于整体，个体不过是偶性。于是，家庭和国家都被构想为不是个体之间现实关系的产物，而是首先被构想为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被构想为超个体主义实体的现实化，并归根结底被构想为绝对主观性的具体化。
173在此黑格尔指涉 § 124 附注。在这一语境中，他提到了现代戏剧与其他艺术呈现，“其中两性之爱构成了根本旨趣”（§ 162 附注）。在此人们可以看到对 J. W. 歌德的《亲和力》（1809）以及弗·施勒格尔的《琉喀德》（1799）的暗指。参见 § 162 附注。《琉喀德》在 § 164 补充及 PR-Grie S. 1284 中被明确且批判性地提及。关于此参见 Brauer 2007, S. 112–114。
174由于婚姻具有性特征的印记，它成为了争论黑格尔性别理论的场域。参见 Brauer 2007, Bockenheimer 2013。
175关于对黑格尔自由概念中将自然差异“伦理化”的批判，亦参见 Siep 2013。
176女权主义批判针对的是：黑格尔未能令人满意地实现对自然类属性的社会与个体占有。Bockenheimer 2013, S. 63, 227–240; Annerl 1992; Mills 1996; Stafford 1997。
177PR-Wa S. 38：“婚姻不是本义上的、不是市民的契约”；PR-Hom, S. 299：“婚姻不是任意的协议，而是某种伦理上必然的东西”。
178Jermann 1987, S. 157 f. 将黑格尔的见解与费希特的见解作了比较。
179德·沃斯（De Vos）将教化理解为“家庭的本质核心功能”（De Vos 2006, S. 92 脚注 4），因为随着教化，“真正达到了最低限度的（直接的）伦理之完全现实性的层面”（S. 106）。
180此处提交的论文的部分内容可追溯至 Horstmann 1974。
181除了下文讨论的《自然法》论文（参见 NR）之外，在此尤其重要的是《伦理体系》（1802/03；参见 SdS）以及《耶拿体系草稿》I（1803/04；参见 JS I）与III（1805/06；参见 JS III）。—— 关于此尤见 Siep 1992, 第6–9章。
182卡尔-海因茨·伊尔廷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伦理构想归根结底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主义表象与斯宾诺莎主义表象的结合（参见 Ilting 1963/64）。
183关于黑格尔伦理概念的形式结构，参见 Horstmann 1972, S. 95 ff.。
184这一理论的最初表述见于所谓的《1800年体系残篇》（SF S. 345 f.），该理论在献祭中看到了将现实性的规定融入一个生动的（伦理与宗教的）语境中的可能性，只要对这些规定单纯的扬弃乃至废除是不可能的。
185不自由者的阶层自身又包含两个阶层：农民阶层以及财产与获益阶层（参见 NR S. 455 f.）。
186顺便提及，在对所有权的伦理功能的这一批判性规定中，非常清楚地显现出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了早在法兰克福、即1801年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立场。因为恰恰是洞察到：尽管所有权扮演着伦理上的否定角色，但在现实性的给定条件下所有权具有不可扬弃的必然性，这是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斩获之一（见 GCh, S. 173 f.; SF S. 345 f.），它取代了黑格尔在伯尔尼时对所有权规定所持的较为怀疑的立场（参见 Rosenkranz 1844, S. 525）。
187关于此处被称为“具体普遍者”的规定，参见 NR S. 462。
188参见 Smith 1976; Say 1803; Ricardo 1951。—— 黑格尔对被他称为“国家经济学”的学科训练的旨趣，早在耶拿之前的早期阶段就已经萌生。正如我们通过 Rosenkranz 1844, S. 86 所知，他在伯尔尼时期就已经精读了 J. 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参见 Steuart 1767）。亚当·斯密在耶拿时期的著述中也已被提及。
189参见 Haller 1820。—— 这部六卷本著作的第一卷也是奠基性的一卷初版于1816年，因而它恰好是在黑格尔参与政治讨论的同一时期在公众中发挥影响的。关于此参见 Rosenzweig 1920, S. 190。
190人们必须意识到，除了1802/03年的《自然法》论文之外，只有《全面教学纲要》第一版中关于伦理这一章的九个印张面记录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
191因此黑格尔明确反对诸如冯·哈勒所持的立场：“人们将家长制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看作国家的本质关系；[…] 这是一个简单的原则”（PR-Hom S. 287）。
192例如，黑格尔对符腾堡宪法草案所规定的税收批准条例的反感，应当被理解为这种担忧的表达。如果各阶层必须批准税收，那么在发生战争必然性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由于对特殊利益的狭隘理解而不批准为此所需的摊派，从而不仅伦理整体在一般意义上承受由于未批准税收而战败的后果，而且各阶层自身也可能失去其地位与宪法，他们可以说通过实现自身作为特殊性的规定而毁掉了自身。
193重要研究包括 Lukács 1948, Chamley 1963, 同氏 1965, Riedel 1969, Maker（编）1987 中的论文，Priddat 1990, Schmidt am Busch 2002 与 2009, Rózsa 2007, S. 182 ff., Neschen 2008 以及近来 Buchwalter（编）2015 与 Rózsa 即出之文集中的论文。关于与经济学传统的关联，尤见 Waszek 1988。下文我所阐述的思考，在形式相近的意义上也见于 Herzog 2013 与 Herzog 2015。
194关于此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Herzog 2015, S. 149 f.。
195关于黑格尔在讲演中运用大头针例子的概览，见 Waszek 1985。关于斯密与黑格尔对分工之描述的相似性，亦参见 Waszek 1988，尤其是第四章。
196亦参见 Waszek 1988, S. 116。
197Priddat 1990, S. 68 ff. 追随 Chamley（1963, Kap. III）关于马尔萨斯对黑格尔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考量；然而并没有直接证明这种影响的证据。
198下文我立足于《法哲学原理》，而不去深入探讨黑格尔在早期著作或讲演中对经济学的论述以及其经济思想的发展。对此例如参见 Dickey 1987, Sayama 2004 或 Neschen 2008, 第I–III章，以及本卷中 Horstmann, S. 189–208。
199关于对《法哲学原理》的这种解读，例如亦参见 Patten 2001 或 Neuhouser 2000；专门针对市民社会的讨论参见 Stillman 1980。
200关于市场作为“伦理的丧失”的场所，亦参见 Vieweg 2012, S. 269 ff.，他也指出了其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对应。
201关于此尤见 Ritter 1975。
202关于比较性讨论，例如参见 Henderson 与 Davis 1991 或 Avineri 1972, S. 146 f.。
203关于市民社会中“教化”的作用，亦参见 Stillman 1980 以及 Rózsa 即出之文。
204当亚当·斯密依照收入类型分析性地区分不同阶级时，黑格尔在此遵循的是相对传统的模式，正如在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所通行的那样（关于黑格尔的阶层理论，亦参见 Waszek 1988, S. 171 ff. 以及普遍地参见 Neschen 2008, S. 193 ff.）。严格来说，黑格尔仅为第二阶层设置了“同业公会”；在第一阶层和第三阶层中，相应的任务显然由阶层直接承担。在下文（S. 216 ff.）中出于简便起见，我统称为“同业公会”。
205Neuhouser 2000, S. 161。
206关于此亦参见 Ferrarin 2001, S. 350 ff.。
207黑格尔在作出这一诊断时，大概主要是从伦敦的状况出发的，这些状况是他从诸如《晨报》（Morning Chronicle）之类的报刊中所熟知的（参见 § 245）。关于黑格尔所阅读的报纸与期刊，参见 Waszek 1988, S. 215 ff.。正如 Petry 1984 所论证的那样，《晨报》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以展示改革的必然性，这可能影响了黑格尔的视角。
208相比之下，依我之见享里希（Henrich）走得太远了，他提出黑格尔为贱民设想了对国家权力的抵抗权（1983, S. 20），因为尚不清楚黑格尔是否根本认为有可能克服市民社会而走向一种没有贫困的境况——并走向为社会所有成员更好地实现自由；如果他在这里看到了革命理论的切入点，那么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没有对该主题给予更大的关注（关于侧重点不同的讨论，亦参见 Vieweg 2012, S. 330 f. 以及 Siep 2015, S. 69 ff.）。
209由此表明，黑格尔不知道或者认为萨伊著名的法则（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是不可信的。关于通过货币的引入使得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成为可能的表象，他可能是从斯图亚特那里采纳来的（参见 Chamley 1963, S. 254）。
210关于此亦详细参见 Ruda 2011，他在其中看到了黑格尔哲学规划的根本性失败。在 Avineri 1992, S. 151 f. 或 Fatton 1986 中也可以找到相关讨论。
211关于德语区警察概念的历史，例如参见 Neocleous 1998 与 Schmidt am Busch 2011, S. 228 ff.；关于相关讨论，亦参见 Priddat 1990, S. 88 ff. 或 Waszek 1988, S. 198 ff.。
212亦参见 Schmidt am Busch 2002, S. 229 f.，他指出黑格尔在其他文本中使用了不同的术语。Heiman 1971 在罗马法中看到了其起源；Lee 2008 则在中世纪立宪主义中看到了其起源。
213关于此亦参见 Herzog 2013, 第IV章。
214Schmidt am Busch 2002, S. 139 ff.。
215关于黑格尔那里的结社自由问题，亦参见 Müller 1965, S. 168 ff.，他得出的结论是：在黑格尔那里，加入同业公会是不能被强迫的，但在伦理上是应当的（S. 173）。
216关于相关讨论，亦参见 Schmidt am Busch 2002, S. 139 ff. 与 Priddat 1990, S. 189 ff.。Vieweg 2012, S. 337 ff. 强调，对黑格尔来说，地方市镇也是一个同业公会，当成员失业时它可以承担对成员的保障。然而，只有当一个市镇中仍有足够多的公民处于就业状态时，这才是可能的；在波及整个行业剧烈的经济衰退情况下，情况未必如此。
217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契约论的拒斥，尤见 § 258；关于相关讨论，例如参见 Patten 1999, 第IV章。
218关于黑格尔的国家理解，亦参见布尔乔亚（Bourgeois）与施耐德巴赫（Schnädelbach）（本卷中），以及近来 Siep 2015，尤见 S. 46 ff., 90 ff., 126 ff.。
219紧随黑格尔关于国家规制的必然性，亦参见 Vieweg 2012, S. 286 ff.。
220关于此尤见 Schmidt am Busch 2002, 第5章，以及 Muller 2002, S. 158 f.。
221关于黑格尔与施穆勒（Schmoller）的关联，参见 Priddat 1990, S. 175 ff.；关于与迪尔凯姆（Durkheim）的结构相似性，例如参见 Wood 1990, S. 241 与 Goos 2006。
222关于此亦参见 Herzog 2016。
223参见 Haller 1820–1834。
224尤见早先1802/03年的论文：《论自然法的科学对待方式》（NR）。
225参见 NR S. 446; R §§ 7, 22；黑格尔始终如一的根本动机是：只有当主观者面对着一个客观者——主观者固然将客观者与自身区分开来，但并没有将它体验为某种外在于己的异在——时，才能谈得上自由。康拉德·克拉默（Konrad Cramer）称之为黑格尔“意识命题”的表述提供了根本模型：“意识即是将某种东西与自身区分开来，同时又与它自身发生关联”（PG S. 58）。黑格尔由此像费希特构想‘自我’那样构想自由，即将其构想为由‘自我’自身设定的‘自我’与‘非我’的统一。
226在此可以联想到90er年代的社群主义争论（例如参见 Honneth 1994）。
227宪法是“展开了的且现实化了的合理性”这一表述，再次呼应了序言中的著名警句。
228黑格尔在此深入阐发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有机体哲学，康德在那里写道：“一个自然有机产物就是这样一种产物，在其中一切既是目的，相互之间也同样是中介”（§ 66; AA V, S. 376）；甚至在康德那里，就已经可以发现将这种目的论有机体模型应用于政治形体（身体）（参见 § 65 附注；出处同上 S. 375）。
229“国家是有机体，即理念、概念向其差别的展开。这些被区分的方面因而就是不同的权力及其事务与活动，普遍者借此并且由于它们被概念的本性所规定，以必然的方式不断产生自身，并且由于普遍者同样预先设定于其产生之中而维持自身。—— 这一有机体就是政治宪法。”（PR-Grie S. 1413，参见 § 269 补充）
230费希特将此理解为一种评判公共权力但自身没有具体执行权能的反向权力，但它具有“绝对禁止性”权力，即具有“从即刻起扬弃一切诉讼程序，完全在各个部分暂停公共权力”的权能（《自然法权基础》§ 16; GA I,3 S. 448 f.）。费希特将此称为“国家禁令”（出处同上）。
231泰勒（Taylor）指出，在《法哲学原理》出版之时，普鲁士王国尚不存在普遍的阶层代议制（参见 Taylor 1975, S. 593）。此外，由于英国选举制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扭曲——在 20 百万居民中只有大约 600 000 人根本享有选举权——下议院也不过是一个相当不民主的等级会议。尽管如此，黑格尔在一部专门著作中非常批判性地评判了1831年英国改革法案——该法案开启了1832年的议会改革（关于此参见 Avineri 1976, S. 247 ff.）。
232关于此参见 Avineri 1976 以及 Taylor 1975, S. 589 ff. 极其博学且审慎的评估。
233将黑格尔与“蛮族游民的新神话”联系起来（Popper 1957, S. 36 ff.）是一种平庸的诽谤。
234参见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对这一动机的问题式阐发（参见 Marx 1974）。
235关于此参见 Hösle 1987b, S. 581 ff. 极其论辩性但却切中肯綮的评论；亦参见 Schnädelbach 1992, S. 185 ff.。
236《论永久和平》（AA VIII, S. 358）。康德将世界公民法权局限于“友善接待”是针对殖民主义的，是针对“文明国家的非友善行为”（出处同上）。
237作为“国家公会”的范例，康德提及了海牙的泛国家代表会议，它曾“作为仲裁者”解决公开争端（参见《道德形而上学·法权学说》，§ 61; AA VI, S. 350）。
238杜威（Dewey）、霍布豪斯（Hobhouse）、沃恩（Vaughan）、萨拜因（Sabine）、胡克（Hook）等人皆持此论。对某些人而言，决定性的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这一经验导致将德意志“政治反动”的开端向后投射到黑格尔哲学上。例如在 Hobhouse 1924 中便是如此。关于一战前在英国不可轻视的黑格尔主义，参见 Haldar 1927。
239如果黑格尔像在其 22. 8. 1818 的《柏林就职演说》中那样已经提及“德意志族群”，那么具有标志性的是，这一提及立即与如下愿望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之中在...之旁，在现实世界的统治旁边，自由的思想王国也独立地蓬勃发展起来”（RzA, S. 12）。
240因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屡屡超越了政治状况的现状。罗森克兰茨编制了一份黑格尔所要求的建制清单，而这些建制在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根本还不存在。“普鲁士当时并不是一个立宪国家，它既没有司法的公开性与口头性，也没有出版自由，没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致，没有人民对立法与税收批准的参与——而黑格尔将这一切都作为哲学的必然性来传授。”（Rosenkranz 1870, S. 152）
241依照康德，各民族“绝不想要”一个世界国家，正因如此康德才满足于联邦这一“替代物”（参见《论永久和平》；AA VIII, S. 357）。
242因此关于“长期的和平”有言道，它往往“使单纯的商业精神，并连同自私、懦弱和软弱一起占据统治地位”（《判断力批判》，§ 28; AA V, S. 263）。
243尽管黑格尔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学说有着这种共同点——反对自由主义，提醒人们警惕政治的严肃性与战争的可能性——但黑格尔的学说在诸多方面有别于施米特的政治敌友标准（参见 Ottmann 1995）。
244关于这一论争对于康德从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与神正论走向其后期历史哲学发展的意义，参见 Cassirer 1945, S. 35 ff.。
245在康德那里，革命经验的矛盾心理体现在：一方面将革命提升为必须担保进步的“历史符号”，另一方面则拒绝抵抗权（参见《系科之争》；AA VII, S. 84）。在黑格尔那里，对革命的承认与对恐怖以及“绝对自由”的摒弃携手并进（参见 PG S. 316 ff.）。
246参见《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理念》（AA VIII, S. 20 ff.）。关于战争作为进步的中介的作用，参见《论永久和平》（AA VIII, S. 363）。
247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的著名段落：“人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狡计：理性让激情自为地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通过激情而进入定在的东西承受损失并遭受损害。[…] 理念并不是从自身中支付定在与易逝性的代价，而是通过个体的激情来支付”（VPWG-Hof S. 105）。在《法哲学原理》中，§§ 344, 345 与 348 是对该定理的阐释。
248克斯廷（Kersting 1993, S. 87）谈到了“法权理性的公设”。由此历史将构成《实践理性批判》公设学说的一个对应物，即对应于“就外在自由的领域而言，理性规定性与自然规定性在法权上的特殊和谐一致”之公设（出处同上）。在《判断力批判》中，历史似乎更多是道德的一个公设，道德才能为自然的有条件目的首次提供其终极目的（参见《判断力批判》，§ 84 AA V, S. 435–436）。
249波普尔著名的历史主义批判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沃恩、萨拜因、胡克、卡里特（Carritt）以及许多其他人那里，它属于自由主义批判黑格尔的基本组成部分。
250席勒的诗歌《屈从》探问了生命的正确选择。一个人哀叹消逝的青春与消逝的幸福。他曾将信仰与希望献祭给生命的享乐。依照这首诗的教导，指望在彼岸获得法庭审判来补偿生命中错过的享乐是不可指望的。生命面临着抉择：要么是信仰的生命，要么是享乐的生命。
251因此，在引文的层面上永远无法断定黑格尔是否将国家与历史神化了。除了体系问题本身之外，诸如关于“历史的终结”或青年黑格尔派始终诟病的实践“理论化”等进一步的基本问题，都与国家和历史的神化问题联系在一起。顺便提及，F. 格雷瓜尔（Grégoire）已经表明，黑格尔不仅将国家，而且还将家庭、宪法、人的本性以及理性称为“神圣的”（Grégoire 1958, S. 221 ff.）。
252参见本雅明（Benjamin），他在其论文《论历史的概念》中将历史灾难的补赎交付给最后的审判日，而这一审判日让所有日子都重新呈现出来（Benjamin 1980, S. 694）。
253人们可以尝试将黑格尔的法哲学解读为黑格尔逻辑学三个部分的概念逻辑变体：“抽象法权”（存在逻辑）、“道德”（本质逻辑）、“伦理”（主观逻辑）。于是法哲学的起伏就呈现为在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之间的摇摆振荡，而这反过来又没有产生单一确定的发展。参见 Dove 1979, S. 89–108; Vos 1981, S. 99–123; Ottmann 1982, S. 382–392。
254《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重新汲取了这一思想——可以被理解为黑格尔版本的自然状态定理。相应地，“为承认而斗争”就是“诸国家显现出来的开端，而非其实体性原则”（E § 433）。黑格尔始终与霍布斯一致地强调，必须从这种自然状态中“走出来”；然而自然状态在诸国家世界的层面上又再度复现，对黑格尔而言，在此层面上“为承认而斗争”永久化了。参见 Siep 1974, S. 15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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